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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我对出版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深表赞赏和支持。

我在中国担任欧盟大使已四年有余，我发现，虽然欧洲越来越了解中国，中国也越来越了解欧洲，但遗憾的是，这种相互了解还仅仅局限于政府和外交层面以及商贸领域，在教育和研究领域这种相互了解仍嫌不足。

当然，我们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这尚无法满足中国与欧盟希望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我认为，应该让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都参与到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来，相关的前提是，中国和欧洲相互了解并理解各自的社会运行模式。

在欧洲，如同在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报刊和其他媒介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其他权力机构，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甚至司法机构。因此，认识欧洲传媒的运行模式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欧洲社会。

在欧洲各国，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并且由于表达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新闻媒体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欧洲的新闻媒体就可以完全摆脱各种权力机构的影响及商业利益的掣肘。

因此，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是值得举荐和鼓励的。

我热切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欧洲传媒及其运行特点。

这也是了解欧洲本身的好方法。

欧盟驻华使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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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日·安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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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我由衷地祝贺《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

这套《译丛》的问世不仅会极大地促进中欧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交流，也会丰富相关学科研究资料的多样性。

中欧是当今世界两支上升的力量，近10年来，中欧从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到全面伙伴关系直至今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远远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中欧之间的合作涵盖了包括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和环保等在内的广泛领域。

但是坦率地说，我在担任中国驻欧盟大使期间，深感中欧相互的认知和理解远远跟不上中欧关系发展的需求。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中欧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为了保证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双方需要加强沟通、增信释疑。

我认为，在中欧减少误解、加深相互了解方面，新闻传播界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加强这一领域的教育交流是一条有效的捷径，因为它面向青年，面向未来。

在此背景下，《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和值得称道的努力。我希望它能加深中国新闻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欧洲一些理念和做法的了解，从比较中坚持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新闻传播学，更加卓有成效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进一步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驻欧盟使团前任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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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呈远大使

2009年1月


他山之石 可以为错

（译丛代序）

综观我国（大陆）出版界对西方新闻与传播学界成果的译介，不难发现，相关成果主要聚焦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以及隔英吉利海峡与欧陆相望的英国，而对于欧洲大陆丰富多彩的相关学术研究之译介却寥若晨星。之所以如此现状，多因语言障碍（欧陆诸国语言各异，无一国以英文为官方语言）而译事较为艰难所致。不言而喻，本译丛出版之目的，旨在弥补国内这方面的不足，为我国各界读者了解欧洲新闻与传播学界的研究及其成果提供一个可能的路径。

然而，向国内学界介绍不同于英美国家的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仅仅是译丛的初衷，若能就此帮助国内学界借鉴欧洲学人的见解，磨砺自己的治学，启发大家的思路和言路，举一反三，在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发展上独树一帜，才是编者真正的企望，即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者，琢玉之砺石也）。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艰辛而有趣的过程，同时也是译者们磨砺自己的过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对译丛中有关新闻与传播学若干关键词作一些译考，并将个中的体会传诸读者。这一努力不仅对译介学术见解是必要的，对读者诸君似乎也将不无裨益。理由十分简单：翻译之于文学作品，是要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将外国文学原有的神韵，传递给本国的读者，这里面既有信、达、雅的追求，也有译者的再创作；而翻译之于学术著述，则要求译者不仅要传递作者的学术见解，而且还要求在翻译过程中，适当解读和阐释，帮助读者理解原作文字背后的含义，这或许也是译者对学术建设的一份贡献。

毋庸置疑，学术译事除了一些基本的默契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对一些关键词的翻译亦每每是见仁见智。尤其是当面对约定俗成的译法，甚或是以讹传讹的译法时，的确会面露无可奈何的难色（比如“field study”明明就是“实地调查” 或“实地考察”之意，可偏偏一直被译为极富诗意的“田野调查” ——而今不少的青年学子也乐得去做“田野”。且不论许多的“field study”百分之百是在城市里完成的，何来“田野”之有？殊不知，英文中的“field”，一如法文中的“champ”，对译成中文，即“田地”、“现场”、“场域”等。只有当这一英文或法文单词用做复数形式时，方译作“田野”）。

现将译者们对本译丛涉及的新闻与传播学的几个关键词翻译心得介绍于后，就教于学界同道。


1.media：传媒、媒介与媒体


西文中“media”一词的含义广泛而不甚准确，它既可以是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视频、电信等承载的文字、声音、视觉讯息的符号之发送、分配或传递的技术手段（工具）；也可以是经济门类或体制，如“传媒产业、传媒事业”等；或可以是具体的机构、组织，如“传媒企业”（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还可以是具体的传播内容和设备等。以其涵盖的电视为例，人们可以“看电视（节目）”、“买电视（机）”、还可以“做电视（行业）”。

英文中的“media” 原本已是“medium”的复数形式，而这一词汇进入法文后，法国知识界为了维护本国语言的纯洁性，作出了相应的语言规范：如今法文中在使用这一外来语词时，标准的用法是在“média”词尾加上“s”，写做：“médias” ！

中文里，相对应的不同译法也有“传媒”、“媒介”和“媒体”等，用法则无界定，多少有点随心所欲。丛书的译者们在彼此交流了认识后，基本达成如下的翻译共识——media依不同的语境分别译为：


传媒
 ：信息传播的载体、手段、途径、体制等的统称，如大众传媒。


媒介
 ：强调不同的传播技术特性，如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纸质媒介，常见的有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又如，以研究并开发媒介融合为主的新兴学科“媒介电子学”（Media Electronics）。


媒体
 ：突出传播活动的主体性和体制性，常是新闻事业的代名词，如中央级媒体（全国性的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外国媒体等。

作为补充：与“media”一词相关的另有“Medialogy”（亦拼作 “Mediology”） —— “传媒学”，这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提出的学术理念（见其著作《法国的知识分子权力》，Ramsay出版社，1979年），关乎对不同社会中的文化知识记忆、传承和置换方式的缜密研究。巴黎索邦大学于2007年正式开设了“传媒学”这门课程。


2.communication：传播、传通


“communication”一词，大陆学界通译为“传播”，与之相关的则有“传播行为”、“传播活动”、“传播事业”或“传播现象”等；港台学界则曾译作“传通”，以及“传通行为”、“传通活动”和“传通现象”等。

英语和法语等西方语言中的“communic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communicatio”，指“建立关系的行为或状况”。而现代词义不仅包括传的行为、后果，还包括传的方式、内容以及途径等，因此，在汉译上，出现了“传播”、“传通”、“交流”、“交往”、“沟通”和“交通”等对应词义。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著名学者斯迈司（Dallas W. Smythe）访华期间，在拜访北京大学时，曾以自己的论文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大众传播与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验》）的打字稿相赠，时任北大领导的周培源教授后将其论文转赠北大图书馆，并附言说明。也许是当年国内对“Mass Communication” 一词的海外中译尚甚为陌生的缘故，周培源先生在附言中，依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取“交往沟通”之解，旧有“交通达贵”之说），将“Mass Communication”临时译作“大规模交通”。

自中国传播学兴起至今，学界一直把美国传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William Schramm）的经典之作《传播学概论》（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奉为圭臬，至少是入门的必读，这是并不过分的。施氏的名作自1973年出版以来，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欧美一些而今颇有建树的学者都从其作中获益匪浅。中国的香港和北京曾分别出版了施作的中译本《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7月）和《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两地的译本都是根据此书1982年版的修订本完成的。不同的是，香港的译本不仅有施拉姆为中译本所作的《新订本序》，而且还舍弃了“全译”，“在原作者的同意下”，采用了译述的方式，亦即在译作中加入了译者个人的阐释与解读，译者是施拉姆的真传弟子余也鲁博士（他在其译作的《译述后记》中解释说，“译时作了一些增删。增加的是属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材料，和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删节的是原为美国读者而写或美国人才比较易懂的事例”）。

在余译看来，传通等于传播加沟通，因为“汽车司机看见红灯如何反应，报纸的新闻与社论在民间有些什么作用，电脑科学家怎样教机器修正错误，都属传通的过程” （余也鲁《译述后记》，见《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7月）。 余译在书前作学术名词译解时，以“传通”来替代“传的行为”，因为人们用“传的行为”来与别人建立起“共通”，“传通”的译法既从名词，亦从动词（ “communication”与“to communicate”），相关的学问，则作“传学”（国内学界将哈贝马斯的Kommunikations Theorie 译作“交往理论”。依照余译，或许译作“传通理论”为宜？）；至于“传播”，余译用来对应“mass communication”。

而新华出版社的译本，自始至终都将“communication”译作“传播”，相关的学问则译作“传播学”，“human communication” 和“mass communication”分别译作“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新华本对于中国从包括术语界定在内的“‘传播学’学”一直到本土的传播学的学科创建之重大影响，是学界有口皆碑的。

（而今，“communication”在欧洲——至少在法国——名声不佳，因为政府部门、企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都纷纷以“communication”——汉译“对外联络处/部”、“对外交流处/部”取代原先的公关处/部，传播因此被视作自我推销或广告的同义词。其实，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关也只是传通活动的一部分。）


关于“incommunication”：无法传通、无法传播


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在大众传媒的影响无所不在的当今社会，人们有一种幻觉，甚或错觉：信息越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越容易、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沟通就越发达；信息技术的增多自然而然保证了传播活动的广泛性。但事实恰恰相反，暴风骤雨般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同成功对话、成功分享之间并无天然联系。

换言之，信息与传播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与普及，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交流和对话，但全球不同地方的误会、误解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浸泡在各种各样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海洋之中。信息量骤然增加，导致的并不一定是改善或优化传播，而恰恰是无法传通（无法传播）。

从学理上而言，“无法传通”的概念是相对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 学派的格言式论述 “人们不能不传播”（“One cannot not communicate”）而言的。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认为，学会如何传通，亦即承认“无法传通”。讯息倍增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传通的改善，因为讯息如果要传递、思想观念如果要避免成为物化观念或消极的观念，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中，一个基本条件是演绎推理必须是共同的，另一个条件则是这些概念必须通过“传媒无法替代的传播网络”来“维持”。（Petite sociologie de l’incommunication，in Hermès， 1989， N° 4，CNRS Editions， Paris）

（这个来自法文的传播学术语，英译时曾作“communicational failure”，意即“communication may fail”。后终因不全等于原意而被放弃，现多直接采用 “incommunication” 。）


3.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身份与身份认同


identity源自拉丁语的Identitas，最早的含义是“同一回事”，在哲学和逻辑学中被译作“同一性”、“同一律”。涉及人和文化时，identity通译为“身份”、“属性”、“特质”等。中国的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最普遍的身份现象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身份。身份意味着社会等级、权利、权力、利益和责任。”（赵汀阳语）心理学上，将对自己和人生目标感到迷茫的现象，称为“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

identification是动词identifier的名词形式，意即“视为同一” 、“认为相同”、“认同”、“身份认同”。

显而易见，identity是一种状况的描述，而identification则是一个过程。

由此，侧重某一特殊群体或种族的文化上的归属感的cultural identity是否译作“文化身份”较为合适？

法国传播学者吴尔敦（Dominique Wolton）指出，“传播活动的世界化强化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联系，并将其变成了文化共处的政治博弈。同时，传播活动的世界化，还强化了集体文化认同作为面向开放保留不同身份的手段之作用。文化身份认同分为两个维度：避难式和关系式。前者指面对带有威胁性的开放的身份自省，以及对立于一个不留空间的世界之企图。避难式文化身份的演变有可能朝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后者正相反，关系式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同时治理身份与关乎国际社会的联系、身份与民主价值体系的能力。这是反作用于传播世界化的两种集体认同方式。”（Sauver la Communication， Flammarion，Paris，2005）


4.public sphere：公共空间、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是德文Offentlichkeit的英译，常见的英译汉为“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Offentlichkeit的法译为espace public（若转译成英文则为public space。同一个德文单词，中间只经过一次转译，sphere就等同于了space）。德文Offentlichkeit由形容词offentlich（意即“公开的”、“公开发表的”、“公开传布的”）+ 抽象化名词词尾keit结合而成，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

虽然“公共领域”的译法更接近于欧洲古代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市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等概念互相呼应。但是丛书的译者们仍多倾向于译作“公共空间”，理由主要是这一译法有别于欧洲文明史诸概念，而更加接近中国的研究语境和研究理念。与之相关的private sphere、civil society 、citizen journalist等词，也因此就顺理译作 “私人空间”、“公民社会”和“公民记者”。（此外，另有public sector，对应的汉译为 “公共范畴”，多属于经济学概念。）

“公共空间”最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概念，长期鲜为人知，后经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努力才重新被人重视。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事务成为公众辩论和公开争议的话题，所以受制于国内公共舆论。作为当代民主的基本内涵，公共空间对于反思大众民主而言，极为有用。它是介于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场所，它也是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相左的意见表达及交流的象征性空间。传媒在公共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传媒空间不是公共空间的同义词，因为后者更为宽泛、更为复杂。较之政治空间，公共空间也更加宽泛。公共空间的形成需要时间，以便形成自己的词汇、价值观，以及足以贴近可供讨论、反对或商议的相关内容的视界。人们无法决定公共空间的存在，而只能证明它的存在。

最后，关于本译丛还有几句话需要补充：

一、当听说欧洲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成果有机会系统地（至少是有一定规模地）被介绍到中国时，原著的各位作者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无一例外地为中文版作序，这成为本译丛的特色之一。欧盟驻华大使安博先生和中国前驻欧盟大使关呈远先生欣然应约为译丛作序的美意，则可视作欧中高层对相关学术交流的鼓励。

二、我也十分愿意借此机会，感谢译丛所有的译者，他们都是海内外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不仅兼备中外文的厚实功力，而且还具有经年的职业经验。在他们提笔给报刊写个“豆腐干”稿件，便可很容易获得优厚稿费的今天，他们依然不顾当前国内学术界微薄得几近可怜的译酬，应承了这份学术译事，并且精益求精，这在市场化浪潮汹涌的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奉献着实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信念：共同为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做些努力。当然，这般努力不仅完全是译文的质量标签，而且还成为本译丛的另一特色。谨向诸位译者致以敬意，同时亦深表谢忱。

三、在译丛的编辑过程中，罗青、甘露、林晴、李娜等同仁曾热忱相助，或代为组稿，或协助校译，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刘昶 谨识

2009年初于京东


中文版序

西方国家开展的传媒研究丰富而多彩，然而当下的中国似乎只了解美国或加拿大的成果。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尤其是法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仍鲜为中国所知。因为人们一直认为法国对报刊、广播和电视的研究近来无甚进展，但事实正好相反，相关的研究经年累月，创建于1951年的法国新闻学院（从属于巴黎第二大学，以研究传媒和传播活动闻名），是法国最早的新闻教研机构，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起初，法国学者也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一样，深受20世纪30～50年代美国电影、报刊、广播电视研究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学者逐渐转向独特的科研，旨在厘清传媒的运作方式、专业人士的运作、传媒内容的特征，以及受众在阅读报刊、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的使用）时的行为特点。

如今，法国传媒的研究横跨历史学、法律学、社会学、经济学、符号学、地缘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以真正理解传媒影响的广度和复杂性，因而科研成果丰硕。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更确切地说是自1975年法国正式开设新闻与传播学专业以来，法国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研工作蓬勃发展。和许多国家一样，法国学者不仅致力于分析和研究不同的新闻与传播手段技术层面的特点（诸如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同时还致力于认清新闻与传播符号层面的特点（诸如传媒承载的话语、象征意义和再现方式），以及社会经济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的特点（诸如信息工业化、传媒的不断市场化、政治对传媒的利用、传媒的文化生产等），研究的领域因而拓宽并多样化。

我在撰写本书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传媒究竟拥有何种权力。我希望将法国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们，介绍给对传媒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感兴趣的读者们。换言之，我希望最大限度地将法国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见解，以及我个人对传媒现实的关注提供给大家。本书提供的只是暂时性的小结，它以建立在众多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为主，帮助人们去认识近年来传媒在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施展的重要影响。

我非常欣悦地看到本书被译成中文，读者自己由此可以了解到，法国学者在传媒（尤其是电视）对政治人物、对选民态度、对个人的文化消费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方面的研究如日中天。众多的调查分析不仅令人对某些现象的认识更深一层，而且还获得了重要的结论，例如我们比以往更加明白传媒对个人或团体的影响程度。本书还证实了传媒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一个悖论：即传媒的权力既强大又有限，既有效又脆弱。若想获得正确的评价，必须考虑不同的语境，必须考虑我们所研究的时段。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用法国的情况来要求中国也许是较为困难的，因为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极不相同。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冀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法国学者在传媒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的独到之处。感谢我的同行——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昶教授的可贵合作，得益于他本人多年来对法中两国传媒研究成果的颇深了解，本书成功地译成了中文。我谨向他致以敬意，衷心感谢他高质量的翻译工作，以及他为扩大法中两国在传媒和传播领域的科学合作所作的诸多努力。中国读者可以首度获得法国相关研究概况的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的出版只是一系列学术译著的开端。

雷米`里埃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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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伴侣、作为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尖兵，传媒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经像其他的家庭用具和物件一样密不可分而不可或缺。我们遭遇日报头版大量的消息、广播电台的新闻快讯以及电视新闻传递的讯息，浸没在充满着信息、声音和图像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氛围之中，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意味着技术和社会的变动，正将我们一步步地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即传媒化的时代。事实上，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需要阅读或翻阅杂志，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来了解时事——更简单而言——来放松或消遣。同样，没有一天或几乎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不通过电话甚或互联网和别人联系，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随身听来欣赏音乐，可以不打开电脑。联接普遍化的必要性似乎就这样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

因而，我们不再惊奇自己有权随时就传媒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发表见解，我们也不再惊奇我们常常被动地就传媒在当今生活的影响发表一些观点，每每还是决定性的观点。因为，传媒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本身不仅具有不同的用途，而且还强烈地投入情感和偏见。任何情况下，传媒都不会无动于衷。对于传媒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日益敏感的僭越，我们想到了什么？从传媒在公共生活中越来越明显的参与，换言之，从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作用，从其对国际关系以及对富国与穷国交往的影响，我们又想到了什么？众多的问题自然引出众多截然不同的答案。

最近出版的一本相关话题不太厚的论文集，证实了我们同胞中还是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上述问题有着鲜明的看法。我们先来举一个政治家米歇尔·罗卡尔
 
[1]

 的例子，在他看来：“传媒太过于追求煽情而偏离了本义上的新闻。传媒满足于复制不同的反应而不将它们复原，也不将它们对诸现实……社会现实和政治博弈与传媒制造的简单性之间的差距令人可怕。”玛尔蒂娜·奥伯雷
 
[2]

 也认为：“传媒化改变了一切，它强化了急迫感和对逸闻的喜好，并改变了从事政治的方式。”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有关论断。雅克·德里达
 
[3]

 表示：“伴随着频道的增多、广告的竞争、公营台和私营台既共存又互相嫉妒的历史，法国电视将解说词和画面强行叠加在一起（错误的做法!），以求中等水准，也就是说法国公民的平庸的水准……构筑法国公共空间的传媒负责人将智慧驱赶得一干二净。”在马塞尔·戈歇
 
[4]

 看来：“在传媒的早期阶段，一些大传媒，特别是广播作为极权主义的传媒，在动员方面的能力令人惧怕，然而大众传媒的发展却走到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传媒，尤其是电视，在我们社会的政治层面，以及更深的公民层面，制造了出乎意料的消沉。”雅克·布弗雷斯
 
[5]

 则认为：“传媒在文化领域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实是一种僭越。它越来越像其他商品，只求让人买得最多、卖得最好，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可以为文化本身带来重大贡献的名义下进行的。”

来自传媒从业人员本身，即记者的看法是否温和些呢？让一弗朗索瓦·卡恩
 
[6]

 表示：“坦率地说，我认为单一思想（pensée unique）
 
[7]

 并不存在。但要说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媒话语，却肯定存在!例如在移民问题上，《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的观点有着某些严重的分歧，不能说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对于人们而言，传媒首先是广播和电视。在这个领域，人们认为相关话语是一致的。”
 
[8]



我们姑且暂停批评与指责，但诊断得出的结论似乎却是无可挽回的：即传媒而今已获得真正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害的。因而，传媒被怀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操控舆论；而记者则被怀疑已成为刻板思想的虔诚奴仆。在政治领域中，他们鼓励简单化和讽刺，玩弄煽情和逸闻，曲解公共争论，诱发国民消沉。在文化领域中，他们引发庸俗为上，并在虚伪地自扮成文化保护使者的同时，支持单一思想。如此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时下对传媒广为流行的看法：传媒不是在促进向世界开放，不是在加强多元主义以及知识和见解的多样性，而是在缩小我们的视野、在阻碍思考、丝毫不为民主的良性运作而努力。

大家对上述指控有何感想？人们锲而不舍地指控所谓的传媒权力，难道以准确的方式，摒弃先入为主，摒弃偏见而对其进行评估是难以想象的吗？难道稍微客观一点来争论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吗？我们无意为所有问题找出答案，本书只是想从新的角度重新思考问题，还原本义，并对当代传媒领域中已知和未知的方面作一番梳理。太多的略估和讥讽环绕这一主题，太多的仓促见解与事实背道而驰，以致于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现象的准确维度。

说老实话，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传媒极为喜欢的典型的记者式问题本身，还涉及非常含糊而晦涩的主题，问题本身与此主题一同驱走了幻象式再现，它刺激最为多样化的各种社会信仰，促成了一种真正的神话。“传媒权力”这一说法的启发性和联想的力量，在于常常使人有理由——就像前面言及的那样——给出负面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舆论给予传媒无限权力，却怀疑记者缺乏应有的客观性，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多年来相关专题的研究和调查，又得出了许多彼此迥异的结论。舆论和学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足为奇，因为它只是简单地见证了一个事实，即某种理念的成功与否通常与其是否科学无关。由此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区分信仰和确信、如何区分异想天开的论调和已被证实的假设？在我们当代人的思想中通常已与“第四种权力”混为一谈的“传媒权力”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在传统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事实上似乎还存在着第四种权力，即超越所有控管的传媒机构的权力，因为其唯一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一项基本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

为了搞清这一现象的真正内涵，让我们抽丝剥茧，先除去“传媒权力”
 
[9]

 的外形，使这一概念尽量清晰。第一个困难涉及与之相关的“分析层面”。我们是要在社会层面上分析传媒权力吗？如是，由于问题的普遍性极强，对此的评判将既有风险也很敏感。不然的话，我们是否应将重点放在某些社会群体（选民、青年、妇女、政治阶层等等）或是某些个人的层面上来分析传媒权力？若然，对此的认识将会根据相应的观点以及动用的观察类型而变化多端。

接下来的困难会因可能的“分析类型”（registred’analyse）极度的多样性而加剧。假如“传媒权力”真的就是指印刷媒介和视听媒介对工作和休闲行为的影响的话，那它就属于个人态度和个人行为的研究范畴。假如“传媒权力”被认为有可能引起投票意向的改变或对这一、那一事件看法的改变，那它又属于舆论研究范畴。假如“传媒权力”引起了现行社会规范的转变，那它则属于价值与信仰研究范畴。态度、舆论、价值依次都有可能受到传媒权力的影响，因此必须明确地区分这多种范畴。

第三个困难不仅在于讯息的接收，还在于讯息的内容。事实上，人们给予传媒的这一权力时而依赖于传媒传送的词语和图像，时而依赖于传媒承载的再现方式。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侧重于言语和图像（照片、图画、漫画）分析；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则朝向诠释某些电视剧、某些电台节目甚或报刊的某些文章造成的社会想象。相关努力是最复杂且最不易的。

最后一个困难与我们谈论的传媒讯息的载体、制作者和发送者的类型有关，换言之，与传媒机构以及行使这一权力的角色有关。言及传媒权力时，人们的脑海里浮现的是报刊的权力或是视听传媒权力？或者仅仅是电视的权力？人们是否愿意去理会记者、电视制片人和主持人的权力，或者说得更广泛些，那些利用传媒介入公共讨论的政界、商界、文化界领袖的权力？讨论“传媒权力”常常成为误会之源：理想的状态最好是区别问题媒体，并避免将一些对电视的看法带至报业、避免将记者行业的某些特点套用在传媒全体从业人员身上。

“传媒权力”概念的所有这些特点表明，这一表述具有极强的多义性和外延性。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使用这一概念时，处在研究的哪一层面以及它涵盖的准确意义。人们不禁要问，这一随处可见的表述是否真正有用、是否真正符合人们对所意识到的现象的理解。现在让我们来廓清一下吧。

权力的概念，有着严格的界定，特指稳操胜券和能够凭借实力或战略调动资源。它是某种将权威、统治和服从的方式强加给别人的能力。传媒符合这一定义吗？他们真的能够强迫我们接受一定数量的行为和想法吗？在我们的民主理念中，如果除却一些相对例外的情况，不再有什么是不甚肯定的。“传媒权力”这一表述的确被滥用了。也许用“传媒影响力”来取代“传媒权力”更为合适，因为影响并不建立在强迫或强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说服、劝诱和建议的基础上。

作为行为标准或思维标准之迫力的“传媒权力”从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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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将之同化为对团体或个人的影响力，便无疑义。此外，我们还将发现在谈论“传媒权力”（直到迈入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才在法国出现）之前，还依次出现过“群众权力”或“大众权力”（19世纪末）、“报业和舆论权力”（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众传播方式或大众传媒权力”（尤其流行于20世纪的50－60年代）等概念，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术语随着相关时代不断完善的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和社会特点的变化而变动的趋势。

对于传媒效果的认知的确不是很稳定的：时势的因素对“传媒权力”的再现方式影响甚大。我们惊异地发现，在整个20世纪中，对此的看法是前后矛盾的，也是摇摆不定的，认为传媒所起操控作用的观点和认为传媒所起解放思想作用的观点，会随着阶段的不同而互占上风。起初，人们指责传媒拥有的宣传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理性地认为传媒效果有限，而到了80年代，再次回归到传媒效果强大的观点上。相关看法的沿革，与每个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紧密相联。

与传媒影响力有关的论述的转变，事实上总是围绕着权力－民主－极权这个三角关系，并总是给出两种解释。人们或者认为，传媒促进不同观点的讨论以及信息的流通，参与民主的建立；或者认为，传媒鼓励操控的企图，成为构筑思想单一化的工具。不论何时，我们都身处这两种看法的争论之中，而这两种看法之争至今仍在继续。

如果说，政治行情和意识形态行情是决定性的因素，那经济行情和社会行情亦然。在更好地了解传媒影响力的愿望上，社会的愿望常常不如这一专题研究的资助者们和学者们的强烈：军队、行政部门、政客和商界（广告客户和广告公司）不停地表明希望了解劝服技巧的效果和不同媒介对受众行为的影响。业界人士和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纵横交错，带来了相关主题思考的另一特点。事实上，对传媒力的认识来自于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受到新闻传播实践者和专业人士（记者、主持人、公关负责人、民意调查者和广告人）的“忽悠”而流行于社会上的不同注解和观点；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几十年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符号学家）的工作。毫无疑问，不同认识的混合与叠加成为评判传媒影响力最主要的困难之一。

概念的轮廓是明晰的，而有待于确认的是，传媒作为传播工具、特别是作为对它的使用者产生“效果”的始作俑者，其研究结果到底是否可信。这项研究的角度，从传媒对受众产生的作用表现为线性和传播过程的垂直性（自上而下）出发，但与现今科学界的最新观念毫不相符。从这层意义上而言，这一见解属于某种不成问题的问题（faux problème）。倘若说得严重些，试图定位传媒的效果，并将此归纳成它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众多现象产生的唯一作用，或者是它对一群个人（暴力行为、选举行为）产生的唯一效果的同时，考量“传媒权力”就必须强调语境和接收情况的多样性，否则没有意义。换言之，必须调修正看问题的角度，或以另一种方式重构问题，即必须考虑到诸多的对现象“重置语境化”（recontextualiser）和使现象“复杂化”（complexifier）的技术、经济、文化因素。

先来谈谈“重置语境化”问题。只有不再将传媒从其所处的环境中抽象出来、不再将其所起的作用独立考虑，对传媒权力的评判才有可能令人信服地被接受。传媒既不能简化为一个技术装置，也不能简化为一个黑匣子，而是存在于同一些因素相关的某种整体的外在性之中，这些因素包括环绕传媒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那些对传媒产生影响的个人以及那些组织、发展并带有些许善意和效率利用传媒的社会群体，都对传媒负有责任。我们应当避免将“传媒权力”的问题，简述成仅仅是记者的权力问题或是电视的影响!它实际上可以称之为“传媒构型”（configuration médiatique）而必须考虑技术、机构、角色、讯息、受众诸因素，尤其应在分析时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思路亦须以横向而不再以垂直展开，因为传媒权力是技术、信息和个人，以及新闻、信仰和舆论之间复杂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再将现行经济、工业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的（口头、书面、图形和视听）语言及其表述方式，各种舆论和现存的价值观，以及可能的接受行为之复杂性彼此孤立。

再来谈谈“复杂化”问题。如果“传媒权力”存在的话，那它不是一种既定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传媒播发的新闻有可能改变我们的认识，而且也可能改变我们的倾向性；有可能产生认知效果，也可能产生劝服效果。惟有将这些现象视作演进与变革的（带有时间性，并包括从信息的生产、传输到种种接收在内的）传媒过程的表现，分析才有可能认真展开。这种生产与接收之间的时空连续性，是界定和描述“传媒权力”内涵的必要条件。因而，有必要将多种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符号学、政治学等的前沿交叉起来，形成人们称谓的新闻与传播学。

仅以“传媒为中心”、仅将视角单独聚焦在传媒上的态度，很有可能会带来导致失望。传媒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包含了传播领域（从传统媒介到信息和传通技术，从微机到光盘、互联网、移动电话、甚至到录像机和随身听）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的成功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关系的转型、舆论传播的方式、公关讨论的构建以及远程传媒化交流特性等等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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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传媒构型（configuration）的整体性，从总体上确定信息的生产、产品和接收，并放眼超越传播的领域，挑战就有可能是十分大胆的，或许还是过分大胆的。我们应限定研究的范畴，并作出一个选择，即限于传统的传媒（主要是报刊、广播、电视但不真正涉及电影和书籍），将之与传播新网络的技术环境（信息传播技术在此不是主要的，但有关系）相联。此外，我们可以从表面看来平常的问题（现今传媒的权力是什么？）出发，来拓展广义上传媒构型的前景，同时除却许多不甚明了的问题，廓清一些难点。我们还可以思考复杂性问题，因为对传媒权力的评价——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矛盾的问题。

最后，我们以两个研究方向为侧重点，来回答以上问题：其一、是广义上的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二，传媒与文化的关系。这两个研究方向不仅排除了其他的思路，同时也为试图认清“传媒权力”涵盖的准确内容，提供了两个特别丰富的路径。伴随这一具有方法论和理论意义选择的是，整合微观和宏观研究，增多观察视角、变化焦距。它首先要求从传媒的侧面研究社会关系、现实世界、集体逻辑和个人逻辑依次连接的方式。可取的姿态不应是刻板地责难传媒所谓的权力，而应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既不将传媒妖魔化，亦不将其天使化。

我们还想补充一点，“传媒权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不甚确定的，尽管这么说可能会使某些期待落空。事实上，要想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确实的肯定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某些问题是无法给出定义的（例如，言及我们的行为，如何来定义传媒相对于其他社会机体，如国家、家庭和学校等的自身权益？），同时也因为其他人现时刚刚开始研究或已得出许多不同的评判。不过，为某些确定的观点倒是可以增添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并且消除那些可以避免尖刻评论的明显倾向。

这是我们为何侧重于具体的事例和确定的研究之理由。尤其是在传媒领域，必必须要避免诗意般的发挥和泛泛而谈，二者通常是展现当今颇为时髦的信息与传播社会发展的巨幅画卷，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必须努力通过经验的事实和证实的事实来支持我们的断言。一个理论或一种普遍的看法假如不比照现实、不被确凿的事实所证明及核实，那只能是胡言乱语。与评论家们和社会预言家们的自选动作相反，我们所取的是有条不紊和严谨的分析所规定的动作。

我们与其期待从传媒世界的深处得出最终的结论，不如期待得到一系列认真的结果以及研究的假设和暂时的领先。“传媒对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公众被记者操控”的简单化图解与观点，已被近来大量的研究工作证明是不合时宜的。这两种简单化的观点更多地是精细了解传媒现象的羁绊，而非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传媒权力”不能因此简化成传媒走向公众的单一关系，而应是传媒及其产品与公众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而又多变的关系，或者说，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是一种状态，其特征为随环境和时局演进的一系列的作用与反作用、一个限制与自由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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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的语境

第一章 “大众传媒”而今还存在吗？

法文中“传媒”一词颇为迷惑人，它于1973年从英文的“大众传媒”移植，而概念本身则是在50年代引进法国的，它适合于多重词义和诠释，以致于所有试图给其统一定义的努力都成为徒劳。而今，它已进入流行语言而不计其诸多的词义。人人都认为自己明白其内涵，尽管其含义和外延因时代和使用的不同而变化多端，诚如伊夫·拉夫瓦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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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了词语史及其语义沿革后指出的那样。政界的期望、传媒本身的表白以及大众的认识都预制了对传媒的种种描述，从而也给这一术语带来了模糊性。

传媒既指技术（如报刊付梓、微波传送等等），亦指企业或机构[如法国的电视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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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报》、《法国西部报》（Ouest-France）等），根据法国《小拉鲁斯辞典》的解释，在当今时代，传媒意即“信息的所有传播手段（包括广播、电视、印刷报刊、书籍、电脑、录像、通讯卫星等），它既是表达的方式，也是向某一群体传送讯息的中介。”近几十年来，这一术语在词义学上的飘忽不定
 
[3]

 ，证实人们时而将其当作手段或传送渠道，时而将其视作意义的生产者与使用者。

有两个例证可以阐明这种状况，第一个例子是弗朗西斯·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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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媒介首先是一种手段，即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或一种中介，它能让人表达，并将表达的内容与他人传通，而无论其对象与形式。但媒介也可定义为使用，而指既定的作用或功能及其发挥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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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观点既侧重于表达的传播者及其许可的方式，同时也侧重于使用。第二个例子是多米尼克·沃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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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媒介的生存总是离不开一个族群的存在，离不开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视角，离不开各阶层公众的描述。”他的观点强调了传媒所必须承载的传播现象的价值观、倾向性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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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的定义应该分为两层，第一层的含义应是借助于某一渠道、某一方式（新闻纸、微波、电缆等），向一个终端（如接收器、屏幕）生产和传送信息的技术总体，同时也是这种技术自身的产品（如报纸、书籍、节目）；第二层的含义应是某个（有其自身运作方式和诸多社会作用的）经济、社会和象征性的组织，承担上述信息的处理，并提供给各种各样的使用者。因而，传媒包括技术（设备）和社会（再现方式）两个层面，根据时间、空间和所服务的社会群体而发展。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传媒还具体体现了社会和民主的某种观念，以及新闻、教化、娱乐的功用（对于最后一项功用，人们是不会忽略的，否则就是不了解它是传媒特质的一个基本方面）。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们曾有机会明确这一观点，在这里我们将优先把重点放在传统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上，但会不时地借用一些捷径，将我们引向其他传播工具如互联网，不过逻辑上，互联网更多地属于联接而非传送的概念。我们还是保留时下“传媒”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广泛的工具含义和并不具有同质性的企业含义。然而，传媒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爆裂的。这里我们想指出，这个无关痛痒的流行词事实上掩盖了工具、公众定位方式上的明显区别、合法性内部严重的不平等以及业界极大的异质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泛泛而谈“传媒”只是语言上的简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对象和情形的多样性。

卖方市场日益细分

表征传媒行业多样性极强的第一项指数是：报纸和节目提供的选择日益细分。认为传媒卖方市场的总体相对统一，并可以用共同的名称重新组合的概念是经不起分析推敲的。泛泛而谈传媒不仅会低估不同的（印刷或视听）新闻手段的特殊性，而且还导致无视同类的媒介内部“目标”受众的区别。最近几年，尤其是在法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卖方市场的分割和分化，使综合性传媒不断减少。必须仔细查验每种媒介的变化，特别是期刊的变化，才能明了这一现象的程度。

杂志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里不包括日报，因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其针对目标读者的“电视”、“女性”、“娱乐”等副刊激增）。在贝特朗·拉巴斯看来，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重点不是出版周期（日报或期刊），而是报业综合化或专题化的程度。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综合性新闻报刊的销售总体下降15%，而专题化报刊的销售增加了15%”
 
[8]

 。新闻的分众化是最近几十年来报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相当数量的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一状况。

期刊业看来是极为丰富多样的，法国时下约有3600种期刊
 
[9]

 。新闻的某些领域经历了巨变。以业内最繁荣的女性杂志为例，当一些以家庭、孩子、健康、厨艺和美容等为主题的杂志大行其道之时，另一些综合性的期刊（如《当代女性（Femme actuelle）》、《Prima》、《嘉人（Marie Claire）》、《ELLE》、《Marie France》等）则遭受侵蚀。1981年至2001年期间，“综合性女性期刊”的发行总量从2.1亿份跌至1.72亿份，减少了18%。同一时期内，“女性时尚期刊”增加了68%（从4500万份增至7300万份），“女性健康期刊”增加了三倍（从500万份增至1500万份）。
 
[10]

 这一发展伴随着读者以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阶层而细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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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被称为“兴趣极”的期刊（包括汽车、消遣与旅行、休闲、体育、宠物与自然、科学、文化艺术、家居园艺等各种期刊子集）近年来也发展很快。由于担心跟不上与法国人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许多报社面对日益分众的市场增发了不少新刊。只要举一个例子便能说明问题：目前法国期刊市场上至少有15种汽车杂志。对被称为“休闲类”的期刊（摄影、旅游等）而言，极度专题化倾向也十分明显。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报业家族中的期刊增加了近134%，然而，其发行量却未能同步，因为虽然期刊越来越多，专题日益细分，而分享的蛋糕却只有一块。
 
[12]

 换言之，报业需要越来越多地面对读者群细化而提供相对分众化的全方位选择性。

借用销售策略方面的行话，这种“特定用户群”政策也几近有效应用在视听产业领域。调频音乐电台数量激增极大地改变了收听习惯，并让私营电台将了公营电台一军。法国传媒计量中心（Médiamétrie）面向13岁及以上的听众定期所作的收听调查表明，一些综合性电台，如法国国内电台（France Inter） 、蓝色法国电台（France Bleu）、卢森堡电台（RTL）、欧洲一号电台Europe1等）累计收听率只有40%至45%，而专题音乐电台如新青年电台（NRJ）、天空摇滚电台（Skyrock）、怀旧电台（Nostalgie）、听迷电台（Fun Radio）等和其他一些台，则成功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听众。

电视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法国电视界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纪约姆·杜朗证实说：“的确存在着分众化的现象。政治倾向中偏右的观众收视法国电视一台
 
[13]

 的节目；中偏左的观众收视法国电视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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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的有钱人看法国新闻频道（LCI）；左倾的有钱人则看数字新闻频道（i－Télévision）。我们在年轻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节目必须紧贴需求。不这样做的话，连呼吸都会感到困难。”
 
[15]

 有线电视和卫视上专题频道数量的日益增多，慢慢改变了电视节目的供应条件，并引发了电视消费的新形式。所有的调查都证实，无线频道的收视率正慢慢地被以套餐服务为形式的有线电视和卫视的蚕食。专题频道如卢森堡电视台9频道（RTL9）、青少频道（Canal J）、欧洲体育卫视（Eurosport）、新闻频道（LCI）等的订户总数从1995年的160万增至2002年510万。
 
[16]

 专题频道的收视率在青少年中也明显提升（在4岁－14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45.3%，在15岁－24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35.9%），成年观众群的收视率提升也不容忽视（在25岁－34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35.1%，在35岁－49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32.4%，在50岁及以上的观众群中提升了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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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未必像卡桑德拉
 
[18]

 预言的那样，综合频道并没有垮台，而且还坚持下来了，大部分法国人至今仍只收视现存的6个无线综合频道。尽管正在推广的地面数字电视可以收视30余个频道的节目，但他们兴趣的转变却是缓慢的。这证明节目选择的细化恰如电视消费之逐渐分众。事实上，不稳定的收视习惯、日益增多并普及的跳台现象、个人影碟收藏的形成以及从网上下载音乐等情形，都表征了消费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它完全可以用有意逃避从众文化来解释。这一现象还可以与使用非常个性化的随身听和高保真音响、以及手机使用者剧增联系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性越来越多，接触文化产品的途径日益多样，电视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来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和上述情况相似。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意味着向世界开放的美妙工具，扮演着负有世界性使命的传媒的角色。然而，当每个电脑使用者拥有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网站的可能性而感兴趣的事物面也越来越窄的时候，超级专业化也有可能被强化，网民的行为也就有可能日益个人化。人们的确可以借助电子邮件和网上论坛，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激情和愤怒，互联网增强了私人间的交往，并促成了意气相投的讨论群体。在较大程度上将大家关心的问题共同化，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它也许没有我们认为的那样的常见。

与传统的媒介（报刊、广播或公营综合电视频道）相反，互联网（还有私营电视台和专业媒介）有利于买方市场，而不利于卖方市场。诚如多米尼克·沃尔敦所强调的那样，新技术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是因为新技术建立在自主、掌控和速度的理念之上。但有关人人都有进入路径的说法是极易产生错觉的，因为“这与其说是民主化的努力，不如说是按不同阶层的支付能力的信息专门化。”
 
[19]

 根据经济和社会标准的不同，内容的这种分众化再一次表明，互联网并不与带有类似卖方市场（应捍卫的价值观）之特别意向性一道，构建既定的民众再现方式，因为这里的民众概念是不定的；也是无限的，因为它分散在世界各地。

言及综合性媒介的生存，人们不禁会问：专业性媒介的增多和卖方市场的分众化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综合性媒介的衰落？有人预言其衰落，有人则持较为谨慎的相反意见，因为传媒的应用越来越灵活、机动。根据个人的心境和喜好来选择综合性媒介或专业性传媒，已成为日益流行而且毫不矛盾的做法。一俟热情和欣快感逝去，过多的选择导致受众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像蝴蝶般的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锁定某些频道或某些倾心的频道。可以举个例子：专业电台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给综合电台的成功打上句号。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卖方市场的分众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它确认了传媒使用的多相性。分众化并不能排除作为卖方市场的综合性传媒的继续存在。

各种各样的话语身份

只要观察各家媒体管理自我身份的方式以及以此和受众沟通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媒体之间的第二项分众化指数。在符号学家看来，所有的传媒活动都处于某种特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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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某种特殊契约之中，即处于某种既定的环境之中，它要求遵守某些规则和程序。一俟违背这些规则，张冠李戴和阐释错误便会接踵而至。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奥森·威尔士
 
[21]

 ，1938年，他在电台上广播了火星人的入侵，引起了许多美国听众的恐慌，他们按字面的意义接收了这条新闻，而没有想到电台只是在搞笑，这些美国人成为误解传媒讯息的受害者。因而，每种媒介，无论是报刊，还是电台或电视，都对各自的受众承担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建立在以新闻（传递消息）和教化（吸引潜在公众）为目的的基础上，并且还需预知接收情况、至少要同步了解读者、听众或观众重迭的期待。传媒话语基本上是复调的，而非一律的。每种媒介的运作都不是中性的，它通过文字、图像和声音发送的信息都会产生不同形式和不同时间性的选择。任何一家报社、电台或电视台都有自己的特质以及始终能被使用者辨认的风格。赢得受众的三大指向性原则是可信度、景观性与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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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传媒企业首先应该让公众相信，其发布的新闻是严肃的、可信的，它因此就不断地通过各种符号（标明消息来源或记者的姓名、在画面上标出“直播”的字样等）来证实。读者基本上能够区别《费加罗报》、《盛会》（Gala）周刊和《法兰西周日报》（France Dimanche）刊载的新闻之不同。此外，各家媒体都多多少少地以“头条”或富有震撼力的画面的形式，将新闻故事化和戏剧化，《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和《玛丽雅娜》（Mariane）周刊与《法国西部报》和《观点》（Le Point）周刊的笔调是不一样的；法德文化电视台（Arte）和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分类肯定不同。最后一点，各家媒体透过某些选题、透过留给某些主题的版面或时段、或透过受人喜爱的风格，与读者或听/观众之间达成一些默契和同谋关系，例如出言不逊是法国电视四台（Canal +）著名主持人卡尔·泽罗的幽默节目《真实新闻》（Vrai Journal）的风格，而法国电视一台每天20时的晚间新闻则侧重一致性，《Elle》杂志以前卫著名，而《Prima》的风格则相对传统。

传媒应用的话语策略因此也变化多端，个中的原由也正如埃里塞奥·维隆
 
[23]

 指出的那样，假定两家报纸面向同类读者，假定他们报道同样的消息，但由于他们与各自读者的契约关系、新闻的分类和叙述事实方式的不同，两家报纸是有区别的。每位读者其实都被报纸某种特别的笔调、原始素材的处理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所牢牢抓住。

因此，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再现方式。符号学家将此称为“话语身份”（identité discursive）。它是某种承诺的同义词，当有人去买《公众》（Public）杂志时，他很明白自己读的杂志的内容主要与人物有关；当他去买《绑鸭报》（Le Canard encha né）时，他也很明白自己手上拿的是一份讽刺性报纸，他将由此获知政界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话语身份是各媒介象征性资本的货币形式，也是区别于卖方市场其他传媒的标志。它提供了自我形象、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在时间（一期接着一期、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和空间（同一版面或同一次摄制）规定了新闻写作风格。

根据让－皮埃尔·埃斯克那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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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分类标准，物质现实暨想象实体建立在三个不同空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检索性空间，它由寻找新闻的记者、实地调查编织的联系和新闻提供者与记者间的特殊会合等构成。这种特性主要基于对实际情况的描述方式和对事实报道。其次是第二种特性——评价性空间，它涉及观察到的现实、环境以及与新闻有关的人和物。这种特性取决于诠释方式、理性说明和叙事，而不再取决于事实的真实性。最后是指向性空间，这种特性再现各媒介建立的与公众关系的方式，关乎新闻编排的次序。

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以便理解上述特性。各媒介希冀在同时使用以上三个空间，或只用其中之一的过程中，找到某种平衡。如果侧重消息（由媒介报道的事实），那就突出了检索性，例如，像《这是》（Voici）杂志，刊物特色在于其获取明星私密照片的能力；或如《绑鸭报》，它将同谋关系与其不同的消息来源相联。如果媒介将重点置于事件（透过一般性的阐释体系，或透过根据某种意识形态来解读某一现象的特殊方法，使内容变得明白易懂，从而将新闻串连在一起），那就强调了评价性，例如《世界报》的形象即着意突出其分析能力和解读模式。如果偏重工具性本身（即对时事的整理和报道的具体又形而上的安排，换言之，对报刊而言，就是标题的制作、照片的选用、稿件的不同处理等；对电视而言，则是演播厅的景别、机位和主持人的态度等），那就会侧重于指向性，例如法国电视一台每天13时的午间新闻节目，就以营造与公众的亲和力与贴近性为首要。

某些传媒勉强完成了各类可能的功效，既发挥了传媒的调查功效（报道），又发挥了传媒的诠释功效（解释）和交往功效（编导）。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话语身份只是建立在与公众创立了共谋关系的那类功效上。公众将其习惯阅读、收听或收视的媒体视为伙伴，并将特独特的个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境遇赋予这一媒体。仅仅通过传统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标准（年龄、性别、社会职业阶层等），是无法确定谁是《巴黎人报》 （Parisien）、《广播影视周刊》（Télérama）或《法兰西晚报》（France Soir）的读者的，确定他们还需要通过其经过时间考验的与报刊的亲和度。

我们不妨举个传媒策略和惯例极为多样的例证：当言及“帕特里克－普瓦伏尔·达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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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闻节目”或者言及“《解放报》的笔调”时，人们会以某种方式联想到造成媒体之间不同的个性，并且暗示这二者与时事的关系非同寻常。在媒体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世界”，即某种独特的默契和属于媒体的特性。人们因而也可以更深入地分辨每一类媒体的特征。

就报业而言，每一份报纸既是独立的实体，又是整个序列中的一个变量。其拼版就是通过开张大小、排字的特殊方式、标题制作、视觉元素（照片、插图、图表）、变化的叙述技巧（叙事、描述、举例、语调等）、体裁（人物特写、专题报道、专访、社评等）以及新栏目等将空间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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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报刊语言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一种针对读者的新的修辞方法（如《税收：等待您的那些……》）以及标题的超值化（标题变得比文章的内容更能吸引人）发展较快。伊夫·拉夫瓦纳认为，“二十多年来，建构意义的方式不断变化，并预先假设报纸的范畴更多的是叙述某种与世界的关系，而非强制性阅览。事实上，下列观念已比较广泛地为人接受：读者不但不是被征服的，而且还是不停地征服别人的，他所建构的意义建立在部分随机阅读的基础之上。”
 
[27]



就一家广播电台而言，其特点不仅由其节目样式（音乐、新闻等），而且还由其特色[主持人的声音和风格、“节目头子”jingle、新闻编辑方针等]以及与听众的关系模式（通常它比报刊更融合）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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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节目参与者的音色、强度、口音和音调，罗兰·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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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言及的极端重要的“语言的种子”得以体现。喧闹声、各种声响和音乐声都是区分不同电台广播的答案。例如，法国文化电台很容易被其听众辨认出来，因为其声音的处理是特别地深化和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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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迅时性和播出的连续性基础上的声音空间，越来越有利于同听众对话的新形式，而这里的听众同时被视作交谈者和见证者。调频电台的话语色身份和声响特性也很容易被听众定位：尽管音乐节目相对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稍后我们还将论述），但风格和音调的不同还是相当多的。听众一下子就能发现粉丝电台与怀旧电台，或者新青年电台与天空摇滚电台之间的反差。

至于电视台，它和电台完全一样，也将讯息的接收者置于与事件相联的“共时性”（co-temporalité）关系之中，给人以共同的现场感，同时借助于充当名副其实的认同工具的个性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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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与电视观众紧密关系。频道的包装、音调的使用、设备的配置以及某些节目的规律性都构成其身份“价值”，都为吸引电视观众，甚至让电视观众产生依赖推波助澜。从人们称之为“古电视”（以教化和节目明晰等级为基础）到“新电视”（以不断寻求与电视观众的接触、将新闻同娱乐混为一体为基础），这一过渡完全印证了伴随私营电视的发展而出现的变化，即每家电视台从此都十分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与其视觉和话语身份不一致的做法。万一某家电视台编排了一个与其身份不一致的节目（比方说，法德文化台播出了真人秀节目），那就有可能影响观众的对它的忠实度。法国的电视观众轻易就能将法国电视六台（M6）与法国国家电视二台、法国电视一台与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法国电视四台与法德文化台区别开来，即使某些节目具有相对的类似性，各台的身份也无法遮蔽。从另一方面来说，“传媒”这一笼统的说法，隐匿了新闻和娱乐市场分享的多种媒体之间的细微差别和不同。

传媒间的隐形等级

传媒世界固有的多样性的第三项指数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内部等级。法国的传媒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以职业、经济和社会等一系列差异性来结构，以等级化的特殊原则为特点。法国传媒从未是一致和同质的行业，各种各样的情形及正统性跃入那些费力而认真地关注传媒现状者的眼帘。

影响传媒行业的第一种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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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于那些已经立足，并享有高度的社会认同的媒体与那些不甚正统，通常是新近创办、受众威信不太高的媒体之间。在日报行业，《世界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Libération）的份量显然要比《今日报》（Aujourd’ hui） 、《法兰西晚报》（France Soir）和《十字架报》（La Croix）重得多。有关这一点，只需例举电台报摘节目中提及和引用前者的数量就能令人信服。此外，前者还拥有一大批著名记者和专家，其新闻来源及其一些特殊的关系编织成网，他们的读者中大部分属于社会的中层或上层的代表。在公共讨论中，他们的影响与其同行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是由他们来定调，并引导优先话题的选择。在其他领域，如期刊行业，这种现象同样明显（《Biba》周刊的份量根本无法同《Elle》杂志相比；《快报》周刊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玛丽雅娜》周刊）。但由于期刊的更新比起日报来更为迅速，因此，对于那些不属于综合新闻类的期刊，他们之间的区别也不甚明显。

在电视领域，法国电视一台、法国国家电视二台或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播出的新闻，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法国电视六台、法国电视四台、法国新闻频道或法德文化台来要显著得多。进一步而言，创办最早、地位最稳定的电视台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也造成与众不同之处（正如每年收视调查证实的那样，法国人对电视的信任排名榜上，法国电视一台远远高居首位，法国国家电视二台位居其次，之后是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法德文化台和法国电视六台）。

在传媒行业内部的的确确存在着正统性等级，它不仅对每家报刊或电视台的影响产生作用，也对记者的工作产生作用。当人们在研究传媒的权力时，这一隐含的等级通常被忘却，以其历史和收视率计，某些媒体无可争议地拥有比其他媒体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种差异性基于媒体内部不同部门和栏目各自的份量。一家媒体的确很像一个多子女家庭的结构，成员包括企业、部门和栏目，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各有各的等级，并在某些对口行业具有优势。自19世纪以来，负责国内要闻或国际新闻的记者，通常被认为是业界的佼佼者，或至少被认为是在新闻界最尊贵的部门工作的人。拥有最高学历的记者（通常师出名门或来自于名校）优先走向这些部门。他们具有精神权威的地位，尤其是在编务导向上，他们享有对事实的简述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特权。属于国内要闻部的编辑记者经常有可能优先获得头版的版面，而文化或体育新闻则常常被安排在报纸最后几个版面。

然而近年来，这一分级有些动摇，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在人们称谓的大报上，政治新闻的地位被经济新闻或财金新闻、甚或（长期以来被报业边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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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新闻所取代，而对于更大众化的报纸，趣闻轶事和社会新闻则继续占据大版面的重要栏位。有时，部门之间为争抢某一个时事题材的报道，竟会在编辑部内掀起狂澜，一条诸如阿莱戈尔-博迪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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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社会新闻，“社会新闻部”和“国内要闻部”居然都试图独揽报道权。各部门和栏目之间份量的不均衡现象，在不同的媒体或不同的国度自然大相径庭（某些日报如英国的《太阳报》和德国的《图片报》（《Bild》）只在意社会新闻，而法国的全国性日报则兼收并蓄），这种现象以其自己的方式表现出行业内部的不均匀性和业界的混成式特点，关于这一点，稍后我们会展开论述。

第三种差异性对于理解传媒的运作至关重要，因为有的传媒以新闻为先，有的则以市场为轴心。前者发扬光大的是建立在严格的职业道德（与内部章程并举）以及规范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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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新闻和完成传媒职能）基础上的新闻业务概念。而后者则更多地被商业理性和新闻的管理模式所浸淫，首要的追求目标是效益和效率，即扩大销量或提高收视率。当然，这种区分在现实中并不那么截然鲜明，但认识其存在并非难事，例如有些杂志迎合目标读者群，发表的文章完全是“市场化的”，其中广告的作用甚大（老年人阅读的报刊的广告收入很难企及营业额的20%，但是新闻报刊却能达到40%，一些女性期刊如《嘉人》甚至高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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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回应的对象是早已被市场调查的结果确定的。将《广播影视周刊》（《Télérama》）同《电视7日周刊》（《Télé7Jours》）作一比较的话，上述观点清晰可鉴，不仅二刊的读者极为不同，就连与电视节目有关的新闻报道观亦全然对立。前者侧重分析批评或发掘诸如《特派记者》（Envoyé spécial）或《海洋》（Thalassa））之类电视节目的意义，而后者则大报特报真人秀节目的明星以及《名人农庄》（La Ferme））之类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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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例子都印证了传统的新闻实践和市场化的新闻实践完全是两码事，尽管后一种情况而今日益成为令专业精神褪色的时尚。

从法国传媒界的上述差异性中有不少教训可以汲取。首先，这一行业被几个强于他者的数极磁化，而且行业的磁场并非一律。必须经常在思想上和形象上关注其他产业领域，传媒世界被实力对比和统领关系所结构，实在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它简化为过于现成的术语“大众传媒”，因为这一术语抹煞了媒体之间的区别，遮蔽了媒体间不平等。其次，法国的例子或许不是唯一的，人们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也许可以找到极其相似的传媒等级现象。

业界内部极强的多相性（hétérogénéité）

传媒的多样性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媒体、传播渠道和内容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传媒从业人员自身。我们暂停以电视为例，因为正是它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引发了最多的议论。

与表面现象和热情洋溢的辞藻相反的是，传媒界业者们并没有真正组成一个“大家庭”。通过在各行各业招贤纳能，各家电视台实际上聚集了许多符合职业理念和代表电视功用（尽管每每是矛盾的）的人才，并试图大致将通常是互相抵触的兴趣统一起来。节目部门的负责人、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持人、技术人员和记者构成了职业极为丰富的色彩，构成了多少带有行会性质或个人主义色彩的职业环境。遗憾的是，有关不同职业的最新研究极为罕见，而现有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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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传媒行业并不是真正统一的，电视媒介就常常是一个残酷的、到处内讧的领域。两个不同的电视理念相互对峙：一边是坚持电视信使说的理念，持这个理念者认为，任何讯息（不管是新闻性的或是娱乐性的）都被导演，以期传送讯息，交付发放知识，并激发电视观众的好奇心；另一边是电视关系说的理念，其支持者认为，电视在记录激情和感情方面发挥作用，电视寻求与观众建立关系、营造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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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就业市场的转型和节目制作的不断工业化，不管怎样，电视领域近年来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某些职业的演变即是见证。例如，节目主持人本来大都有自己的制作公司，他们在十分苛刻地与电视台商谈自己的合同、精心打理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同时，成了电视台里的强势人物。而导演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失去了不少70年代以来曾经拥有的辉煌和权力。至于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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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他们已成为模糊而多相的群体，经历着一代又一代的冲突和职业竞争：其作用的贬值、无法真正地被认可（他们受到演员的排挤）、不确定的东西甚多、（沉浸在“程式化”电视之中的）年轻人与（信奉精品电视的）的长者之间对职业理念的不同理解等，都成为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及行业不团结的因素。最后还有技术人员（摄像师、剪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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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新的数字技术的适应有限，也为不安情绪所累。录像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像的处理越来越轻易而简便，先前剪辑师那种完整的作业过程被肢解，因为不少记者学会了使用数字摄像机，并积极参与到剪辑工作中。可以说，电视界的从业人员正经受着纠葛和对峙之苦，而这些苦楚丝毫无助于不同观点的协调与一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电视业者构建了一个多相的、并常常是冲突的环境。

就记者职业而言，它将所有的目光和疑虑集中在自身。半个世纪以来，法国记者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955年的6836名职业记者，到1975年13635名，到1995年的28471名，再到今天的36000多名。因其历史及其内部的发展规律，他们自然有某种统一性，但是与流行的描述相反，记者职业远没有成为同质的行业团体。模糊的专业身份可以说是这一职业的特点。

最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对记者职业的许多研究工作都趋同于一个共识，即由于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原因，记者行业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的状态。所谓历史原因，是指记者工作常常属于开放的职业，易受外界（作家、政客、律师和知识分子等）影响，记者常被视为集艺术家和专家形象于一身的业者（属于“拿薪水的游手好闲者”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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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则是指记者作为确立的职业团体，不停地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管理着就业市场，这一市场由于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业界某些既定的无形知识以及职业记者证制度等原因所致，而从来就是封闭的领地。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领地的界限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而机动。这种表面的职业封闭的象征性大于现实性，想象大于实际，因为它不仅导致了随技术和职业发展而进行不断的调整，还支持了德尼·鲁埃朗称之为“行业性模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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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说法被人自觉自愿地保持下来。

如果职业身份真的如此脆弱，业界的同质性也真的如此贫乏，那也是因为在许多基本点上缺乏共识，例如记者的培养（没有医学或法学那样的课程），又如对新闻实践的双轨控管（业界缺少调节机制），再如职业道德（没有完全一致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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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财产消息报》（Le Bie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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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名地方通讯员与20时全国电视晚间新闻主持人之间有何可比性？《当代女性》杂志的一名编辑与《新观察家》（Nouvelle Observateur）周刊的著名社评家之间有可比性吗？的确无甚可言。记者行业分裂成若干子群，这些子群又分成著名记者与无名记者、巴黎记者与外省记者、（在编辑部的）“坐”记者与（跑实地采访的）“站”记者、以及正式签约的记者与通讯员等等。

如今，人们将新闻从业人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业界精英的那些人，他们为领导阶层和广大公众所认可，享有相当的地位和令人羡慕的薪酬，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派。第二类是大部分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甚少改变，最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但却是新闻部队的中坚力量。第三类是边缘化人员：收入不定的通讯员、地位不稳的派驻地方的记者以及新闻辅助工，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这些分成三类的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呈现出一幅行业活动的拼图，其团结一致只是表面，其成员之间共同点之少超乎人们的想象。

必须认识到记者职业是多种多样而非单一化的，唯有这样才能阐述这一行业的经济和社会实况。人们一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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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这一行业天体已由五大独特的星系组成，每个星系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作规律。

诚如人们所言，最古老而长期以来又是最辉煌的星系，当属报道国内要闻和综合消息的报刊记者，他们一方面被认为起着批评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常常被指责为与政界串通一气，或为共谋。这批记者（约占专业人口的13%）成为电视竞争和传播领域扩展的受害者，他们在业内的权威性和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正在丧失。

第二个重要的星系是广播电视记者，他们分别占法国职业记者总数的8.5%和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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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始终一帆风顺，尤其是供职小小荧屏的专业人士。他们总是处于紧急的工作状态和竞争普遍化的体制中，在其同行看来，以电视在当今社会的轴心地位论，广播电视记者拥有某种正统性。

第三个全然不同的星系，是地区性传媒的记者（占业者总数的23%），他们深深植根于地方新闻，以同读者的贴近性以及与当地的联系为生命力。对其的描述虽然往往有欠公允，但他们仍不失为年轻人入行时一所谦卑的好学校。

专业期刊（针对广大读者的刊物及技术或专业刊物）的记者正形成迅速膨胀的行业天地，因为他们占到当今记者总数的41%。他们的能力所及范围极为不同（从教育到汽车、从农业到“长者”期刊），他们的工作条件通常取决于严格的市场理念，与财源和广告商多少有些紧密的关系，造就了新闻从业人员，其报道内容的选择上，服务信息甚于公民信息（information citoyenne）。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星系，是通讯社的记者（占记者总数的6.1%），尽管论之甚少，但他们却在新闻业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他们担负着向所有印刷和视听媒介供稿的任务。虽然被迫匿名、又限制极严，但他们产发消息稿的方式却是简明而密集。

这种分布虽然是行业活动的特性造成的，但不应忘记绝大部分记者是在报业工作，根据1964年的统计（有案可稽的最早数字），81.5%的记者供职于报业；据1999年的统计，这一数字仍达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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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人数比例略降，却仍然是业内占主导的吸引力所在地带。平心而论，这一行业被就业市场的迅速转型搞得日益混乱，日益暴露在造成不稳定的狂风之中。这种狂风现象首先表现为职业的不稳定化（近19%的记者如今只是通讯员），其次表现为年轻记者专业化或多元价值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集中化、职业实践的多样化及外在化将来都有可能继续下去，因为就业市场竞争的强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许多并存的亚市场范围内的记者就业市场的竞争）只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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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顾法国传媒界的首度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不同编辑部们之间的某些身份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差异性所描述的业界景色，远比第一眼快速浏览留下的想象更有反差。前面言及的法国传媒业的方方面面，印证了不同媒体的等级中卖方市场的分众化和巨大的不平等，以及业内相对的多相性。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在使用“大众传媒”这一词汇的同时，将这些本位主义的影响保存在头脑中。但是总的说来，并不存在大而统的传媒（les médias），而只有真实性和可信度以及时间性的状态不同的个别传媒（des médias）。

第二章 新闻世界化：一律还是多样？

我们正在亲历的世界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今日传媒发展的环境。新闻市场巨大的拓展，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某些看法。人们已无法再去评价传媒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在满足于涉及报业或视听传媒内部转型的描述的同时，人们为了理会各种博弈，不仅应该考虑技术的革新，以期明确当前的范畴，还必须考虑近几十年来国际范围内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并将传媒世界同正在影响全球各地区国家的整体变动联在一起。新闻早已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线，令许多经济或文化的屏障爆裂，并将局限于地区或国家观点的相关研究带入窘境。传媒空间越来越像无边界而多层次的空间，镶嵌在更广大的传播空间内，而且其外延和分支似无穷尽。

新闻世界化所取的形式，亦即传播世界化的形式，值得认真确定。这一提法曾有过先例，假如我们赞同阿尔芒·马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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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国际化”一词，那这个在20世纪初打造而成的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被技术进步所孕育的民族独立，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的文化一体化。（法文中）“世界化”一词似乎脱胎于英文的“全球化”（有时法文也照译成“全球化”），这个词最初是美国从事管理工作的专家在80年代率先使用的，它被界定为地球上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全球化”一词与企业管理的某种模式相联，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各种能力，同时也反照出经济现实（市场和技术的全球化）综合而单一的概念。这种看法试图将世界构想成一个单独而巨大的唯一市场，与此市场相伴的是，凭借技术革新的成果，消费者的行为趋于同质化。

至于“全球化”这个术语本身，原则上只与这一进程中的地理维度或地缘政治维度的概念有关，其他一些学者如马尼埃尔·卡斯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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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认为，“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某种形式的更新，它将各个国家的社会转变为更加宽泛而有效的信息系统。应用在传播领域，“世界化”的概念事实上承载着世界的再现方式，它建立在交流的顺畅和非物质流的密集化之形象上，而传播网络的扩展出色地将此具体化。现代传播工具（卫星、卫视接收天线、互联网等）造成的世界宽广的网状结构给人的感觉是，当年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著名的“地球村”终于实现了。80年代起，“全球化”电视频道（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迪斯尼频道或其他一些频道）借助于有线电视网和卫视，将其节目覆盖到许许多多国家。

这一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变化（部分原因是个人间互联的普遍化以及信息流通速度的提高），助长了某种成见——全球同质化的成见。这种成见的确存在吗？我们真的正在亲历全球化社会的崛起以及透过市场和传媒的世界化而建立的单色调的环球文化吗？在现实中，世界化的双重影响似乎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了产品和交换的相对统一化，以及内容上明显的的标准化；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市场的分众化、世界的日益碎片化、以及文化财富流通的抵御形式和地方性的重新化为己有（réappropriation）。这方面问题的探讨结果并不是陈词滥调和异想天开，因为探讨这方面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无非是想在一律和多样的悖论中看的更清楚些。

真是一座“地球村”吗？

行业的国际化和工业化

世界化的形式首先是传播活动的国际化。直到90年代，言及视听产业的世界化主要还是指组建大型国际集团；到了90年代末，视听产业世界化则涉及电信业和信息技术业催生的新型竞争者，它们将传播载体与内容、传播渠道与节目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难知祸福。人们对报刊、广播电视或电信领域的重购、兼并、整合或联盟已不再感兴趣。报刊、影片、书籍、碟片、节目等的生产者而今已是真正的跨国传播集团，他们将彼此独立的行业组合在一起，并致力于为征服新的市场而进行的激烈争斗。

这场由卖方控制市场的竞争的特点是垂直和水平两个运动方向的企业集中化，其造成的后果是内容的创新、制作和播出日益紧密相联。人们称谓的广播电视、信息技术和电信之间的聚合活力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既无阻隔，同时还是全球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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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技术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主要的，但是信息和文化也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一聚合还远远谈不上成功，现在正依据不同的节奏和模式继续进行。若想认清其影响，最好是详细分析一下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者，即大型传播集团和电信运营商的不同战略，以及某些国家（例如世界八国首脑峰会、欧盟等）的战略，他们都实行了私有化的政策，其重要程度显而易见。现在我们仅来确立几个参照标杆，以期辨别当前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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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相当多的大型跨媒体集团主宰了世界新闻与传播市场，掌握了面向报业、出版、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全部或几近全部的供给源。这些传播业钜子的发展利用了数字技术革命和业界政策失衡，区区十几家集团就能在技术设备、内容和网络上占有80％到90％的世界传媒市场份额。无需详述，我们还是来看看三大聚合先锋的情形。首先是时代华纳（Time Warner）集团，这是集报业、音乐出版和电影制作为一身的钜子，它在与美国在线（AOL）的合并失败后，损失惨重；其次是德国的贝塔斯曼（Bertelsmann）集团，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团也在电视、报业和互联网领域投资；最后是威望迪环球（Vivendi Universal）集团，其受挫以及之后2002年的解体，众所周知。

面对这些失败，其他一些集团更多地倾向于加固自身地盘，避免风险甚高的联盟，坚守自己的主打业务，这方面的例子有沃特·迪士尼（主业为电影和电视）、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罗伯特·默多克的报业与电视帝国）和维亚康母（Viacom，主营电视和电影制作），其业绩明显不同。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业界大部分企业曾受此持续打击）之后，传媒钜子们时下优先考虑的是财政平衡，美国的四大传媒钜子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华特·迪士尼和维亚康母似乎已经走出雷雨区。这些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前往欧洲和亚洲市场，展现出新的活力。在灌溉其各类制作田野的同时，他们仿佛某种国际电视文化，好莱坞节目和美国商业模式正是这种文化的基础。在一些分析家看来，这些钜子们拥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并致力于为世界上互相交流的大部分节目打造一个公共模板。在此意义上，世界的同质化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人们再留意一下新闻报道和电视新闻之具体事例的话，那就会更多地意识到上述情况。只要我们审视一下世界各国处理新闻的方式，就会发现各国从本位处罚的现象似乎的确日趋消失。新闻供给的标准化成为特色，因为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各国新闻的内容相差无几，而且完全听命于市场规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项名为“欧洲传媒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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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中得到印证，这项研究比较了2003年欧洲五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日报和电视新闻节目的时事视野。这项调研的结果颇有教益：来自少数国家的国际新闻（美国和西欧的通讯社及电视台）不仅统领消息和图像市场，将西方对世界的看法送达各处，而且这类本来应该很丰富的新闻毫无多样化可言。

首先，播报的消息在数量上十分有限，其中有些与国际政治、国内要闻沾边，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以及日常生活消息甚多，而经济、医学和文化方面的消息甚少。其次，国际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也都已经是电视台筛选过的，通常还是根据国家或地方利益筛选出来的。事实上，传媒提供的视角是自我限定在其优先报道范围内的，例如日本发生的地震，只有在有法国人遇难的情况下，法国媒体才会长时间关注；一支西班牙或英国足球队的比赛结果，法国媒体是不会大量评述的，除非队中有一位（或几位）法国球员。与此同理，意大利电视台不会报道伊拉克战争的细节，除非有意大利人阵亡；美国电视对来自外国的某些政治或文化事件一无所知。浮现在新闻的表面丰富背后的是，时事的看法已经非常格式化，以致于某些地理区域被遮蔽，相关报道少之又少（例如非洲和南美洲报道就被缩减到较为勉强的比例），由此可见对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本国化的。洛朗·热尔维罗认为，“‘单一视角’（regard unique）问题也许还不在于以相同的方式来认识每一国际事件，而在于电视新闻面对世界时表现出的狭隘性以及难以置信的筛选性（西班牙电视新闻是难能可贵的例外），各台的电视新闻都从自己的、由少数人制造的同类影像的有限库存中寻找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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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稍前提及的传播国际化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个极大的演变，即以传播领域日益工业化为形式的经济重组。这一领域已然重组为三个工业门类，按其特点通常分为硬件产业（电脑技术）、内容产业（节目）和网络产业（电信）。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目击了这一领域的重心向内容和节目产业的转移，得到电信公司和网络运营商支持的内容与节目产业正十分有效地向世界各地拓展。正如贝尔钠·米埃杰所强调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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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信息产业，另一边是视听传媒和传播网络，二者的关系已日益紧密，因为后者对电影、电视电影、教育产品以及信息服务的需求很大。这种信息和文化产品（唱碟、影碟等）的工业化，因此也体现在节目供应商的主导地位上，并导致了信息生产和发送条件的相当多的改变。

我们可以从其中选出若干事例，如信息流通速度提升、表达形式和载体（文字、图像、声音）拓展、按接收行为付费和订视的做法刺激了专家们称之为“计时器经济”，从而使节目的接收不断个人化。在所有这些变动中，还必须言及娱乐节目的大发展，这类节目实际上是由美国式的电视系列节目或真人秀配制而成。虽然世界视听节目市场被美国消化了大部分，但其他一些国家毕竟还有其参与性。这里只需例举法国电影工业极为良好的现状，便能令人信服，法国电影业一直在对抗美国的挑战，近年来出品了一些大获成功的影片（如《天使爱美丽》、《放牛班的春天》等）。

概括而言，两个主要的现象摆在眼前：其一是多彩多姿的传播活动国际化的加剧；其二是商品及工业化环境的发展。这二者参与了世界各地信息交换的加速和增多。北美和欧洲的受益者们均属社会的上层和中层，常常是些学历较高、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而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和新兴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现有的社会差距则继续将新技术工具和文化或信息产品的拥有和使用，限制在少数及特权阶层。

在全球与本土之间

我们有可能深入地评估新闻和传播这一领域世界化的后果吗？这一领域真的被拖入规格和产品的统一化，或者与此相反，这一领域确实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吗？我们是处在行为方式同质化的途中或是行进在受众碎片化的路上？换言之，我们最终已屈从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或是依然憧憬着新型的文化多样性？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传播世界化过程终极意义的思考，由此引发的许多争论热情而激烈。

应该提醒的是，世界化进程本身完全不是新鲜事物。历史学家们（例如费尔南·布罗戴尔就曾提出过“世界经济”（économie-monde）的概念）告诉我们，历史上有些地理区域曾获得经济自主权，并借助于其维持的紧密交往而获得繁荣。他们还使我们意识到，在国际同质化阶段，爆裂流（mouvement d’éclatement）和溃散流（mouvement de dispersion）常常接踵而至，因为在各社会的历史上离心力和向心力总是同时作用。传播思想论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当今大量应用的传播网络象征意义毫无独特性可言，早在19世已经出现（当年的电报引发的愿景如同今日之互联网，只不过现时的技术配置比以前更完善、更迅捷而已）。假如人们相信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所言，那世界化早在19世纪时已成现实，它比起今天来范围更广，对人的影响也更大，因为当时的人们常常是完全地背井离乡。科恩解释说，现而今世界化更多的是对商品的影响，换句话说，相对于“这是电视里的事，或来自富国的旅游者在度假的几周内遇见了其他的民族”之类的说法，今日的世界化显得更加虚拟而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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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应该将世界再现方式的新特点，相对地视为一个越来越集成的领域的新特点。

即使世界化的进程是不容置疑的，那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般同质和普遍。诚如我们向一些研究者建议的那样，探讨（一定数量产品的）全球同质化与本地多相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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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相信多年来媒体对一些事件作出的反应的话，“世界文化”（culture-monde）（源自19世纪后期开始大发展的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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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全然是在构建之中。全球直播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步（1969年）、柏林墙的倒塌——仍是直播（1989年）、即时目击对纽约的恐怖袭击（2001年）、教皇让－保罗二世的葬礼（2005年），还有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期的转播，仿佛都证明了我们通过画面中介分享同样的悲痛和喜悦，证明了我们以某种方式浸没在共同的传媒空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许多突出的现象使人细究这一状况，尤其是细究电视节目流量新的地理分布图以及根深蒂固的地区或共同体观念的增强。近几十年来极有象征意义的现象之一，就是世界视听节目出口的多极化，与之相伴的则是交往的密集化。就像特里斯坦·马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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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的那样，长期以来人们都把电视节目流通的结构，认作是建立在一个统领中心基础上的系统，也就是说，是美国在向周边，即向大部分其他国家输出电影和电视节目。但是在80年代，日本、加拿大、巴西、香港和埃及等国出现了电视节目制作和出口的新地带，对于内容单向流通的看法应略作修正和细究。流通新地理已然形成，它不仅关乎南北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关乎南南国家之间的交流。

专家们一致认为，而今存在着相对多元的外国影响力，虽然以美国制片业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这种影响力一直都是分等级的，但是它也有点缓和了不平等的交往现状。例如巴西电视连续剧（telenovelas）的成功，便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有能力部分地摆脱美国霸主地位的佐证，也是其有能力征服拉美观众的佐证。如果说这种流通的新地图而今得到认可的话，但有关其演变的深层意义却仍在于不同声音争论的主题。我们暂且同意，有关文化一统的看法，尚有待于根据新近的变化而重新考虑。

此外，还有一个新现象出现：视听节目流通虽是国际的，但也变得愈来愈是跨国的。事实上，得益于使用者拥有的新的截收和接收技术手段（卫视天线锅），节目和视听产品避开了传统的边界。正因如此，有些超越边界的国际广播电台针对某些国家，一直起着，而且将继续起着多方面的功能（时而是颠覆性的，时而是更保守的）。这曾是东欧的情况，在那里，“自由电台”或“自由欧洲电台”支持苏联阵营内的民间反抗力量；在黑非洲，当地民众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有些电视台覆盖的地区也越来越广，如美国有线新闻网在许多国家被收视，再如意大利电视一台（RAI Uno）覆盖了突尼斯。至于泛阿拉伯电视台，如摩洛哥广播电视公司（MBC）或半岛电视台，不仅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也在一些西方国家拥有观众和强大的影响力。

世界上由卫视带来的电视频道数量增加现象，无可争议地改变了许多国家民众同新闻的关系以及同娱乐的关系，这一现象时而鼓励精神解放，时而强化独立意识。有关这方面情况的看法实属折衷。假如人们相信，在某些情形下，跨国视听传媒在动摇某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推波助澜的话，但它同时也证实了其节目也常常被当政的专制政府利用为巩固地位的工具。我们还知道，特别是由于受众的碎片化和公众某些形式的抵御，一些文化和新闻产品的标准化并不会自动引发传播活动的同质化。

实际上，有的时候，传媒使用者重新适应传媒的大量活动，构成了传播活动的世界化和各类文化产品（电视系列剧、影片、国际知名品牌的广告等）几近全球的传输。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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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引发来自全球一些地区的特殊反应。传播业和休闲业的跨国战略、文化和娱乐企业领导人的操作，常常与某些地区性市场的适应战略发生冲突。某些地理区域间因此通过文化和语言联系彼此联合，并构成与全球层面独有的关系方式，这些地缘－语言市场催生了泛阿拉伯、泛拉美或泛亚电视频道。

更主要的是，跨国流通与本土理念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有时表现为大大出乎意料的文化杂交形式（有人将之称为“克里奥尔化”或“土著化”）。金融流、文化流、迁徙流和传播流的交迭，共同描绘了一幅由视频和卫星支撑的电视流通分布图。这是世界各地华裔族群的成员为何热衷于设在香港的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之原因，也是旅英或旅美的印度裔族群成员为何对祖籍国电视节目感兴趣的原因。他们由此分享了故土弘扬的文化价值和居住国传媒推崇的文化价值。这一前所未闻的情势限制了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不断中庸，同时也催生了一种新颖的混合文化。

尽管传播领域不平等的交往以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关系或国际实力对比关系持之以恒，但是我们曾言及的阿语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可以说象征着抵御形态渐渐已见天日。这次重新洗牌既不会就此令美国的生活方式黯然失色，也不会减弱存在于不同的文化财富生产中心之间的等级状态，但会再次对文化一统化的现状提出抨击。世界化并不一定就是同质化或西方化的同义词。而生活和消费方式明显的美国化，也不是必然意味着完完全全地赞同美国人的文化及其价值观。

换句话说，就像雷雨云的效果一样，交往的商品化并不会自动引发文化和传播的商品化。现有的文化身份有时是抵御外来传播的天然屏障，全球层面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无法摧毁原有的精神向往和信仰。他们只是重新整治一番或以其他的方式重新展现。这正是印度人类学家阿尔均·阿帕杜雷试图证明的，他有关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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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以往基于一个中心与其周边交流原则的传统分析模式已摇摇欲坠，应该用传播流的分离和重迭的概念来进行思考。借用他的术语“全球新文化经济”，电子传媒已在很大的范围内传播，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观众而今已能进入印刷品、图像、屏幕和叙事互联的宝库，个中，信息世界和商品世界交错在一起。然而，阿帕杜雷证实，这些观众也分为“迷恋”和“反感”两类，以致于“当今全球文化的特点，是以强调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成为拆分彼此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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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各种本土主义的观念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新闻和传播世界化效果是一幅画作，明暗对比效果即为其色调。

从技术和经济的视角出发，世界或许已经成为地球村，但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却未必如此。世界化带来的挑战，从一开始便是承认文化相异性的挑战，便是不同文化必然共处的挑战。近年来，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的上升、文化特性自省的强化和恐怖主义话题的增多，都令人们不得不承认即使物理距离消除了，但文化距离依然会长期存在。多米尼克·沃尔敦指出，世界文化工业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世界文化并不存在，传播信息量的增加与对世界的认识之间并无直接联系。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的事件便是这一看法的悲情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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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今传播技术总体上相差无几、某些文化产品的内容惊人地相同，但全球各地人们对其的使用却不一致。供人接收的新闻都以“世界是分享而价值是共同的”理念为前提。因而，南方国家的许多观众如今纷纷拒绝西方电视台传播的新闻，意识到需要确认自己语言身份和文化身份。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协调多元主义与世界主义，同时维持地球上不同民族之间起码的一致？如何在明白精英们大都倾向世界主义，而老百姓大都倾向民族主义的同时，又能鼓励相互理解、减少世界化的某些负面效果？这方面的问题具有政治意义。

法国传媒市场的转型

我们认为，新闻和传播的世界化是一个多形式的过程。它以工业集中化、撤销管制、国家垄断结束和传播活动的金融控制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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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该来考量这一现象对于法国传媒业的影响了。人们是否能从中再度发现本书较前曾论及的某些趋势，即传媒的极度集中化、普遍化的竞争体系、美国视听节目的主宰地位等？我们当然没必要在此对传播领域作一穷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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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多是将重点置于那些显著的、有益于记忆的趋势，以便理解政治和文化日益传媒化的博弈，有关这点稍后会展开论述。

传媒市场的主要角色

法国传播市场的第一个特点：自威望迪环球的结盟破裂以后，法国只剩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传媒集团——拉加代尔传媒集团（Lagadère Médias，一译华世传媒集团），其2004年的营业额达85.94亿欧元。它是以航空和国防为主营业务的华世集团旗下一家重要的子集团，由几家子企业组成，主要的业务有：世界第一大杂志出版商桦榭菲利帕契传媒集团（Hachette Filipaccchi Médias）经营的报刊业（包括《Elle》、《巴黎竞赛画报》、《电视7日》和《首映Première》等）；“阿歇特发行服务”（Hachette Distribution Service）经营的报纸和图书发行业（占有巴黎报刊发行系统（NMPP）49％的股份，并拥有名为“驿站”的书报亭网络和大型文化超市如维京）；拉加代尔活力（Lagadère Active，又译“华世活力”）经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台方面有欧洲一号电台（Europ 1），欧洲二号电台（Europe 2） ，法国音乐台（RFM）；电视方面则拥有9家专业频道，并在卫视（Canalsat ）及众专业付费频道（MultiThématiques）占有股份，同时还有17家视听制作公司）；而“阿歇特图书”（Hachette Livre）则是时下法国最大的图书出版集团。拉加代尔传媒集团自我打造成传播巨擘，活跃在传播的各个行业，统领法国的传媒天地，并强力朝向国际发展。需要提请注意的是，《Elle》杂志作为集团的珍品之一，已出版了32种外语版，而华世传媒集团营业额的半数以上获益于国际市场。

在这个大集团之外，法国传媒业的其他行为者的规模就相对较小，尤其是与其欧洲邻国如德国、英国或意大利相比，更是如此。法国在报业方面，市场由两大集团统领，一是刚刚提及的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仅其一家就出版了245种报刊杂志，二是新近被塞尔日·达索收购的沙克（Socpresse）报业集团（达索还收购了法国最享有盛名的全国性日报之一的《费加罗报》和多家地区性日报，以及像《快报》（L’Express）、《拓展》（L’Expansion）和《大学生》（L’Etudiant）等著名周刊）。排在这两家后面的，另有一些中型的企业，如《世界报》、《法国西部报》、《阿莫里书报》（Amaury）出版集团和巴亚（Bayard）书报出版集团等，还有一些来自外国的集团如Prisma Presse和 Emap等（本书稍后还会论及）。

在广播方面，三大私营电台与公营的法国广播公司在市场上平分秋色。尽管一些专家在公营广播电视垄断结束时（1982年），曾寄希望于众多独立电台的飞跃发展、寄希望于样式和节目的多样化，但与他们乐观的预测相反，这个行业还是屈从于极度的集中化和几大广播网的统领地位，这些大型广播网包括卢森堡广播电台RTL（卢森堡广播电视集团的子公司）、欧洲一号电台（华世活力旗下）和新青年电台（新青年电台集团旗下）等，它们不仅占据了领导地位，而且还在向欧洲许多国家输出无形知识的同时，坚实地实现了国际化。而在电视方面，谁都知道在法国电视集团旗下的公营频道与私营的法国电视一台、法国电视六台和四台（暂且只论无线电视）之间的竞争中，法国电视一台占据了优势。相对于世界上大部分的私营电视台都融入强大的多媒体集团的情形，法国电视一台在这方面是个异数，其国际化程度较低。

法国传播市场的第二个特点：法国传媒市场也遭遇了外国集团的竞争，甚至还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事实上，尤其是在报刊领域，外国的竞争日益显现。自1990年代以来，德国古纳亚尔集团的子公司Prisma Presse已在法国期刊市场占据了优势地位。《Prima》、《地理》（Géographie）、《盛会》、《资本》（Capita）l周刊以及一些双周刊如《电视两周刊》（Télé 2 Semaines）、《电视著名频道》（TV Grandes Cha？nes）（这两份期刊是于2004年问世的，当时的市场似乎已经饱和）在商业上的成功，印证了Prisma Presse在版式、内容编辑的改革以及在吸引众多读者方面体现的效率。同样，英国的Emap出版集团也牢牢地植根于法国行业市场，成功地推出了《袖珍电视节目指南》（Télé Poche）、《电视明星》（Télé Star）、《完满一生》（Pleine vie）和《顶级健康》（Top Santé）等。这些都足以证明法国传媒市场上，外国资本活力透出的国际化。

法国传播市场的第三个特点：一些原先与传播领域毫无关系的工业集团在传媒市场非常活跃。这类例子包括建筑和公共工程承包商（布依格集团）投资法国电视一台、军火和飞机制造商（达索集团）投资《费加罗报》、《快报》周刊和《扩展》，奢华品制造商（贝尔钠·阿尔诺的LVMH集团）投资《论坛报》（Le Tribune） 和《投资》（Investir）周刊、大型零售商（PPR集团，即比诺－春天－棱堡集团）投资《观点》周刊等。此外，法国的一些巨富家族也在报业和广播电视行业表示出兴趣。除了上面言及的贝尔钠·阿尔诺、弗朗索瓦·比诺、塞尔日·达索之外，还有阿尔诺·拉加代尔、热罗姆·塞杜、菲利普·阿莫利和让－保罗·博德库等巨富。法国大型传媒集团通常是世袭的王朝，父辈将领导权传给自己的继承人。
 
[67]



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报刊因集中化，而落入大型工业集团和个别巨富家族之手。同样令人担忧的问题还有行业外股东的参与、尤其是他们在全国日报业的参与已有时日，且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全国性日报寻求外来资本，为了继续生存而依靠工业或银行集团（例如爱德华·德·罗特希尔德之于《解放报》、塞尔日·达索之于《费加罗报》等）。地区性报业也未能幸免。这方面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能说明问

题：那些完全独立的省报（即完全不属于诸如沙克报业集团、法国西部报集团、法国西南报集团或阿歇特集团等），在地区性报纸发行市场上只占11.7%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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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某些广播电视集团或报业集团供职的记者，他们的多元理念和独立性能否受到尊重的问题每每被人提及。他们想报道什么就能报道什么吗？他们是否有某种自我检束？对舆论的多样化表达有影响吗？答案是十分现实的，记者当然不会听命于报刊的股东们，因为每个编辑部都有自己的历史、风格和文化，但是现实对媒体自主性和前途的威胁却是毫无疑问的。一些报刊主管抱怨现行制度的不正常，如《玛丽雅娜》周刊的总编辑让－弗朗索瓦·卡恩最近就表示，“与多种经济体制的冲突相比，唯一的经济体制更容易导向思想一律（pensée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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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法国传媒经济形势反差鲜明：如果说视听传媒的健康状况尚令人满意的话，报业、特别是日报却处于衰竭的状态。

至于视听业的现状则令人充满希望。电视的前途寄希望于宽带互联网（ADSL）和地面数字电视（TNT）等新技术的开发。尽管目前仅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收看卫星电视，但是在未来几年中，频道的选择性非常可能大为增加，并改变现今电视领域行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然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报业的形势，报业而今正在渡过一场极为严重的危机，它预示着这一领域即将到来的深刻动荡。日报业发行所经历的令人不安的跌落已有时日，《世界报》、《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都失去的不少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留住读者变得日益困难，因为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已经改变。所有的调查都表明，经常性购买全国或地区报纸的法国人越来越少，视听传媒和多媒体吸引了受众，但这里言及的不是本义上的印刷媒体的情况（因为期刊业总体繁荣），这里所指的是日报的阅读人数减少。这一现象不仅只是发生在法国，欧盟范围内日报的销售量，最近8年来减少了700万份，而全球付费报纸的销售量平均每年下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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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报业还遭遇免费报纸的挑战，免费报纸不仅赢得了市场，而且还成功地吸引了新的读者。除此之外，日报业还经历了零售网点的持续消失、广告收入的减少，当然还有互联网和在线报纸的飞速扩展。不过近两年来，期刊业本身也开始经受反弹，卫视套餐的出现、移动电话的使用日益增加、多媒体以及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多等，都对期刊业产生影响。

从其他方面来看，今天人们获知新闻的途径已日益借助于视听传媒和互联网，借助于屏幕文化，随之而来的担忧是，这种方式渐渐鼓励人们放弃阅读报刊（特别是日报），而报刊恰恰是以有助深刻理解时事和前瞻形势而见长的。当“法国人与传媒”的调查定期开展以来，广播一直是法国人眼中可信度最高的媒介，而电视（如果对近两年的数字忽略不计的话）却具有取代报纸的趋势。2004年对法国读者阅读日报或综合新闻或时事期刊的理由所做的调查表明，有61％的受调查者的答案是“出于及时了解当天的时事”；32％“出于获得对一确定事件的解释”；17％“出于更好地理解一个深刻的主题”；同样还有17％“出于了解不同的观点”；11％“出于阅读的愉悦”；10％“出于获得可信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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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报刊是如何地让人日益担心由及时获得新闻的工具，缩减为实用工具。不管怎么说，传媒的影响开始悄然改变：报刊不再占据首要地位，而由视听传媒取而代之。

商业和视听传媒理念至上

商业理念至上是新闻和传播行业的另一大特征。这一现象已经被充分认识和评论，我们在此只消简单加强一下即可。法国报业和私营广播电视企业的大部分现任的领导人工业和商业巨头，他们根据成本/利润法则进行思考，从不考虑情感因素，诚如法国电视一台总裁帕特里克·勒莱最近直截了当地声称的那样，他的电视台从事的就是“帮助可口可乐推销其产品。而我们卖给可口可乐的，是人脑空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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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伴随着视听业的发展，私营和商营电视逐渐超越了公营电视，转型成传媒的市场运作模式。1980年代初开始的私有化、开放电台频率、以及并发的广告市场爆炸、节目交流的世界化、数字新技术以及卫视和有线电视的出现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加剧了频道之间的竞争，明显地改变了节目内容。传媒行业发展固有的商品意识强化不仅在新闻节目制作和播出上，而且还在娱乐节目的创意上（人们很快就能想到），引发了一系列变化。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就能概括法国电视界发生的主要变化：收视率和争夺观众至上、追求独家和轰动效应新闻、感情因素调动。人们公认，美国电视的模式传染给了大部分法国电视频道。例如众所周知的，大部分电视台的电视新闻播出形式大同小异：所有电视台都会有一个全球式景观（spectacle）的主持人暨说项者出现、都坐在一张办公桌的后面、背景是将其和世界相联的众多屏幕、都会连线驻外记者和现场的特派记者、都迅速将一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话题一一展示在电视观众面前。这些话题必须简短，以免引起厌倦和疲乏，预防可能出现的跳台行为。新闻则按广告的原理来组织，并且剧本化（洛朗·热韦罗称之为“广告式新闻”（info-pub））
 
[73]

 ，即提供一景观，这台戏将新闻按短片和精采提示排列起来，留给观众的，只是在社会新闻或诉讼案、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或政治悲情事件之间的选择。

来看一个例子，在2002年的最后四个月内，法国电视一台总共660次提及气候问题，而当时的国际新闻报道面通常限于自然灾害、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另外还有一个例子，1998年，法国电视二台20时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文化题材占10％，但是到了2002年末和2003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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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有关的时事话题常常是在节目的中间，只叙事实、不加评论的报道日益超越分析报道。相关新闻的意义，被认为是由电视新闻的主持方式、新闻内容的编排、过多的主题（这是法国电视的特点之一）来决定的，尽管涉及的主题不甚协调。

观众的专横令所有的电视频道去吸纳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灵验的节目“概念”。脱口秀和真人秀节目的成功即为这方面的耀眼注脚。围绕诱人的节目，在尽可能多地吸引广告商以获取尽量多的广告收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联盟观众。有许多常用秘诀可赢得利益。第一个秘诀是触动观众敏感的神经，不少娱乐节目就是这样创作的，它们以戏剧化和轰动的形式，作用于电视观众的情感（法国电视一台的《百万富翁》节目中，有名的提问方式“这是您最终的决定吗？”，辅之一段令人焦虑的音乐；或者是名为《事实胜于雄辩》（Y a que la vérité qui compte）的节目中，以偷窥和悬念为运作原则）。第二个秘诀是将新闻和娱乐混为一体，大部分的脱口秀节目将不同的节目种类混合在一起，同时将赌注押在诸如金钱、疾病、爱情或家庭等吸引人的主题上（例如《这值多少钱？》（Combien a co？te）、《凡事有商量》（a se discute）之类的节目）。第三个秘诀是增加拍摄日常生活经验的镜头，借用当事人的情感，以使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如《单身绅士》（Bachelor， le gentleman célibataire）、《夏瓦那的寄宿学校》（Le pensionnat de Chavannes）等）。用弗朗索瓦·若斯特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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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视听欺骗”（feintise）将当事人的举止赋予播出节目，同时也给他蒙上见证者的外表。电视用一种通常的方式，将重点置于类型（registre），不仅是图像类型，而且也是、并尤其是话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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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电视台节目部的主管们而言，真人秀节目（如《藏酷故事》（Loft Story）
 
[77]

 、《大众明星》（Popstars）、《明星学院》（Star Academy）等）商业模式的发展无疑是一张颇有份量的王牌，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类节目在经济上是极有效益的。自此，电视开始利用衍生产品实现丰沃的利润，这些衍生产品包括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发送手机短信、出版少儿期刊和发行音像制品等。这类节目还促进了某些制作公司（如安德莫Endemol，Expand 等）打响品牌并取得商业成功，掌握这些制作公司的主持人－制片人无论在私营或是公营电视台都能呼风唤雨。

现状很是明晰：商品和商业的意识、广告的绝对意义比以往更能主宰电视台的运作，刺激电视台应用已获成功的节目样式和效益模式。新的栏目、新的娱乐节目都是在精确研究市场、完全了解电视观众作为潜在消费者的期待之后才推出。由于收视率决定广告价格，因此要想吸引目标观众群——著名的“50岁以下的家庭主妇”，就必须在制定节目编排策略时，有所取舍，最常见的是将纪录片、文化节目和电影这些艰涩的节目安排在很晚的时段。

上述商业运作策略将重点置于情感和轰动效果上（私营电台也借用了同样的商业效率和强度）已渐渐影响报业。围绕电视对待时事的方式，新闻的传媒偏振效应对某些报刊报道突发事件的方法产生影响。时而，日报和期刊以不同于电视的方式，来编发他们认为重要的消息，从而保证了消息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时而，尤其是在国际局势出现紧张之时，他们又不敢与电视台拉开太大的距离，因为他们发现提出不同的观点实在太难了。

这也正是前面已经提及的研究——“欧洲传媒晴雨表”调查所揭示的，报刊肯定能扩大新闻的报道面，但也日益受到电视观念的污染。报业不仅要在开张形式和文章的版式上面对严酷的竞争，而且还不能摆脱游戏规则，根据游戏规则，报纸的头版的标题必须越来越诱人瞩目。这一招数对报业而言并非新鲜（从大发行量的报纸诞生之日起，业界就一直用这种手段吸引读者），问题是它日益蔓延到所谓的高品位报刊。全国性的日报因此也出现了以下趋势：做大标题时模仿电视语言、为引起读者注意而追求独家报道，以及突出尚未核实的消息而回避谨慎且讲究细节的原则。甚至像《世界报》这样有名的报纸，近年来也时常采取一些诸如在头版报道灾难新闻以及制作有冲击力的标题等手段，从而导致了其“打擦边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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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做永远第一的意愿和制造一些事件的意愿，回应了市场排名策略，但这种策略扰乱了新闻的可信度，同时还证实了不同报刊之间的区别（假如还存在的话）越来越在于形式美感和排版方式。

统领报业的商业和技术理念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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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小结，我们强调指出，期刊（包括周刊、月刊或其他出版周期的刊物）本身也运用这一理念，它们在诸多方面如制作、透过报业集团的市场营销部门取舍题材、为探测读者群的期待和希冀而进行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等方面，大量依赖外加工。如今的报刊经营已越来越合理化，最常见的是传媒界的企业家们在负责管理报刊。

以上这些指向无不表明法国传媒市场新出现的转型，它们似乎也肯定了对传媒工业化和市场理念的确切分析。它们至少令人相信，如果不考虑属于传媒的经济环境（可能还有法律环境——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人们就无法研究报刊、广播和电视对我们社会中的影响。它们还引导人们注意新闻与传播世界化的后果，人们已经发现这种后果是把双刃剑。然而，尽管法国传媒业屈从于技术和金钱的绝对压力，但我们仍不能得出这种机制对所有人都是同样有效的结论。无论如何，这种机制不但使得多少有点幸运地达成妥协的记者不断进行调整，同时也使得公众有能力，根据不同的程度，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协调其接收的信息。我们还有回归本原的机会。

新闻流量加速

如果说对新闻和传播的世界化的看法如此不同，那是否会有另一种为传媒一统化辩护的观点呢？我们由此想到了传媒所维系的时间与全球新闻流惊人地加速之间的新型关系。传媒的确也越来越朝向新闻即时播报的相同理念，它对新闻工作的时效性提出苛求。这一现象本身并无新意（“与世界同步化”的说法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下半叶），但这一现象得益于有线和卫星技术方面的最新进步，其范围之广与人们以前的认识是无法同日而语的。世界各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部分媒体的编辑部门都是其订户，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消息发到记者的电脑屏幕上，它使得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内获悉哪怕是最小的事件。全天播出的电视新闻频道（如法国的LCI电视新闻频道、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频道BBC World、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天空新闻Sky News等）近年来发展迅速，参与了这场时效性的角逐，向电视观众倾泻大量的不断更新的消息。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地球仿佛缩小成一个村落——建立在普遍存在原则和遍布世界各地消息提供者网络基础上的地球村。一些传媒的常驻记者、活跃在事件一线的特派记者，都印证了传媒负责人有意覆盖全球所有热点区域的愿望。而电视观众的感觉则是总被联接在现实上，与一个装置永远相联，在这个装置上主持人的面孔无所不在。演播厅既像转盘又像分拣中心，将无所不在的新闻世界具体化。完整的技术设备俨然已成为新闻真实性的同义词，只需观看和显示就可以距现实最近。今天的新闻只有在可见时、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在有画面时，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情形下，某些重要事件就因为没有画面就很容易会被遗忘或低估。

时事节目的增多、重大事件时特别节目的激增都将我们拖入无尽的旋涡之中。泛滥的消息和无穷的新闻快讯，对听众或观众而言显然大有过量之虞。接受了超量新闻的公民，如果面对无尽的现场报道和见证而没有留出思考的余地的话，是完全没有能力来区别哪些新闻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难道连续24小时的现场直播不会导致判断标准的丢失，而最终使得对现实的看法残缺不全？过多的新闻是否真的会扼杀新闻？此外，由于过度消费，人们将无法意识到当真正需要了解某种形势或冲突的风险时缺少新闻，因为重要的事实已被淹没在过量的消息之中。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实时新闻的飞速发展、强调现场感以及“什么都是新闻”（tout-info）与连续播报新闻等现象，给人以错觉，让人误以为可以掌控与时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提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满足于听广播、看电视的法国人能否正确地获取有关拉美、非洲乃至东南亚的新闻？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假如他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必须去阅读一些报刊（这些报刊常常不像《纽约时报》或德国的《世界报Die Welt》那样的外国日报，充斥着新闻）。就互联网而言，它也强化了时间限制减小之感：我们拥有立即进入大量新闻的路径，我们以某种方式生活在压缩或压碎的时间之中。人类时间断断续续，而互联网时间却均匀而平滑。总之，传媒时间似乎也具有一统性和同质性的感觉，束缚我们视、听时事。

这种新闻泛滥和报道的即时性对记者本身又造成何种后果呢？答案是：其后果不仅是利用亲情和情感因素成为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戴安娜王妃之死可以印证这一点，简单化也成为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核实与分析的时间减少了，记者们发现很难尽快地分析一个事件，常常无法留出思考的余地以明了新闻含义，从而作出决定，对于国际事件尤为如此。他们根本不可能以事实的诠释者身份来行事，而只能提供简单的即时评论，这样做的风险是，只能播发轻率而脆弱的假设。当编辑部门有意缩减常驻国外的记者人数，而更愿意往发生冲突的地区派出对当地政治或经济环境了解甚少的记者时，敏锐性就成为问题。对事件的前瞻需要综合而细微的感觉，新闻制作的紧张节奏常常会妨碍真正的深度分析。

现场报道的影响足以使记者成为事实的简单见证者（这也是传统的定义），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评说一场战争、一场谈判或一次示威游行的进展情况。记者满足于扮演局势记录者的角色，而不再拿出必要的时间来概括事件。我们认为，新闻不应减缩为简单的传送，而应建立在中介的基础上，即分析和诠释的基础上。现场报道产生的是轰动和煽情效应，信息含量却十分贫乏。它将听众或观众带入事件的同时性，似乎为人们提供了迅速进入现实的路径，但却抹去了一个事实，即符号并不等于内容，这也正是达尼埃尔·布格努所用的术语“符号学断裂”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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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新闻，意味着将事实分级并作出评估。记者必须避免在其描述的现象中成为介入者，美国几大新闻网的记者“卷入”在伊拉克地面作战的军队，他们还能符合新闻取舍原则吗？新闻的取舍难道不应以录制与核实，即表现事件为前提，而仅以身在现场为前提？

置身正在生成的历史之中的想法，丝毫没有错。事件的意义只有在事后才得到验证，因为我们能够与其保持距离而流出思考的余地。换句话而言，只有当事件终结后轮廓才能清晰，只有过了一段时间才能诠释。然而，传媒的时间感却给电视观众实时亲临历史之感。乔斯里纳·阿康布尔－莫罗解释说，“公众就这样被投射到历史上，好像他们并不关心事件的当代诠释和未来诠释之间的差别”。
 
[81]

 现场报道加快了下列事件的发展：柏林墙的倒塌、马德里恐怖炸案、伊拉克战争等，如此大量的事实与图像，似乎用来表明一个断裂的、用来构建将我们带向参与未来的框架，然而一个历史事件则正好相反，它以回顾其产生的事实为基础。历史时间的指向与传媒时间的指向是截然相反的。

电视因此促进了千里之外身临其境之感，参与了即时记忆的支配，助长了阻碍我们真正去深刻理解世界的实时专制，保罗·维里利欧提醒我们，没有了中转，也就没有了立体感，“量不再代表事情的现实性，现实性淹没在千人一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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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维里利欧指出，传媒现实性厚度之缺失，令我们生活在今日的紧张中。这一机制以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健忘的方式运行，时事报道没有连续性和后续性（例如水灾的受害者后来怎么样了？有关这件事的处理进展到哪一步了？等等）全然印证了这场无止境追逐即时性报道的负面效果。对叙事规律的驾驭堕落为用血腥的社会新闻、悲惨的独家消息和多少有点刺眼的秘闻等来诱惑、捕获公众的程式。

然而，是否应该强迫所有的媒体，尤其是所有的法国媒体，都服从于新闻报道的急迫性和时效性？将各类传播手段都冠以同样的坏名声是否过于草率、指控记者集体同化为瞬时历史学家或是同化为伊格那奇欧·拉莫奈所谓的“瞬时性学者”（instantanéiste）是否过于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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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电视日益确定新闻标准，逐渐影响报业，尤其是日报业。的确，遍传并被媒体负责人内在化的格言，已日益被简化为“眼见为实”，并被电视观众在自己的荧屏前证实。新闻播报的周期性对游戏规则依然有些改变。人们不可能把一家全国性或地区性日报、一家周刊或月刊，办成全天式的电视新闻频道。那些为《快报》、《观点》和《新观察家》之类的综合性新闻周刊或《世界报外交副刊》之类的月刊工作的记者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核实新闻、来根据新闻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来针对时事热点及即时性提出更加仔细的分析观点。不同的工作节奏、进行更准确的核实的可能性，将记者们从日常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外，新闻制作的时间（直播或录播）以及收视消费时间（即时消费或在不同时间消费）并不一定自动成为所有人的同样的和相等的时间。

新闻流的加速和内容的同质化，在今天似乎已成现实。但是，人们重复的还不够，新闻的“世界化”从定义上而言还是模糊的现象。达尼埃尔·科恩重申，“假如将两个似乎是矛盾的术语（植根本土和根绝全球）固定为一体的话，世界化这一术语就太容易理解了。”
 
[84]

 如果仅仅从其对传媒界的影响的观点出发，毋庸置疑，世界化非但平整了不同，一统了市场，同时也将抵制的方式多样化，将反应碎片化。这种矛盾，或更准确地说这两种对立倾向性之间的紧张，使得对传媒权力的评估格外困难，尤其需要谨慎。传媒运作理念将行为主体、用武之地和体制的多元性，放在了一种从未事先完全起作用的关系之中。在不断触及两种面孔——在我们看来是这种紧张最有代表性的同时，人们当下希冀明了的，首先是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其次是传媒对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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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政治功用

第三章 传媒：国际冲突的当事方？

对评估传媒在各国社会中的作用而言，武装冲突无疑是绝好的研究专题。自报业诞生之日起，武装冲突就是报纸吸引读者眼球，进而刺激发行量大增的机会，因为战争挑起仇恨或怜悯、煽动激烈情绪、激发民族意识、呼唤人类情感。公众渴望了解战事的发展，而且为其政治和经济风险担忧，好奇其可能的解决方案。公众牵挂士兵的命运和阵亡的人数，孜孜不倦地跟踪军队推进情况，日复一日。军事行动报道、前线官兵特写以及政治人物访谈都表明，这些新闻都被报业用作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发行，进而产生影响力的手段，报业成为冲突的主要博弈。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早在旧制度时代
 
[1]

 ，1631年由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创办的）《消息报》（La Gazette） 就曾因七年战争 （1756－1763）而发行量大增至12000份，战后则回落到7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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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美国的独立战争、殖民远征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无不证实公众对报刊发表的文章的欢迎程度。事件的重要性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20世纪的画报，由于发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战事照片而获得的成功。其后果是，战争成为传媒最丰富的事实来源，有关国内和国外冲突的图片和文字改变了新闻报道的性质，从而引发了政治和军事权力部门经常性掌控报纸、广播和电视内容的意愿。

我们不想在此重提操控传媒的话题，它可以成为对法国战地记者在二战以及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表现的研究课题——有太多的例子可举：透过控制消息来源、审查报道内容、对记者施压等手段，来引导报道的事再流行不过了。
 
[3]

 阿那斯塔西的剪刀
 
[4]

 延伸到所有的军事新闻、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报道，以致于影响官方的看法，并令军队和民众的思想受到戕害。在战时，舆论的支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能影响对事件的主流看法。这就是政治权力部门和军队统帅部门之所以努力保守秘密，只播报仔细过滤后的新闻以及努力赢得新闻战的理由。

“冷战”时期结束后，柏林墙的倒坍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象征，毫无疑问表征了当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开启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但是国家之间的危机及冲突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大都处在另外一种地缘政治环境中，传媒在其中起着新区划的作用。西方国家的关注点渐渐移至外部安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关注促进人道主义干预和资助。由于传媒之间的商业竞争和新技术发明的双重压力，时事追踪报道以及战时新闻的制作，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加剧也导致了“新闻性”通膨。这一通膨现象令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传统说教不再可信，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拥有掌控新闻的特权，这一通膨现象激活了舆论的敏感性。现代技术环境（电信网络、直播卫星、数字摄影机等）改变了记者的现场报道条件，为了直接传送画面和最大限度地提供最新消息，记者们投身于一场无度的战斗中。战争从此直接或几近直接地在荧屏前变得真实，远方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近处。

诚如米歇尔·马蒂昂强调的，所谓的防务新闻及/或外部安全新闻，原先属于由政治权力部门掌控的领域，现已进入普通新闻范畴，与经济报道、社会报道、健康报道和科学报道相提并论。两种矛盾的理念产生了冲突，一种是建立在“开放”社会制度的价值体系上的理念：新闻是公民的一种权力；另一种是建立在“封闭”社会制度的价值体系上的理念：注意力被必须“有结果”所驱使，集中在一直处于准备行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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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本身无甚新意，但发生改变的是，传播技术之规模及尖端化被当局用来吸引记者之类的新闻专业人士。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十分在意制订精良的传播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细心制订的“危机传播”策略的框架和迅速膨胀的操控与麻醉民众的愿望，目的在于避免在场的记者扰乱军事行动、避免记者像自由电子似的行事。

在此，有必要提出一些问题：传媒的权力在战时是否还起作用，还是说它被操控技巧及宣传技巧所钳制？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记者在工作中是否还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还是说他们受当政者和军人的控制？传媒是否能够影响国内、国际舆论，是否能够影响对事件的认识，真是这样的话，传媒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换句话说，传媒到底是冲突的工具还是冲突的当事方？我们试图借鉴同样的思路，希冀借助众多的专题研究来回答这些疑问，这是唯一可以直接为非常复杂的问题找到贴切明晰答案的途径。

最初的拐点——越战

大众操控技巧在整个20世纪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尤其得益于现代传播手段的运用，许多当政者将这些手段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谈到这个话题，无需追溯太远，仅以越南战争为例，它作为最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现在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由权力承载的关于冲突的理想化表现，并不能抵御传媒的猛击。当年美国传媒提供的战争画面，相当忠实地反映了美国民意的演变，报纸以及为数不多的电台电视台在赞扬了军事干预和支持了在位政府之后，逐渐转向，以更为批评的姿态，看待美国军队作为世界警察在当地采取的行动。传媒起初只是官方表态的简单传声筒，后来却参与了对美国介入越战的重新审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认识。

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中，大家将会记住美国学者丹·哈林所做的研究工作
 
[6]

 ，他对传媒有关越战的报道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认真考察了美国电视在那场冲突的两个不同时期提供的战争画面。从1965年7月到1968年发动“新年攻势”期间
 
[7]

 ，美国电视忠实地报道了美国政治家们有关在东南亚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和保护自由世界的安全之论调。当时美国三大电视网（ABC、NBC、CBS）的报道中，战争被作为同仇敌忾来描述，这种努力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传统（特别是二战传统）的组成部分。它象征着阳刚、顽强和专业精神。NBC的一位记者在报道时解释说：“这就是海军士兵，他们非常勇敢也深知这一点。每次登陆、每场战役对他们而言，都是新的一次良机，以此证明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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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画面就是建立在这种英勇神话之上，并以冷战的名义，使作战动机更显高尚。作战的胜利一方亦总是美国军队：在电视新闻中，美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占62％，而敌对阵营的胜利消息只有28％。在越战的头三年里，电视一直在再现政府的意识形态，并满足于毫无保留地散布官方新闻。

在“新年攻势”之后以及随后几年的时间里（1968－1973），政治精英们和美国民意在战争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电视台并不明确反战，记者们对战争的批评也十分审慎，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美国是在为正义事业而采取行动。但是怀疑毕竟还是产生了，报道的语调开始变化。在谈到战争的代价和人员的损失时，军事行动的阳刚说逐渐消失。以前报道中的阵亡者都是匿名的，后来也开始透露真实姓名。也不再提美国的军事胜利，所有美国人都一致认为国家应逐步撤出越南。

哈林解释说，士兵们成了电视报道的主角，战争似乎越来越像徒劳与荒诞之举。报道战事胜利的比例降至44％，失利的报道比例则降至24％。宛如这一状况的公开征兆，CBS的新闻报道用语在1968年10月已发生变化：“（美国）特种部队与敌人的战斗毫无结果。除了救治伤员和准备另一天的战斗，无所事事。”在庆祝了一场胜利和理性的战争之后，电视对越战的看法已不那么正面了。画面的震撼力不但逐渐使华盛顿政权失去舆论的一致支持，并施展压力，敦促美国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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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国的大报和著名期刊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在发表的文章里，从美国民意出发，以自己的方式质疑这场军事干预合法性，以致于1968年入主白宫的里查德·尼克松允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

人们从中能够得到的教训是清晰的，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令传媒的工具化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它与画面的表现力发生了冲突，画面上的尸体、伤残的躯体、毁坏的场面以及屠杀的镜头（如米莱村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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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都会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美联社记者拍摄的那张小女孩赤裸着身子，在凝固汽油弹轰炸后浓烟滚滚的公路上，恐惧地大喊大叫的照片，传遍全世界，并将永远成为这场残酷战争的象征。历史学家马克·费罗提醒说，越南是第一场天天受到关注，而且受到广泛关注的战争，“这场战争赋予传媒介入历史的能力，传媒不但是作为拍摄事态的记者，而且还作为参战人员介入。然而，否认这点也好，坚持这点也好，甚或辩驳也罢，传媒在结束这场战争方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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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从单纯的冲突见证者过渡到当事者，游戏规则有了重大改变。

基于这个惨痛的教训，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代表们意识到，传媒对越战的报道既令美国民意气馁，还促成了撤军。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今后必须加强控制战时新闻，必须尽量掌控画面的流通，不惜代价地避免传播战斗场面、阵亡者照片或棺木运回国等造成的毁灭性效果。总而言之，迅速从中汲取教训，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得给人以战争可以是“干干净净的”而无其他损坏之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越战再现了当代战争概念的界分：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向公众展现战争的另一面。换言之，与以往相比，传媒的工具化更加成为参战各方优先考虑的问题。

传媒本身的工具化意愿

操控企图

再次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时刻是1989年的12月，这个日期因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伪造的埋尸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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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可悲地出了名，重新提起这个日期，只是因为它形象地记录了传媒曾误入偏好视觉新闻和盲目追求独家消息的歧途。当时的情形众人皆知：从一座公墓挖出来的尸体成为大手笔导演的对象，绝大多数在场的、用现代技术设备武装的西方记者在那里只看到了火光，却将这一事件诠释为当地政治体制有计划地折磨和屠杀“起义者”的证据。深信自己身处事件中心的记者－见证者，事实上成为随之而来的新闻冲动的俘虏，他不再有时间来进行必要的验证，在毫无知觉地情况下，参与了谣言和虚假新闻的散布。这些假消息传播速度有多快，人们听信及轻信这些假消息的速度就有多快。

历史学家马克·布劳什早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早在1921年他就写道：“一条假消息往往诞生于集体再现方式，这种方式先在于诞生而已存在；表面上它是偶然的，或更准确地说，所有那些偶然性绝对只是随机的初始事件，它们带动了想象力，但这种带动只有在想象力做好了准备，并暗中发酵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他补充说，“假消息是面镜子，‘集体意识’从中凝视自己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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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起在罗马尼亚发生的对西方媒体的操控事件，在记者和编辑部负责人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迹。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要想解密某些事件的博弈和意义，就必须了解局势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传媒本身也被市场法则和技术理念工具化，从而被迫进入无休止的竞争。

此外，罗马尼亚事件还揭示了而今对操控传媒具有决定意义的原理和机制的两个不同层面。在参战者层面，通过巧妙设计的传播策略，筛选有意传输给公众的画面，根据目标受众决定讯息导向，而将传媒置于控制之下是绝对必要；而在新闻市场层面，消息传播的速度是战胜竞争对手的首要条件。政治干涉主义和商业理念极大地冲击了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流通的原则。

显然，这类新闻不但是被画面，而且还是被话语加工过的。菲利普·布雷东在其《被操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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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指出，操控的基础是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原则。首先，操控表现为（心理或认知范畴的）激烈行为的限制性，剥夺属于个人的自由。其次，操控基于精心制订的策略，以欺骗和使人相信名不副实的的事情，因为发送的讯息通常都是谎言。最后，操控的过程会遭遇抵御，至少是遭遇不立即接受其讯息的情况，因为它是“精心编织的谎言、对听者自由的剥夺、击败抵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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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传媒来操控公众，显然需要一些今天已为人熟知的特殊技巧，或在影响情感和意识的同时，作用于讯息的形式；或在利用推论和讯息的认知维度的同时，影响深度。宣传和不实新闻（désinformation）是所有武装冲突的共同手段，人们深知这两种传播方法之间的界线似乎是非常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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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在冲突中不实新闻肆行以及严格审查新闻的事例：俄国政府从1994年对车臣发动战争以来，就严格控制在其领土上播发的新闻，限制那些希冀实地进行深度调查的外国记者。在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之后，官方坚持将反对现行制度的抵抗力量定性为“恐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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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西方大国对当地发生的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如同西方传媒很少触及这一话题，生怕引起受众厌烦，相关的图片和电视报道十分鲜见，国际舆论尽管受到警示，依然相对消极。画面的匮乏显然无助于很好地了解事实。

冲突在传媒上的曝光度很不平等，有的冲突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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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则相反，被过度报道。海湾战争就是这样的例子，它像由电视转播的大量画面组成的一出活剧，其中还不乏不实新闻。它甚至达到了传媒被政治和军事当局工具化的顶峰。从上面控制消息来源的方法向来特别有效。

战争景观化

传媒对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8月－1991年2月）的报道，不仅向全球表明了一家全天播报新闻的美国电视台（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优势、同时还表明了传媒为追逐独家新闻而将事件变成了景观、以及盟军统帅部对新闻的钳制。当时，新闻处理速度的造成了电视节目收视率上升和报刊发行量的增加：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五台拿出了新闻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来报道战事；1991年头三个月法国全国性日报的零售增长24％。这或许是法国首次直播冲突，它令电视观众着迷，令其渴望了解冲突的最后结局。法国军队意识到了掌控新闻播报的重要性，让所有现场记者都签署了一份个人保证书，禁止注明确切的地点、禁止透露死伤人数。严格核定参加战地集体采访记者的组成，从而保证了由西方盟国军队掌控画面的意愿。

就法国方面而言，当时的传媒之战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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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8月至12月为第一阶段，传媒通过报道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的内容和进展，通过一些特别的行动如法国电视一台的帕特里克－普瓦夫尔·达尔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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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巴格达采访萨达姆·侯赛因等，让法国民众做好战争即将开打的心理准备。从1991年1月至2月中旬为第二阶段，这时被景观式新闻笼罩，空战画面（战机起飞、爱国者导弹刺破夜空等）反复播放，报刊众多的民意调查仔细地扫描舆论，这些都图释了战争现场。第三阶段非常短暂（1991年2月20日至26日），契合地面进攻时间，日益被军方操控新闻所激怒的记者们开始公开尥蹶子，指责军方和政界的新闻审查制度。此时在法国电视记者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高达84％的记者“感到从海湾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了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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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在西方阶段的胜利之后，新闻报道着重以战后的意义为目标。

大约1300名西方记者理应说是首次能够报道冲突的双方，并提供战事真相的中性画面。当人们根据经验得知，有如？？帕尔玛修道院？？一书中法布利斯在滑铁卢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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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明白了这是纯粹的幻象；当人们回想起战争伊始，只有一家电视台——还是美国的电视台，获准在伊拉克首都播报新闻时，人们明白了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获赠礼品的。法国的记者们在倍受军方的新闻审查和大西洋彼岸同行们独家报道理念的折磨后，完全就被美国的新闻牵着鼻子走了。巴黎的媒体自此完全依赖通讯社的电讯稿、自己的特派记者和军事顾问，来对付着评析战事的进展。

海湾战争的直播说到底，突出的是一个悖论性现象：即介于报道战事的特别节目之大量增加与真正具有独特见解的新闻之匮乏两者之间的矛盾。传播渠道的增加并不会自动扩展节目的多样性，借用杰拉尔·阿尔布瓦的话来说，就是冲突的超级传媒化非但简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影像化电台转播”，而且令人尤感信息不足，换言之，可信度高的新闻、特别是冲突期间完全无法接触到的前线画面的匮乏，变得更加明显。冲突的超级传媒化促进了多余信息（redondance）和新闻的一统化，并导致了被迫随大流的现象。

大部分视听传媒和许多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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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健忘，又不留出思考余地，只好朝向情感报道或煽情报道，而无法深入冲突，无法通过比较历史来前瞻事态。在许多新闻手段成功的表面现象背后，事实上隐藏着传媒的失败：距离事件最近的感觉（贴近性原则），并不表示事件的真相；直播冲突画面的做法（即时性原则），也不等于阐明冲突的现实意义。不惜代价追求透明度（即不停地看、不停地展示，为眼球提供一切）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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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当作新闻的理想，结果落入了景观式新闻的神话中，只生活在再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轰动效应领先理解，同情超越真正的博弈。

就美国媒体而言，与越南战争相比，他们的海湾战争报道有其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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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主题在报道中有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表现有了另外一种形式，即他们似乎更加贴近家庭生活，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物？？杂志刊登了施瓦兹科普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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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妻子在一起的照片，并配发“亲爱的，我回来了”标题。但真正的新意却在其他方面：媒体请来一些军事专家，发表一些技术而抽象的评论（如“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附带的损失”等），只谈瞄准和击中的目标，而很少言及阵亡的官兵和受伤的平民。因为美国军方有效的传播策略，已经成功地将战争的技术点评置于优先地位，所以在报道中相对较少地提到死伤者的情况。如果说越南战争的当事人是士兵的话，那海湾战争的当事人却是军事评论家和先进武器。从今往后，要想有好的战争新闻报道，就得由武器，而非仅仅由人来主导。因而，传媒对数月冲突的报道特色就是新闻的净化。

既然我们涉及的主要是电视，那现在就来谈谈它：电视拥有制造事件、至少是突出事件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却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它将对直播新闻的处理与新闻的构建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一个只满足于展现而不考虑展望，另一个却希望过滤画面从而赋予其意义。然而，真正的新闻通常是现实的重构，是以事实和观点为基础的选择和阐释。犹如战争大戏典礼的主宰，电视新闻主持人自以为，通过不停地连线在事件相关大城市的特派记者或常驻记者，就能掌握事件，就能让电视观众相信他有能力理会力量对比现状，有能力预测冲突发展的未来走势。

正如马克·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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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的那样，法国的电视机构在冲突的再现以及思考这场战争有何可为的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一方面无意让在埃及（尽管它是冲突地区的主要强国）的常驻记者介入，而只间接提供现场力量真实对比的画面；另一方面，它又针对英国军队，播发更有利于法国军队（尽管前者的数量是后者的两倍）的报道，英军的作用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低估了。难道人们无权确认有关海湾战争的电视报道是否向电视观众提供了——有时甚至是向电视观众强加了——根据意识形态对事件作出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仅导致了对冲突相对同质化的架构，而且也导致了以纯净的观点看待战事？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于新闻制作的特殊情况（例如军方对传播的控制、新闻来源单一、某些在现场的记者缺乏经验、对中东历史的无知、直播的绝对性等）以及通用的商业理念，稍后我们还有机会再来谈科索沃冲突的例子。

同样，难道人们不能质问记者在战争期间作出大量缺乏条理的评论和提供过分的新闻时，其本身的责任感何在？比照三项议程：事实议程、传媒议程和传闻议程，多米尼克·沃尔敦以具体事例为依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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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议程之间的差别始终是不容置疑的。新闻的指数增长孳生了传闻和不实新闻，以及被人所谓的“神秘新闻”（information-mystère），以致于当人们以为接近真实性时，它却溜走了。记者们全都唾弃新闻审查制度，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一直在传播许多模棱两可的或不甚准确的新闻。认真分析法国和美国报刊的内容，就能发现一系列的矛盾信息，回过头来看看，其不容置疑和确定性的口吻实在令人吃惊。法国传媒界众多专业人士的批评精神和谦逊态度之缺乏，带来的后果是业界形象持续受到玷污，以及公众心理对传媒可信度的怀疑。

技术的进步令现代战争转型，虽然它颠覆了战争实施的步骤，但它丝毫未能改变依托于战略空间、技术空间和象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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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三个不同空间的信赖机制。在令电视观众逐渐弄懂了战争及其受害者的越战之后，在令电视观众明白了一场战争可以没有受害者的伊拉克战争之后，科索沃战争又提供了新的拐点：一场战争可以只见受害者，而永远看不见前线在哪儿。

战时的新闻制作环境

伊拉克冲突不但有助于人们意识到战争过度传媒化带来的反作用，它还开启了其他的一些思路。科索沃战争即为典型的例子，因为战争期间，传媒既受到军方的影响，也受到其他专家和其他消息来源的影响。

应该强调的是传媒提供的有关事件的解读，并不单单只受到各参战方施加的压力以及而今已十分出名的新闻审查和不实新闻等方法的影响，传媒的解读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场记者的新闻采集与制作，取决于编辑部门的环境。记者们对冲突和战争的看法，是专家们称之为“诠释性架构”（cadrage interprétatif）的结果，也即我们感知世界的示意图，它依赖于人们的社会经验、阅历以及个人将事件定性和分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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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为了给事件赋予意义，而从价值体系、原则、象征符号和活动画面的总和出发，构建的一大堆的涵义和再现是这种架构方式的基础。传媒对事件架构的方式来源于许多的因素，并属于与其他相关主因（消息来源、竞争对手、编辑部门等）互动的复杂网络，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完全掌控局势。对一些事件的报道完全服从于相互依赖的理念，正是我们面对的传媒形态。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有两位女研究者从比较英美报刊和法国报刊的角度出发，尝试将这种比较分析方法用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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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研究的课题是英国报刊和法国报刊有关科索沃解放军（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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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道中，不同架构产生的原因：为什么法国报刊比英国报刊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报道更具批评性？得出的结论是原因很多，而且互为交叉，它们导致了对科索沃解放军相对负面和同质的架构。

科索沃的报道一直紧紧围绕冲突的国际性。1997年11月至1999年3月期间，法国报刊对于科索沃解放军的性质、组织和目的毫无兴趣。报道和对时事追踪的方式完全是常规性的。只有到了1999年3月，北约组织干预后，科索沃问题成为国际关心的热点，报道方式才发生变化，一些报刊才采取特殊的参与方式来进行报道。前往现场的特派记者人数骤增，有关科索沃解放军的报道也日见频繁。这个现象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在这种确定的情形下，法国报刊完全受政治热点的摆布，两位研究者认为，法国报刊处于一种对法国外交部和总统府的依赖关系之中。

此外，法国记者报道科索沃解放军时极受限制的环境，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影响了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对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怀有敌意的记者，要比同情科索沃解放军的同行更容易获得入境签证。总的来说，战争期间，记者的行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能在北约组织“污迹”所到的地盘进行集体采访。科索沃解放军对来自巴黎的记者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法国记者常常以同情塞族人闻名，而英美记者则被认为要温和善良些。由于缺乏科索沃解放军的合作，至少是缺乏其真正的信任，加之当地困难的工作环境和进入某些消息源的难度，这些因素通常不仅对法国媒体的架构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致于在报道军事行动进行时，往往侧重其神秘的特点，并且还加重了笼罩记者心头的阴影。许多缺乏经验的特派记者对科索沃历史一知半解，也加剧了这种不理解。

报道和分析中产生的所有这些不同因素的结合，都使得法国报刊（除了《人道报》，偶尔还有《世界报》，是难能可贵的例外）采取根据意识形态来解读的方法（grille de lecture），换句话说，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描述性架构（cadrage descriptif）在总体上是否定的。从1998年6、7月间塞族攻势和1999年头几个月冲突国际化开始，《费加罗报》、《解放报》和《世界报》由于可信度欠佳的报道，彼此之间原本不同的编辑倾向变得界限模糊起来。科索沃解放军在这些报纸上被描述成极端顽固分子的军队、一支由杂七杂八的民兵组成的队伍、一个资金来源可疑且无甚可信度的组织。事实上，就是同一家媒体内部，记者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一点十分明显，即在当地采访的记者的态度比起在巴黎编辑部工作的同事来，要宽容厚道得多。

这也就是说，“新闻构建中的位置以及与消息源的关系决定架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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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根据意识形态来解读的做法，架构了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视野，但远离消息源以及缺少一个有可能给科索沃解放军带来更加正面形象的正式的政治行为主体，都或多或少地会制约这种做法。它是由彼此加强的多重的实践理念造成的，而不能认为在新闻专业人士身上，事先已存在着一种主导的、正统的思想。法国记者被动地接受同一分析角度，被动地消失在一种预先架构的、却不是他们刻意寻求的一致性之中。传媒将世界分割成众多的感知范畴，这似乎肯定了那些认为新闻业有时更多地是根据自身的规律，而非根据外部的操作或策略行事的看法。传媒被政界和军界工具化的现象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但传媒的自主程度却极大地取决于它们打造新闻时所处的形态和形势。

传媒：冲突的新主角

我们在稍前曾提及，传媒经受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众多压力。它们常常被迫与不实新闻的增多展开激烈的斗争，因为它们就是不实新闻的目标。然而在某种情形下，传媒也可以摆脱这些压力，并对事件产生影响。国际关系和冲突的传媒化无疑是20世纪的后半叶明显的标志，随着半导体时代的到来（以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越战期间电视画面的震撼力，加之一些民意的不满，使得当政者的态度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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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国有线新闻网在海湾战争中的份量似乎也加强了人们对电视作用的思考。而今，可以颠覆国际形势的却是互联网。一些国家的政府从中得出教训：即为了防止民意反弹过度强烈，最好避免播发战事画面。这也正是苏联在1979年至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以及英国在马岛之战（1982年）中采取的策略，其收效不等。

新闻的即时性、记者要求传媒透明化的愿望、国内外舆情的压力等都明显地改变了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人类已经从两极世界，即“铁幕”或两大阵营的冲突的世界，过渡到更不稳定、且不甚明晰的多极世界，传媒积极参与其间。人们的问题是传媒是否只是一些国际危机的信使，还是已经成为冲突的当事方。传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吗？它们是和平与安全的工具，还是不安与不稳定的工具？人们能够真正评估其影响力吗？

对于这些问题，既无简便的答案，亦无肯定的答案。因为相关的表现形式太多，所以确切的答案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其实，由于时代、当地政治体制和国际主导体系的不同，传媒在国际冲突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传媒的效果既可以是促进稳定的，也可以是不利于稳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随着国际关系的传媒化，一切都不同于过去，但是专家们还是无法肯定能否准确评估传媒的能力。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认真的研究，避免仓促地作出普遍性的结论。

传媒有时的确能够加速某一体制的解体或去稳定的过程，例如人们所知道的1989年至1991年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塌；传媒能够通过卫视或互联网传布的新闻，将表面上看来足以严防外来干涉的边界，变得渐渐是可以渗透的；传媒也能够在动乱和自然灾害发生时加强国际团结；传媒还能够帮助一个政权渡过严重的危机，如1991年莫斯科的政变，如此等等。各种形势之间千差万别，因此不要以为会有一个既成的传媒影响类型可以套用。

我们赞同达尼埃尔·科拉尔的观点：“客观地说，传媒的影响力、画面的份量突出了自由民主体制的特点，削弱了极权和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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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传媒的干预能够影响参战方或叛乱者的行为，也能够影响军事行动的指挥和公众的精神状态。下面我们愿意透过一些典型的事件来厘清现状，但并不奢望能最终解答问题。

政权的去稳定化

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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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的解体，是传媒具有去稳定作用的极有说服力的例证。事实上，在政治体制变革之时，西方媒体，特别是西德的电视台ARD和ZDF，透过其报道和评论，使东德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在加速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当然，并非传媒本身独自引发了动荡，其他的内因和外因，诸如东德经济生活的持续下滑、米哈依·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态度、苏联阵营另外一些国家（匈牙利、波兰）的政治事件等，也都为东德体制的摇摇欲坠推波助澜。只有当传媒同一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相关的其他变量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才可以说，传媒在这此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

更确切地说，西方媒体（电视和广播）播发的内容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仅帮助东德居民意识到两国（东德和西德）之间存在的非常明显的不平等，以及在自由表达方面的差异，而且还逐渐滋生了诱发当地政治体制倒塌的条件。瓜熟而蒂落：1989年的事件只不过是先前长期颠覆活动的逻辑延续而已。

1976年至1988年期间在东德所做的一系列调查都表明，东德的电视观众日益倾向于收视西德播报的政治新闻，这些新闻为东德观众提供了与本国媒体极其不同的视野。任何围墙或铁丝网都不能完全阻隔广播和电视，一向奉行掩饰和不实新闻的东德媒体事实上被大部分东德人所抛弃。东德民众看到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场景与自己日常生活巨大的反差，以及对比之下本国供给的匮乏。与西德生活方式的比较是令人震惊的。

西方媒体还调动了德国人的共同归属感。从1989年夏季开始，西方媒体展现的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画面、以及匈牙利东部边境开放的画面，刺激并加速了迁徙潮。同年10与和11月，西方媒体报道了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示威活动及其所遭受的甚为严厉的镇压，西方媒体同时还鼓励更多的东德民众走上街头。在长期研究这一现象的库尔特·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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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西德的电视频道通过不间断地详细报道了东德发生的事件之时，还加快了巨变的进程，打消了人们的恐惧感，并鼓励人们建立反对党。一段时间之后，东德的媒体本身也下了决心，愉快地投身现行的政治变革之中。

传媒具有去稳定化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互联网和新技术在上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在展开论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得理解相对于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新的冲突的特点是什么。2003年由美国人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媒体报道尤为关注的目标，报道是在前所未闻的背景下（既没有联合国的决议，也没有得到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在略有不同的竞争中展开的。当年曾经在巴格达得到独家画面的美国有线新闻网，这次却遭遇了一家阿拉伯语的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竞争，它与美国电视播出的画面相抗衡，并对阿拉伯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的民意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此外，这次还有另一新特点，即一些记者（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和英国的记者）在特殊条件下报道战事。这些记者被“嵌入”美军或英军的作战单位，可以实时报道盟军部队的推进，但同时也可能因此失去了思考的余地，而只能提供对事件非常片面的、非常单方面的看法，而且永远处于军方的控管之下。说实在话，这种在军中接待记者的做法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大家都记得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就曾在部队嵌入过记者（罗伯特·卡帕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拍摄的那些照片，一直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相对于以前政界和军界在海湾战争中完全限制媒体的传播策略，这次是个大转弯。

传媒再一次被这种“嵌入”方式所操控并被工具化了吗？英国一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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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所作的有关英国媒体冲突报道的质量分析，正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们希望确定独立记者是否比其嵌入的同行们能更好地将消息报道给公众，并希望确定相对于官方人士的话语，独立记者的报道是否更有自主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嵌入”记者在总体上比其他战地记者更为客观，或至少是在报道方面更为平衡。相对于独立记者的报道（通常突出许多危险），“驻军”报道不像军方吹风惯用的手法非此即彼。

事实上，这项调查的研究者认为，“驻军”记者和独立记者之间的反差不如新闻主持人和战地记者（无论“驻军”与否）之间的反差大（在有关冲突的电视报道的数量上，新闻主持人的报道独占48％，而“驻军”记者的只占9％，常驻巴格达的记者的占6％，参加军方吹风会的记者仅为4％，编辑和台里的分析占19％）。在台里工作的记者比实地采访的记者更容易受英国政府立场的影响，他们向电视公众提供的对事件的架构更接近于官方的说法。这项调查还表明，英国“驻军”记者的报道总体上要比美国记者的报道公正，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记者的爱国主义和缺乏报道所需思考余地的现象非常突出。顺便说一下，人们还注意到美国一家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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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出的结论，美国全国性媒体有55％的记者认为，2004年第一季度对布什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批评少之又少，而《纽约时报》却在此时就其发表的错误消息及其跟踪导致冲突发生的事件时缺乏的严谨性而认错。

平心而论，西方电视台的确有优先报道行动、愿意讲述战争、偏好连续叙述事实的倾向，其结果是缩减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如战争的起因及其国际背景和经济目的等）。尽管有一些值得称赞之举，但片面看法的增多并不能使电视观众对事态的发展作出准确的推断。至于法国电视台，它们在独立性方面是十分欠缺的，相对于外国电视台，法国电视的画面主要依赖于英美，所以无法拥有完全自主的见解。战争的某些决定性的阶段因此成为盲点（例如，无人知晓巴格达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于这些原因，相对其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报道，法国媒体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方式都比较审慎的，态度低调而慎重，媒体比较在意战地记者的多元组成。参战方的论点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都被引用，可能是因为法国没有过深地卷入这场冲突，所以对电视记者的压力也不是很大。但这未能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尤其是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中出现的失误，而这些失误恰恰是由一些记者揭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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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似乎第一次有话要说，而且是在电台表态。事实上，听众可以在电台的直播节目中发言，参与节目，与专家对话，交换观点，而不落智者（所谓的“专家”）和愚者（专家以外的其他人）之间纯表面的交流之窠臼。

对于想了解传媒权力的人而言，更根本的是，伊拉克战争提出了效率问题，即为军事人员和记者所拥有的日益尖端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手段（移动电话、网络摄像头、互联网等）的效率问题。而作为反冲，伊拉克战争同样也提出了这些技术手段对公众感知事件的影响问题。互联网的应用凭什么在改变了战时信息流通的速度之后，还改变了政界和军方、甚至公众本身的行为方式，因而改变了冲突的再现方式？

这些新型传播工具的基本意义正在于此。2004年4月至5月间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的传布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数码照片的存在和电子信件的应用使这一事件完全跳开了美国当局。美国军队犯下的丑恶行径立即引起了国际舆情的警示，华盛顿当局也因此而极度不安。这就是在特定情形下电子传媒真正行使权力的例证，它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迅速找到一种对付这些（未能否认的）画面的方法，这些画面极有可能是美军士兵拍摄，并通过光盘和电子邮件传给他们在美国的家人的。

技术革命越来越渗透到战场上军人的个人日常生活。士兵们都拥有数码相机，看电影的光碟播放器，以及可以上网、可以和家庭成员通信、可以传送照片的个人电脑。正是这些亲友最先收到了虐待、侮辱伊拉克战俘的照片，而五角大楼此时却毫不知情。当局遭遇的这一跳闸颠覆了军队的计划，并给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而且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某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变得令政权无法控制，信息屏障在网络使用者的猛击下崩塌。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些照片还见证了其他一项事实，即另一闸口——自我检束的闸口蹦开了。士兵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摄影机或照相机，去拍那些与淫秽不相上下的侮辱敌手的场面，并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当作战争“纪念品”转发给别人，从而显示出生命只有当其被体现时才有价值。这种行为非常奇怪地令人联想到时下当红的真人秀节目，人们将其私生活展示出来，并将最细微的情感也十分夸张地编成了剧作。

这一插曲也表明记者失却了原先享有的新闻垄断。当然，如果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客》或《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这些照片，引起的反响肯定不同，可是从人人都可以创办自己的博客（可以将某些信息公之于众。可以评点时事的个人网站）那一时刻起，记者的报道显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新闻来源了。当年越战轰炸时小姑娘惊骇的照片是由专业记者拍摄，并通过飞机传送给美国媒体的；而那张美国士兵在走廊里牵着伊拉克战俘脖绳的照片却是业余人士拍摄的。但它随后被放在网上，即刻传遍了全世界。

记者从此不再享有新闻的独家性，并受到整个数码系统的挑战，主要是博客们的挑战，而博客中充溢着个人笔记、充溢着看似多少有点可信的东西。伊拉克战争给这种新型的新闻事业带来了高超的文字，这种古怪的新闻事业开裂了军事传播的藩篱，将强行缄口的企图化作乌有，并且动摇了专业新闻机构核实的新闻与网上流传的或多或少真实的新闻之间的界线。它留下了一个有待回答的严酷问题：专业记者的前途何在？

构建现实

在国际方面，传媒最明确的效果，在于它和民意及当政者构筑的三角形中建立的关系。传媒播散的有关冲突的观点凭什么能够督促政治负责人，能够通过国际舆论影响参战各方的认识？1990年代波黑冲突提供了一个实例，即传媒可以成为完全独立的当事方，可以影响现实的构建。在此我们可以假设，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透过悲情和呼唤的言辞播发的新闻，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发动一场人道主义干涉，导致了舆论严重关切这一问题。只要没有（尤其是法国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来分析电视观众所看、所记、所理解的东西，要想判断传媒对个人的影响力，显然总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了解，前提是需致力于弄清电视台报道、拍摄波黑事件的方式。

在此，符号话语分析对破译电视处理冲突的方法以及更好地认识捕获电视观众的策略十分有用。它既不对新闻的制作，也不对新闻的接收感兴趣，而只是对实际播出的话语和画面感兴趣。它先验地对记者工作的方式及其来源，或是电视观众感觉、解读电视新闻报道的事件毫无兴趣，但它有助于更好地评估“传媒话语”如何借助于视觉、言语、声音得以实现，及其如何产生意义效果。

由帕特里克·夏洛多领导的小组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显得极有教益。这项研究工作在5年（1990－1994）时间内，同时对（法国电视一台、法国电视二台和法国电视三台的）电视新闻主题构建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专家称之为“将事件置于话语场景”（对当事方的描写、事实的记叙、解释性评论和视觉编辑）进行了定性分析，这项研究为通过传媒处理某些时事的方式来了解影响机制，带来了可贵的经验。但愿法国电视的话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肯定。

这项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大致对应的是1991年，这一时期内，法国电视对斯洛文尼亚边境近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紧张状态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二台）有关南斯拉夫题材的报道从1990年的49条骤增至1991年1300条。但法国电视台还较难确认敌对双方的性质，而只是将他们简单地分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南斯拉夫联盟军为一方，相对无组织、不稳定的民兵武装为另一方，如此一来，前者先就已然是正面形象，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主权国家（Etat de droit），而后者则被刻划成闹独立分子或分裂主义分子。活跃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人士身份大都不甚清晰，因为记者对其知之甚少，伤亡者成为众多报道的主题，但死伤者的身份也都不甚明了，仅限于冷静的数字统计。记者报道事件的稿件的笔调带有的严重不安，任人想象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威胁，因为冲突离我们很近（“离巴黎仅有两小时的路程”）。借用这项调查的研究者的话来说，法国电视台在“初生态恐慌（angoisse naissante）与隔岸思考”之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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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冲突起因的分析，则一直是相当谨慎的，通常都是些陈词滥调。在冲突的第一阶段，电视观众处于隔岸观火的境地。

到了1992年，一切都变了：欧盟和美国在年初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独立。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拒绝了欧洲人提出的地区冲突解决方案，占据了萨拉热窝这座后来成为象征殉难的城市。1992年6月，法国电视对波黑冲突这次有了新的看法，它非常明显地将交战双方分为侵略者（塞族）和被侵略者（波斯尼亚族），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死伤者也都不再身份不明，但却都是平民和无辜者，电视拍摄了尸体、流血、医院，采访了居民，他们在镜头前表示了自己的痛苦和恐慌。

这种日常的编导使电视观众直接看到了悲剧的现场，意识到战争暴行。战争的这种报道方式更接近于越战，而非海湾战争的报道方式，因为在海湾战争的报道中，近战画面是不存在的。西方活动家们（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外交头目等）从此也都一一被验明正身。报道的总的方式是同情、遥遥地分担痛苦，还有就是无能为力，因为记者争相指责西方政治家们的狡猾和拖延，同时还让他们为这场悲剧承责。若以捕获为目的（吸引尽可能多的电视观众）的话，报道会侧重同情受害者，而以可信度为目的（让人知晓，并说出真相）的话，报道会侧重唾弃战争。一般说来，电视不能够真正解释似乎没有历史感的事件，但它能让观众见证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事件。

从1992年8月开始，有关塞族设立了关押穆斯林的监禁所的新闻，在法国电视上引发了谴责野蛮行径的话语，将审慎（蒂米什瓦拉综合征情节）和悲剧化（奥斯威辛综合征情节）之间的矛盾和摇摆展示在人们面前。传媒前所未有地批评国际外交事务的主要当事方，亦即联合国、北约组织、美国和欧洲，谴责他们的保守主义行径。1993年10月当联合国蓝盔部队驻扎在波斯尼亚的全部领土之后，有关冲突的报道明显减少，以防电视观众厌倦。然而，（1994年2月）萨拉热窝集市被炸后，随之而来的对平民的屠杀，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感，导致了北约组织向塞族武装下达了最后通谍。记者们清晰地展现了北约军队和塞族武装的对垒，发展了以屠杀的语义场（champ sémantique）为主的话语，辨认并判定冲突的当事方、尤其是当时的高层政治人物。记者所讲述的未必真正与武装冲突有关，但是关乎外交行动。

电视持续其对国际组织及负责人谴责并对强烈的情感负荷产生影响，同时也在电视观众的脑子里植入了惩罚是必要的之观念。尽管电视不是构建舆论的唯一元素，但它借滚雪球效应，并巧借知识分子和名人揭露罪魁祸首、谴责无动于衷的公共立场，为法国舆论的加工、形成及其脱颖而出做出了贡献。视听传媒维持了最后通谍和军事干涉威胁的悬念，同时将事件重新化为己有。他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迫害者（塞族人），或可诱发某种情感净化（catharsis），这种情感净化不仅要向受害者表示出同情之心，而且还要向拯救者（联合国）表示出赞同之意。如同这项历经5年的研究的主持者真正揭示的那样，传媒话语的出场经历了从焦虑到同情，然后到反感，最后到唾弃的过程。从1992年6月开始，电视台已开始同情受害者，谴责迫害者了。

帕特里克·夏洛多提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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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承载着深深扎根于记忆中的想象力和社会再现方式，传媒利用和滥用类比方式。他们不停地需要编导冲突，将参战方个性化，同时还调动情感因素。在波黑冲突中，电视采取了从悲剧化到问题化的话语策略（既然必须有干预，就必然会有死伤）。不同于海湾战争在电视观众眼中抽象而技术的形象，这次冲突更多地是一次展示屠杀和激发情感的机会。这一次，法国的传媒非但没有被工具化，而且还学会了如何面对政治和军事权力机构来体现自主性。他们还承担了社会镜子的作用，传媒在这方面表明的架构引发回馈效应，而反过来回馈效应又超越了传媒给出的架构。这也正是当政者、传媒和民意互动的例证。

地区冲突国际化

传媒似乎还拥有另一种能力，即有助于扩展认知的能力。上面已提及的1998－1999年间的科索沃冲突，具体体现了一场地区性冲突国际化的特殊案例，地区冲突加强了国际团结，令人权得以尊重。1998年，尽管北约组织试图调停，但阿尔巴尼亚独立分子和南斯拉夫军队之间的对垒仍无休无止，1991年，阿尔巴尼亚村民又惨遭屠杀，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国际舆论开始变得敏感起来。多亏有了电视，镇压的画面进入了西方电视观众的家庭，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在处理波黑冲突的努力失败后，欧洲再也不能不作出反应了。

本来这是一件纯属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内部事务，结果在媒体的压力下变得国际化了，一方面贝尔格莱德当局控管所有的传播手段，并实行全面的不实新闻做法；另一方面，北约组织将常规性传播视作战争的有效武器，试图主宰西方媒体播发的新闻流量。一些有关冲突传媒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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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窥见传媒在对待参战方的态度上的变化，以及传媒在事件认识上产生的真正影响力。

例如，1999年头几个月在北约第一次打击之前，法国和英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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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危机采取了传统和常规的跟踪报道。对事实的介绍似乎也相对中性，因为对局势的描述尚未提前涉及要求西方国家军队的干预。记者更多地赞同当年2月初在朗布依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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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的协商。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西方政治领导人通过其决定和声明来引导传媒的评论，控管事件议程及其报道。传媒界也满足于跟踪事件的自然发展，而无意预料后续情况。随着北约军队发动空中打击（1999年3月24日至4月19日），稿件的调门开始改变，这些大报放弃旁观态度，轻快地紧跟“盟军”的步伐。他们在处理冲突新闻时，将军事行动报道成一场正义的战争，而将塞族人妖魔化。借助于其发言人杰米·谢阿定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传播策略似乎成果颇丰：北约组织成为传媒的消息第一来源。这种有意透明的传播很明显起到了将空中打击合法化的作用。

冲突的军事方面一直是被报纸大量关注的，而行动的合法性与不合法性、干预的责任（这是对抗结束后许多观察家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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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几乎被打入冷宫。难民蜂拥上路的画面总是在媒体报道的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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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科索沃解放军的暴行或者是轰炸后塞族的受难者却无人知晓，或只是稍稍被报道。事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大量流传的有关死伤人员的数字是错误的和被夸大的。除了法国《世界报》主张采取外交行动，法国和英国的大部分有影响的大报在最初阶段，都赞同地面干预。尽管我们不能像海湾战争时那样，重提传媒的工具化，但法国和英国的全国大报似乎还是与政界和盟军方面保持了步调一致。

从冲突的下一阶段（4月中旬至6月）开始，传媒的紧张状态略有松缓，这一阶段正好契合冲突相对陷入困境，所有大报关于冲突的报道都在减少。然而，在不质疑干预合法性的前提下，报纸的批评开始增多：实际上北约组织的粗暴行为一直被人诟病，招致记者的很多批评。英国政府也毫不犹豫地抱怨某些媒体、抱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亲塞族报道，英国报纸，尤其是《卫报》，纷纷起来拒绝指责。很明显，独立记者在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使人有可能获得更为确切的信息。从1999年6月开始，冲突的结束已见端倪，自此，英国报纸主要侧重北约的胜利，而法国报纸则将重点访在重建和平上。

这份研究当然是非常及时的，尽管它只分析了几家大报，但不无教益。它有助于人们回想起战时传播机构从等级模式转为多元中心模式，用让－弗朗索瓦·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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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来说，就是公共话语不再仅仅为最高当局掌握，也为许多发送者掌握。问答式政治也转变为更常规性的供给政治，这种政治可能引发对传媒的反常效应（例如对透明性的错觉）。这份研究还揭示了传媒行为根据情势而波动的现象：首先是从中立立场变为支持干预，后来又从相对的宽厚变为批评。军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大约从1月到4月），对日程保持控制，但此后对事件的架构因受误炸平民的影响以及受在塞尔维亚的独立记者现场报道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从先前的经验中，人们还得出了其他一些教训，特别是之于电视的教训。战争一直在一些偏远和抽象的地点延续；对于看不见的盟军而言，战争必须长期存在。人们既看不见前线，也看不见敌人的尸体。画面是从卫星高度拍摄的，经过了北约高层的筛选，并被电视新闻重复使用。与此同时，法国电视台就像波黑冲突时那样，在报道中继续将大段时间留给难民说话、让他们作证、分享他们引发的情感（在这一方面，人们远离了海湾战争那些令人灵魂出窍的悲剧）。

《巴黎竞赛画报》的资深记者雅克－玛丽·布尔热证实了同时存在于报纸和电视的这一状况，他表示：“对于科索沃冲突，唯顾客的报纸（journaux-clients）的要求是标定的，并且是独家的。在买家的脑子里，历史是如此精确地重复，以致于用一个‘图层’（claque）、一个软件就能处理所有同类事件。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要阿族人被塞族人屠杀的画面，与波斯尼亚画面相同的照片’。对于在塞尔维亚拍摄到的时事影像或照片，绝不可能出现会给北约各国人民带来不良意识的画面，这里所指的是那些展现外科手术式打击造成了小商小贩、工人、妇女、老人、儿童——总之普通人死亡的些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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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选择同情的理念在科索沃冲突时占了优势，属于情感证明和当下的唯一担忧，它将解救一国人民于水深火热当作首要。传媒自愿地接纳了这种理念，大量报道难民抵达边境的消息，尽管问题常常较复杂，而且涉及外交谈判。传媒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应波黑冲突期间深受压抑的对舆论行动的渴求，以消除某种负罪感。

在这层意义上，传媒打造我们的想象力，将我们彼此相联，划定我们的身份属性。情感给了我们良知，却无法让我们理解屏幕上展现的种种痛苦。有证据表明人们常以己之真诚度人，画面上说的要比肉体的痛苦还要可信。表面的真实让我们激动，但它有可能让我们远离理性判断。人们还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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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记者现场报道理念和亲身经历的理念导致了一种景观式新闻，它归根结底还是当今西方的顽念，自以为西方社会仍在不断地更被看重。只要对即时性的推崇与因同情而团结的行动不断发展依然是并行不悖的话，这就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契合某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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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还常常邀请一些专家来作嘉宾，但总是停留在相同的方式和在相同的话语层面上。在再现冲突时，专业经验退居边缘位置，军人几乎从荧屏上消失，而让位于战争之初常常受到邀请的研究者和学者们。演播厅的镜头段落不再是电视导播的基本元素，事先录制好的采访更受欢迎。这些预防措施并不能避免某些嘉宾在判断和预测上的失误，也不能避免偏见超越分析的言辞，正如贝阿特里斯·弗勒里－维拉特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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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破译了嘉宾参与节目的秘密：因为嘉宾们都是服务于战争的，而不会真正谴责北约的打击行动。

从传媒恐怖主义到“传媒至上主义”

当人们试图理解传媒对危机时期或冲突时期的国际关系之影响时、当纽约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造成的大动乱留在所有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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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人们试图淡化它时，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当两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的画面，接着又是大楼倒塌的画面，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出现在屏幕上时，它带来的近似晕厥的冲击，令惊呆的目光僵住，令时光驻足，同时也令原先坚信的事物动摇。与其他恐怖炸案相比，这次的画面冲击力是巨大的，因为它几乎是面向全世界的即时转播：它摆脱了时间和空间，象征着世界的崩溃。通过呈现的画面及其不停的重复播放，它们带有将事件铭刻在意识中的意愿，它们见证了一种特殊的集体经验，见证了电视观众与受害者及其家属之间的一种交流。在莫尼克·西卡尔看来，这种由导演及暴力引起的幻觉，意味着“在富于物质性而缺乏精神性的世界、变得抽象的世界中，现实突然而严酷的回归。什么都不说了，或说的极少。缄口不语成了事件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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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再现成为我们今天对当天现实的体现方式，它很大程度建立在传媒的基础上。它是既存事件和紧密交错的传媒经验的产物，在回忆的过程中逐渐具有意义。

再就是为什么这些画面编辑的新理论，及其难以置信的视觉震撼力，是以阿兰·弗拉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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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传媒至上主义”为基础的，意即采取行动的原则以传媒效果为目的。连恐怖炸案在设计时，也完完全全按电视是否报道、引发事件的画面是否会全球转播为前提，只有这样，才有意义。精心安排的晕厥战略要不仅想到，并且做到触及全世界聚集在电视机前的见证者的意识和情感；恐怖炸案的受害者充其量只不过是这场大型演出中的木偶而已。如果不涉及电视，不涉及传媒至上，炸案可能只是可恶和可悲的犯罪事件，它必然引起强烈而愤怒的反应，但它肯定不会因此浸透人们的意识。恐怖分子利用传媒要挟一个政府或一个国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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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全球角度如此考虑行动方案却还是第一次。它借助对手的视听手段，以实现为其所用、破坏对手自信和击垮民主制度的企图。这一悲剧事件的传媒因素趋于首要，因而在此意义上，911恐怖袭击造成的危机属于新的类型。

民族国家（Etats－Nations）经历了被相对沉默的国际恐怖组织搅得不稳定的局面，它让我们不得不自己用自己构建的许多叙事方式，来诠释事件。有个例证，达尼埃尔·达彦认为，有了画面，并不等于有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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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画面停留在看的动作上，而其涵义由说的动作渐渐生成，而且只有在事后才显露。电视观众在痛苦面前表现出同情，但又感到无能为力，因而需要去理解，需要与别人交换看法。然而，整个画面具有不同的联想功能，因收看者及其收看条件而异。它不止一种涵义，“已经见过”的感觉（某些灾难影片的情节及报道的情节）和“未曾见过”的感觉（虚构成为现实）在此混合。传媒根据其耸人听闻的理念，在当下构建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但舆论却是漫射的、碎片化的，依赖于画面、回忆、情感和对话的复杂交融。

对电视节目报读者来信的分析，提供了有关这些画面真实效果的初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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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发现根据对911恐怖袭击的不同看法，可将观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接力型观众”，他们适应这些悲情事件，表达自己的同情，捍卫人道的、和平的以及宗教的价值。这些来信呼吁同情、对话和宽容，显现了一种和平动员，在这一点上电视显得有点矛盾，似乎只是在寻找生活品味的源泉。报纸则满足于接力情感，并发挥平台作用，在此巨大冲击之后提供重织联系的机会。

第二类是“被围型观众”，他们的特点是对事件的反应被节目限制，节目试图以某种方式将情感和观点集中成两种（赞成和反对）。有许多电视观众严厉批评传媒对事件的过度报道及其引发的偷窥心态和耸人听闻效果。另有一些观众则相反，他们感谢电视台以高质量的工作成果，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与恐怖袭击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挑战。

最后是第三类反应，它更加微妙，可以称之为“冲突型观众”（不仅观点冲突，而且还是冲突的产物），他们的特点是聚焦应采取的政治路线。对垒的一方是站在美国和民主制度一边，反对恐怖主义的读者（电视观众）；另一方是担心意识形态走向，强调美国和西方大国责任的读者（电视观众）。这种笼统的批评常常还伴随对媒体和节目本身的批评以及附带的其他批评，如人们指责报纸或过于反美，或忘却了其他的历史悲剧，如车臣的悲剧、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等。

从读者来信的分析可以看出，电视观众通过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时，采取的立场多种多样：有一致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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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统主义的、也有抗拒型的、还有反美或反单一思维的。纪约姆·苏雷写道，“人们发现，公众并非简单的接收者，作为与电视和电视节目报多重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工具性的联系之结晶点，观众本身就是事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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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来说，一个孤立的电视观众的想法是纯粹的幻想，电视画面的力量其实取决于不同的参数，比如其本质的内容、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与画面维持的关系，以及我们生活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物质画面和内在画面因此与我们生活的空间产生共振，这些画面从多重解读出发，保证了各种各样的参与方式和联系方式。

作为结束，再补充一点，记者在伊拉克遭到绑架的事件也更加增添了传媒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绑架者的诉求策略和最后通谍，也越来越考虑传媒反应对于国际舆论的影响。同样，人质的获释场面也被全世界的传媒大幅展现。传媒恐怖主义和传媒至上主义已然紧密相联。试问：他们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吗？他们将造成新的文化断裂吗？

英国著名的传媒学者罗杰·希尔维斯通曾经指出过，传媒连续报道和节目持续播出，会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画面的持续出现和声音无休止的播放，构成了一种传媒浸泡，它不仅是我们演变的环境，也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放心，让我们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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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画面所创造的生活习惯深深植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植根于我们普通的时空。在日常事务的每帧画面中，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受到电视传媒不同程度的影响，它帮助我们将世界变得容易理解。然而，电视上的冲突画面，尤其是恐怖袭击的画面猛然中断了我们的生活节奏中的这一惯性，向我们发出质询。因此，并不能完全肯定电视画面是否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并认识到差异。

西方电视台向世界播报的新闻实际上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问题。早在19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时，人们已经觉察到声称是世界性的西方记者制作的新闻，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的居民看来，是一种控制和无法接受的傲慢，因而带有盟国的政治帝国主义和技术帝国主义的意味。对某些人来说是新闻的东西，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则是宣传。有助于我们用以构建某种对战争的担忧的滤网，对巴格达、华盛顿、贝尔格莱德和巴黎来说，并不是相同的，新闻对于不同文化而言价值也不同，它只在一个民族共同体（Communauté nationale）内部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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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人们意识到，即使在欧洲大陆内部，关于冲突的解读差别也很大，因为新闻的内容与各国的政治环境（军事干预得到了大多数人或是一小部分人的支持）以及各国的集体无意识（各国有各自的特质）紧密相联。英国的SKY NEWS、德国的RTL＋、意大利的RAI UNO 和西班牙的TVE播报的新闻在总体上相似，但悲剧化的形式、合法化的标准以及选择的主题却是各国各异的。正因为如此，当英国人已经在预告胜利时，西班牙人却在讲述悲剧和战争的负面效果（平民的死亡、新闻审查等等），而意大利人此时却在奉行一种介于独立和保守之间的新闻处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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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新闻制作条件近些年来虽然经历了巨大的进步，但不应因此而遮蔽现实的接收条件。没有本义上的世界新闻，也更不必说什么世界公民，所有事件的解码都是依据某种见解，而见解本身就取决于编码的文化条件。地理距离必然是可以克服的，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却难以逾越。这就是传媒对于个人的真正影响为何如此难以厘清的原由。人们所见的言谈和画面因解读团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它具有的召唤能力也因每个国家价值体系和信仰的不同而不同。一个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真实性，因为真实性依赖于常常是对立的信仰体系。一篇文章或一个画面的效果是不尽相同的，取决于个人与美国人的受害者、友人和盟友的亲疏关系，取决于对阿拉伯国家捍卫的观点持保留或赞成的态度。因此，在评价战时传媒的影响力之前，最好能够意识到社会想象力的丰富性。

第四章传媒至上时代的政治

不言而喻，人们一直认为传媒处于民主政治的中心，在促进公共讨论良性展开的同时，保证政权与公民之间的铰接（articulation）。这种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传通现实的看法，是理想化的，也是田园诗般的，这种看法早已被许多研究当代社会公共讨论演变的分析家们，甚或被政治生活的主角本身所摧毁。米歇尔·罗卡尔对传媒体制的攻击即猛烈又深思熟虑，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十分吃惊地“看到政客们觉得必须简化和夸张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对某个问题复杂性的分析，以满足传媒的苛求。决策的时间及其效果与传媒运作方式并不同步，传媒在追求收视率和回应公众期待（这点尚存争议）的名义下，更加注重情感效果和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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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看法以非常确凿的形式证实传媒化的反常效果，要想衡量其有效性和确切性，不妨比对一下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因为，假如说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家的工作环境和公共讨论的形式，已经被无所不在的传媒，尤其是被无所不在的电视媒介而改变的这一现象不容置疑的话，那么反过来，未必一定就可以说传媒挖掘了一条分隔政界和公民的壕沟。传媒对民主体制的影响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政治生活的影响问题，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引发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其中议员和民意代表不同视野的见证和叙述、传播专家和政治记者的分析以及共识性的话语融合在一起，主要特色常常是高估传媒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实际上，相关的话语试图传布传媒权力的再现方式，将其比作严重影响政治生活实践的危险力量，或至少是干预政治参与活动的专横力量。至今尚未有任何经验研究能真正撼动这种固执的见解。它长时间存在于我们同胞们的大部分话语和看法中。

传媒的这种再现方式有如政治生活的决策机构，它的成功有多种原因。首先它回应了某些政治人物本身的利益，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电视的不利影响，归咎于记者过于批评的分析及其没完没了的对民意调查的评论。在某种情形下，这能让政治人物指责这家或那家电视台，在总统大选期间暗地里支持了某位竞选人（例如法国电视一台被怀疑在1995年时助选爱德华·巴拉迪），或者指责电视新闻的某些画面炒热了某些竞选主题（例如社会治安恶化的主题），或者指责电视台偏向某位总统竞选人（如2002年时的让－玛丽·勒庞的例子），同时也就在自己犯错后轻易地挽回了面子。

强大的传媒权力的再现方式之成功也与政治人物的顾问们有关，其自身利益促使他们打造和扩大这种信念，以使自己对于主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包括所有的传播专家（画面效果专家、广告专家、政治营销谋士等），他们参与了这一职业的形成，而这一职业要求今日政治越来越朝向传播模式。传媒再现方式早已有公论，人们一直怀疑传媒和记者不说实话、缺乏客观性、有意突出某些事件，总之，是用不实新闻腐蚀公众，最后达到获得篡改现实的目的。

这种熟知内幕的批评有点过于容易将记者当作替罪羊、将传媒视作“第四种权力”之嫌，因为这种批评对真正掌握传媒影响者的看法既不准确又十分粗略。传媒万能这一固有看法必然产生现实效果，如同人们在政治人物的行为方式上所见。就像弗朗西斯·巴勒完全有理由证实的那样，传媒权力的神秘感或对其的反讽建立在如后悖论之上：“传媒权力越大，人们就越认为它无能为力；它的权力越有限，人们就越认为它力量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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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传媒再现方式与传媒真实的影响力之间的差距，不但使某些固有的想法消失，并且勾勒出围绕传媒与民主复杂关系的一些思路。让我们就此来评估一下传媒对我们所理解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它如同短期的整体实践，处于政治生活主角们对峙的舞台上。与此同时，人们有时还会推导出传媒再现方式对政治人物的影响，而权力的实践方式以及长期保证社会秩序的方法则更多地是由政治人物来反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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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政治构型

评估传媒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力，不仅意味着得重新定位传媒在政治生活总体方面的潜在升力，而这些政治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法国，还意味着得记住我们是逐渐从原先的形态（那时的政治主要表现在会议的讲坛上或者是学校带顶棚的操场上以及国民议会的大厅里）过渡到全新的形态（现时的政治首先考虑的就是电台的录音棚和电视台的演播厅）。如此的观点肯定不会将传媒简化为单纯的传播技术，只凭它就能影响民主政治的运作，就能转变公共讨论的表达模式。必须提醒一下，中介（médium）总是属于特殊的社会斡旋手段，植根于人际关系的土壤，而人际关系则首先要求考虑政治生活的介质化（médiatisation），即考虑政治秩序、经济秩序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然后还要分析不同手段之间的竞争、讯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相关角色之间的复杂互动。

作为开场白，我们暂且先用几句话强调一下法国政治生活主要的变化（确切地说，仅仅是透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传通模式所见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对传媒在我们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影响。

首先要揭示的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政府对记者的控制放松了。事实上，联接当年权力机构与某些传媒的脐带被彻底剪断了，1982年7月29日通过的法律终结了法国公营广播电视的垄断地位。作为传媒大规模私有化的起点，这部法律导致了记者越来越保持与政府的距离、并成为完全独立于政治人物的对话者，而不再是以往简单的佃农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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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与职业政治家而言，视听传媒的自治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报业强烈的去政治化，即便是意识形态的划分已然存在，昔日报业的行动派倾向或带偏见的倾向，而今已明显淡化。加上市场理念（它把赌注全押在最大公分母上了）以及赞成行动的法国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其特点是一些政党分支机构、工会分支机构或整个意识形态工具的分支机构狂减）的共同作用下，带倾向性的报刊数量明显减少（如今日报业内仅存《人道报》、《十字架报》；周刊内仅存《玛丽雅娜》）。但是传媒与政治阶层之间关系的这些变化并没有真正消除他们某些形式的同谋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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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这些变化仍然导致了传媒向公众提供更为独立于政府的新闻。

在这些很容易测定的转变中，尽管已有很多的评论，我们仍可以简单地提一下政治话语新的战略空间，它被传播专家在竞选活动中越来越明显的僭越所证实。随着海报的相对衰落和正式竞选活动在电台和电视台影响式微，（相对于常规的直接接触）精心设计的传播战略崭露头角，成为自1965年的总统选举活动以来，法国政治最明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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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演说中即兴部分被大幅缩减，以最大程度将劝服技巧合理化为目标的政治营销占据了支配地位，它借鉴广告手法，并以吸引选民的原则为基础。

从1974年开始，市场营销方法被真正应用于法国政治。这些方法实践了分化选民主体的原则以及根据目标确定信息口径的原则，这在今天都是已经得到确认的技巧。画面效果顾问、广告专家、传播顾问、民意调查专家等的建议潮水般地涌向政治人物，以期政治人物的立场更能为公众了解，更能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这种政治活动的专业化以及传播技巧的合理化证明，竞选者（还有某些记者）都在自己的实践中整合了相当的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来自传播学的知识，还有民意调查、样本选取和问卷设计等技巧，以及对其政治话语的内容不无助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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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已经再不能将政治人物或传媒人物，简单地看作是根据知觉和嗅觉来行动的职场人士。在当今政治游戏中传播元素被赋予的地位可以看出，政治人物们已更好地掌握了可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技术环境及其所拥有的传播工具。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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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制度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沿革。主要的特点或许是之于电视演播厅，作为公共讨论中心地点的议会相对贬值。总统大选作为各种选举大聚会之一，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时刻，各个不同电视台的选举晚会（甚或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之间的电视决斗）、电视新闻播报的有关竞选活动的消息，以及对民意调查结果的评论等日益左右选举的节奏。经常对舆论作出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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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承认了政治生活的新主角们如政客、民意专家的合法地位，并以某种方式承认了政治记者，以及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合法地位。政治记者在征服荧屏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因此创建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即通常人称为“批评专家”的模式，它建立在关注新闻的制播形式、关注评点不同参选者立场的意愿，及关注对民意调查的不断求诉（其本身就体现了对受众的追求）的基础之上。这种政治记者的模式在1980年代曾非常时髦，如今也正经历危机，因而需要重新审视政治在电视中的表现方式，稍后我们将有机会展开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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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两人玩的游戏（政治人物和公民）现在已转变成四人玩的游戏，参与者包括政治人物、民调机构、记者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力量对比关系也随局势而浮动，需要时时准确把握究竟是当选者还是记者，是政治人物还是民意专家，甚或是国家或人民的代表在控制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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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规则不仅根据政治生活不同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争斗或合作关系，而且还围绕竞选舞台上流行的再现方式的象征意义而展开。在雅克·杰斯莱看来，竞选舞台犹如“所有演员以其不同的才能和兴趣，贡献给政治现实建设的一组幸运镜头……政治人物试图以画面、影片、叙述、举证、话语、警句、照片、海报、短片、书籍、政见、文字和音乐等的词语作为符号，将自己的规定强加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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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参与者——记者、民意专家、公民，他们也发布自己的判断，提供承载着不同或相反解读消息的画面。也就是说，政治游戏竞争规则的重要性在一个无穷的循环中相互交织、互相对立。

选举传播活动的博弈也许不但可以概括为一场竞争——一场借助于传媒或其他方式，控管公众认知事件以及政治博弈的竞争，或许还可以概括为一次对抗——一次人人希冀占据统领地位以期对正在进行的竞选活动的认知产生影响而引发的对抗。其实，“解读的冲突”有利于不同再现方式的沟通，这些方式凝聚在竞选者的画面、参选各党派力量对比状况和竞选纲领之上，参选者、传媒和民调受访者共同催生了所谓的竞选时期的现实。

传媒的变量本身不是可分离的。它只有在逻辑关系中才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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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它被纳入一系列比人们可以迅速枚举的现象更为宽泛的变化中才可以得到解读，这些现象涉及的方面有：连接政界、记者、民调专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带倾向性报刊的逐渐消亡、政治制度的沿革、政治人物职业生涯的专业化、传播能力的运用、甚或政治局势具有战略性指向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冲突。它还将成为科学的思维，而重视竞选活动的法律意识的加强、政党和政治力量的演变、与某些社会变化相联的竞选活动的改变等等。限于本书的篇幅，各种参量不能一一列举。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传媒对今日政治生活真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它们是否成为一个国家民主生活的决定性工具，还是仅仅对公共讨论运作的理解具有一定重要性却不是决定性的次要变量？换言之，是传播活动取代了政治，还是政治战胜了传播？争论远未解决，而且我们相信，专家们的意见也有分歧。如果说在这方面尚无定论的话，那么大家似乎有一点还是有共识的，即传媒对当权者产生压力和魅力，既无可争议地影响其话语，也影响其政治行为。

传媒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最近两项随机选择的公开宣示印证了传媒对当今政治人物的影响状况，其一是“传媒对政治人物的影响非常之大”（吕克·费雷语）；其二是“要想统治得好，一半以上取决于传通得好”（弗朗索瓦·巴卢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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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选咨询期间，电视影响力的增强（1995年，83％的投票者声称依赖电视作出抉择；32％依赖报刊；25％依赖与亲友的讨论；23％依赖广播；6％依赖信仰；4％依赖宣传册子；1％依赖竞选海报——可多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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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了候选人大量使用传媒技巧，以期根据传媒理念来塑造自己的竞选言行。政治人物生涯的职业化程度的提高，结合传媒的加速僭越以及当选者与记者之间竞争的激化，从而改变了政治生活的运作条件以及传媒策略的应用。

个人化、戏剧化和美感化

传播策略首先是变得强烈的个人化。从心理上突出候选人特征的做法移动了公与私的界限，有助于增值某些个性特点（给人好感、有活力、热情等）和利用亲密感（让人拍照或拍摄与夫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家庭场面）。如此的策略要求政治家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物，为根据意识形态来解读的做法进行辩护，这种做法不仅将政治家们去神圣化，而且还忽略了政治意义，因为它在将竞选活动缩减为要人之间的争斗的同时，将问题去背景化。要知道洛朗·法比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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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摩托、喜欢胡萝卜丝，以及让－皮埃尔·拉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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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强尼·哈利戴的歌迷，或者尼古拉·萨科奇非常喜欢跑步和骑自行车，这些信息本身都对其政治价值观没有任何意义，但它能使政治家们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加亲切，据说能给人以亲近人民的幻觉从而改善其形象。当选者被传媒专家（咨询顾问、形象设计师、政治传播专家）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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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后者慷慨地提供建议，组织传媒训练课程，策划竞选海报，解密民意调查结果，假如当选者想赢得选民的话，他们必须接受新的政治行为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政治节目转型的明显标志是政治景观化（Politique-spectacle）。埃里克·纳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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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研究过这些节目风格和内容的演变，并准确地捕捉到发生在法国主要政治领袖身上的姿态的变化，因为荧屏在其策略中日益占据中心位置。在1980～1990年的十年间，曾经接二连三地出现过不同的节目参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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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国家电视二台的）品牌栏目《真相时刻》（L’heure de vérité）青睐记者提问嘉宾的方式，演播厅的布景装饰模仿古代雅典的政治集会场所，借助实时进行的民意调查，来实现与电视观众的互动。而《家庭问题》（Questions à domicile）栏目（法国电视一台）则让电视观众进入大人物的私人空间，在展示其日常生活场景的同时，造成大人物与自己的私人关系感，从而促进政治人物的心理化（psychologisation）。这类节目以某种方式预示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交织，突显当今政治传播的一些特点。《每周7日谈》（7/7）栏目（法国电视一台）用一周时事画面的回顾，来激发嘉宾满怀激情，像万事通似的评述所有话题，尽管总是词不达意，但作为嘉宾的政治人物就这样被稀释其中。最后还有一个例子：《错误总在缺席者》（Les absents ont toujours tort）栏目（法国电视五台）则借助于仿英国下议院的布景，完全突出戏剧化的效果。这一节目的理念是挑衅和表演性，通过集体讨论形式，强化情感表现（如愤怒、哭泣）效果。

这一时期以政治人物极度传媒化为特点的现象不断升温，结果却是相对的败绩：收视记录除了个别的例外，越来越下滑。电视的政治节目慢慢退至深夜时段，或者在其后的十年中干脆就被取消。人们思忖这些节目凭什么常常以情感、以展露政治人物的性格为卖点，来向公民提供理解政治真正意义的钥匙，来让人作出自己明确的选择。政治人物良好意愿的确认、强调拉近与“人见人褒”（Tout-le-Monde）先生或“人见人褒”女士的关系，似乎都不足以增加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理解度。在各种情形下，电视都不会让政治人物连续地适应传媒模具——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电视实实在在地限制了政治人物的传通活动。通过勾画出一些线条，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电视也许对观众无甚影响，但对政治人物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让我们再来看其他一些例证。

政治生活的剧情化和戏剧化是多年来已被证实的另一种方法。它坚持将政治同化为表演，坚持靠节目、议案和意识形态来不懈地调动情感因素。贝尔纳·库什奈尔
 
[84]

 颇有几分大胆地提出的“传媒轰动法则”的说法，指的正是为了吸引电视摄像机镜头，政治人物不惜一切代价以精彩或幽默的方式，专注高视觉性的行动（诸如米悠高架桥Viaduc de Millau之类的伟大建设工程的竣工典礼、两个同性恋人的婚庆典礼、参加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等），而甘冒掩饰长期未决的问题（如失业、贫困等）之大不韪，因为这类问题传媒效果甚微，画面冲击力也不大。每次优先考虑的是宣示效果（让人知晓和相信自己的所为）与包装效果（装饰所采取的措施以使其更具可见性），比如以强势广告的形式宣布内阁成立了城市部，或放宽了对老年人有利的贷款条件。当今政治表演之丰富足以干扰公民对挑战的真正认知，并越来越使人根据候选人的电视表演天分来理解其能力。

由此引起的政治讯息碎片化亦自然而然了。这种碎片化的关键在于以“微型报道（information-capsule）”形式
 
[85]

 对事实和博弈的表述，在于分解所有问题的能力，同时还采用商业推广片片花（clip）效应，它需要对记者的某些提问即时作出反应、愿意将自己讲话的长度缩成某一规范或缩成一些较短的句子（最典型的莫过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86]

 1974年的名句：“您无法垄断心灵。”），以及根据媒介要求的规格，能够用30秒或两分钟的时间概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修辞学通过虽非假言演绎（hypothético-déductif）却具联想性的推理方式，成了短句艺术、成了捕捉和吸引电视观众的艺术。它鼓励一网打尽式的演讲，即同时面向所有人而决不漏过一人。因此我们可以像克里斯蒂昂·勒巴尔
 
[87]

 那样假设：视听传媒加速了政治演讲的同质化。

当今政治话语越来越具有剧作特点，因为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政治人物需要塑造自我形象，用埃尔维·戈夫曼
 
[88]

 的话来说，需要塑造“门面”，以最大程度地回应其拥护者的期待。然而，要是就此相信这就是传播活动的新鲜事物，这就是当代政治领袖们在传媒化效果范围内所应用的吸引和说服技巧的独特之处，那就错了。这只是强度问题而非独创性问题，只是程度问题而非性质问题。言及的某些做法，特别是人们以为是个人化或戏剧化的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历史学家们
 
[89]

 提醒我们，与某些人的提法相反，电视并没有完全扼杀口才。假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90]

 、让·饶勒斯
 
[91]

 和爱德华·赫里欧
 
[92]

 的形象经常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那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利普·塞甘
 
[93]

 和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94]

 等人的形象，也证实了电视讲话并没有终结激情迸发和复杂引证的传统。即便是如今大量使用的短句技巧也和世界一样古老。儒勒·凯撒的名言“吾来、吾见、吾征服”，或者是波拿巴著名的格言“士兵们，40个世纪的历史从金字塔上注视着你们！”远比政治传播中高明的通稿要早得多。有关政治演说因政治人物在媒体前的过度曝光而变质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再说，演说每每是与黄金时代的神话结伴而行的，在那个时代政治建立在观念的辩论和口才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画面的控制、短句和预先考虑的基础之上。景观与政治常常是不可分离的，注重感觉、激情和修辞过程的做法早在亚历士多德
 
[95]

 时代就已经到达巅峰。

马莱娜·库隆布－古利
 
[96]

 曾以（法国电视一台1995年1月至5月）晚间电视新闻的全部政治消息为对象，认真研究过1995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电视用词文体。她直截了当地指出，电视里政治格式的基石是美感第一，换言之，感性第一而非理性第一。整个竞选运动与故事和连续剧无二，其结构提纲令人联想起童话结构。从期待（进入权力的欲望）开始，然后是一系列的考验（选举集会、第二轮投票前的辩论），最后是结局（胜利或失败）。每一个竞选者都具体饰演一个典型角色（例如雅克·希拉克饰演颇得人心的戴高乐派，与爱德华·巴拉迪尔的立场截然不同），并有各自的亮相手法［雅克·希拉克以接受《北方之声报》（La voix du nord）记者采访的方式宣布参选；而爱德华·巴拉迪尔在马提翁总理府通过预先录制的节目宣布参选；雅克·德洛尔则选择应邀出席安娜·桑科莱尔主持的《每周七日谈》栏目宣布不参加竞选，如此等等］。

竞选部署已全然传媒化。政治人物根据晚间新闻的特点以及精心安排的城市之间的巡回拉票活动（车队、访问某个城市、随机地与人群的接触等），来设计自己的竞选集会，他们依赖电视文体，运用视觉符号（如旗帜、缩略词、颜色搭配等）和声响符号（如背景音乐、口号等），并参照一些先驱性的英雄人物（如圣女贞德、戴高乐、饶勒斯等）。《政治木偶秀》（Les guignols de l’info）栏目
 
[97]

 具有伊甸园苹果的象征意义，而后被所有媒体仿效，代表了雅克·希拉克的策略，它利用了西方人想象力特别丰富又特别会联想的特点。每个参选人当然也是活生生的个人，都有各自的为人方式和行事风格（例如雅克·希拉克喜欢贴近性，爱德华·巴拉迪尔
 
[98]

 讲究保持距离，而利奥内尔·若斯潘
 
[99]

 则故意省略元音等）。电视里的政治讽刺节目诸如《蠢婴秀》（Le bébête show）和“政治木偶秀”
 
[100]

 ，借用木偶戏的形式，采取滑稽模仿和游戏的手法，有意忽视参选人的政治主张，而只针对个人，针对他们性格上的某些特点，这种做法强化了以情动人的文化，似乎是当今电视文体的特征。

现时的政治传播与其说是象征的，不如说是征象的（indiciel）
 
[101]

 ，因为与其说它建立在再现方式或讲话及内容的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接触和关系的基础之上。它还体现在肢体语言上，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
 
[102]

 事实上，视觉能表达各种言语，而且立即就能被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人物应邀作为嘉宾参加电视节目时，其陈述的方式比陈述的内容更重要。我们也可以将此推而广之至国家本身，国家已经成为征象性的国家，因为政府所做的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在制造画面和声响，以哺养传媒的机械活动，而它的角色原则上就是根据自己的标准，筛选出面向自己受众的大量信息。

人们可以最有效地将法国政治生活某些重要时刻剧作化（scénariser），诸如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先贤祠的总统就职典礼、1989年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2004年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活动，都不约而同地想到电影和电视专家的参与，并以直播方式进行现场转播。雷吉斯·德布雷在其《国家诱惑者》一书中将此贬为“共和国的市场营销化”，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越来越归咎于传播的失误，他要求将可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如就职典礼、官式开幕典礼、国家领导人的会议等），与不可销售的“产品”（如发展补贴、工业政策、法语国家之间的合作等）区分开来。

朝向娱乐式政治的杂交样式？

还需要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政治美感化吗？最近电视上所谓的“娱乐式新闻”（infotainment）节目
 
[103]

 的成功回答了这一问题。脱口秀节目从此以“私密性的残酷无情”（tyrannie de l’intimité）赢得了新的空间，但是负责脱口秀的专业人士不是记者，而是节目主持人。通过最近10年法国电视政治类节目的观察，人们有机会领略这一现象的广度。
 
[104]

 这10年的特点包括法国各电视台政治类节目的极度不稳定、记者与主持人轮流把持节目，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政治类节目样式明显的减弱等。人们发现自1993年开始，当“娱乐”类节目有所进展时，“政治”类节目还算稳定，而到了2000年，电视上政治节目的再现框架则发生了摇摆和逆转。

在新的千禧年到来之际，“娱乐”样式占了上风：当选者们日益频繁地亮相带有极强消遣性的现场节目。他们这种参加节目的行为一反常态，在马克－奥利维埃·福吉埃尔主持的《没法保证人人满意》（On ne peut pas plaire à tout le monde）、蒂埃里·阿迪松主持的《所有人都在说这事》（Tout le monde en parle）以及米歇尔·德律克主持的《深度星期天》（Vivement dimanche）等栏目中都有所见。与此相伴而行的是，常规性的政治辩论节目几乎绝迹，特别节目和电视新闻中政治人物访谈增加。搞政治又不露声色成为避免丢失电视观众的最佳方法。

人们早就知道政治节目的收视纪录大不如从前了，其观众的年龄趋大，而脱口秀节目即便是收视的人数不多，也都在所有政治节目之上，而且其观众要年轻得多。
 
[105]

 然而，要说追求收视是电视辩论方式变化的原由之一，那也显然不是唯一的原由。这些节目的产生与发展也取决于20世纪90年代法国特殊的社会活力和政治环境。引起轰动和持续对政界产生某种怀疑的各种“事物”、不同看法选择性的减少、相对于经济活动家而言政治活动家影响力的失却，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都能解释法国人与政治关系的改变。电视只是一个征兆而已，但可能是最近10年一系列影响政治状况蜕变的最直观的征兆。

各电视台的负责人围绕不同身份、不同条件的嘉宾，大打演艺牌和有望笼络观众的表演牌。政治人物不再仅仅是同类中的一员，而是接近于体育冠军、歌星、演员和电影人。供人消遣的政治需要表现出轻松的衣着、比往常放松的表情、避免政客及其拥护者的说教等，以期突出自传性的话语，来召唤经验和情感。人们在节目中讨论每个人的品位和激情，鼓励自嘲和闯入心灵，以引起热泪盈眶或争吵现象。缺乏庄严感、政治人物混同于其他嘉宾、强调见证等，均促进了政治的去神圣化
 
[106]

 和节目样式的杂交。当选者根据其传播顾问的建议，以某种方式亲自参与真实性和“讲真话”。

那我们能否评估一下这种娱乐化政治对公民-观众（téléspectateur-citoyen）产生的影响呢？有关这类节目接收方式的研究极为罕见，因此也无法得出准确的答案。对此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讨论仍在进行。在某些人看来，
 
[107]

 传媒不但已成为公民本质的保证，还促进公众的去政治化，因为它过分地将政治事务平庸化。电视观众的确以一种越来越不政治的眼光去看待政治生活。另外一些比较乐观的人则从丰富了公民政治能力的假设出发给予肯定。济慈·布朗茨的学术论文正是一例，其优点是研究建立在欧洲各国比较的基础上，而不只局限于研究某一国的现象。但有些人的观点正好相反，例如杰－G布拉姆勒，
 
[108]

 他认为在将新闻和娱乐混为一谈的商业电视背景下，公民传播正面临一场危机，在他看来，“娱乐式新闻”在节目样式混合性方面的突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如德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商业电视并没有将政治新闻边缘化。布朗茨写道，“很少有证据显示政治或当选者比起以前来，有更惊人的个性化或被以更轰动的方式来对待。”
 
[109]

 事实上，在娱乐新闻（information-distraction）的标尺上存在着一种连续性，节目丰富多变的子样式（sous-genre）表明，某些政治节目的“纯”新闻性是个神话。此外，有些娱乐节目有时也可以是非常新闻性的，与此相反，传统的新闻节目也可能引入娱乐节目形式，并有可能特别缺乏深度。同样，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对电视中涉及政治所持的否定态度或犬儒方式与公众在这方面所作的批评性和犬儒性判断之间有何因果关系。济慈·布朗茨建议，为何不想象人们在脱口秀中发现的轻松与严肃讨论的混合现象调和了民众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呢？

政治人物工作范式的转型

传媒影响力、尤其是电视影响力的后果，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政治讯息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改变。它还涉及政治人物具体行事方式的改变。比如，时间的管理就遭遇了深刻的震荡。我们在前面曾论及，传媒时代就是即时性和急迫性的时代，它要求当选者们回答记者的提问必须与事件同步，要求他们不停地追求宣示效果；而政治时代的特征基本上是历时性的，它要求分析和商议，并在政客们称为“重大政治行动”的方面产生长期效果。这两种时代的要求之间的碰撞，导致政治人物面临双重困扰
 
[110]

 ，这是两种行动方式之间的一种极难管理的持续紧张。难点的一方面是（以反射和即时为基础的）“显示”理念，
 
[111]

 另一方面，是（以证据和解释为基础的）“论证”理念，他们自然会在传媒的火力攻击下努力作出反应，而冒不再有充分时空进行思考之风险。

更主要的是，传媒化成了政治专业化的载体之一，而专业化拉长了民意代表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中介链。如同埃里克·纳弗观察到的事实，
 
[112]

 高层政治领袖，或某位部长、某位政党领导人现时通过种种过滤，即荧屏和传媒化装置的过滤，来认知实体社会（corps social），而越来越少地去直接接触人。如果说紧张的大选活动期间，某次集会时或在某个市场上还有可能出现快速交流的话，主要政治负责人面对面与其公民对话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只能依赖其传播顾问的分析、民意调查的数字、抽象的统计（如信任指数、每月行情和经济报表等）或者是老一套的概念（如“高级白领”、“50岁以下的家庭主妇”之类）、定期报刊剪辑，尽可能多地前去电视台的演播厅或电台的录音棚做嘉宾。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看电视新闻，只是比较喜欢连续播报的新闻频道，因为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最先获知新闻。在一个有可能在某些人身上引起去现实效应的社会中，距离由此产生。

埃里克·纳弗认为，视听传媒因此促进了政治权能的理性维度，这一维度不仅使人对问题的认识日益清晰，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已被认作社会力量。从而政治被认为是一种专家技术鉴定，即以有条不紊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来鉴别需要作出的正确决定。政治辩论极有可能被引向两种无形知识（savoir-faire）的冲突，更确切地说引向大胆的和新颖的社会计划。
 
[113]

 传媒组织政治辩论方式的最新演变强化了政治的技术化（它也与领导人在巴黎政治学院或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或其分院所受的教育有关），激进和极端的辩论渐渐淘汰。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头几年，政治人物的对峙建立在明晰的社会分野上、建立在共同利益的不同理念上。然而，从德斯坦总统就任
 
[114]

 以来，他们之间的不和开始消失，对各种问题在看法上的分歧以及操作层面上的不一致也不再表达出来。
 
[115]

 如果在这种内动力上再补充一些支持者身份的变质和政治阶层可信度的缺失等因素，人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都促进了选民群体的挥发性和鲜明对峙的式微。事实上，政治人物素来追求相同性，他们将自己的定位确立在争取中间选民、顺应大多数民意、抹去明显的出格之处，采取民主随大流的姿态，而电视媒介无论是综合频道还是专题频道强化的正是这种姿态。

最后，尚需了解的是，印刷媒介、特别是视听媒介对政治人物本身聘用方式产生的影响。它们是否对各级领导岗位的候选人筛选产生了过滤作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追随者们信任政要们的主要依据是其在传媒上的人气以及在电视是否上镜。熟悉的面孔有一长串：从贝尔纳·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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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贝尔纳·库斯奈尔，从达尼埃尔·科恩－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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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尼古拉·萨科奇，从塞戈莱娜·罗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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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多米尼克·瓦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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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不清的政治人物（其中少数是女性）在话筒和镜头前表现自如，以此在拥护者和舆论那里获得或扩大自己的合法形象。当然，这样做对基层议员非常不利，他们会因为其传播方面的活动能力太弱而被沦为无人知晓的次要地位。有关1994年和1999年欧洲选举的研究表明，传媒对待政治人物的不平衡态度基本上与政治人物在舆论中的知名度成比例，舆论只部分地关注到议会的代表性（只关注一部分议员）。
 
[120]

 正如雷吉斯·德布雷优美地调侃的那样，毫无疑问，通常“在传媒化国家眼中，传媒的成功值得获颁专业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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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的这一成功肯定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可以假设候选人的能力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却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一项重要的标准。

基于这一现实，代表性的形式或许可以分为两种节奏，一种是选举产生的节奏，另一种是电视机屏幕的节奏（尽管让－玛丽·科特雷对此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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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假设似乎足以吸引人，而且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电视毫无疑问地在对待那些娴熟地掌握电视技巧的人和对此不怎么在行的人之间，制造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传媒在促进挑选和选举“传媒面孔”方面作出贡献的想法分化了政治学研究者们，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强调，最常露面的政治人物其实契合了体制和支持者权力结构，电视因而有助于保持其合法性，有助于管理其事先已积累的财富。

从这里可以确认一点，如今政治合法性的基准即传媒表现的基准，这是人们不愿随随便便抬脚迈过的一步。许多指数都显示以谨慎为妙。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长期对电视不甚熟悉和厌恶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后来逐渐成为电视镜头前令人生畏的雄辩家，这一例子证实了电视的驯养是可能的。再者，在许多情况下，出于地方上的支持和党内不同派别考虑，政治打分对指定候选人有决定性作用。最后，政治还可能超过传媒，因为电视上政治人物的面对面越来越罕见，形象断裂的可能性（例如由姿势和自我介绍而引起的突然改变）不太高。1985年洛朗·法比尤斯和雅克·希拉克那场著名的电视辩论中，当时年轻的总理法比尤斯表现出来的狂妄和好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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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是个例外，却就此成为游戏规则。此外，记者对政治人物的访谈，而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制性形式，越来越遵从编码性极强的礼仪化规程，极少让嘉宾感到不安。政治生活的专业化和超级传媒化改变了政治家的职业生涯。

传媒对选举和认识的影响

传媒影响选民的选择

政治人物因受传媒判决，而适应传媒模型，特别是适应电视模型成为一种必然性。传媒对于选民-公民（citoyen-électeur）而言，所产生的影响很难估量。传媒是否使他们变得被动和保守？或者相反，传媒是否增强了他们的洞察力和警惕性？传媒是去政治化的工具，或正好反之，是最能解惑政治博弈的工具？50多年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大量的论文，可以想象，它们都来自许许多多的调查分析，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它们彼此的观点都相当矛盾。因为涉及的问题既微妙又复杂。有的研究者认为，传媒的影响是直接而强大的，持久而具有决定性的；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影响是间接而有限的，时有时无而相对的。总之，长期以来，传媒对竞选活动和投票结果的影响呈二元认识：影响很大与影响很弱相提并论。一部分人认为，传媒提供了打造个人意见的可能性，选民们是自主决定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传媒修改了选举的判断标准，使选民从注重候选人的计划偏向了注重候选人的个性；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传媒通过辩论的戏剧化和倾向性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

这些思路摇摆于操控说和超脱说之间，一直统领美国和欧洲的研究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开始改用其他的思路，更加注重背景研究，并同时考量政治时局、讯息的外在形式、公开曝光程度及其社会文化特点。除此之外，人们还认为可以通过水平研究（从包含了传者、讯息、受者的传播过程的角度切入）、垂直研究（从自上而下或上下互动的角度切入）以及总体研究（从传播的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环境切入）来了解传媒的权力。如果传媒权力真的存在，那它也不是实体，而是应该公诸于世的一种关系、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在此我们无意对传媒权力问题作出大而全的分析，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只是较为谦逊地来复述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必须指出的是，哥伦比亚学派（以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生们为代表）所做的相当数量的研究工作，充实了传媒对政治影响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有必要将其深化并修正某些观点。

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具体有哪些呢？如果仅仅是列举这方面的研究者们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又未被某些只盲信传媒对民主不良影响的批评者所了解的话，那也许无甚意义。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小组在分析了当年所谓的大众传媒对选举的影响效果之后发现，首先，选民的投票意向大都与其所属的群体规范一致，投票行为基本上是群体经验；其次，他们还意识到，投票意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居住的地点和宗教信仰。其实，由于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容易改变想法的选民，是那些最不常听广播和最少读报的人。选举运动本身说到底更多地是深化了原先已有的看法，它对投票的影响是次要的。

在此条件下，传媒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由于选民们奉行选择性感受和存储，投票意向的转换并不常见。传媒或许凝结了各种意见，但这些意见基本上依赖于我们和周围的人、家庭、朋友、同事、特别是和传媒与我们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舆论领袖（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媒体，知道更多信息）的联系。因而影响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亦即著名的两级或两阶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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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播者（介入传媒的政治人物）到舆论领袖，然后再从舆论领袖到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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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点：个人对传媒讯息的感受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嵌入某些社会群体的方式；这种感受是有选择的，而且与我们现有的政治倾向性一致；群体普遍施加压力趋同一致性；这些讯息的影响是间接和有限的。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战后提出的这些解释后来被其他的研究深化和细化。其中著名的一例是密执安模式，它将重点置于纯政治态度对个人选举行为的影响力，因为认同支持的态度实际上被认为在决定投票意向上起着关键作用。20世纪90年代由约翰·扎勒提出的见解比以前更进一步，他建议考虑劝服现象，同时将劝服现象更多地与作为新闻和倾向性组合的舆论现象结合在一起。他还提出，博弈的正确信息及事前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博弈，而且在新闻同质化的环境中，传媒诱发了舆论一统化效应，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异质化环境中），传媒更多地造成了强化反对意见的效果，亦被称为“集中化”（polarisation）效果。如果将3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一一介绍，那将会长得不得了，总而言之，这些研究深刻地更新了人们对传媒影响选举意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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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而今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候选人在政治上区别甚微的时候（如雅克－夏邦·戴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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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4年大选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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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能够促进倾向性的形成，或对投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而，在选举结果有可能十分接近，或者两个竞争对手各项主张差别较小时，传媒的良好表现就可能让投票结果逆转，就可能说服那些优柔寡断的选民投票给某位候选人而不是其他人。如果认同罗朗·凯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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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法，这些优柔寡断的人多为女性，或为非常年轻的选民（30岁以下），或为属于中产工薪阶层（职员和中层主管）的和来自农村年长的选民（65岁以上），以及对政治没有太大兴趣的选民。然而，鉴于最近几年法国选举出现的日益严重的选民蒸发现象，传统的变数（选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支持者结盟、宗教信仰等）已被传播变数（对投票行为、候选人个性以及政党形象的认知）所制约。电视不是选举，但是当少数犹豫不决的选民票数能够决定胜负的时候，电视有时就会起作用。众多的研究似乎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传媒）信息消费与投票导向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体现，在投票意向不稳定的选民身上以及到最后一刻才作决定的选民身上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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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传媒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并不完全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传媒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取决于人们对其的期许与希冀，以及人们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属于自己的政治关系。如此多的标准将第四权力和公民受传媒操控的看法相对化，我们在思想上不应忽略这些标准，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白，怀疑传媒之于选举意向的重要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低估传媒在政治人物的表现以及维持政治舆论方面的重要性。因为传媒之于政治的争论常常源自这种大杂烩，它略显仓促地将选举意向（如投票选择）同再现方式和政治认知的形成与传布（简言之，个人的“政治文化”）混为一谈。在前一种情形下，相对于人际影响，传媒所起的作用比较重要；但在后一种情形下，传媒可以在政治上对其他一些诸如学校、家庭等社会化机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们现在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信息的劝服效果上，而非传媒对选举的简单作用上。

传媒对认知和再现方式的影响

有一种观念而今日益为研究者们接受：那些通过传媒可以企及选民的东西，最终会引导选民的注意力，会有助于选民形成对政治局势的认知，有时还会引起选民的责难。传媒的作用不仅是认知性的，也是劝服性的，它改变的不仅是知识的储存，而且还有倾向性框架和公共认知。作为新闻的基本概念，电视尤其变得比从前更不可或缺，这一“易进性”和劝服的变化，可能会引发电视观众政治取向比较明显的改变。有三种现象格外引人注意：事件日程的安排、架构作用和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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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对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奠基性研究成果发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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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就给人以影响公众注意力聚焦的印象。议程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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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必须强调的最重要的现象，说明了上述印象，它包括体现事实或事件能见度的某种方式：传媒可以决定人们所说的事件日程安排（即议事日程），可以说出人们所想。换言之，从人们以优先方式处理某些问题开始，这些问题通常就成为舆情的热点。传媒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理由而显现出来，因为传媒不仅可以使集体注意力聚焦于某些主题、个人或对象，而且还可以将某些问题的分级转向公众，并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因而，传媒最终能够既对公众注意力、又对公众关注的热点产生影响。

人们发现，传媒能够通过进入电台或电视台的演播厅等不同路径，来控制候选人的能见度及其相关活动的广告，同时给予某些人物而非另一些人物合法性。有关电视对法国1988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大选的报道研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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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重量级的候选人”（1988年时的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雷蒙·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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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1995年时的雅克·希拉克、利奥内尔·若斯潘和爱德华·巴拉迪尔等）都受到主要电视台编辑部门的优待，而二线候选人（如让－玛丽·勒庞、罗贝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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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菲利普·德维利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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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邀当嘉宾的机会常常比前者要少。这种不平衡助长了某些看法的形成，某些政治人物也因此得益于传媒本身的运作和政治游戏规则。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证实了这种趋势，因为两位候选人，即雅克·希拉克和利奥内尔·若斯潘悄然就被指定为第一轮投票时的竞争对手，他俩拥有的出镜时间明显多于其他候选人（希拉克和若斯潘分别获得828分钟和856分钟，而让－皮埃尔·舍韦内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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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266分钟，达尼埃尔·格吕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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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获得44分钟）。候选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可能真的会导致“传媒贡赋”（cens média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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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现象的发生，因为法国视听传媒对新政治形成的报道和议会缺席原因的报道数量都是不足的。

多种议程（政治、传媒和公众）并不总是重叠的，它的同时存在证实：局势的复杂性其实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相关既定政治局势的可用信息实际上是上述三种议程互相依存的结果，这种相互依存并不完全取决于传媒，而取决于政治行为人、记者和公众三个角色之间的互动。每次选举形态各异，有时是政治议程领先，有时则是传媒或公众领先。相关经验研究较为矛盾。一些美国研究赞同传媒议程对选举的重要影响，而英国最近关于选举的不少研究则认为，传媒并没有对公众议程产生重要作用（例如在1997年，所有的英国报业都强调投票对欧洲的重要性，然而在所表露的投票意向中，认可这种说法的只是少数）。

法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结论不尽相同。1986年的议会选举期间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时舆论的关注点保持稳定，政治议程和传媒议程也未发生重叠。事实上，当时的舆论（这里指经由民意调查测得的舆论）首要关注的是就业、经济危机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报刊和电视报道的重点则是左右翼政党共治、传播活动和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舆论和传媒关注点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左右翼政党共治作为政治辩论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是最不能打动民意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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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项研究分析了政治节目负责人挑选和邀请政治人物与公民社会代表到电视演播厅参加节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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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研究表明，他们挑选的其实都是原先已有很高知名度的人。下列现象也将有助于证实政界继续统领游戏，掌控议程：工作日程、部长会议的内容、议会辩论或各自政党的大型集会等，都是由当权者决定的，而记者通常则满足于跟踪这些由政治人物制定的议程。

公众注意力的聚焦还有另一种形式。新闻的劝服机制能够做到改变对一个事实或一个事件的认知。以这种形式为例，人们知道，传媒有可能作用于政治人物的认知以及我们对政治人物的评判，有可能部分改变我们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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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托·艾英戈就此提出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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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即处理问题的角度，引发受者的不同诠释。某个主题的表现形式（其重要程度、位置、角度）不仅影响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还会激活选民已有的见解，并改变其重要性。例如，通过以失业者为重点的电视报道来表现贫困问题（片断式架构cadrage épisodique），与借助统计数字和经济分析等背景材料来报道贫困问题（专题式架构cadrage thématique）所得到的反应是不相同的。在前一种情形中，责任归咎于个人（他受穷，是他的错），而在后一种情形中，责任归咎于集体（他受穷，是政府的错）。如果传媒不将事实与总体环境相联，电视观众似乎不会倾向于将某些问题联及政治。电视（也只是在较低的程度内）、广播和报刊都会对公民的言行施加影响。

传媒在不同的情形中，就这样以不公正的架构方式掌控候选人的形象，同时还突出了竞选活动中某些人的特点或某些话题。这一倾向引起了公众对候选人的不同认知。198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雷蒙·巴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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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被人提及。他的竞选活动令记者们总是疑惑不解：“到底谁在支持雷蒙·巴尔？”而雷蒙·巴尔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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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不同，纲领、政治支持和竞选活动都受到媒体极为认真的关注，为了避免从属于某政治关系网之嫌，传媒通常退至次要角色的位置。通过选用架构方式（政客的游戏）这一简单的事实，以及选择毫无价值的判断，传媒完成了将前总理雷蒙·巴尔边缘化的作业。与此相反，弗朗索瓦·密特朗大打优于其竞争对手的总统形象牌，而媒体也常常将其放在总统的位置上来谈论，给予其更多的曝光度，增强其作为总统的合法性，密特朗就这样巧妙地利用了媒体，将媒体当做其选举策略真正的中继。架构因此将总统候选人不公正地划分成政治可能型、总统型和可信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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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在某种情形和某些条件下，传媒成功地锻造了我们对政治时局的看法。

值得提醒的第三种现象是，传媒最终通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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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应控管公众的注意力及其评估标准。这种效应意味着传媒对选择评估人物和态势的审慎标准，以及对建立一种研判而激活个人思考的可能性产生的影响。例如，当评估一位政治人物的行动计划时，选民并不重视自己所知的一切，而仅仅在意自己最容易接受的政治信息碎片。而电视新闻节目就经常扮演这种掌握确切信息以形成准确观点的角色。

换句话说，媒体的大量报道增加了或然性，即由其启发的舆情为我们充当了研判选举标准的角色，传媒“刺激”我们的研判。例如，1988年，让－玛丽·勒庞的曝光度大增的现象就有多种原因。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治安问题与国民阵线言论中涉及的在黎巴嫩的法国人质、新喀里多尼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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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移民投票权等主题产生了共鸣。新闻赋予了极右翼政党候选人言论的有效性，并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变得突出以及可以用来作为评判候选人标准的问题上。同样的情形在1995年总统大选期间，再次发生在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身上，巴拉迪尔内阁当时必须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诸如舒勒-马尔歇（Schuller-Marchal）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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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工窃听电话事件等］，这些问题败坏了总理的形象，降低了他在总统大选中的地位。传媒注意力转向与大选无关的时事造成了对候选人评估方式的改变，候选人的声望颓然坍塌。

不过，刺激效应有时候会产生反作用力，1998年大区议会选举时发生在图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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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正好属于这种情形。当地两位主要的竞争对手分别是代表多数左翼政党的让·热尔曼（法国社会党籍市长）和名列右翼政党共和联盟-法国民主同盟（RPR－UDF）选举名单之首的雷诺－多钠迪约·德瓦布尔议员。1998年2月底，《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图尔：看不见市长的城市》的文章，不期引发了意外的效果。文中言及市长的市政管理问题，在介绍市长时刻意突出了其参选的偶然性以及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极少公开露面的现象。文章给读者带来的评判（刺激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社会党籍市长的不合法性和不可见性；而另一方面则是其挑战者的能力和领导才华。这家全国性大报质疑多数左翼领袖的可信度，同时又露骨地支持右翼候选人。然而，在当地进行的民意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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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刺激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过滤，即当地环境的过滤，造成了与《费加罗报》预期相反的效果。事实上，图尔市民对这篇文章的反应相当地迟钝，大部分人认为，巴黎报纸不仅没有能力分析当地的政治生活，而且还很不公正地攻击了让·热尔曼市长。他们的评判并不为建立在不合法性/不可见性基础上的理念所左右，而是受《费加罗报》无意间激活的巴黎与外省对立的理念之引导。选举最后以让·热尔曼获得超级合法性、以这位图尔市长为首的竞选名单大获全胜而告终。地方属性似乎超越了政党属性。

尽管这个例子有点出乎预料的效果，但雷蒙·巴尔被边缘化、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有利地位的强化、让－玛丽·勒庞竞选地位的现实化和爱德华·巴拉迪尔的蜕变等如此众多的现象，都证实了竞选活动期间新闻的影响力及其可能对受众产生的压力。然而，近些时间以来，选民变得越来越晚地、通常是快到投票日期了才作决定，传媒也出现了日益充当劝服角色的趋势，它作用于选民的认知，以期引导投票意向。

通过媒体传播的新闻产生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重性：支持优先考虑的日程（议程功能）、引导认知的某些方面（架构效应）和改变政治倾向性（刺激效应）。雅克·杰斯莱写道，“传媒可以深刻地影响政治活动的认知程度。传媒可以根据行情，使一些问题变得突出，同时还将其变得惊人地能见，并以此来吸引公众和决策者的注意力。与此相同，传媒有助于明确责任、有助于知道廉耻。在结构上传媒还可以再造或变更政治局势的解读框架，强化或弱化合法性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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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谨慎计，如果所有这些研究多少都认同在劝服效果方面的传媒权力是不可否认的话，那么它们就阻止了宽泛而刻板的诠释模式，这种模式既不考虑解释性因素的多元性，又罔顾各种可能形态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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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和广播电视传播的新闻其实连接着知识、能力和现有的再现方式，并形成协同效应。不同元素之间的这种连续互动参与了个人政治观点的建构。这些都是个人的经验，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相互联系，是源于政治特性的矛盾性信息流。传媒影响和人际影响的结合、情感反应、认知变量与包含政治意蕴的形式之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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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倾向和处境的影响以及政治态势，都让人把传媒效果和新闻流通过程的研究想象成对复杂性的推崇。电视观众或许相对依赖于电视，但这种依赖的程度却随讯息的组织及特点（即其内容）、个人的社会属性（其支配权）以及接受讯息的具体方式（其环境）而变化。我们应努力理解这三个决定性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面对传媒的选民行为

人们惊异地发现，法国有关面对传媒政治秩序信息的公众行为方式、特别是面对电视节目（如电视新闻、政治辩论等）的行为方式之经验研究少之又少。也许这项工作的难度（指对一段时间的节目进行参与性观察和进行非常精细的定性访谈）以及相关因素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们望而却步，为了避免保持有关这一主题的常识所承载的神话与套话，本来打算进行细腻但必要的调查也只得作罢。其实，明辨实地真实情况、观察观众-公民日常生活行为，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做法，也许是明智之举。电视政治接收情况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国家的研究）获得的结论反差较大，但至少在有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观众与电视的关系远不是单一的，与人们常常听说的正好相反，电视观众并不是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没有区别的公众。

最近人们才透过议程、架构和刺激现象，明白了在接触政治新闻并因此接受政治讯息的过程中，劝服机制如何间接生效。然而，我们应该将研究更加细化，充分考虑影响电视观众的决定性社会因素，并重视感受支配政治新闻不同方式的社会理念。同时，还应以某种方式结合内在分析（讯息）和外在分析（选民的社会属性和接收政治讯息的具体条件），以期领会解码过程的所有细微之处。在言及理解电视信息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心理因素和认知因素时，也不应忽略个人之间政治兴趣和能力的不等性。

电视政治感受度上的不平等

而今人们都承认选民对政治信息的感受，是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形式。达尼埃尔·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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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隐秘贡赋”（cens caché）的开创性研究惊人地表明，相当大比例的人不参与或者极偶尔地参与政治。这一不参与现象涉及的主要是最不富裕、受教育最少、最缺乏文化和社会资源者。这种不参与同时还夹杂着强烈的无力感，无力辨认竞选者所取立场、政党纲领之间的差别，或者更干脆地说，无力辨认政治辩论的真正目的。这样一种态度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对政治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意味着他们只在非政治的范畴内，以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即在建立以似是而非主题为基础的交谈范畴内来表达。雅克·拉格洛耶因此提醒道，“政治语言、参与所要求的才能（首先是真正了解发生的一切）、神话和信仰以及援引的价值观等，都阻碍了参与者的人数，限制了进入政治辩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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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政治化的不平等肯定会影响公民通过传媒了解信息的方式。

一般而言，感受传媒（无论何种媒介）提供的政治信息的程度，明显地随着个人的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甚至性别的不同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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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闻样式的政治拥有一个独特的维度，即对政治关心与否意味着兴趣、能力和积累的知识。在报刊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在法国，全国性大报的读者似乎是相对有限的一部分公众特有的行为，即由受教育程度很高、生活在城市、多为男性的精英阶层组成的读者群行为，而阅读地区性报刊则是较为宽泛的行为。因而产生了两种关系，一种是正式关系，关乎注重政治观点表达、专家和社评家介入的报刊；另一种则是更为平民化的关系，关乎注重社会新闻和贴近性新闻的报刊，其中政治常被简化至适当的比例。

将现有阅读行为的统计数字与对政治感兴趣问题交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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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了最关心政治的人优先考虑阅读全国性大报，而政治能力最弱的人更倾向于看电视。事实上，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者，表示更愿意从电视或广播上获取政治方面的新闻。或许他们收视电视新闻节目的行为建立在时隐时现的方式上，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知识还停留在模糊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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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最容易受电视影响的人是那些最不打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人，诸如家庭妇女、不工作的人以及境遇糟糕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政治讯息的关注也是有选择的，并取决于对政治感兴趣的原有程度、学历水平和职业状况。一个法国人越是对政治感兴趣，他就越是留意与其最接近的环境无关的新闻。他因此对时事新闻中全国部分和国际部分的信息、对法国或外国政治生活的全球博弈特别敏感。与此相反，一个人越是感到面对传媒化的政治话语缺乏解读的能力，电视新闻的世界对他就越是显得与其日常关心的问题格格不入。他首先追寻的就是本地新闻以及贴近性新闻。不同的调查（主要是在英国进行的调查）询问了大量的人，结论表明政治新闻的部分记忆及其表面上的理解与远离政治领域的特点相关联，不少人认为政治领域对于他们是“另一个星球”。一系列可能存在的态度证实了关注电视政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政治感兴趣的方式也是多重而有区别的。

目前有关传媒的政治感受形式的分析给出的诠释几近相同。相关专题的一些调查结果似乎确认，电视新闻在政治方面面向那些已经具有最足够信息的观众，并在那些从一开始就具备良好知识的人与那些对政治博弈知之甚少的人之间，挖掘了一道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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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研究给人启发：传媒劝服机制最能产生效果的既定目标群，并非一定是那些知识水平最低、社会条件最差的人，人口分布图的中间部分也同样是最容易被影响的，因为他们也不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最大的新闻消费者其实是最容易被影响的，因为他们对传媒的警觉性最低。但要讲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并非易事。

篡改政治讯息的行为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像布里吉特·勒格里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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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假设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分析透彻，而电视观众或许也有从事篡改和僭越的行为，以期用非常规的、间离的方式将电视台播发的政治讯息的某些内容据为己有。这方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法国电视一台在20世纪80年代播出的栏目《家庭问题》由于有政治人物的参与，并有其个人对法国局势的分析内容，而未被公众（主要是老年和低学历的观众）作为优先考虑收视的节目，但嘉宾的心理形象及其家庭环境却引起了观众单纯的好奇心。对揭秘政治人物私密性的狂迷成为当时收视这一节目的主要动因，而节目本身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意义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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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待节目的态度与对待政治节目常规而合理的态度相去甚远，它揭示了节目的悖论，即节目有可能被僭越性解读，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者强调说，这种情形在节目创意者的想象中，就像是用影视手段表现了一幅莫名其妙的肖像画，而许多电视观众则按个人见解与世界形象的关系模式来诠释。观众并非一定就被记者向其提供的架构方式所束缚，而有能力用自己的语言来研读荧屏所见。

其实，十分简单地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来解密讯息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依赖有别于传媒的其他原始资料以建构其判断。尽管选民比较冷漠或能力相对偏低，但他们的确是纯粹的电视观众，他们常常会找到独立于传媒的理解方法，以形成对于报刊或广播电视报道的新闻及通行的分析框架的看法。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亲友的或同事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有由常识和实践经验形成的民众智慧，二者都活跃在日常的交谈中，促进威廉姆·盖松所谓的共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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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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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民们根据相关的主题，调整自己的打算，将关于候选人的轶闻、个人喜好、谚语和格言等熔为一炉。在这种情形下，每个选民的个人经验将证伪传媒提供的架构经验。布里吉特·勒格里钮指出，“看见”和“相信”两种态度之间相距甚远，“这里有一空间，电视观众在其中终止了原我……而成为一名社会行为者，成为（职业的、家庭的、社团的、朋友的、体育的）许多领域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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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见所闻最后会根据每个人及其亲朋好友的信仰和价值观而被重新诠释。“普通”公民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无能，外行对政治的运用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其实，对待相关主题的亲疏程度，与每个人的日常和家庭环境有关，正是这些因素支持或反对参与交谈。如果电视观众能够将政治人物谈论的话题很快地与其个人生活相联，那他就比较容易摆脱传媒的话语权。但是如果相反的话，即他丝毫不能将话题与其每天经历的事情相关联的话，那传媒的话语权有可能会占主导地位。此外，意识形态的滤网也会干扰选民们适应政治人物的电视话语。一个同情右翼政党的电视观众会格外友善地倾听雅克·希拉克的演讲，即使希拉克有时或在各种情形下都不尽完美，但这位观众的信念会抵御所有不利于国家元首的负面评价。拥戴、政治默契和受教育程度终将抵御传媒构筑的分级。

各种可能出现的态度

公众对于传媒、尤其是对于电视传递的政治讯息的依赖性或自主性问题，引起讨论。经济和社会的决定性因素真的使公众遭遇了传媒的强势影响？它真的毫无阻力地将讯息纳入政治人物所期望的词汇中去？或者说，观众-公民本身是否拥有引导自己走出老路、抵御支配性话语的本领？

通过报刊、广播或电视接收政治讯息的方式（我们之后还会有机会来谈论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是一个既个人又集体、既含禀赋因素（dispotionnel）又有环境因素（situationnel）的十分精致的过程，它并不与讯息的即时“消费”相吻合。政治供给适应方式的多元性，令人对政治新闻领域传媒权力问题的结论保持谨慎。还必须同时警惕现实中盲目乐观的观点（观众-公民是自主的而富创造性的）和盲目悲观的观点（观众-公民是受传媒支配的）。现实很有可能位于两种观点之间。人们必须想象选民中，从与传媒保持很大的距离到很大程度地依赖于传媒，这之间有一个连续的空间。存在不同态度的可能性的幅度非常宽阔：既有持之以恒的注意力和批评的态度（属于对政治事务最感兴趣的态度），也有漫不经心的态度或极少参与的态度，甚或还有毫无干系的态度（暂且认为是最没本事者的特点）。参与程度的标尺上各个刻度都可以预见。

达尼埃尔·伽西最近的一项研究为努力探明为什么当今的法国人对政治有一种负面的认识，提供了一些已获证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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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可以假设传媒（通过一些报道的架构效应、通过《政治木偶秀》栏目特有的讥讽话语等）强化了一个广为传布的深刻信念，即政治人物的动力大都来自对本人职业生涯的考虑和对权力的追求。对巴黎地区149人进行的一项定性调查表明，对政治的负面评价其实基本上是政治本身引发的，传媒对相关认识的影响实际上相当有限。讯息只是在个人原有倾向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因为大部分接受调查者对传媒可能的影响似乎都有一定的戒备。受调查者对于国家政治人物评判的依据，明显来自他们从媒体那里（尤其是电视那里）读到和听到的内容，他们仍然、并且特别地恪守政治活动的传统格局属性（诸如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博弈、竞选运动的展开、民意调查和传播顾问的重要性等），或时事的起伏（如当前发生的“事情”）。在受调查者有所发挥的评判中，体制和传统政治实践的效果凸显决定性意义。至于传媒的效果似乎退居第二位。

此外，传媒的影响力与个人经历和个人的社会特征互相作用。因而，居住在纳依市
 
[168]

 的一位女性会为治安恶化和袭击案件增多而感到不安，会对金钱丑闻感到不满。她对这些问题的关切显然离不开电视中所见（架构效应或可能的刺激效应），但她的评判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其年龄（如73岁）、其所接触的人（与其同代）及其思想倾向性（她把选票投给右翼政党、欣赏戴高乐将军、阅读《费加罗报》）。传媒架构效应以及时事分级化效应并不是自主的，而是有条件的：它们取决于个人对所涉及问题的敏感程度及其情绪。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放大；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又会被简单而完全地删掉。达尼埃尔·伽西认为，“这些分析无关传媒有助于维持一部分公众负面认知的观点，而关乎（在既定环境中）公众挑选、诠释、有时甚至是歪曲或重新解读传媒的观点。受众也是其认知的制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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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仅仅因为讯息本身具有某种力量，而是讯息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中被人重新化为己有。因此，同样一个被媒体报道的事实常常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例如，电视对有关一起发生在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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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抢劫汽车乘客的报道，引发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位退休药剂师的夫人指责政府和法官轻判，要求更为严厉的惩罚；而一位把票投给左翼政党或极右政党的年老失业的外汇女经纪，则会将此归为移民们不幸的生活条件和郊区暴力问题，在她看来，这些问题引发了某些人犯下的抢劫案。这就是传媒信息效应取决于其受者条件的理由，受者有其社会和文化环境，属于每次都需要刷新的多重关系框架。

传媒与代议制民主

传媒与“公众民主”

在传媒膨胀效应作用下，政治形态最新转型最终导致了以新的方式，重提代议制民主基础的问题。现代传媒手段凭什么参与民主运作的蜕变？传媒是否对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马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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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了代议制政府的三种承继表现形式（议会制、政党民主和公众民主），在此，他的见解对于重新将上述问题放回到更加宽泛的范围内，以考问民主与传媒的联系，格外有意义。在他看来，所谓“公众民主”正是当今属于我们的民主，通过四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界定其重要特征。

第一个层面是选举治理者，这一层面揭示了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尽管选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但投票的结果有可能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这一现象的原由之一就是候选人强烈的个性化，因为选民选择的不再仅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个纲领，而是一个人。人们发现，这种个性化是由视听传媒为了选择适合媒体的形象所作的努力造成的。一个新的精英人物取代了前任的位置，即传播方面的专家位置。政治人物越来越少地在细化的纲领上或过于准确的承诺上作出保证，以期更好地应对意料之外的事。再者，贝尔纳·马南认为，选民们似乎更多地回应政治人物提供的话题选择，而不是表明自己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选民群体似乎首先是这样一类公众，即满足于对向其提供公众舞台的建议作出反应的公众。

第二个层面是治理者自主余地，这一层面令人瞥见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个人形象的分量之重要。选民们面临的是众多相互竞争的形象，选民们既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时间为了投票活动而去搜寻更多的信息。因此，候选人个人形象构建了概括而简化的再现方式，为寻觅弥足珍贵的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

第三个层面是舆论自由，这一层面证实了相对于政治的严格分野，传媒——当今政治舆论形成的管道是相对中性的。与以往的时代相反，传媒（除了个别的）不再被视作党派或舆论工具，在机制上也不再与政治组织相联。选民们接收的是有关既定对象大致相同的信息，对这些公共对象的认知也从此变得同质，变得更加独立于支持者的倾向性。舆情的分野也不再必定与投票时的分界线重叠。由此导致了投票与舆论之间在不同的时事问题上的脱钩现象。民意调查也变得中立（指独立于政治党派的机构所进行的民调），并强化了这种脱钩现象。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层面是辩论考验关，这一层面带来了选民群体的极度蒸发现象。但如今这些漂浮的选民却是信息灵通，并且很有修养。这一现象迫使政治人物直接向选民陈述自己的论据，而不再仅仅是在议会、在党内或在利益集团陈述。问题的辩论被带到了公众面前，带入了一个新的论坛：传媒论坛。

以贝尔纳·马南之见，政治－传媒精英们与人们的想象相反，他们并没有比以往更贴近选民，而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保持了差距，这种差距给人以参与政治再现危机的感觉。再者，由于候选人当选的基础是其个人形象，选民们对于未来的决定也无甚可言，而政治人物在这方面的话语又都故意含糊。总而言之，代议制政府不会朝人民的政府方向发展，贝尔纳·马南总结说：“民主在普及方面的进步是肯定的，但在深化方面却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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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如约来谈传媒：在建立这种以传播专家、画面和民调影响力，传媒相对“中性化”以及开展电视公共讨论为基础的“公众民主”方面，传媒作出了贡献。但是在采纳法国哲学家和法国政客的观点的同时，人们是否忽略了经验调查得出的教训？这些调查将舆论和选民面对政治提议假定具有的分析能力所表现出的自主性相对化。就像人们试图表明的那样，这些调查建立了新闻劝服效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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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令人考虑其他的政治或社会因素，例如集体动员的作用同样影响政治局势的发展。

围绕传媒和民主关系的讨论显然不限于“公众民主”的构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讨论出现了走得更远的趋势，因为一些人不再犹豫地提及“舆论民主”的存在，它如同舆情的代言人在民意调查中、如同评议的不二工具在传媒那里占据重要份额。这一模式在新闻和意见之间建立的联系略显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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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令人相信，在通过民调和传媒向公民提供所有新闻方式的同时，所有问题也得以解决。这样一来，其实是忘记了新闻不能替代现存的社会结构或已有的世界观，忽略了社会运动在一个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因而坠入了透明度幻觉之中。

朝向“电子民主”？

看待传媒与代议制民主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在于留意信息与传播技术效应，特别是互联网对公民参与国家或地方政治生活的效应。而今有关电子民主德行的大部分话语都是在褒扬这一技术工具的功绩，认为它有助于掌握话语权、缩小当选者和公民之间的距离、激励政治参与感。这些说法重拾许多年前计算机、电视、有线和电信技术兴起之初的乐观看法，属于迷恋技术的情结：传播似乎是民主进程的关键。技术进步被认为具体体现了以平等、对等和全面交流为内涵的讨论程式的扩大化。

告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借助信息技术、以理性引领社会的观念为标志的最初阶段之后，人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梦想实现一种“电信民主”（télé-démocratie）。换言之，它得益于有线、卫星和计算机的政治效应，以改善公民参与性和创建真正的直接民主为目的。
 
[175]

 有关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评估普遍较为温和，专家和当选者的话语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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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围绕着电子公共空间形态，技术乌托邦的想法开始增多；“网络民主”、“电子民主”或“电子共和”等口号蔓延开来。这些现象助长了传播意识形态的传布，对此至少人们可以说，这是个谬误。点缀着所有美德的未来与当今现实的重负之间的距离甚大。

纵览国民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便能看出当选者和使用者之间在说法和实际使用方面的巨大差距。假若认同蒂埃里·韦代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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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法，目前城市里互联网的格局有三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种被称为“玻璃城市”，它以市民信息为重点。网站优先提供实用信息，甚于提供可资评估当选者行为的政治数据，埃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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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属于此例，同类更到位的例子还有米兰和圣塔莫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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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被称为“公共广场”，它积极鼓励讨论和公开辩论。阿姆斯特丹构想了“数字城市”计划，每个市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不同的板块开办个人网页，帕尔特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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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动了地方公民社会的表达权，市政府甘当这种有效公民权的催化剂。第三种被称为“咨询平台”，它以通过电子邮件、专题论坛和在线问答等，把市民与决策过程相联作为目标。（伦敦郊区的）琉易舍姆市（Lewisham）以及波伦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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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了创造可参与的民主的新形式之雄心，但结果不同（琉易舍姆市较令人鼓舞，波伦亚市较令人失望）。这些计划在现实中都遭遇了不同的障碍，诸如上网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不等性，或者是社会嵌入的困难（这些计划的出发点是提供，而非使用），产生了个人的抵制和体制的阻力，这都说明社会对一项技术的适应从来就不是可预见的，也不是件易事。

最近一些年来，法国地方民主带来的经验也呈现出反差较大、甚至不太令人信服的结果。除了个别情况之外，互联网网民是个神话，但暂时仍无法复活我们社会的民主手段。它往往仅限于传播信息、提供咨询，至多进行些商议，适宜于公民参与决策的情形实在少之又少。

通过分析法国不同城市的当选者们所采取的创举，可以看到作为第一类体验，市政府网站的主要功用是与选民-公民沟通信息，开发策略首先考虑的是传通意义，而非公民意义。围绕“互联网城市”品牌的运营也相当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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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总结揭示了市政部门使用互联网来进行管理的空间大大超过了政治空间。大部分希冀重新赋予地方参与意义的市政网站都简化为公告牌，杰拉尔·鲁瓦索对法国438座2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的317个网站所做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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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24％的城市将互联网用做政治参与目的。36座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在开发网站方面明显比中小城市活跃，原因是大城市的市政府拥有的人才和财力要富裕得多。然而，大城市也并没有特别着力于当选者和公民的对话。在这方面前景比较渺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并不见得是大多数政治人物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常常将它当做“传媒附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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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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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政府网站之外，还有第二类体验，即电子论坛，而今多少已被网民们遗弃，他们对这种用途已没有太大热情。新鲜的劲头过去后，法国人只有偶尔还会去和当选者进行网上对话。在市政论坛对于政治决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的背景下，人们将论坛称为“当选者们的‘聋子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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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愿强调多年来发生在伊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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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极为传媒化的体验，它摆脱了传统的传播套路。这一体验属于中间路线。如果说该市议会互动的现场转播，不容置疑地有利于改善市民们参与地方政治的话，那这种参与也仅限于信息和咨询的范围。体验成为城市的窗口，但它并不能大力促进协商－决策（coucertation-décision）机制，这就是为何地方政治生活没有因此被颠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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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宽带的提速和由网上查询带来的网站数量的新增，改善了系统并深化了公民、当选者和技术人员－工程师之间的联系，代议制民主的原则也不再受指责。

电子投票的尝试成为第三类体验。事实上，电子投票虽然激发起许多向往，但目前只带来了参与性的微弱提高（5％左右）。主导弃权行为的动机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技术和电子手段的问题。有关欧洲这种投票方法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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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对其后果产生警觉，尤其是这些技术对代表和公民关系演变的影响。在劳伦斯·莫诺耶－史密斯看来，电子民主的成功体验取决于以下认知：“作为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者的公民，有其作为公民的特定角色。如果工具只在较低程度上符合这种认知，他们将不会成为新技术适应过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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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即使电子民主暂时还难觅的话，互联网无可争辩的改革潜力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五章 传媒：公共话语的工具？

第五章 传媒：公共话语的工具？

当今，如果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众多观察家的关注，那一定就是传媒在当代社会舆论的形成和表达以及构建公共讨论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传媒至上的背景下，公民参与性滑坡、公众的麻木（铆在了电视机前）、公共空间的蜕化和反常等，都属于主导性话语，在一些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些令人心悸的判断几乎自然而然地谴责现代传播手段倒行逆施的效果，轻易地就给传播手段冠以促进思想垮台和助长知识交流的浅薄性等罪名。

传媒很容易就被当做替罪羊，并令人惧怕，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实体论“关系”理念、众多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的无知（诚如诺尔伯特·伊利亚斯在言及社会构型的多样性时曾多次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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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原因是传媒对团体和个人的现实影响常常被高估。在此，我们无意否认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舆论的构建、公共讨论的展开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力，但我们更愿意再次说明，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公共话语手段的复杂性之中（传媒只是众多因素，诸如家庭、学校、社团等因素中的一分子，它只是公民权社会化的载体），而且这种影响力也不应简化为某种机械的传媒强大效果论（即纯线性的因果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媒在公共空间无所不在的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从一开始就是相联的，前者的活力依赖于后者的存在。罗杰·夏蒂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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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说，公共舆论这一表达法最早出现于18世纪，在马尔泽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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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孔多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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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下，公共舆论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它将国王专制意志的权力地位转移至另一实体，这一实体既不体现为体制，也不是一个确切地点，但它可以进行公开而极为有效的辩论。它稳定并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与异质而易变的民众言论截然相反。它体现为一个自主而开放的空间，人们后来称之为公共空间。

伊曼努尔·康德
 
[195]

 在其一直非常有名的那篇《启蒙运动是什么》（1784年出版）的论述中，提出了公共空间的一些基本元素。在这位哲学家看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个人通过自己来思想，而与承继或惯用的思想决裂。知性的公共用途（属于世界范畴）与私人用途（属于个人利益范畴）是相对立的，使用后者的是一些拥有共同权利、以其自己的名义“呛声”，并通过通信和印刷品与他人交流的个人。书面作品（在沙龙、俱乐部和咖啡馆里）的流通促成了讨论和交流，营造了自由而独立的空间，有利于思想的争辩。如此得来的自主性使得新“公众”的组建成为可能，新“公众”挣脱了向君主应尽的义务。这一自主性要求个人之间的自然平等、要求实践批评精神、要求论证的严密性。

法国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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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终结和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政治变化都促进了从国家保护人解放出来的进程，促进了公共空间的构建，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空间》（1962年出版）中阐明，公共空间是一个“布尔乔亚的公共范畴（sphère）”。它的政治定义是不受国家影响控制的讨论空间，并以自己的视角进行批评，在社会意义上，公共空间不同于法院和民众。现实中，它是由一些有识之士、有论证能力的知识精英组成的主流公众，而民众实际上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因为他们不具备辩论文学、艺术、政治和其他问题的能力）。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对西方社会公共空间的这一后续演变作出了严谨的分析，侧重“从讨论文化的公众变为消费公众”
 
[197]

 的缓慢转型过程、唯利是图理念的发展、日益明显的市场营销技术的影响，以及布尔乔亚理想的（大写的）广告（指其公布和变为公共的本义）堕落成媒介广告（指推销之义）的危机。然而历史学家们（如罗伯特·达恩通、罗杰·夏蒂埃、莫纳·欧祖夫和阿尔莱特·法格等）的努力，使我们明白了哈贝马斯的阐释需要认真细究，因为他将公共空间的黄金时代理想化，而且还低估了民众和大众文化的作用，夸大了解读的式微。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批评研究在对当代公共空间蜕变的众多见解方面，以及在谴责传媒或传播技术对意见表达及公共辩论质量的不利影响方面，毕竟具有开先河之意义。
 
[198]



公共空间的特点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它不仅是物质空间（由丰富多彩的舞台和竞技场组成），而且更是符号空间（它将极为不同的个人相联）；它是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令个人自由增值；原则上，它对所有公民开放以形成需要共同词汇和共同价值的公共舆论
 
[199]

 ，以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的行为者能够讨论、互相反驳和互相回应。为了使理性论据得以交流，它不仅假定一个讨论族的存在（哈贝马斯的说法）
 
[200]

 ，而且还假定信念现实力量的存在。

这一以民主为基础的空间不能简化为概念中的现实，它是精神抗争的场所，社会活动家们的不同观点在此交锋。通过诸如议会辩论、政党、公民社会社团和传媒等介质总和，公共讨论成为可能。公共空间在（街道、市场、各种集体动员——如征求签名、示威、集会，以及传媒等）非常丰富的经验现实中具体化，它是开放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在构筑公共讨论的过程中，传媒而今似乎起着主要作用，报刊、广播、电视，同时还有日益重要的互联网都成为介质工具，得益于这些工具，公民们原则上可以公开摆脱属于集体性的问题，即属于普遍利益的问题。

公共空间中的传媒权力问题，特别是架构当下城邦集体博弈讨论的程序问题被提了出来。其后果是应该厘清传媒是否有助于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的浮现、是否鼓励可资社会不同成员的声音更好地被听到的公民新能力和参与的新形式。研究舆论的形成、集体特性的形成以及传媒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是从建构范式的角度，或从公共话语表达形式的角度，重新提出了与政治人物的关系问题。

传媒在构建公共问题中的影响力

约瑟夫·伽斯菲尔德解释说，公共问题“是一个从事件状态（état de fait）变为公共思考和公共抗议博弈、成为公共行动源泉和目标的过程”。
 
[201]

 所有的公共问题（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社会问题）既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事先组合好的公众承担的，它们只有当某些人身陷困境、并将此确认为真正的麻烦时才出现，他们逐渐行动起来将其变成普遍的利益问题，以呼唤公共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因此努力吸引对公共舞台——见证、论争和商议等地点的注意力，亦即叙述和举证那些有意告诉相对广泛听众的问题。例如酗酒、娈童和奢烟等长期未获重视的问题，而今突然以丑闻、谴责或争论的形式进入公共空间，因为局势已变得有利于展开这些问题，一些相关的（需要明确标定的）规范也已经具备。与此相同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诸如艾滋病、政教分离和治安恶化等问题，在某一既定时期，这些问题的敏感度会突然加剧，因为某些情势会一下子被视作难以忍受的、不公正的，甚或病态的（即有悖于公共利益的）。这些问题激发的社会动员不仅使得国家和公民，更具体地说也使得当选者、专家、行政机构代表、公民社团、企业以及普通公民投身到复杂的互动整体关系之中。

界定问题和确定博弈的过程显然是最难掌控的，因为参与其中的行为者众，而且这个过程也不能简化为传通性交流（échange communicationnel）。达尼埃尔·塞法依和多米尼克·帕斯吉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哈贝马斯学派寻找对话体谅解（entente dialogique）以及理性共识的研究是个圈套，因为它低估了“公共生活的多元性及争斗性”。
 
[202]

 事实上，公共问题的构建需经过一大堆的目的和规则、审慎和预警举措、法律和行政鉴定程序、数字统计和科学演示以及见证和经验，其中传媒是众多承载工具中的一员。我们并无将公共问题的构建简化成单纯的“传媒事务”的奢望，不过，更为慎重起见，这是对从某一特殊的角度，即从传媒在这些问题的定义及格式化中影响力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的担忧。在某一确定的时刻，在冲突、问题和要求干预的多种可能的情势下，是谁造成某些情势变得显而易见，而另一些就永远不为人知？这里的假设是，长期以来传媒给这些问题的构型或给公众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带来了重要影响，因此完全有必要进行公共经验形式的研究。

公共问题的不同主角

公共问题构建的研究伊始，就应该思考和分析由传媒带给事件构建的许多意义。在法国，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埃莉塞·欧维隆，她对20世纪70年代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
 
[203]

 的分析，揭示了传媒是如何以某种方式来拿捏事件报道，并将此突然呈现在公共舞台上的。得益于通讯社对稿件的重新处理，传媒所采取的叙述和格式化，对再现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反响。构建人们所谓的“新闻价值”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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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有助于关注事件战略意义的整体研究。实际上，很容易就能发现，当对同一主题有不同的解释时，当围绕其诸多的阐释发生冲突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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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而降。

这一问题就此成为公共事件，它使三类行为者参与进来。首先是哈维·莫劳奇和马利兰·勒斯特在其划时代
 
[207]

 的研究中所谓的“事件的推销者”，即那些让人了解事实、并试图通过记者招待会、抗议示威和散发新闻稿等方法，提醒舆论和传媒的人。其次是“新闻的组装者”，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是记者，他们受到来自推销者的压力，在专业套路范围内，将之改造成随时可用的材料。最后是“新闻的消费者”，即读者、听众和电视观众，他们有可能会注意传媒带来的那些增加其认识的信息。表达某种不安、工作配置和接收活动是构建某些公共事件的三个步骤，这些事件常常属于社会问题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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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将三类参与者置于一个交叉的逻辑体系之中。

血友病患者被艾滋病毒感染的悲剧起因于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污血案丑闻”，这一悲剧不仅成为呈现建立于不同的对峙主角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范例，还成为呈现某些传媒在传布公共健康问题方面影响力渐增的范例。帕特里克·尚帕涅和多米尼克·马尔切蒂
 
[209]

 指出，这一病案的超强传媒化发生在第一阶段（1982～1985年），当时有关新闻的处理相对“正常”（报刊报道了污染恐惧、同性恋者和吸毒者），以及第二阶段（1985～1988年），其间病案成为专家事务（各家大报都表现出某种相对的谨慎，并反对这样或那样的团体与个人的谴责）。之后的1989年，传媒出现了摇摆，主要原因是来自科学界的内部对抗（一些官员的争论以及某些非专科医生对事件传媒化的恶感），以及某些毫无医学或科学常识的记者搜寻煽情新闻的本能。

但丑闻直到1991年才真正向广大公众暴露，研究人员、医生、政治人物、甚至记者都因此遭到起诉。上述两位专家的研究表明，报刊在建构丑闻过程中的作用是主要的，这一丑闻的建构是众多的新闻推广者（一些面对国家、法律和记者的受害者）对抗的结果，甚或是新闻的组装者（面对医学界、政界和同行的记者）对抗的结果。他们在仔细分析报刊发表的稿件以及电台和电视播出的相关节目时发现，污血案是集体过错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它比其他一些由输血引起的感染（例如，由于在采血之前没有对供血者进行筛选所致）的后果要轻得多。但后一类情况却没有引发丑闻，因为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把这场污血案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帕特里克·尚帕涅和多米尼克·马尔切蒂用事实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不仅是血友病患者组成了极为有效的压力集团对大型媒体施压，还因为罪魁祸首（某几位医生和国家血库的负责人）的身份似乎比较容易确认。

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看，这一丑闻的曝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不同的相关部门对传媒领导层的压力，迫使传媒对事件作出一定的再现。这一曝光还与媒体之间的极度竞争有关。即使不提当时传媒界经历转变的细节，我们仍然能用几句话来着重指出医学记者内部的斗争：一方面，面对大报（特别是《世界报》，其主导地位颇受争议）、电视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新闻实践的发展以追求收视率和揭露性为目标，鼓励最大程度地争取受众。在传媒处理污血问题的方式上，视听媒介记者的影响力占优势。上述两位研究人员补充说，当传媒替换了某些在舆论中已获披露的问题（如医务界的金钱交易、朋友之间的私了、逃避责任的政客等）之后，这场悲剧就变成了丑闻。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表明，记者越能满足不同受众的期待，他们就越容易构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构建公共问题的这一“污血丑闻”事例令人意识到，由患者协会、专业记者、科学和医学专家以及高级公务员组成的“运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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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速度之缓慢，到了一个既定时刻，他们才开始建立联系，才开始合作，或才开始产生冲突。这些当事者结成的网络错综复杂，虽然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协会、新闻界、医务人员、行政部门等），但他们（证人、受害者和专家等）原本就是同质的，他们催生了一个运作者团体，其活动都针对同一类问题。他们的互相依存性解释了社会病的曝光机理，以及上升为“事件”或“丑闻”的可能。

这是因为多重体制空间和社团空间相互联结，在处理舆论敏感的问题（政治、法律、行政和媒体等）上，它们按各自的水平发挥作用。“社会传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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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不同层面问题的传送能力都已改善，以公共政策的名义关注问题亦来得更为容易。在此背景下，公共问题的传媒化（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似乎日益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以期警示公民，并试图解决问题。从今往后，事件的推广者和利益承包者必须真正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改革的要求放在传媒议程中。

尽管与先前的看法相比略有差别，但电视马拉松晚会
 
[212]

 这一节目却证明了传媒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一种新形式。自1987年开始，由法国一个病友协会——法国抗击进行性肌萎缩病协会（AFM）发起组织了这台在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的节目，在每年中的某一天，患者、研究人员和歌星、影星以及公众相聚在这一伟大的集体团结运动中，历时24小时以上。这一电视场面的设计宗旨是努力引导和协调电视观众，见证小小荧屏不仅在感动观众，而且在动员观众方面所施展的影响。它既可以被诠释为构建传媒事件的手段（收视率统计数字体现了这一点），也可以被诠释为将抗击这种疾病作为国家利益事业的手段、或寻找减轻患者痛楚疗法的手段（通过电视观众的捐助为相关科研提供资金来源）。

在此意义上，它参与了某些人道主义事业的超强传媒化运动，完全有别于传统的集体动员方式（如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而完全体现为构建公共问题明显依赖于电视媒介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传媒不再是其他公共行动中简单的工具，而是施展于公共空间的核心仪器。

人们通过一个研究团队所做的关于电视马拉松节目的调查
 
[213]

 ，特别是通过与节目收视纪录相联的热线电话通话量分析，发现了电视观众播叫装置的威力。电视诉求带来的影响立即激发了众多的电话呼叫效应，尽管在接受询问时，电视观众否认了其慷慨之举受到节目的影响。在感情上，电视观众既有精神上的联想又有情绪的排遣，他们在收看节目期间开展的对话形式多样（有介入的、务实的，也有批评的、讽刺的）。由电视画面引发的收视行为和议论的弹性较大，它印证了这一面对人道主义诉求的计划，电视收视行为不甚确定的特点。

这一类型的节目还能提供一些关于捐助理念的其他经验。捐助伦理通常是一种私人关系层面的自省形式，与算计和利益层面截然相反。然而，电视马拉松节目将这些慷慨举动重新放置在公共空间：本来应该是私密的、个人的、自发的捐助姿态，由于其传媒化，而变为展示的、集体的和编排的。这项调查的研究者们总结说，“电视马拉松节目中的允诺并没有与公共讨论空间依次连接，而是通过一致而同步的行动，朝向创造、推广和增加人与人之间维系的某些手段。”
 
[214]



如今，电视节目的策划中已经吸纳了遥感痛苦之策略，使节目成为能够围绕同一事业，聚集和动员不同观众的公共舞台。
 
[215]

 这些事业或多或少都被连续的画面所震撼，这些画面带给观众的是疾病和不公道的客观证据，在情绪感染的作用下，令人怜悯死者，同情患者（2004年12月东南亚海啸激发的全球团结就是生动的注解）。从那以后，电视将“慷慨形式”和集体团结范式强加于人，并在此方面施展通常是决定性的影响，但同时有可能因此让人忘却问题经常来自公共权力的失责，以及问题的解决并不应该仅仅依靠个人的作为。

一套完整的诠释框架

若想改变经历丑闻或不公正时的别扭，将之“上升到普遍性”（如同专家们所言）的前提是，人们能够在信心范围内推论、能够指定负责人、能够表明诉求，以期解决问题。换言之，这一活动再次要求能够建立社会的认识体系，借用埃尔文·戈夫曼的表达法，即“经验框架体系”
 
[216]

 。它意味着，社会化活动家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辨认和分类现象，在其周围的事件丛林中标定位置，并用适当的话语形式来表达其愿望。传媒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诠释资源。

安德烈·莫迪利亚尼和威廉姆·盖松在198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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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北美传媒有关核能源的报道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存在着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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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画面、符号、口号和各种描述组成的诠释框架，用以赋予事件意义。这些对现实的架构方式，不仅依赖于可用于相关主题的政治话语、科学话语和公民话语，也依赖于记者例行的一整套不同的传媒话语，这些话语产生于建立在以筛选原始消息、改写通讯社电讯稿和排版等为基础的职业行为。两位研究者就此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由于核能在报道中被表现为经济发展、掌握自然的象征，并被当做现代性的同义词，所以传媒中占主导地位的架构方式便用了“进步”这一基调。核电站出现的事故自然而然被最小化，因为事故与此主导模式背道而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继反核动员和三英里岛核事故之后，传媒又有一套新的话语流传于新闻市场。人们开始强调存在着较温和或备用的能源方案、强调其他一些危险较低的能源。到了20世纪80年代，围绕灾难脚本和泄漏引起的风险的诠释又再度走热。

毋庸置疑，传媒通过其（与一些别的权力机构和压力团体一起）承载的一套套框架和诠释体系，拥有了定义现实的权力，而现实则是按公众动员的能力随时间而演变的。集体动员运动的发起者们完全有必要（关于这点，稍后再谈）明晰记者的诠释框架、有必要推销精彩的创意以独揽其注意力。但是这些框架在新闻写作技巧、报道和评论中的影响力有助于保证（如同得到某些观察家们支持的那样）传媒缩减遐想空间吗？整套（但非常有限的）诠释的传布，以及依据意识形态来解读与认识事实和事件的传布，对我们评价社会现实会产生重大的限制吗？我们已经遇到了传媒在影响政治生活认知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努力根据现实情况来回答上述问题。答案与社会活动家将诠释框架引入记者工作的活动能力有关，与受众面对传媒话语而拥有的协商自主权有关。

目前，法国对架构公共问题的专题研究为数较少，但其中一项针对1950年至1994年期间电视关于郊区问题报道的研究，带来了准确的阐释，为相关主题提供了明白易懂的补充。法国电视如何具体表现郊区问题，从而再现移民和伊斯兰头巾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有关联），甚或再现最近有关宗教与世俗化的争论？在公众想象力中，电视传播了怎样的“阿拉伯鬼”集体形象？电视凭什么参与诠释框架的构建，而这些诠释通常又都是社会上的刻板印象？这些疑问正是亨利·布瓦耶和居伊·洛夏尔进行的研究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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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公共框架这一主题的认定源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中介作用”的过程（引人关注某些族裔的代言声音，犹如19世纪的慈善家或20世纪的不同政治信仰的斗士、各种协会的发言人）；另一方面，是“传媒化”的过程（根据不同的媒介而变化，而电视在使郊区问题成为法国重大“社会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以往的两个世纪中，郊区问题一直与城市空间和社会边缘化的形成有关，如今，郊区问题的再现重新成为电视话语，从电视自身运作的理念、自己的叙事手段和编排的角度重新现实化。电视节目（演播厅录制的节目或现场报道）因此而类似于可不停制造想象现实的工具。在电视兴起之初，郊区问题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只是未加细分的城市问题的一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它只是在言及住房问题或皮埃尔神父的立场时才稍有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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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成为“关乎社会整体”的大问题，重新引起记者的注意，记者们开始逐渐关注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引发一代与另一代之间关系的紧张。之后的10年中（20世纪70年代），郊区问题成为报道的对象，在电视节目中所占的位置也逐渐增大，城市规划偏航对环境造成破坏、校园暴力现象出现、社会生活中不如意的居民对此的心理反应等成为讨论和报道中反复出现的话题。

对郊区问题的关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事件进入景观化和戏剧化为标志。里昂市许多街区汽车造成的混乱现象（1981年），激活了法国社会中移民的地位问题，于是移民的地位在传媒的再现中被定性，被视作与青少年违法犯罪相关的特殊经验。一方面，是“阿拉伯鬼”形象（1983年的“和平行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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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某种形式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暴力行为的画面（拍摄的画面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如挑战或挑衅的态度）产生了贴标签的效果（移民青年是一群具有反叛性格的小流氓）。“已经融入的”移民与“被排斥的”移民之间的对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话题。公共权力、郊区社会活动家和记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由力量对比关系和迷惑他人的企图所组成的复杂构型，若要在此将它解释清楚，需要太多时间。

我们只需记住一点，即郊区问题在电视媒介议程上的分量日显重要，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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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伊斯兰激进主义也都叠加上来，郊区被认作传教的主要场所。被传媒放大的“伊斯兰头巾”事件（1989年末）提升了话语紧张不安的程度。调查者认为，“所有的一切都交汇到原来殊异现象之间的结合－同化过程，但它是被人为地铰接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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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难以采纳能够分析现实复杂性的话语，它在这方面总是失败，因为按符号学家的术语，话语的建构逻辑生成了对现实刻板的认知。倘若郊区问题真的契合于同质的社会现象（如移民问题、社会边缘化、杂乱无章的城市规划等），那它就不能缩减为建立在仓促混杂基础上的简单化话语，这种（移民、青少年、暴力之间的）混杂将所有的邪恶都归结到郊区问题上。各电视台因痛斥某些困难街区的外国人而受到指责，因为电视台的做法导致记者有意自赎、修复或改正（用亨利·布瓦耶和居伊·洛夏尔的话来说是“重新改善”）在20世纪90年代造成损失的形象。

尽管这一努力值得褒扬，然而所提的诠释框架将对立的世界观并置，而无法接纳虽然算不上是独特的视角，却是真正的分析观点。不管人们情愿与否，电视景观使用和滥用了达成一致的刻板套路，它根据意识形态来解读事实。它使社会现实凝固，与此同时，或者讥讽、将其恶魔化、予以谴责，或者坚持赎罪式的自我批评，但仍不改积习。电视记者在考虑骗取、追求戏剧性和情感与考虑可信度、追求证据之间无所适从，他们认识到，将“显示”和演示达成一致是困难的。他们似乎被预先建立并缩减的诠释所束缚。荧屏提供的诠释资源类似事先构建的栅栏，电视观众很难摆脱，因为问题的认知可能缺乏历史的厚度、缺乏对形势多种原因的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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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层意义上，传媒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作用——极度地简化了社会现实。

互动理念

公共问题的传媒化不仅要求理解诠释框架和传媒话语的演变，而且还要理解公共问题设计的具体条件、传媒化引起的职业行为的现实性，也即理解传媒作为编辑机构以及作为消息来源、记者与公众之间关系体系的运作方式。从特性上看，话语意义和社会学意义是紧密地糅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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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公共问题的传媒化还导致质疑消息来源、事件推广者拥有不平等的资源，以说服记者集中其注意力，倾听公众。通过分析三类行为主体（新闻来源、事件推广者或利益承包者、记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可以理解问题的呈现或拒绝机制。这一思路有利于摆脱“传媒中心主义”（médiacentri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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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利于重新定位传媒对行为主体关系网理念以及对互动理念的影响。

此前，我们曾经言及行为者和体制（运营者网络）共同体，其叠加形态有助于定义和引发社会问题，有助于某些用来将社会问题传媒化的策略。在此，我们重新来谈谈这一问题，目的并不是考虑作为独立行为的新闻实践，而是优先考虑消息来源和传媒之间建立的关系，同时更好地领会那些不同行为方式的错综复杂性，因为消息来源“是占据某些空间的要素，在这些空间里既有为进入传媒所作的努力，也有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分配的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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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关乎消息来源的职业化（发言人、传媒与传播关系专家等的崛起），后者关乎记者行业的转型（职业的非稳定化、竞争和效益的增长、独家新闻的增值等），二者涉及的方面都影响它们之间的配合与冲突，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传媒权力问题。

专家们提供的一些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消息来源与传媒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并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尽管这些研究显出某种理论上的折中，但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非常确切的见解。在此，我们的讨论暂且停留在城市暴力这一问题上。

不同的社会活动家都试图在社会上采取行动，并进入公共空间，以期获得高曝光率和影响力，基于这一原理，人们可以像埃里克·马塞和昂热莉娜·佩拉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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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的那样，努力去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传媒处理类似城市暴力等敏感问题的方式。此举的目的在于领会全国传媒的想象力是如何围绕着这一反复出现的问题而构建的，从而，通过分析社会、政治和记者再现产生的方式，领会城市暴力的“现实性”是如何形成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公共空间被想象成表达的、信息的和审议的空间，同时穿越权力关系、传播策略和（应该重视并介入这些问题的）定义冲突。在其掌握的范围内（因为他们将事件体现为新闻），记者们很大程度上再现了这一公共空间的决策者们。

这两位研究者聚焦全国性报刊和地区性报刊以及电视台（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二台），阐明了记者处理城市暴力的方式与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治和公共讨论的变量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指出，阐明处理暴力的议程取决于相关行为者的动员能力和行动方式。这一社会动员的强度极大地影响了诠释框架，记者们在此框架中为描述和解释这些现象而奔走。

在此我们要提醒的是：决绝行为（rupture）（如斯特拉斯堡市的焚车事件、敏感街区的紧张状态、沃勒昂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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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骚乱等）的明显增多，使得一些政治负责人无法回避人们将此现象诠释为对法国社会的威胁，而鼓吹回归共和秩序，以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博弈涉及治安恶化和移民。在这一事件中，新闻从业人员一直为持续的疑虑、为诠释框架的某种危机所累，他们在“注重现实”（确信面对这些他们认为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警察应该严打）和“超凡入圣”（认同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两种立场之间犹豫不决，更确切地说，老是徘徊在这两极之间，并按事件以及政治社会态势的不同，采取可变的态度。他们对城市暴力的分析依赖于三种诠释逻辑：第一种是建立在秩序与无序对立基础上的逻辑；第二种是将严格遵守移民融入规则的人士与认为移民特征与犯罪组织有关人士区分开来的逻辑；第三种是更加积极的逻辑，强调当代城市舞台上崛起的新冲突和新的行为者。

显而易见，这些诠释根据媒介及其在目标公众心目中地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据分析，全国性大报（如《世界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大众化和当地化的报刊（如《巴黎人报》的全国版和地方版）、地区性报刊［如《中部电讯报》 （La Dépêche du Midi）］、全国电视台（如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二台）、地方电视台（如法国电视三台属下的大巴黎地区台）和法新社等，在处理城市暴力新闻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在被称作老一套的状态中，原始消息的传播策略和篇幅方面的限制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某些程度较轻的重复事件（打砸抢、一般违法案件等）方面，记者仅限于采纳主要消息来源的观点，即警方和内政部的观点，进行报道而已。不然的话，某些有意获得更大程度曝光的当事方，就会试图制造事件，利用记者来更多地谈及他们（如当地居民协会希望其生活街区的治安恶化悲剧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或者是街区的青年通过制造破坏活动替自己做广告）。

在被称作例外的状态（骚乱常常由警察的粗暴行为引起）中，事件的不可知性打破常规，并将记者与诠释中的严重问题进行对照。编辑部门也在新闻处理的遣词上——在究竟是用违法还是用骚乱上举棋不定。警方和政界的用词通常将暴力定性为有组织犯罪，在现场报道的记者却给暴力行为者说话的机会，给予他们与其他采访对象同样的权力。而地区性报刊则出奇的真实，他们努力保持中立的姿态，在用违法犯罪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将其诠释为抗议行动的两种话语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他们与全国性大报的显著不同在于，全国性大报试图以更为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城市暴力和涉及治安恶化的问题。

最后，在被称作放大的状态中，记者的能动性直接参与制造其报道的事件。在实际工作中，为了避免被时效和遮蔽所左右，某些媒体的负责人决定主动去作报道，使得媒体自身成为某种形式的消息源。至于电视台，负责人的意愿并不总是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而是更好地理解事件发生现场的真相。在这种情形下，摄像机像显影剂或者放大器一样作业，它通常会加剧紧张关系，导致相关的社会活动家竞相许诺，导致了好斗性和暴力的增加。埃里克·马塞和昂热莉娜·佩拉尔瓦分析说，展示者和被展示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产生反常效果，例如法国电视六台的《禁地》（Zone Interdite）栏目播出了一个题为《青少年与无法无天》的报道（1998年2月），其中有警察干预引起许多汽车被焚的画面。现场记者唯一的贡献是生产出景观式暴力场面，从而使自己对城市暴力的调查合法化。

传媒叙事的建构因此而顺应多重情势逻辑以及不同行为者之间极不稳定的相互依存构型。传媒没有属于自身的权力，因为传媒嵌入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构型中，使某些公共问题上升到普遍性层面，而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正相联在这一构型之中。这些公共问题的浮现和曝光依赖于许多社会因素。首先，是“推广者们”拥有的资源，及其是否成功运用策略（制造事件、示威游行、暴力行为、有组织的“逃逸”等），以及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对记者新闻报道的制约。其次，报道篇幅和媒介特性的限制以及指令的作用，令记者们按预设的写作格式来处理新闻主题。在尊重新闻采集规范（如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报道的长度等）、新闻写作规范（尤其是特别的栏目、排版或编排方式、画面表现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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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职业规范之外，每一媒体的企业理念、发行量或收视率的压力及其新闻构想，实际上决定了强加给记者的市场理念和编辑理念。最后，还有新闻业自身的内部活力，换言之，即记者与消息提供者之间的共谋与默契的关系、其个人渠道、个人在媒体内的地位，以及个人能力或专长等。

以上所有这些因素都相互作用于公共问题的构建。毫无疑问，某些社会活动家比另外一些更有影响力，例如权力机构的代表（如政治家、警察、法官等）或（行政、科技方面的）专家，他们能够通过反对协会或民间组织的成员，或直接反对单独的行为者的方式，更加容易地将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推介给传媒。如果看得更远些，传媒弱化了公共空间的某些行为者，同时强化了另一些缩在后面的行为者的影响力。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的是不同行为者之间资源上的不平等，导致影响力角逐的结局是无法预料的，在社会现实重要的“客观性”及其作为社会事务的突破口以及传媒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作为与城市暴力看法有关的连带话题，不能不提及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时治安恶化问题及其引发的传媒激愤。它完全体现在放大的状态中，因而成为问题，这不仅是竞选运动费墨良多的篇章，也是再次质疑传媒权力及其引导选举结果能力的篇章。

在此，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深入研究的成果。根据泰勒－尼尔森－索福瑞公司在2002年1月1日至5月5日期间，就“社会新闻、警察和法律”主题，对65家媒体（23家在全国有线网和卫视平台播放节目的电视台、18家地区电视台和24家电台）进行的专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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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中涉及人们谈论的治安恶化问题的场景大幅增多。在1月7日至5月5日的第二轮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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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总共有18766个节目与罪案、投掷石块、惯常的偷盗、持械抢劫、司法训诫和警方干预等有关。换句话说，每周平均有987个这样的节目。这些数据首先证实了（2002年二三月份）相关主题的节目增加了126％，其次还证实了（2002年1月1日至5月5日期间）传媒对治安恶化的报道两倍于就业问题的报道、八倍于失业问题的报道。与此同期，电视台提供60％的时段、报纸提供25％的版面、电台提供12％的时段来报道治安恶化问题。最后，还有一个得以确认的事实：大选期间，不但法国电视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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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晚间新闻中，涉及罪案和违法案件的消息比法国电视二台晚间新闻中的同类消息多出两倍（而午间新闻时一台和二台的同类消息比例则是4∶1），而且更有甚者，第一轮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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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电视屏幕上有关治安恶化的新闻骤降67％，而所有媒体的有关治安问题的新闻则减少了50％左右。

传媒的如此脾性或许是由于电视记者特殊的工作条件所致，在大选期间他们更加以被市场法则诱发的拟态（mimétisme）理念和竞相炒作理念来开展工作。这种市场法则表现为追逐独家新闻、追求戏剧化的意愿、收视率至上等这些已经反复论及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电视不可否认地助长了过度再现危险的倾向，起到了回音壁和共鸣箱的作用，同时还过度地放大了所谓对法国社会威胁的诠释构架。达尼埃尔·施奈德曼指出，对治安恶化的这种认知始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他的2001年7月14日国庆致词中，治安恶化是主要话题之一；美国的“9·11”事件强化了不安情绪；有关2001年至2002年间违法案件上升的数字也可能导致更加洞察入微的解读，而（2001年4月18日）发生在奥尔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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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七旬老人遇袭案则成为传媒激愤的延长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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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2002年头几个月法国两家主要电视台（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二台）对有关治安恶化新闻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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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指出这两家电视台都特别聚焦受害者及其亲友，或特别聚焦警察和工会活动人士。他们几乎都没有（例如从城市暴力起因的角度）分析问题的症结，而是倾向于用多少有点刻板的形式，来报道各个方面与此社会新闻相关的人士，如受害者是无辜的，寻衅者是没有人道的，警察对此又是无能的等等。此外，播出的报道在方式上还十分剧作化，电视新闻提供的治安恶化视野，事实上都以暴力的视觉化和对郊区青少年的谴责为重点。

如果认同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和日益增长的新闻商品化有利于上述问题的放大和高估现实局势的看法，那要得出以下结论（似乎略嫌过早）是困难的。换言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无法认定传媒成就了选举，也就是说，无法认定是传媒使让－玛丽·勒庞进入了第二轮投票阶段。因果联系既无法十分简单地判定，也无法十分简单地呈现，因为电视媒介的影响力不可以同其他一些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相隔离。传媒不是唯一的应该承担责任者，即使它在整个大选期间不加掩饰地导演了治安恶化这一幕。最近一些有关受众的研究（相关论述稍后再展开）得出的教益促使人们审慎思考，尽管可以认为，电视在这一选举中以其架构问题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集体想象力和某些选民的投票行为。

稍前言及的对公共问题构建的不同研究证实，在消息来源或策动者（entrepreneurs de causes）议程与传媒议程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却存在着策略和计谋的复杂游戏以及不平等力量对比关系的复杂游戏，而这一关系在确定当时的“公共”热点问题上是互动的。让·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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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研究过胜选的魁北克议员与政治记者之间的关系，诚如他的见解，人们可以预见“议程设置”模式的局限性。这一模式建立了传媒赋予某些主题的重要性与公民认知这些主题的重要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总之，若想了解究竟是消息来源还是记者决定了传媒的议程，若想核实传媒是事件简单的中继者还是真正的过滤者，就必须把播发的新闻当做一件共同作品来思考，它的作者们是介入公共讨论的众多参与者。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从今往后有必要使用“议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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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概念，其含义为“集体制定导致传媒、决策者和公众之间某种对等性的议程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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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不仅仅是两种对立理念的产品。双方均在一定范围内将对方的理念并入自己的理念，并努力预先考虑对方的期待。让·夏隆指出，最具决定意义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在于议题或问题的强制性，而“在于界定选择讨论主题的内在标准”。争取将某个既定议题或问题的现实定义强加于人的努力本身，就强调了传媒现象复杂而又琐碎的特性。这种努力的启发是，新闻并不体现事实的真实性，而是体现社会活动家们在不停的互动中将事实打造成事件的能力。

传媒在公共话语表达范式中的影响力

传媒对公共空间的讨论范式的影响，与公共问题的构建紧密相联，并将以上思路延伸。在此，它不仅对运营者网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或一套套诠释框架感兴趣，而且还对不同的资源感兴趣，因为对峙的行为者为了使用传媒，尤其是为了利用各主要角色之间的不同影响力而调动这些资源。由于传媒有可能成为当今公共讨论最主要的论坛，再加上，若想不通过传媒化的卡夫丁轭形门
 
[241]

 而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难，某些社会活动家似乎为赢得曝光度和知名度，而不惜损害公共话语传统的传播渠道。此外，公共空间的表达方法也遭遇了新的挑战——互联网的飞跃发展给传播带来前所未闻的可能性：传统行为者的话语权似乎从此受到外行话语权的挑战。

公共话语权表面的拓展受益于传媒，但它的确切范围尚待估测（其主要行为者是谁，他们拥有哪些资源，他们在哪些层面上参与），有关集体博弈的产生和表达条件也尚待评估（其效率如何）。在此，与其说要绘制一张最具代表性的媒体地图，不如说是想检验进入传媒空间的程序，并研究某些行为者影响力贬值或升值的过程。

我们想要捍卫的理念如下：传媒肯定是公共讨论民主化的工具，它毫无疑问地鼓励外行的公众通过多重介入渠道，越来越多地参与，然而，这柄双刃剑的另一侧是，传媒并不能消除不同立场之间固有的不均等，也不能消除某些更有能力的参与者在影响力方面的优势。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说，研究的角度首先要求人们思考，争取话语权导致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透明度（包括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在内的一切，都已在公共场所被谈论），但消除取得话语权的障碍也并不意味着不合情理的效果。所谓不合情理，指的是忘却了留出思考余地的重要性、忽略了其他人的想法或其他价值观的贡献，而甘冒因众多争论观点的减少所引起讨论的贫瘠之危险。

公共空间的法定参与者

如果不求十全十美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能界定最近几十年来法国公共空间那些常见的具有法定话语权的行为者。长期以来在公共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无非是职业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偶尔还有专家和学者，此外，当然还有无名者、公民等，他们为了让人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失时机地用各种方式进行表达（如选举机会、游行、示威等）。长期以来，以在公共空间运作为特征的、为争取表达自由和个人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如今它由于现代传播手段的巨大延伸而对应于其他的现实意义和范式。新的行为者（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艺术家、体育明星等）因而获得了影响力；原先的行为者（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等）失却了其骄傲；还有另外一些行为者也获得了权威性（专家地位）或找到了更多的回应（外行层面）。

由于无法详细列举所有的变化——由有意让人听到自己声音的不同行为者组成的社会构型所经历的变化，我们只能选取号称代表传媒化引起变化的事例的那部分。习惯于在公共空间表达的参与者们，通常都是根据其代表性，或者其知名度或能力，合法地来行此事。民选的负责人或被任命的负责人大致对应第一类行为者；（公共）知识分子为第二类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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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和学者为第三类行为者。新鲜之处在于，公共话语的每一个领域，记者要么都成为第一线的对话者，要么都成为直接的竞争者。

我们不会停留在从事政治活动的专业人士的境遇上，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看见了记者是如何修改其自我表现方式及其行动理念的。多年来，人们在法国看见的尽是政治阶层信誉扫地（信任危机一再被民意调查所证实）和意识形态界线模糊（在一些问题上左/右翼的对立已不太容易识别）的例子，这些都不利于人们接受其话语，对于法国大部分公民而言，他们的话语与大家关注的当务之急相距甚远，或者干脆听不见。大量侵入政治领域的传播策略、刺激许多当选者的透明度崇拜，以及令人臣服的时效性压力，大都证明了其地位的不确定性、政治话语权特性的弱化及其所采取的立场的随机反弹。

这些带有强烈的传媒导向的行为损害了其功能（政治人物应该经常与“人们”近距离接触），并令其话语平庸化（从今往后，他们将受到诸如记者、专家、法官等新的合法话语行为者的挑战）。如果再掺杂一些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的腐败案件，那他们立即会被大打折扣。政治话语并不因此而软弱无力，它总是与传媒反响相辅相成。只有个别内行且能干的强势要人才能抽身，才能吸引记者和舆情的注意力，并影响公共讨论。

在由政治人物、记者和舆情组成的三角关系中，政治人物已不再自然而然地处于强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政治记者已取得权威性，并不再被简化为政治话语简单的中继或传送带。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他们已经获得自立而彼此之间已形成既联盟又对立的关系，他们评判民意调查结果以质询政治人物。但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电视脱口秀节目所谓的社会讨论的压力，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权力的增长，都给这些记者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测试舆情的民意调查专家、政治学家成为记者之外的第二类竞争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评论与分析，即美国人常说的“赛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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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马”这一术语指选举期间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来对当选者而且还有可能对选民产生影响。在反对政治人物、竞争和民意调查者权势的斗争中，结果是不甚确定的，政治人物也未必能够获得最终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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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行为者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公共空间中地位的稳定性似乎不如政治人物。长期以来，法国知识分子被视作先知和精神领袖，被视作评判社会的全能代表，他们（简言之，即成为政界人物的文化界人物，曾几何时，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名声参与公共讨论）现在却不可否认地失去了往昔的骄傲。近几十年来，保罗·贝尼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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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言及的“世俗精神权力”已坍塌，或至少已病入膏肓。许多精神导师饰演着安提戈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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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保罗·萨特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他们误入歧途去坚守防御不住的事业，或转为实用主义，堪与克瑞翁媲美。在此，我们无意重提那些并非解释最终衰落，而是解释传统文人形象相对枯竭的多种原因，因为长期以来对这些原因已有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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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兴趣的是公共讨论中传媒在文人参与方式转型方面的影响力。

25年前，雷吉斯·德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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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是这方面的开先河者，他让人以否定的眼光关注视听传媒对电视直播节目中所交流的论据质量，以及被景观理念和收视理念笼罩的浅薄思想造成的影响。知识分子形象的重组实际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相交之际，它表明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视觉理念支配下的转型。这一时期，传媒强化其活动影响力的例证成堆，例如根据电视模式安排讨论和辩论；与请愿者代言人和传媒业相联的集体行动的传媒化；通过影坛或歌坛明星投资政界，其中有些还扮演了思想主宰的角色，临时替代了知识分子；借助市场营销的成熟技巧发起的思想运动、由记者制订的知识分子排行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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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类似的例子全都开列出来，这份清单会很长，传媒在这些方面实施了一项贴标签的工作：传媒将某一画面同某一要人连在一起，指定经其核准的代表，确定谁是知识分子、谁不是。1968年五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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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的新一代文人在大量投资新闻业（尤其是报纸和杂志）以及传播行业以迅速获取订单的同时，又将悄然推进这一趋势。这个圈子因此遭遇了身份危机，介于几种文人模式之间：日益倾向于以象牙塔作挡箭牌的传统知识分子模式、不再生活在（舞台前沿的）脚灯下的传媒知识分子（如吕克·费雷、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勒、阿兰·芬吉埃尔克鲁特和阿兰·明可等）模式，以及准备参与其能力范围内问题，而不染指其掌控之外问题的等距知识分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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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人介入公共空间方式的逐渐重组，促进了“智力专家”和传媒专家的接触范围，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某种爆裂，在这一关系准则中，代理的感觉以及合并两类不同专家多变立场的能力成为获得反响的主要王牌。某些观念传播者（记者）代理观念生产者之职，米歇尔·福柯所谓的“知识效应”被“舆情效应”替代。对于大多数观察家而言，记者就这样成为功能相同的知识分子。

因此，上述秩序的偏差造成了传媒知识分子的缺憾，造成了社论生产仓促行文的缺憾（即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谓的快餐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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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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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真正发挥着对知识分子世界的裁判作用，从而在界定知识分子合法性方面获得了权力，并常常在这一领域发挥着权威作用。1985年的法国社会风潮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重登公共讨论舞台，以自己的方式印证记者在筛选请愿者和认知方面产生的影响。
 
[254]

 知识界自主地位的丧失和知识分子身份危机开启了通过传媒进行传通活动之途径，这一传通方式一方面伴随着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之不容争议的腐化，另一方面伴随着有限的公共空间的贬值（公共空间如同学界、宗教界和科学界，有自己的评估标准）。

第三类行为者是专家（属于技术官僚范畴）和学者（属于科学家范畴），他们也未能躲避吹拂观念空间和讨论空间的现代化之风。以知识与能力的合法性为基础的专家的强势升值，的确是近几十年来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各种观点可以自由表达的社会里，人们感到有必要将这些观点进行分类。多米尼克·吴尔敦确信，“专家作用的大幅提升是对以下这一问题的回应：既然所有话语权都是平等的，那话语权该给谁？”他在这种专家升值趋势中发现一个信号：随着有意愿表达者人数的增加，对有效而具权威性话语权的需求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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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权力不在决策者，而在人们获得权威意见的专家，那么依靠专家似乎是解决效力和权力关系问题的方法。

分析第三类行为者影响力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从触及政治领域的危机征兆和困扰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性征兆的角度进行。高级公务员、医学专家、社会专家和公共健康专家在行政机关影响力的提升表明，当仲裁遇到困难时，当政者越来越多地将专家的看法作为护身符。是否应该禁止转基因食品？是否能够批准治疗用或生育用克隆技术？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校园暴力是合适的？如此众多的问题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需要创建“顾问”小组或委员会，需要听取或调查民意。对科技专业知识的诉求因此与可参与民主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成为有助于政治决策的工具。

受到竭力推荐的商议方法及其在传媒上的广告效应，被视作参与新生的公共空间构建的要素。
 
[256]

 一方面，是咨询程序，它建立在互不相干的知名人士之间交流和讨论的伦理基础上；另一方面，是（与共和国总统有关的）正式任命的安排，这两方面的做法引起了面向舆情的公示效应。“顾问们”反对政客政治，崇尚科学和理性以及视角高度，他们是当选者与公民之间的新型调停者，负责超越现存的意识形态分歧、重新提出问题、推荐解决方案，当然也有可能将普通公民排除在提出主张和建议的过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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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委员会诸如全国伦理咨询委员会、国籍委员会、融入事务高级理事会、反毒品和毒瘾委员会与政教分离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印证了这些工作和思想团体影响力的增长，委员会主要由科学家、医生、大学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国家代表和当选者组成，并为公共权力提供建议。传媒心甘情愿地听取这些专家和学者的意见，邀请在话筒和镜头前最为自如的知名人士（如让－保罗·菲图斯、埃德加·莫兰、阿克赛·卡恩、雅克·特斯塔尔、于贝·尔利弗、阿尔贝·雅卡尔等）接受采访，从而为他们话语的合法性增添了筹码。专家的看法相当于精神上和科学上的担保，构成了当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新的表达。从此，长期以来有关生物技术、转基因研究和人类染色体认识的讨论，越来越以小型专家委员会的商议理念和传媒理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量。

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有关全国伦理咨询委员会与不同的印刷媒介和视听媒介记者之间的联系。这项研究初步发现，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不但极度在意掌控所表达“意见”的传播，而且还通过字斟句酌地起草新闻稿、精心组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尽量做好自己的准备工作，以避免新闻走样以及传媒的无限放大现象的发生。研究还指出，医学和健康方面专业记者的能力极不相同，对最能产生轰动效应的独家新闻（例如安乐死、克隆人、“药物婴儿”、脸部的局部或整体皮移植等）之追求是无度的，传媒的简单化和近似化也是司空见惯的。

传媒鼓励把新颖当做最高法则，将各种观点的碎片状态（同时孤立论证的元素，并令其畸形发展）并置起来，事件的传播多于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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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还可以补充苏珊·德舍维涅提出的见解：“公共问题由行为者（包括传媒在内）通过集体对局势的提问方式来制定，而局势的大部分都展现在传媒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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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舞台上，记者、专家和学者共同分担角色、举证和评论。

最后，假如除去专家和学者的话，权威话语的代表（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似乎被传媒所撼动，新的行为者（尤其是记者）似乎突然在公共空间出现。这些新的行为者拥有选择和反馈的权力，这种权力如今应同普通公民表达的改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了。

外行的话语：个人见证

那么还有没有普通话语权呢？它还存在并听得见吗？它相当有限的场合仍然可信吗？传媒所遭遇的匿名个人采取的公共立场引起的反响在继续扩大吗？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拓展了有利于多元舆论的讨论，还是相反，助长了限制或关闭公共空间的意愿？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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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就公共讨论中的报刊角色问题率先提供过答案。他认为，19世纪报刊的飞跃发展加速了舆情的传播，完成了将个人和地方舆情融合成集体和全国舆情的工作。他解释说，报刊发挥了“社会水泥”作用，成功地将原本是发散的、小块的民众集合成能够意识自己力量和特征的民众。它充当了同一族群或同一社会的纽带，从而鼓励不同理念在同一领域的流通。人们完全可以设问，随着传播手段的突飞猛进，塔尔德的分析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它是否值得深化或修正。无论现在或是将来，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唯一方法，都是从经验的评定出发，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证实或推翻公共讨论的质量在传媒作用下可以改善的这一假设。

普通公民通过个人或集体名义介入公共空间。传媒，而且主要是视听传媒，在为拓展见证或个人经验的表达提供便利的同时，似乎极少改变获得个人话语权的方式，但传媒似乎极大地修改了集体行动方式，因为这些方式过分考虑传媒化。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个人表达层面。

公共话语以及广告化话语形式的增多呼唤舆论和个人判断之表达，呼唤分享体验的经历之愿望，以期为最大多数人带来见证，这已是不容置疑的现象，它主要应归功于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尽管这种现象令人无视近年来法国报纸和杂志“讨论”版面和“舆论”版面的扩大（在这方面，外国报业，尤其是英国和德国报业早就增加了类似版面）。能否让人讲“真话”已成为电视节目编排策略的主要依据，近些年来，真实类节目和脱口秀节目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

多米尼克·梅勒在其有关“私密电视”（télévision de l’intimit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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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强调，荧屏成为一个巨大的忏悔室（人们在此遣释心灵压力、夫妻危机、夫妻私生活的秘密等），它折射了西方社会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的演进。私生活公共化、天主教忏悔实践和个人隐私设置等在暴露狂与偷窥狂之间、在传媒恶习与精神疗法之间徘徊。这些现象不仅是单纯地出于揭秘那些一直被遮蔽的事情（某人的双重生活、某人的同性恋、某人的哀伤、某人的酗酒、某人的残障等）之功用，而且还有可能传递了公共信息（向所有人陈述忠告，提供教训）。一些电视栏目诸如《爱情危险中》（L’amour en danger）、《摘下种种面具》（Bas les masques）、《凡事有商量》、《这是我的选择》（C’est mon choix）和《私生活、公共生活》（Vie privée， vie publique）等，见证了被称为怜悯电视节目的成功，它通过激情和情感的表达提升了外行的表达。生活的电视叙事成为其独自的见证，犹如证词的作用（例如常见的“这是真的，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等）。健康、身体、亲属、家庭都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再请上几个专家（通常是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或心理医生），特别是请上一些普通公民，坐在热望揭秘的电视观众面前。

稍前曾言及的电视节目《藏酷故事》从一开始就激发了观众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很快便又跌落，这一节目可以说在私密性肆虐方面走得更远。这类节目带有游戏意义，并由观众直接体验，它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经验，而是让一些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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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集体经验、参与日常生活的平庸。情感的交流占据了整个节目空间，真实性和透明度崇拜代司剧情之职，从而使得生活关系成为这一节目的主要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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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不再是同情性而是关系性电视的象征，《藏酷故事》出色地体现了一种新电视形态，外部世界越讲越少、而对自己越讲越多。这种新电视形态使得以追求接触为目的的争论边缘化，公众不再是配角或观众，而成为其自己节目的主要角色。

与专家冷漠而疏远的话语相反，普通人的话语热烈而贴近，立即为人接受。不同于公共话语总是在社会舞台层面让人倾听，广播和电视里的话语总是自己的，并具启发性。它改变了公共空间的表达方式，鼓励外行发言，偏重个性和自恋甚于偏重知识和论据。近20年来，它的突起与20世纪末法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相结合。从不完全的意义上而言，它表明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心理文化”和某种社会模式（其中，个人诉求被允许、与众不同的权力被认可）的勃兴。主观性尤其真实性的保证被彰显，公共规则或规范在每个人的生活框架内被私有化、被重新格式化。阿兰·埃伦博格的书名《不确定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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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现代人形象的典范。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经验，而不再根据原有的框架，来检验其信仰和价值的有效性，因为占上风的早已是相对的价值观。

从另一层面而言，电视也鼓励一种更注重表达公民信念的公共话语形式。某些人或许追求额外的承认或身份，另一些人则追求社会无法回答或至少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在某些领域（健康、失业、社会住房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被某种话语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这种话语在一些社会问题讨论节目［如《世纪行》（La marche du siècle）、《头等重要是健康》（Santé à la Une）等］ 的演播厅得以表达。在这种情形下，电视成为更为批评的、甚或激进的话语的载体。但是若我们没有搞错的话，这种话语是可叙述的，因为它是从第一流人物的口中说出来的。

多米尼克·梅勒提醒说，社会关系危机时期，电视本身担当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集体讯息翻译者的角色，或者社会团体或机构中继者的角色。此类角色的电视节目比较常见，它体现了颁布法律或规定的体制生机的缺失，体现了政治代表（政党）和体制代表（工会、教会等）诉求的幻灭，同时也体现了公共权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某种无能。社会融入的困难、重新寻找住房和工作机会、体育和文化设施的匮乏都在个人失误层面被重新解读。如此情形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它遮蔽了社会问题的真实原因，而日益适合于个人化的解读，并被定义为宜于逐个“疗救”的人际关系症状（symptme relationnel）。电视也因此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修理匠。

然而，人们深知，获得话语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唯有那些懂得掌握清晰而概括的言辞者才能真正参与，而那些社会经验不太丰富、不太善于在公众面前表达者，常常言辞犹豫而含混（因而很快就被记者或节目主持人打断）。此类社会选择和电视运作的歧视性例子，尤其是在政治或社会杂志型节目中，不胜枚举。让·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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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90年代筛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节目［如《错误总在缺席者》、《世纪行》、《约会欧洲》 （Le Rendez-vous de l’Europe）等］，对这些节目所作的交流范式的详尽研究表明，政治人物、专家和公民社会的著名代表的话语得益于事先就准备好的专业知识及其知名度，而普通话语层面的公众成员则被降格为次要角色或必须熟悉“表现艺术”。话语权、话语时间和答辩权的分配无不显示出处理的不平等，佐证了电视公共空间的差异性。这些节目制片人的民主愿望原本是完全值得赞扬的，但在现实中却被社会生层（stratification）效应所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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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近来电台互动节目［如《听众也有话语权》（Les auditeurs ont la parole）、《电话铃响了》（Le téléphone sonne）等］日益获得的成功，在这些互动节目中，听众可以评论当天的时事，可以表达他们对某一具体话题的见解，可以与节目主持人对话。这些节目透过追求贴近“法国下层”，以及明显有意地给予那些通常得不到话语权的人更多的表达机会，表征了广播节目发展的新方向。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形下，各个电台的电话接线员对接入者的筛选，也使得人人都有话语权的说法大打折扣。

一项有关20世纪70年代听众话语权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相对于公共空间情愫和情感增值观点的有力反证。多米尼克·卡尔东通过整理1967～1981年期间听众收听了梅妮·格雷古瓦在电台主持的空中忏悔节目之后收到的听众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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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了他称之为“经验语法”的现象。他指出，在节目中表达心理、精神或性等方面的苦楚，并不一定就能触动听众的麻木不仁和对社会问题的回避态度。他将听众的行为方式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听众的行为方式是“怜悯类”，意即充满仁慈之心的听众，他们对于在广播里听到的内容全盘接受。他们怜悯拨打电话者的命运，同情其苦痛，并与节目女主持人保持一种情感上的联系。第二类听众行为方式是“共鸣类”，指广播的言辞与其某种个人经验产生共振的听众。这类听众把在电台听到的内容当成自己的经历，与节目中的见证人等同身份，并开始内省。节目中引用的例子似曾是经历过的往事，节目女主持人同时扮演了心理顾问、理疗师和分析师的角色。第三类听众行为方式是“义愤类”，这类听众的态度是将节目言及的问题和苦楚，放置到正义和法律的范围内来考量。节目于是成了法庭和意识到不公正的工具，这种不公正尤其是指女性在就业、避孕权和双亲权改革（réforme parentale）等方面的遭遇。节目女主持人在此又成为听众的代言人和律师。

这项研究带来的震动并不在于三类行为方式的社会性分布（例如家庭主妇、年长者、平民或农村人口在第一类听众行为方式中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三类），而在于这类节目长时间的成功，使得听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广播节目告解（confession）的逐渐亲近导致了情感投入形式的转移，换言之，某些听众从怜悯类过渡到共鸣类，另有一些听众则从共鸣类转移至义愤类。它改变了公众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介入方式。这种情形在今日电视里就不会发生吗？

电视上同情性、关联性节目尤其是公民性节目的大发展，与近20年来社会呈现的整体转型直接相关。它同时也能在电视本身的内部变更中找到部分存在理由。近一二十年中发生的巨变，使得主持人在与记者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占据优势。脱口秀节目或辩论节目的主持人来自电视台的“娱乐”部门，而极少来自“新闻”部门。对这些主持人的职业素质要求不严，使得许多无名氏有可能在聚光灯下露脸。

一些观察家提出质疑：公共空间中经验的绝对优势、私人空间的公共化以及公私界线的取消是否将导致政治表达原有的庄重含义的稀释。否定的与广义的相混杂，以及内心和外表的互相依存在社会规范的定义上产生了波动，导致了中间团体和吴尔敦称之为局部团体的式微。当不再有定向标，也不再有方位标，而只有事例和证据的并置时，传媒化的社会（直播、真实、透明）将有可能从此变为没有介质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辩论公开化了。

外行的话语：诉求与抗议

外行的话语超越个人的见证，同样也在集体策略中体现，而且常常还是在诉求性的策略中体现。人们常说，抗议行为是法国公民的特异性。法国生活中丰富的集体运动（示威、起义、造反）表明了人们对当政者的诉求，有时甚至还会颠覆历史进程。人们知道，自帕特里克·尚帕涅的相关研究公布以来，集体动员方式通过设置已越来越多地转到传媒，尤其是电视再现的新的论坛形式。即使有所怀疑，人们对互联网在政治活动分子实践方式的转型方面以及国内外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知之不多，甚至无人知晓电台也在抗议活动方面发挥着跳板作用。

1994年2月，法国国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的听众纪念皮埃尔神父发出人道呼吁40周年的个案正好就是一例。当时，这家电台的两位记者发起了一场活动，吁请听众给录音电话留言，表达自己的义愤，旨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提升法国人对人道现状的不满和愤怒，并从中选出一部分电话留言在电台播出，结果收到约4000条电话留言，但只有25条被选用。两位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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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电话留言进行解码和解读后证实了舆论的社会分布特点和性别差异，因为义愤的表达与社会属性相关（平民阶层谈论尤其多的是传媒、社会以及政治问题；失业者们最关心的则是受害者的境遇，并对此深感不满），男性更多地关注政治，而女性则更多地关心风尚、价值观和公众的精神状态，或者是诸如团结、慷慨等话题。在选用的讯息中，情绪性意见尤多，留言者深陷自己的话语之中，全都指责政府无能、政治人物不够作为、当政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甚或权威代言人的失败。

听众最能接纳的姿态，是面对世界苦痛景致时的朴实见证者姿态。上述两位研究者发现，这一姿态证实了公共批评的危机。事实上，占主导的基调只是验证了无能为力。这两位研究者解释说，招募听众的增多取消了传统的社会活动分子在节目中原有的话语权，有助于表达面对不公正的羞耻情感。世界不再像是有待转型，而是如同听众所面对并表达心理感受的既成现实。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此类节目与其说鼓励了集体行动，不如说有助于贴近社会的行动，有助于将情感投入到人道团体中。两位研究者证实说，“可能行动的舞台已不再必定是公共空间，而是话语者的日常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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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紊乱超越了果断，直接而即时的修复超越了公共动员。所以，传媒制度努力在将无能专题化的同时，提供不断的抱怨而非主动表明态度的话语。传媒或许因此折射出将信仰融为公共话语中某种潜在力量的映象。

这种个人的看法酷似马赛尔·戈歇，他揭示了当前人权意识形态的成功与传媒拥有的影响力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这一意识形态与传媒的相交令民主实践贬值，因为相交确实建立了无能感，并满足于强烈的情感动员，夹杂着软弱而短暂的公民动员，对未来毫无投射效应（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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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媒在当代公共领域软弱无力的现状，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与观察，以期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传媒在公共讨论中的影响力，而并不因此就将以前的解读全盘否定。透过其畸形的传媒化来研究集体动员，矫正了上述判断，并有助于确定传媒其他范式对公共空间外行话语表达的影响力。在此我们无意重新谈论示威者试图通过可靠的传播技术、精心设置的议程以及有可能在20时晚间新闻“露面”等方式向记者施加压力，也无意重新谈论翌日的报刊对这些视觉性极强的行动所作的反应，从而制造“纸质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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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的方法，因为这种现象已为人熟知。但下列事情而今已被证实：传媒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真正扮演社会运动的行为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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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特别强调指出，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不在强求“电视报道”的范围内进行，也不一定要追求传媒曝光。报刊似乎只报道了5%的示威，如果同意皮埃尔·法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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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法，传媒对示威的报道只是在受到限制而通常又不具代表性的情况下才具有关键性意义。大部分社会风潮都是当地的或地区性的，
 
[274]

 而只有全国性的社会风潮才格外为传媒关注。报刊的报道大部分时间是无规则的和随机的，但无论如何报刊倾向于只关注大型的或适宜于制造事件的社会风潮。需要补充的是，准确衡量这种传媒化效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传媒化现象使得示威者对自己行动的效果深信不疑：这个唯一例证表明集体行动的传媒化对于被动员起来的行为者不无影响。最后，还要提醒注意的是，政治负责人或行政负责人对于这种普遍增长的力量显然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他们常常根据报刊和广播电视播发的有关其评论和画面，改变自己的态度。

传媒同社会运动或激进团体的关系问题强烈地启发了研究者，相关的著述异常丰富。它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理解传媒对集体诉求形式的影响。它引导人们思考：作用于社会活动家和传媒之间的因素不仅从未一成不变，而且还依赖于互动推力和随意调整的动力。不同形式的抗议事例有很多，而且得到认真地研究：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证明社会行动采纳了传媒理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绿色和平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协会（SOS Racisme）采用的各种传媒化方式、反艾滋病社团的传媒介入方式、行动起来协会（Act-Up）采用的传媒总动员方式、1995年12月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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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1997～1998年之交冬季的失业者应对传媒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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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众多研究得出的重要启示，这些研究成果以其固有的方式阐明，传媒与集体诉求或抗议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普遍而单一的规则。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社会运动可能打破记者工作的陈规、干扰对事件的解读、导致记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预测和理解（这正是1995年12月社会风潮期间发生在《解放报》记者和《巴黎人报》记者之间的事例）。这些研究还证实了，对于社团和社会运动而言，传媒代表了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对社会运动的架构并非一定就是负面的。事实上，这些社团的组织越是严密，对传媒的架构施展影响、获得正面报道的机会就越多；这些组织越不健全、越不一致，其组织内部、其行动、甚至其存在状态，就越有可能受到传媒报道的影响。

此外，施展影响的策略是非常多样化的。例如，“反艾滋病协会”选择竞争方式来决定斗争博弈，并求助于传媒干预的不同形式（如同“帮助艾滋患者运动”一样，试图暂缓大众传媒的偏差，或如同“行动起来协会”那样，通过信息轰炸将传媒工具化）。简而言之，外行们有一千零一种方式通过集体动员来介入公共空间，或通过传媒化来影响对集体动员的认知。在抗议运动方面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另外一些边缘化团体或少数派团体也努力“呛声”，他们或在公共空间进行辩驳，或重新将自己的身份定义成同性恋运动（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或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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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反对关闭雷诺汽车公司设在维尔沃德（Vilvorde）工厂的社会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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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事例，足以令人信服传媒议程设置的渐变性以及示威者与记者之间关系相互调整的渐变性。1997年2月，当雷诺公司宣布将在当年7月31日关闭设在比利时维尔沃德的工厂后，立即引发了该厂职工的罢工，长达7周。这场社会风潮在其发展轨迹中渐次引入了众多的行为者（工会人士、比利时以及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还有传媒等），并将地方工业问题演变成一场欧洲政治博弈。如何来解释这场社会冲突是怎样摆脱记者工作的陈规，并独揽多国舆论的注意力呢？问题的答案是，出于对时局因素的考量（当时法国一项裁员3000人的计划强化了这场共同的社会风潮）和对冲突独特的架构（欧洲的社会福利面临困境）。在工会方面，通过将诉求强烈传媒化的策略，伴随着“维持就业”的口号，国际团结的意义的确很快就得到明确。面对厂方不愿开启同员工的谈判之境遇，员工们转向传媒，以期获得最大幅度的、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报道。在记者眼中，将冲突作为欧洲问题来架构显得至关重要。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对这场风潮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比利时国王和法国总统的看法，前者对如此决定表示遗憾，而后者则声称“对这种方法感到震惊”。记者们也对事件的政治意义和欧洲层面的影响格外敏感，因为对于记者而言，他们对欧洲福利相对的期待非常强烈。

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集中在议程设置和传媒对此类社会运动异乎寻常的观照上，法新社对这场冲突报道的重视程度（日均编发17条相关的电讯稿）就是例证。法新社社会新闻部的一位女记者在其报道中首次生造了“欧洲罢工”（eurogrève）一词后，人们仿佛恍然大悟。工会起初并没有想到（将罢工放大到欧洲层面），后来才逐渐将这一新词用做行动口号，螺旋上升由此启动，直至当年3月在布鲁塞尔组织的那场“欧洲示威”（euromanif）活动。这一请愿运动的例子正好说明社会活动家们根据传媒对事务的处理来修正其行动，再者，他们也能对传媒的处理施展影响。抗议力量的多向度性在此得以证实。

社会运动这种超越国家边界的范例，自然而然令人联想到，对现状不满情绪的跨国化被穿越世界的互联网传播所增强。每个人都成为某些非政府组织为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介入空间而进行动员实践的见证。20世纪60年代，英美环保人士可谓借助传媒推介其诉求的先驱之一，80年代，他们又借助大量的网络活动变本加厉地实现同样的目的。所有这些受传媒推动的个案，并不真正导致环保人士动员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象征着其策略走向跨国化的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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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新技术为警醒舆论和激活反应带来了迅捷性和流动性。这种激进活动不仅需要特殊的能力，还热衷于促进环保运动的职业化，同时催生了训练有素的人才，即激进团体的专家型人才，他们与社会运动的同情者或单打独斗的社会活动人士渐行渐远。

借助于网络传播的新实践，全球公民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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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上路，尽管距离目标尚远，但与实实在在的现实性相比，这一理念更近似技术乌托邦。尤其是自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时传媒化的抗议活动以来，新的社会批评意识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浮现。不协调的他择性运动（mouvements alternat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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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另类世界化运动（altermondialiste）希冀以野蛮破坏规则的方式、以国际金融投机的方式和损害环境的方式来封锁道路，他们将新闻传播技术化为己有，以期更有效、更迅速地调集人马，更大范围地传布新闻，从而更好地在国际公共空间协调他们的干预活动。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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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发出了有组织抵制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信号。面对各个国家、面对所有私营企业，一个新的社会行为者、一个基层代言人在努力显示自己，努力创造出前所未闻的公民团结形式的同时，尽量为其行动大做广告。互联网上的理性用途、实时可达性和透明度似乎将哈贝马斯宝贵的商议民主模式具体化。不过可以想象，现实还是有所不同的。

这种“互联网斗士”（Internet militant）的做法被法国许多社团运用，新近有人从这一角度研究的阿塔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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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很好的例证。诚如法比安·格朗戎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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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法国社团活动激进人士将这种做法归纳为建立在对各种计划的社会批评基础上的介入形式。互联网因此成了“新激进主义”的工具，与阶层分明、组织严密、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模式背道而驰。相反，它以较小规模的结构、网络组织形式和有限的诉求等方式不断发展。

数字传播活动代表了社会活动激进人士参与事务的一种特殊的技术方式。互联网将先前的某些方法现实化，并为这些方法提供物流支持，互联网还成为交流平台，回应那些更为灵活的协调需求。它有助于个人获得话语权，并以其灵活性提高组织机构的运作能力，加强社会活动激进人士之间的联系。社会活动激进人士从互联网获益的主要方面正是其便利性、迅捷性、反应性和更佳信息性。这种网络动员模式还在技术层面构成了明显的团结，并鼓励“新闻经纪”（他们可以是新闻的传递者、过滤者或解读者）走到新型的专业化社会活动激进人士的前列。然而，我们尚无法断定这种新的社会活动形式是否会将传统的参与形式打入冷宫，因为原有的干预和动员模式并未完全消失。

传媒、公共空间与公民权

比特·达尔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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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传媒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研究最多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今天尚不可能对传媒以及信息与传播技术在公共领域的影响作出简单和统一的评价。因为这方面的新技术正在蓬勃发展，我们正处于转型时期，缺乏足够的思考空间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传媒令人重新质疑当代社会的讨论程序，以及表决民主的运作机制。从另外一些方面考虑，传媒是否加速了政治和公民参与方式的式微，以及对公益事业的淡漠？抑或相反，传媒在丰富公共空间中交流的同时，加强了公民的参与性？

原则上，名副其实的民主应该是鼓励每个人进行公民思考、彼此之间自由展开交流以及政治讨论繁荣的那种民主。按照比特·达尔格伦的观点，我们理应捍卫的公民权主要归属于社会团体的个人身份的建构。公民权与民族－国家的理念密切相联，属于通过传播中介创造自我的过程，因为政治是用话语和事实来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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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对于一般性交谈在构建商议民主中的作用尚存争议，但我们仍认为，公民的各种作用以不同的方式从非正式交谈中显现出来，而传媒在这方面或多或少地施展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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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在美国完成的两项经验研究，正是针对所谓的商议民主的细节，即针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公民有关传媒的讨论内容，这两项研究总算获得了比较一致的结论。

两项研究的其中之一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沿着埃利休·卡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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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分析交谈作用的思路，选取了千人以上的样本，揭示了似乎真正发挥催化作用的传媒之积极意义。这项研究证实了确实存在着一个分四个阶段展开的过程，这四个阶段分别为：人们暴露在传媒面前、围绕接收的讯息展开讨论、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参与政治商议等。研究成果表明，争论的意愿受到了多数派的看法、新闻媒介运用和鼓励交换论据的政治交谈等的影响。个人居所（而非工作场所）是交谈政治最合适的地点，因而公共领域被牢牢地植根于家庭空间。

另一项研究是由尼娜·伊利雅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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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的，她的研究是针对三种集体类型（舞蹈俱乐部或友好协会之类的休闲团体、反毒或反学生家长暴力之类的自愿者团体以及反对倾倒有毒垃圾或支持裁军之类的社会活动激进人士团体）的研究，其成果显示个人对公开讨论政治持保留态度。他们更愿意回避因政治观点的分歧而带来的不快，因为分歧暗含着太多的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他们拒绝在公共话语圈外涉及政治参与，而情愿私底下讨论，因为那样会比较放松，人们也无需顾及面子。此外，他们将自己的谈话集中在当地发生的问题上，特别是涉及其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在这项研究中，传媒为保持某种氛围作出了贡献，不过在这种氛围中，公众的参与丝毫未被看重。事实上，这就是现行的社会文化框架——抑制公民讨论的框架。

借助于诸如手机和互联网之类的新型互动传媒，我们可以想象，民主传播如今正悄然处于重新活跃和改善的境地。由于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巨大，有一部分国家的公民讨论实际上已在网上展开。然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互联网日益朝向商业化发展；而在使用者看来，互联网日益朝向维护消费者权益。尽管近年来出现这些特色鲜明的倾向，尽管民众中只有少数人在网上参与政治，我们还是注意到，互联网的不同用途开始转型至行动主义（activisme）、转型至公民的参与。互联网似乎有助于慢慢地重组公民文化。当然慎重是必须的，因为诚如比特·达尔格伦早就提醒的那样，“在制度之外，有些深层的东西可能正在诞生，它涉及打造民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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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研究都努力证明，对于一种强势民主的崛起，互联网目前尚无重大贡献可言。传统媒介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的确仍在传布新闻，提供讨论的论坛，甚或还在充实公民文化，但它们所做这一切的方式远离哈贝马斯有关公共空间论述中占主导地位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e）理想。作为结束，我们仍应回到公共空间的概念，因为它决定了公民权和传媒的关系。

根据瑞典学者的观点，公共空间包括三个层面：结构、空间和传播。结构向度指的是承载公共空间的体制向度（诸如规章制度条文、部门经济、社会阶层等）。处于社会等级中的传媒理应支持普世原则和人人平等获取信息、平等表达意见的原则。然而，由于相当一部分民众被排除在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之外，因此这种普世理想的情况很糟。再者，也不必在此强调，而今由于市场法则占据优势，传媒受到传媒业钜子的控制，其最关心的就是效益和利润，面对强势上升的商业化倾向，公民权失却了自己的领地。

对空间向度的考察令人设问，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个人是否摆脱了地域限制，是否能够构建跨国的、“去领土化”的公共空间？互联网显然在这方面开拓了新的境域，大致去除了地理屏障。但是现在任何公共空间都无法割裂诸如欧盟的政治边界，欧盟各国公民总是首先要通过本国的公共空间。大家在这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近来为打造欧洲传媒空间所做的努力均未获得成功，技术意识形态在相当数量的欧盟高级官员（欧洲官僚）身上占优势，它不但不鼓励，反而限制建立一种以同一特点和共同价值为基础的欧洲公民权。现存的只有一些涉及极少数行为者的欧洲商议性公共空间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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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公共空间的单一模式（电子集会、电视论坛等）与多元模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我们今天面对的多重公共空间也许是拼贴式和碎片式的。有许多论据可以证实这一点。首先，应该提醒的是，社会分层加强了不同社交形式之间的紧密性，但社会团体之间的藩篱依然坚固，即使是工作环境也不例外。其次，应该强调的是，在特殊时期（全国选举、政治危机等）之外，公共空间毫不统一，不同的部门空间层出不穷，它们与许多微动员（micro-mobilisation）以及由各种社会新行为者和社团组成的次反公众力量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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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还应指出，网络本身也促进了专业化迷你空间或另类公共空间的产生，换言之，即个人的团聚。这些个人支持相似的观念，他们互相沟通，通常会躲避其他的狂热者族群。传媒和信息与传播技术能够聚集人气（每天20时照例播出的电视晚间新闻就是一例），创造社会联系，促进构建社会化空间和讨论，但它们也能膨胀这种联系，鼓励碎块族群、多少有点昙花一现的隔离群（iso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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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生成。

至于传播向度，它关注的是传媒和信息与传播技术在构建再现方式和构建身份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话语实践促进公民之间理解的方式。互联网在这种情形下如同具有下列三重特征的“多模态媒介”（média multi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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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它是传统媒介的简单延伸（例如报刊的网络版）；其次是提供了个人面向大家的可能性（即一人对众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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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一种个人的多元性面向另一种个人的多元性（即众人对众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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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给人的印象是可以重振民主和公民参与。事实上，众多的研究证明，只有一小部分公民更多地接收到信息，这种参与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政治并不是网民关注的中心问题，因为互联网根本不会转变成政治和公民介入的基本模式。

难道结论应该是说当代公共空间必须是传媒的，就因为它是界定冲突的载体、就因为它是多种表达形式（社会活动团体、抗议运动、网上虚拟团体等）的工具？难道当代社会的公共讨论只能通过现代传播工具这一中介吗？◇传媒是什么——新实践·新特质·新影响第六章 传媒：大众文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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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这项研究以前面言及的六份英法日报为基础。


 [45]
 1999年2月6日，在英、法两国主持下，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法国巴黎近郊的朗布依埃市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举行谈判，西方要求南接受北约部队进入科索沃，遭南拒绝。3月19日，双方在巴黎举行第二轮会谈，22日，美国总统特使赴南谈判，均告失败。3月24日，北约组织对南全境实施空中打击——译注。


 [46]
 参阅伊丽莎白·雷维所著《审查大师》一书中的章节《第二次科索沃战争》，让-克洛德·拉泰斯（Jean-ClaudeLattès）出版社，2002年版，相关章节阐述了由法国传媒引发的对事件趋同阅读的原由，揭示了法国传媒与政治家们的共识，并指出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所有不同政见的分析都毫无例外地变得不可信。


 [47]
 在这种情形下，《世界报》与《解放报》的头版照片的构图方式表现出清晰的差别。前者强调视觉性理念，也就是远眺的、趋于抽象的;后者则突出密着性理念，即贴近的、可触摸的。一个是保持距离的、几近冷漠的理念;另一个是贴近的、投入的理念。该主题参见埃里克·佩同和雅克·瓦尔特的文章。


 [48]
 参阅让-弗朗索瓦·比罗：《改变军队与传媒关系的三大危机：黎巴嫩危机、海湾地区危机和科索沃危机》，见米歇尔·马蒂昂主编：《武装冲突中的新闻》，第139～161页。


 [49]
 《目光之死》（与雅克-玛丽·布尔热的对话），载《传媒学手册》，1999年总第8期《战争信仰》，第98～99页。


 [50]
 该注释出自埃里克·麦格雷的《科索沃战争与同情问题》一文，见米歇尔·马蒂昂主编的著作，第471～479页。


 [51]
 吕克·伯尔坦斯基在其著作《距离之苦：人道主义精神、传媒及政治》（Métailié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见解在此得以印证。


 [52]
 参阅贝阿特里斯·弗勒里-维拉特：《危机时期的电视观点》。


 [53]
 有关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传媒博弈，参见马克·利兹主编：《从9·11到迅速反击：新一轮传媒战争的开始》，德波克出版社，2004年版。


 [54]
 参阅莫尼克·西卡尔：《画面带来的暴力是什么》，载《传媒学手册》，2002年总第13期，《恐怖主义场景》专辑，第157页。


 [55]
 参阅阿兰·弗拉戈尔：《像电视一样谋杀》，载《视听研究》，2002年总第104期，《每人都有一个“9·11”？》专辑，第21～25页，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


 [56]
 此处请特别参阅吴尔敦与米歇尔·韦维约卡合著：《头版的恐怖主义：传媒、恐怖主义与民主》，伽里马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卡特琳娜·贝尔托-拉弗尼尔：《炸弹、监工与手枪》，载《谋杀的媒体时代》，《传媒学手册》，第21～39页。


 [57]
 参阅达尼埃尔·达彦：《谁是受益者》，载《传媒学手册》，第104期，第26～31页。


 [58]
 参阅纪约姆·苏雷：《冲击回归：电视观众与2001年9月11日》，载《传媒学手册》，第39～44页。这项研究建立在对（2001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期间《世界报广播电视》周刊、《有线卫星电视收视指南》周刊、《电视娱乐》周刊、《电视矮人》周刊，《袖珍电视收视指南》周刊和《法国广播影视》周刊以及《电视七日》等刊物）572封读者来信汇编的分析之上。


 [59]
 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流派，主张创作者应表现一致的生活和集体情绪——译注。


 [60]
 参阅纪约姆·苏雷的论文《冲击回归：电视观众与2001年9月10日》，出处同上页，第44页。


 [61]
 罗杰·希尔维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罗特雪洁（Routledge）出版社，1994年版。


 [62]
 此处参见本书有关章节：“在全球与本土之间”。


 [63]
 更多细节请参阅贝阿特里斯·弗勒里-维拉特：《欧洲传媒与海湾战争》，载《传媒与海湾战争》，第93～107页。


 [64]
 米歇尔·罗卡尔：《传媒与我的生活》，《传媒》杂志第1期，2004年夏季，第20页。


 [65]
 弗朗西斯·巴勒：《传媒》，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66]
 关于政治与政治家的区别，参阅克罗德·勒夫尔：《政治评论集》，瑟伊出版社，1986年版。


 [67]
 此处参阅历史学家著述，如马克·马丁：《传媒与共和国记者》第9章，欧迪勒·雅各布出版社（OdileJacob），1997年版，以及拙文《1960年至1985年期间：国家级报刊记者和视听记者与权力的关系》，见马克·马丁主编：《历史与传媒：1950～1990年间的新闻报道与记者》，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Michel），1991年版，第251～265页。


 [68]
 二十几年前，我曾指出过这一现象与拙作《新闻记者精英》（法国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提出的范畴相一致。对于更多有关同谋与思想一律的见解，参阅塞尔日·哈里米：《新看门狗》，行动自由理性出版社（Liber-Raisonsd’agir），1997年版。


 [69]
 这一研判与雅克·杰斯莱在《1965年以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见皮埃尔·布雷雄主编：《法国总统大选》，法国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107页。


 [70]
 我们不但可以联想起1965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时，戴高乐将军首次遭遇第一轮投票未获半数以上选票之结果（在第二轮中他必须面对弗朗索瓦·密特朗），而且还可以联想起一直仅限于以法国总统与《费加罗报》记者米歇尔·杜瓦之间古板对话形式为特色的政治传播活动，自此时起也随深受美国政治营销方式影响的另一总统竞选人让·勒卡努埃而更新。


 [71]
 成立于1958年，之前是1946年成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四共和国12年的历史中，政府软弱无力，内阁更替频繁，加上阿尔及利亚战争之累，国家渐渐陷入危机。1958年9月，法国举行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当年10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历任总统包括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和萨科奇。——译注。


 [72]
 这里我们无意涉及民意调查的准确度及科学性的争论，也无意涉及民意调查是否对选民产生影响的争论。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颇费笔墨。为了更多了解相关资讯，我们可以参阅对立双方提出的不同观点：一方以帕特里克·尚帕涅的《制造舆论》为代表，子夜出版社（Minuit），1990年版;另一方以罗朗·凯洛尔的《民意调查：应用方式》为代表，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73]
 关于法国政治记者的演变以及专业评论方式的危机，参阅埃里克·纳弗：《四种政治记者的构型》，见雷米·里埃菲尔、蒂埃里·瓦提那合著：《法国与魁北克地区新闻报道的变化》，先贤祠-阿萨斯出版社（Panthéon-Assas），2002年版，第250～276页。


 [74]
 对这些力量对比关系的看法极为不同。为了找出观点分歧有代表性的例子，大家不妨比较本书稍前曾言及的帕特里克·尚帕涅的著作与多米尼克·吴尔敦的著作《反思传播》。


 [75]
 雅克·杰斯莱：《政治传播》，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76]
 此处参阅埃里克·纳弗：《民主体制中传媒的某些影响》，载《网络》杂志，2000年第100期，《网络时代的传播》专辑，第107～136页。


 [77]
 见吕克·费雷2004年5月6日在卢森堡广播电台（RTL）的陈述，以及弗朗索瓦·巴卢安在《世界报副刊》（载2004年5月30～31日）的陈述。


 [78]
 数据引自1995年4月投票后的民意调查，这些数据也被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国家监控委员会的报告转引。雅克·杰斯莱在他的文章《新闻的劝服力》一文中言及这项民意调查，见Politix杂志，1997年总第37期，《电视与政治》专辑，第88页。


 [79]
 洛朗·法比尤斯：1984～1986年间担任任法国总理——译注。


 [80]
 让－皮埃尔·拉法兰：2002～2005年间担任法国总理——译注。


 [81]
 关于政治传播顾问的影响，参阅阿涅斯·肖沃：《电视上的政治家：传播顾问的影响》，载《历史》杂志，《20世纪》专辑，2003年10月至12月，总第80期，第89～100页。


 [82]
 埃里克·纳弗：《电视上的政治节目》，见Hermès杂志，1995年第17～18期，《传播与政治》专辑，第145～162页。


 [83]
 根据同样的原理，我们或可分析法国总统在沟通时运用的交流方式。让·穆雄借用了这一思路并就相关话题观察了三种模式共存的状态：强制模式（由记者向政治家提问），论坛模式（政治家同时面对记者和普通市民），互动模式（记者作用缩减至最小，以利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他总结到：“将谨慎与实用主义设置为基础道德，政治人物由此感觉到自己处于永久性的管控当中。公众的期待以及为了满足公众期待而将遇到的一些困难，是政治人物行为方式被规范和被理解的依据。”见Hermès杂志，第17～18期及第19期。


 [84]
 法国现任外交部长——译注。


 [85]
 安娜-玛丽·冉格拉语，见《传播活动对政治实践的冲击》，载Hermès杂志，第17～19期，第41页。可参阅同一作者（主编）的《政治传播》，魁北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6]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1981年曾任法国总统——译注。


 [87]
 克里斯蒂昂·勒巴尔著：《政治话语》，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88]
 埃尔维·戈夫曼著：《日常生活设置》，第一卷《自我介绍》，子夜出版社，1973年版。


 [89]
 关于此主题尤请参阅让-诺埃勒·让纳奈：《传媒历史：从起源至当代》，瑟伊出版社，1996年版。


 [90]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曾11次出任法国总理——译注。


 [91]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92]
 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法国政治家，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译注。


 [93]
 菲利普·塞甘：法国当代政治家，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译注。


 [94]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法国当代政治家和诗人，2005～2007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95]
 亚历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他的思想学说影响了其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


 [96]
 马莱娜·库隆布－古利：《民主景观化：电视与选举》，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2001年版。


 [97]
 法国电视无线加密付费频道Canal + 收视率极高的品牌栏目，节目借用木偶造型，讥讽时事，调侃名人，尤其是政治人物——译注。


 [98]
 爱德华·巴拉迪尔：1993～1995年间担任法国总理——译注。


 [99]
 利奥内尔·若斯潘：1997～2002年间担任法国总理——译注。


 [100]
 关于《政治木偶秀》节目，尤请参阅埃里克·杜拉斯：《权力之笑，笑之权力 ——〈政治木偶秀〉：政治、传媒及物质世界成功案例之备考》，见CURAPP编著：《政治在别处》，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77页。关于媒体嘲讽，参阅《嘲讽与抗议》一文，见Hermès杂志，2001年总第29期。


 [101]
 达尼埃尔·布格努曾经在他的几个作品里详细分析过这一转变。尤请参阅《反信息的传播》。


 [102]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例子，参阅热纳维埃夫·卡尔布里斯和莫里斯·图尔尼埃的《希拉克与若斯潘面对面：具体招式》一文，他们分析了雅克·希拉克与利奥内尔·若斯潘在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时，在电视决斗中通过手指与手传达了信号与示意的方式，见圣克卢（Saint-Cloud）集团编著：《1995年总统大选中的候选人形象：传媒话语分析》，拉马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94页。也可参阅热纳维埃夫·卡尔布里斯的另一著作：《一位政治家思想的肢体表达》，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2004年版。


 [103]
 这是个矛盾，让人联想到这个词是由“information”（新闻）和“entertainment”（娱乐）拼接而成的——原注。


 [104]
 这里我们的论述参考了奥雷利安·勒福高克的研究成果，参阅其《1990～2002年间法国电视中的政治》一文，见《网络》杂志，2003年第118期，第23～63页。


 [105]
 参阅雷米·菲斯塔：《政治节目的观众》，载《视听研究》杂志，2002年总第104期，第72～75页。


 [106]
 参阅埃里克·纳弗：《避免政治的艺术（与代价）》，载《网络》杂志，2003年总第118期，第95～134期。


 [107]
 埃里克·纳弗支持该理论，出处同上。


 [108]
 杰－G布拉姆勒与迈克·高维奇合著：《公共传播危机》，罗特雷洁（Routledge）出版社，1995年版。


 [109]
 参阅济慈·布朗茨著：《政治大众化方式或曰“谁害怕娱乐式新闻”》，见《网络》杂志，2003年总第118期，第147页。


 [110]
 double bind——原注。


 [111]
 这是保罗·维利里奥提出的表述，尤请参阅：《自由的速度》，伽利莱出版社（Galilée），1995年版。


 [112]
 埃里克·纳弗：《民主体制中媒体的某些影响》，第124～125页。


 [113]
 从利奥内尔·若斯潘2002年参选总统的失败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项佐证。这便是让-皮埃尔·埃斯克那兹的论文《利奥内尔·若斯潘在与2002年宣传活动：错在传播还是错在政治？》，他认为社会党领导犯了不少政治错误（而非传播错误），主要是因为忽视了应以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现，回避了对社会党学说的阐释，还因为其发表的演讲不是建立在对一个更好世界的承诺，而是建立在适应全球化的需求之上。或者说，是一种机械地适应当前经济的观念。见《历史》杂志，《20世纪》专辑，2003年10月至12月总第80期，第101～112页。


 [114]
 指1974年以来——译注。


 [115]
 让-皮埃尔·埃斯克那兹在他的著作《电视与民主：1958～1990年间法国电视中的政治》（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描述了电视政治辩论架构的变化。另外也可参阅塞巴斯蒂安·鲁凯特·L《电视辩论生与死》，德波克出版社/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出版社，2002年版。


 [116]
 贝尔纳·塔皮：法国当代传奇人物，曾任法国城市部长、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老板，当过电影演员，曾因经济丑闻入狱——译注。


 [117]
 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德国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潮领袖之一，现为欧洲绿党领袖——译注。


 [118]
 塞戈莱娜·罗亚尔：法国当代政治家，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热门竞选者——译注。


 [119]
 多米尼克·瓦奈：法国当代政治家、生态学家，前绿党主席，曾任法国环境部长——译注。


 [120]
 参阅帕斯卡尔·马尔尚：《竞选活动中的新闻记者：“我不控诉……我提问”》，出自帕斯卡尔·马尔尚主编：《传媒社会心理学》，雷恩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202页。


 [121]
 雷吉斯·德布雷：《迷惑国》，伽里马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122]
 让－玛丽·科特雷：《治理即显现》，法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3]
 关于这种情形，参阅鲁道夫·吉利奥尼：《“我理解您了”：政治话语分析》，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 Colin），1989年版，以及帕特里克·尚帕涅：《政治圈：民意测验的社会用途与新政治领域》，载《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杂志，1988年总第71～72期，第71～97页。


 [124]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原注。


 [125]
 了解这方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可参阅拙作《传媒社会学》，椭圆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格雷戈里·德尔维尔：《传媒的权力：神话与现实》，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还可参阅伊利胡·凯茨：《自拉扎斯菲尔德以来的传播学研究》，载Hermès杂志，1989年第4期，《新政治领域》专辑，第77～91页。


 [126]
 关于这些不同研究的更多细节，参阅雅克·杰斯莱：《政治传播》，阿尔芒·科兰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等。


 [127]
 雅克－夏邦·戴尔马：法国当代政坛元老级人物，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128]
 二人同派不同党——译注。


 [129]
 罗朗·凯洛尔著：《新政治传播》，拉鲁斯出版社（Larousse），1986年版。


 [130]
 参阅阿尔诺·梅尔希：《传媒效果》，见帕斯卡尔·佩里诺与多米尼克·雷尼埃主编：《投票字典》，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1]
 这里我们重提雅克·杰斯莱在《政治传播》中提出的一些综述，尤请参阅第三章（《劝服传播效果》）。


 [132]
 参阅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大众传媒的日程设置》，载《舆论季刊》，1972年第16册，第176～187页。


 [133]
 agenda setting——原注。


 [134]
 参阅雅克·杰斯莱、奥利维埃·杜阿梅尔和丹尼斯·戴维斯：《总统竞选活动的电视报道：199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法国总统大选》，见《权力》杂志，1992年总第63期。


 [135]
 雷蒙·巴尔：法国当代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136]
 罗贝尔·于：法国当代政党领袖，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137]
 菲利普·德维利埃：当代法国政党——保卫法兰西运动领袖——译注。


 [138]
 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当代法国政党——公民运动领袖——译注。


 [139]
 达尼埃尔·格吕克斯坦：当代法国政党——法国劳工党领袖——译注。


 [140]
 纪约姆·珊特尼语，见《为选举而向传媒缴纳贡赋：小股政治力量进入视听的路径》一文，见《传媒权力》杂志，1995年第38期，《媒体是否选举？》专辑，第91～102页（作者曾对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演讲时间进行过严格计算）。


 [141]
 参阅让-路易·米西嘉与多利纳·布雷格曼：《竞选活动：政治辩论的选择》，见伊丽莎白·杜普瓦雷与杰拉尔·格鲁伯格编著：《1986年3月：左派失败之怪》，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7～116页。


 [142]
 参阅埃里克·杜拉斯著：《“媒体民主”的权力》，见Politix杂志，1995年总第30期，第189～198页，及其论文《政治论坛体制：电视政治杂志的起源与应用》，巴黎第二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3]
 仙托·艾英戈：《有人负责么？——电视如何架构政治问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4]
 framing——原注。


 [145]
 此处借用雅克·杰斯莱《1965年以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活动》的见解，见《权力》杂志，第63期，1992年，第102～106页，以及同一作者《电视新闻劝服力》一文，见Politix杂志，1997年第37期，《电视与政治》专辑，第81～96页。


 [146]
 指弗朗索瓦·密特朗——译注。


 [147]
 这也许是1979年某些媒体言及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钻石事件”时运用的方法，这个方法与这个架构效果相符，并且有部分舆论认为，这个方法改变了共和国总统的形象。


 [148]
 priming——原注。


 [149]
 新喀里多尼亚是法国的海外领地，位于南太平洋上，首府努美阿，人口约有145万。岛上居民长期以来就对归属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土著卡纳克人主张摆脱法国统治，实行独立。1988年4月22日拂晓，卡纳克人绑架了驻岛法国宪兵部队的27名军官，以此要求撤走法国全部治安部队、取消地方选举、就喀岛自决问题进行谈判。法国政府以武力营救人质，造成双方21人死亡，这是法国自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撤军后在海外领地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译注。


 [150]
 在这个事件中，法官埃里克·阿尔丰怀疑上塞纳省保卫共和联盟的总顾问迪蒂埃·叙勒尔在该省廉租房建设项目中受贿。1994年12月，对迪蒂埃·叙勒尔主持的竞选办公室进行调查的几天后，阿尔丰法官成了一场针对其岳父让-皮埃尔·马歇尔医生阴谋的牺牲品。然而，这一搞垮法官的企图最终未能成功。


 [151]
 距离巴黎200公里的法国西南城市、安德尔-卢瓦尔省首府——译注。


 [152]
 参阅让-菲利普·鲁瓦：《“图尔，看不见市长的城市”：全国大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见雅克·杰斯莱主编：《新闻对政治的影响》，拉马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59页。


 [153]
 参阅雅克·杰斯莱：《新闻的影响力：勃兴与范围》，见雅克·杰斯莱主编：《新闻对政治的影响》，第24页。


 [154]
 具有代表性的综述可参阅：《视听研究》，2002年3月4日，总第102期，《电视、政治和选举》专辑，又请参阅有关章节：《电视信息对政治与选举的影响力》。


 [155]
 情感反应、认知变量以及政治隐含方式在这里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然而在社会心理学专家看来，它们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个话题，参阅玛丽-皮埃尔·弗尔凯-库尔贝：《电视中政治影响的接受与影响》，见帕斯卡尔·马尔尚主编：《传媒社会心理学》，第257～275页。


 [156]
 达尼埃尔·伽西：《隐秘贡赋：文化的不平等性与政治隔离》，瑟伊出版社，1978年版。


 [157]
 雅克·拉格洛耶、巴斯蒂安·弗朗索瓦与弗雷德里克·沙维奇合著：《政治社会学》，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达罗兹出版社（Dalloz），2002年版，第344页。


 [158]
 参阅埃马纽埃尔·皮埃鲁：《“传媒的政治影响”与未来社会学：从社会学观点看与政治新闻的正常关系》，作者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二次处理，见让-巴蒂斯特·勒加夫尔主编：《报业：被遗弃的物项》，拉马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313页。作者完全有理由强调，媒体接收模式的研究应该考虑已有的数据分析所反映的传媒产品社会分配的差异性。可对比皮埃尔·布雷雄、格雷戈里·德尔维尔：《政治化与传媒辐射》，见皮埃尔·布雷雄、布鲁诺·科特雷主编：《欧洲民意晴雨表》，拉马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92页。


 [159]
 参阅雅克·杰斯莱：《报业与政治行为》，见让-巴蒂斯特·勒加夫尔主编：《报业：被遗弃的物项》，第337～349页，杰斯莱积极肯定了对报业讯息及其政治影响力所进行的更为详尽的分析。按照他的观点，应该避免将被强加同质内容的报刊与以信息消费和政治行为确定为特征的读者联系在一起。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报纸在内容上的差别。


 [160]
 参阅克里斯蒂娜·雷斯杰-梅勒莱：《我国竞选活动变成什么了？》，波尔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1]
 knowledge gap——原注。


 [162]
 布里吉特·勒格里钮：《公众一方：电视的用途与接收》，经济学出版社（Economica），2003年版。又请参阅第10章《电视观众公民》，这里也可参阅其《星期天公民：世纪末的电视化政治》一文，见西蒙娜·伯纳夫等主编：《政治论据与话语》，雷恩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3]
 布里吉特·勒格里钮、埃里克·纳弗：《播放接收：电视化政治的预谋与接收》，见保罗·博、帕特里斯·弗里什、多米尼克·帕斯吉耶、路易·凯雷合著：《传播社会学》，网络出版社（Réseaux），1997年版，第749～771页。


 [164]
 construction-shared frame——原注


 [165]
 威廉姆·盖松：《谈论政治》，出处同前。第180页。作者得出结论：“媒体的影响依赖于一个团体的三种话语策略：文化的、个人的或综合的话语策略。不可能从测试的效果中判断人们对于一件事的个人想法和情感方式是否能被媒体辐射所改变。”他还补充到，采用不同的策略会造成不同的效果，“用文化策略来理解一件事的人们会大受传媒的影响……运用个人策略来理解一件事的人们相对来说对媒体的影响是具有免疫功能的……运用综合策略来理解一件事的人会有选择地受媒体影响。”


 [166]
 布里吉特·勒格里钮：《公众一方：电视的用途与接收》，经济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167]
 参阅达尼埃尔·伽西：《政治景观的传媒建构？——传媒对政治负面认知发展的贡献：现实与局限》，见雅克·拉格洛耶主编：《政治化》，柏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356页。


 [168]
 Neuilly-sur-Seine，巴黎西郊富人聚居集中的地方——译注。


 [169]
 达尼埃尔·伽西：《政治景观的传媒建构？》，第337页。


 [170]
 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译注。


 [171]
 贝尔纳·马南：《代议制政府原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96年第1版），2000年版。


 [172]
 贝尔纳·马南：《代议制政府原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173]
 关于贝尔纳·马南的论题更有趣的讨论，可参阅雅克·杰斯莱：《公众民主与政治传播》，载《政治学手册》，2000年2月总第4期（《传播与民主》专辑），巴黎第十大学出版社，第16～29页。该书认为贝尔纳·马南高估了传播技术对于吸收政治人物及舆论自主性等方面的影响力，原因在于传媒的中立化；该书还认为贝尔纳·马南低估了非选举新闻对选民认知的影响，低估了新闻的劝服效果或商品理念的冲击。


 [174]
 相关主题参阅吴尔敦在《反思传播》中展开的观点，第178～186页。


 [175]
 展望政治同信息与传播技术之间的联系，可参阅皮埃尔·尚巴：《电子民主：相关问题系谱的一些标杆》，载《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总第60期（《地方民主与互联网》专辑），第49～63页。


 [176]
 克里斯托夫·阿特同关于美国电信民主的13项计划的经典研究都具有这种意义。作者不相信这些计划能引发政治系统的重大改变，他指出公民对民主生活的参与更多地取决于目的和人们的意愿，而非取决于机器的完美程度。参阅《电信民主：科技能保护民主么？》，塞奇（Sages）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还可以找到该文的法语译文（节选），见《科技是否能为民主服务？》，载Hermès杂志，2000年总第26～27期（wwwdémocratielocalefr），第115～128页。


 [177]
 此处引用了一项对世界各地20多个小城市的比较研究成果。在蒂埃里·韦代勒《互联网与城市：公民权的三项研究》中找到相关问题的综述，见Hermès杂志，第26～27期，第247～262页。还可参阅同一作者《电子民主观念：起源、视野和问题》一文，见帕斯卡尔·佩里诺主编：《民主的幻灭》，水塔出版社（La Tour-d’Aigues）/黎明出版社（L’Aube），2003年版，第243～266页。


 [178]
 Hrnouville，位于巴黎东北远郊的瓦尔德瓦兹省——译注。


 [179]
 Santa Monica，位于美国加州的海滨城市——译注。


 [180]
 Parthenay，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普瓦图大区的德塞夫勒省——译注。


 [181]
 Bologne，意大利城市——译注。


 [182]
 相关内容可参阅罗贝尔·布尔和阿兰·勒费弗尔：《被误称为地方电子民主中的公民权与市民权》，载《社会科学》，第60期，第65～84页。


 [183]
 杰拉尔·鲁瓦索：《服从于社会逻辑的市政互联网站》，载《社会科学》杂志，第87～105页。也可参阅贝尔纳·科比诺、杰拉尔·鲁瓦索与斯特凡·沃契克：《市政电子民主的不变性》，见弗朗西斯·若雷吉伯里与塞尔日·普鲁莱克斯主编：《互联网：新公民空间》，拉马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108页。鲁瓦索论文的内容延续了对1999年至2000年间，法国市政部门采取的相关创举的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安置互联网所依据的理念，即“或可保证更具参与性民主的建立的理念，几乎未被经验方式所证实”（第104页）。


 [184]
 某些语言中字首增加的非词源性因素——译注。


 [185]
 杰拉尔·鲁瓦索语，出处同前，第98页。


 [186]
 该模式引自斯特凡·沃契克：《城政电子论坛：民主辩论的空间》，载《社会科学》杂志，第120页及其后。


 [187]
 Issy-les-Moulineaux，巴黎西南近郊城市——译注。


 [188]
 这是埃里克·麦格雷与劳伦斯·莫诺耶－史密斯对关于这一经验的调查分析的小结，可参阅他们的文章《市政议会的摄像机：伊希市（Issy-les-Moulineaux）经验的范围与局限》，载Hermès杂志，第26～27期，第141～158页。


 [189]
 劳伦斯·莫诺耶－史密斯著：《电子选举不表态博弈》，载《社会科学》杂志，第127～145页。


 [190]
 劳伦斯·莫诺耶－史密斯，出处同上，第134页。


 [191]
 这并不是实体的，而是关系的物项（这里指媒体），是某些个人或集体的铰接（这里指接收），它们对理解传媒的权力十分重要。应该将整个社会想象成一张关系网，一种不稳定而且变化的紧张关系的平衡。相关主题可参阅诺尔伯特·伊利亚斯：《个人的社会》。


 [192]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根源》，瑟伊出版社（1990年第1版），2000年版，第51页。


 [193]
 马尔泽尔布：1721～1794，曾任法国国家图书总监，保护并支持了《百科全书》的出版。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194]
 孔多塞：171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贵族出身，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译注。


 [195]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著名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译注。


 [196]
 指法国1789年前大革命的王朝——译注。


 [197]
 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帕约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6年版，第183页。


 [198]
 贝尔纳·米埃杰：《公共空间：永久的、拓展的及碎化的》，见伊莎贝尔·帕亚尔主编：《公共空间与传播至上》，ELLUG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175页，米埃杰给出了对此的全面概述。他的文章提出了四种重组民主社会空间的传播模式：政党报刊模式、商业报刊模式、大众电视模式以及大众化公关报刊模式。


 [199]
 吴尔敦强调的观点，需要一种合法性的双向认同来进行讨论，以及一种公共价值观来进行辩论与商议。参阅《反思传播》，第379～381页。


 [200]
 此处参考了哈贝马斯近期著作，特别是他在《传通行动理论》（法亚尔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提出的传通活动发展模式。在作品中，他指出了“传媒的公共空间”的双重潜在性，它将潜在的传播境域等级化消除（尤请参阅第428～430页）。也可参见哈贝马斯其后关于相互理解问题以及传通理性的著述，例如《道德与传播》，Cerf出版社，1991年版，或《法律与民主》，伽里玛出版社，1997年版。


 [201]
 约瑟夫·伽斯菲尔德（与达尼埃尔·塞法依和丹尼·乔姆的对话）：《集体行动与公共问题》，见达尼埃尔·塞法依与多米尼克·帕斯吉耶主编：《公众的意义：政治公众与传媒公众》，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约瑟夫·伽斯菲尔德著有公共问题建构的众多著述，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其《公共问题文化：饮酒驾车与象征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将酗酒作为公共问题进行讨论。


 [202]
 参阅达尼埃尔·塞法依与多米尼克·帕斯吉耶主编的《公众的意义：政治公众与传媒公众》一书导言部分，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03]
 埃莉塞·欧维隆：《建构事件》，子夜出版社，1980年版。1979年3月24日，（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核电站曾经发生严重事故（冷却系统故障与放射性水蒸气集聚，有可能炸毁核电站），事故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传媒的报道使事件的影响扩大。传媒对此事故的报道方式颇值得与1986年法国当局拒绝承认（乌克兰）切尔诺比核电站爆炸对法国境内的影响时的报道方式做一比较，也值得与法国传媒只按官方说法进行报道的方式做一比较。


 [204]
 newsworthiness——原注。


 [205]
 有关内容请参阅赫伯特·甘斯：《决定什么可以成为新闻》，纽约维培奇（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9年版。


 [206]
 issue——原注。


 [207]
 哈维·莫劳奇与马利兰·勒斯特：《知会：审慎的引导》，载《网络》杂志，1996年1～2月总第75期，第23～41页。两位作者对公共事件进行了颇有意义的类型学研究，他们将公共事件分类为常规事件、事故、丑闻与幸运事件。


 [208]
 详解公共问题的建构与公众化过程，可参阅达尼埃尔·塞法依：《公共问题的建构》，载《网络》杂志，第75期，第43～66页。


 [209]
 参阅帕特里克·尚帕涅与多米尼克·马尔切蒂：《监控下的医学新闻》，见《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杂志，1994年3月总第101～102期，第40～62页。关于此问题更深刻的研究可参阅多米尼克·马尔切蒂的论文《80年代传媒界转变的社会学意义：以“艾滋病事件”与“污血案丑闻”为例》，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98年。


 [210]
 这一术语引自斯特凡·哈尔伽特纳与查尔斯·博斯克：《社会问题的起落：公共场域模式》，载《美国社会学报》，1988年总第1期，第94册，第53～78页。


 [211]
 这个模式借用自埃里克·纳弗：《传媒、社会运动与公共空间》，载《网络》杂志，1999年总第98期，第17～85页。以及同一作者《社会运动社会学》，发现出版社，2005年版。


 [212]
 Téléthon，这种形式的电视节目据说是美国艺术家杰里·刘易斯于1966年首创的，它让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一起相聚在电视前，目的是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来为遗传病、特别是神经肌肉性疾病的研究而捐款。这个节目于1987年被“引进”法国，每年12月的第一个周五晚上20点开始，一直到周日，法国国家电视二台与法国抗击进行性肌萎缩疾病协会合作，举办募捐晚会，并在电视上连续播出，在歌舞中穿插科学知识的介绍，呼吁公众为科学研究捐款。节目热闹非凡，大腕级的节目主持人、演艺明星都会争相出现在这台电视晚会上——译注。


 [213]
 这项研究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思考公共问题的构建，而是为了分析电视机构、接收者行为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作用等的影响。这项研究也可以被视作传媒对某一公共健康问题报道方式导致变化的例证。参阅多米尼克·卡尔东、让-菲利普·赫坦、奥利维埃·马丹、安娜-西尔维·法拉波和萨比娜·罗泽耶：《慷慨模式：电视募资的三项研究》，载《网络》杂志，1999年总第95期，第15～105页。


 [214]
 多米尼克·卡尔东等：《慷慨模式》，出处同上页，第101页。


 [215]
 吕克·伯尔坦斯基分析过这个“情感话题”，并且在《远程痛苦：人道主义精神、传媒与政治》中有所阐述，梅泰理出版社，1993年版。


 [216]
 埃尔维·戈夫曼：《经验框架》。


 [217]
 埃里克·纳弗在其《传媒、社会运动与公共空间》一文中曾以此项研究为例，《核问题上的传媒话语与舆论：建构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报》，1989年，第1～37页。


 [218]
 package——原注。


 [219]
 亨利·布瓦耶、居伊·洛夏尔：《有关郊区的电视画面：1950～1994年》，拉马坦出版社，1998年版。


 [220]
 厄玛乌运动（le mouvement Emmaüs）：法国天主教慈善工作团体。皮埃尔神父于1948年在巴黎郊区创立，旨在关爱弱小者。这个团体在巴黎和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帮助流浪汉、无家可归者、绝望的人——译注。


 [221]
 反对种族主义协会（SOS-Racisme）发起的示威活动，活动于1983年10月从马赛出发，并于同年12月3日在巴黎游行告终，数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22]
 传媒关于移民的话语问题，参阅西蒙娜·伯纳夫的论述，她阐述了从1980年之后的10年间，人们如何从移民经历的问题（住房、扫盲等）架构中转到移民带给法国的问题（犯罪、恐怖主义等）上，参阅《移民词语》，吉梅出版社（Kimé），1991年版。


 [223]
 亨利·布瓦耶与居伊·洛夏尔，出处同上页，第96页。


 [224]
 关于郊区问题与少数族裔聚居区问题，可参阅帕特里克·尚帕涅：《传媒建构社会不安》，载《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杂志，1991年总第90期，第64～75页。


 [225]
 贝尔纳·德尔夫斯与雅克·努瓦耶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公共问题的传媒化是由社会话语制造产生的，同时，媒体化也参与到了这个建构当中。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公众化与其进入话语（论据的建构、叙事的原则等）以及与出场的各角色之间的争斗（力争将更易接受的问题强加于人）是分不开的。话语性与社会性（甚至经济性）彼此紧密交错。参阅二者的《关于传媒化现象的跨学科研究：构成派观点与社会话语》，载《传播研究》，1999年总第22期（《公共问题的传媒化》专辑），第13～39页。


 [226]
 这一术语引自菲力普·施莱辛格：《新闻社会学反思：新闻来源策略与媒体中心论的局限》，载《网络》杂志，1992年总第51期，第75～98页。


 [227]
 菲力普·施莱辛格：《新闻社会学反思：新闻来源策略与媒体中心论的局限》，载《网络》杂志，1992年总第51期，第91页。


 [228]
 埃里克·马塞、昂热莉娜·佩拉尔瓦：《传媒与城市暴力》，法国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29]
 沃勒昂弗兰（Vaulx en Velin）：法国罗纳省的一个小城，位于里昂市东郊——译注。


 [230]
 伊夫·戴拉海曾经提出，新闻写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不同社会角色建立起的相互制约关系构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报道主题性质的影响；这些模式并不仅限于其形式（写作技巧、写作风格等），而且揭示了这个独特世界的某种关系。参阅其著作《新闻写作方式》，野性思维出版社（La pensée sauvage），1978年初版，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版。


 [231]
 泰勒－尼尔森－索福瑞的研究，刊登于2002年5月28日《世界报》。


 [232]
 法国总统选举采取“多数两轮投票制”，即总统以有效票的绝对多数当选，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无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则在投票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这一轮投票仅在前一轮中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中进行，如果前两名中有人退出竞选，则由得票次多者替补组成第二轮投票中的第二个候选人。自从1962年实行总统普选以来，没有一个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50%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包括戴高乐总统在内），因此每次法国大选都进行过两轮投票——译注。


 [233]
 法国最大的私营电视台——译注。


 [234]
 4月21日——译注。


 [235]
 法国西部城市，距巴黎120公里——译注。


 [236]
 达尼埃尔·施奈德曼著：《传媒噩梦》，德诺埃勒出版社（Denol），2003年版。作者依据电视节目《留驻画面》（Arrêt sur image）的数据，所得出的结果明显相似。2002年4月1日至4月21日，法国电视一台有54个话题涉及社会治安问题，其中5%是正面的。2002年4月21日之后三周内的相同时段，只有不到10个同类话题，其中40%被认为是正面的。一段时间以来，传媒冲动似乎越来越常见：如最近刚发生的戴高乐机场搬运工受到不公指控、所谓的阿莱格尔/博迪斯丑闻、法国电视二台过早地提前宣布了阿兰·朱佩的退休，以及媒体对一名谎称自己是巴黎郊区地铁快线上一场反犹案件的牺牲品的年轻女子之狂热，等等。每一次，媒体都被迫在事后做出懊悔的表示，被迫间接承认他们工作速度过快，追逐收视率有可能会给他们的可信度造成损害。


 [237]
 参阅朱利安·泰拉：《电视新闻的不安全性：以2002年总统竞选活动为例》，拉马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等。


 [238]
 让·夏隆：《制造新闻》，伯瑞尔出版社（Boréal），1994年版。


 [239]
 agenda-building——原注。


 [240]
 让·夏隆：《传媒与资源：日程设置模式的局限性》，载Hermès杂志，1995年总第17～18期，第73～92页。


 [241]
 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击败罗马军队，并强迫败军通过“轭形门”。如今“通过卡夫丁轭形门”，意即蒙受“胯下之辱”——译注。


 [242]
 说实话，或许应该补充说明，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即那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常常自以为是，因为他们常常自诩为民主的捍卫者。


 [243]
 horse race politics——原注。


 [244]
 有关政治家、记者、民意调查者或民意测验之间的三角关系的著述尤其丰富。围绕这一主题，除帕特里克·尚帕涅的《制造舆论》之外，还可参阅埃里克·纳弗的《“真实时刻”节目或再现方式的三角关系》，载《词语》杂志，1989年9月总第20期，第57～72页，以及《传媒与“再现方式危机”的建构：以法国为例》，载《传播》杂志，第14卷，1993年第1期，第21～54页，或参阅多米尼克·吴尔敦的《反思传播》，尤其请参阅该书第7章（《恶魔三角：新闻记者、政治家和舆论》）。


 [245]
 保罗·贝尼舒：《作家之神圣：论当代法国世俗精神权力的降临》，约塞·科尔迪出版社（José Corti），1973年版。


 [246]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俄狄浦斯王和伊俄卡斯塔的女儿，与其表哥海默相爱。海默的父亲是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忒拜城的新城主。安提戈涅的哥哥因为叛乱而被克里翁杀害，抛尸城外，克瑞翁规定禁止任何人收尸，否则处死。安提戈涅不顾禁令，放弃了爱着她也是她爱着的海默，毅然为哥哥的遗体举行了埋葬仪式，最后自杀身亡——译注。


 [247]
 尤请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知识分子与法国狂热：20世纪宣言与请愿》，法亚尔出版社，1990年版；弗朗索瓦·乌尔芒：《学者的幻灭：1968年5月后知识分子的形象》，雷恩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弗朗索瓦·多斯：《观念的行走：知识分子的历史与思想史》，发现出版社，2003年版。杰拉尔·努瓦利埃尔证实，20世纪出现了三种相互冲突的知识分子干预形式：革命知识分子、政府知识分子以及特殊知识分子。根据努瓦利埃尔的见解，只要当今知识分子想继续在城邦中扮演法官角色，就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参阅杰拉尔·努瓦利埃尔：《被诅咒共和国之子：法国知识分子的未来》，法亚尔出版社，2005年版。


 [248]
 雷吉斯·德布雷：《法国的知识分子权力》，拉姆齐出版社，1979年版。


 [249]
 更多关于知识分子传媒化的细节可参阅拙作《文人部落：第五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加尔曼-雷维出版社/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拙文《记者与知识分子：一种新的文化构型？》，载《网络》杂志，1992年1～2月，第51期，第11～24页。也可参阅埃莱娜·埃克：《视听传媒与知识分子》，见米歇尔·莱马里与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合著：《当今知识分子史》，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25页。


 [250]
 指1968年春天法国发生的青年学生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风潮——译注。


 [251]
 我们可以像多米尼克·吴尔敦一样，将这个粗略的分类细化为四大类：传媒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利用传媒的知识分子以及匿名知识分子。参见多米尼克·吴尔敦：《大众颂歌》，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等。


 [252]
 fast-thinking——原注。


 [253]
 皮埃尔·布尔迪厄：《知识分子排行榜？》，载《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杂志，1984年7月总第52～53期，又见其作《学术人》，子夜出版社，1984年版。


 [254]
 此处参阅让-巴蒂斯特·勒加夫尔：《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1995年11月至12月间请愿书新闻解读》，见巴斯蒂安·弗朗索瓦与埃里克·纳弗著：《马赛克式公共空间》，雷恩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9～228页。另有朱利安·杜瓦尔、克里斯托夫·格贝尔、弗雷德里克·勒巴隆、多米尼克·马尔切蒂以及法比安·帕维：《法国知识分子的“12月”》，自由行动理性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年曾经发生过论战。


 [255]
 多米尼克·吴尔敦：《反思传播》，第176页。有关电视上的专家和学者形象（例如哈露·塔兹夫），以及知识分子形象，参阅伊夫·舍瓦利耶：《电视上的“专家”：选举传统与传媒合法性》，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1999年版。


 [256]
 此处参阅米丽娅姆·巴黑尔：《公众协商》，见巴斯蒂安·弗朗索瓦与埃里克·纳弗：《马赛克式公共空间》，第167～184页。


 [257]
 为了认真研究现象的解决办法以及联合专家与公民的方法，参阅米歇尔·加隆、皮埃尔·拉库姆与雅尼克·巴尔特合著：《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行动》，瑟伊出版社，2001年版，书中建议创立混合论坛并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对话的民主。


 [258]
 我个人通过观察全国生命与健康科学伦理咨询委员会（CCNE）的辩论及其传播行动，通过对报纸内容的分析以及通过与不同的相关人员对话来进行研究。有关专家的形象、全国伦理咨询委员会以及伦理问题的整体提升，可参阅多米尼克·梅米的著述，特别是其《身体的看守者：伦理硕士学位10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96年版。


 [259]
 苏珊娜·德舍维涅：《传媒场域》，见丹尼尔·鲍伊与让-克里斯托夫·伽隆合著：《争议中的生物技术》，巴兰出版社（Balland），2002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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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文化因素

第六章 传媒： 大众文化的载体？

观念世界与艺术世界这两个领域，如今对长期以来席卷它们或至少是动摇它们的传媒旋风变得格外敏感。在学者和研究者看来，在法国，观念流通的传统渠道一直是借助于学识传播，即借助于专家之间的讨论、同行的认可、学术出版物，或许之后在另一层面上还会借助于大众化的著述和报刊、电视的专访，而面向公众普及。受益于记者们对严格遵守权威原则从事自己工作的满足感，第一级市场——专家市场，一直在对第二级市场——公众市场呛声。换一种方式说，相对于在第一层面发挥作用的新闻界
 
[1]

 ，学术界一直拥有极强的自主性。诸如学者雅克·莫诺、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一直都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极强的权威性，因为他们的身后有着通过学术著述以及著名出版社认可的学术成就。但在今天这种时光已完全被颠覆。

自从某些专家和众多作者被传媒化 （可以大致追溯至1975年，自电视节目《省音符》
 
[2]

 开播始）以来，知识界的认可体系已被颠覆，并且被完全重组。博学之士与文人的联盟已悄然让位于学者与记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学者的被认可及其知名度方面，记者已掌握了主要的分配权。如今他们的话语及评论的震撼力与以往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放弃了原先通过同行认可的一系列做法，转而通过第三级市场，即传媒市场来直接面对公众。景观化和传媒化的理念早已成为最重要的规则。

在艺术、文学、音乐、电影和戏剧等战线上，传媒控制文化的例证比比皆是。文化市场确实为基于种种原因的深层转型所累。首先是休闲方面提供的可能性大大拓展了，它们已被视同另类文化活动（如体育、旅游等）；其次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一系列新的文化资料（唱碟、光碟、书籍等）生产和分配的发展；最后是市场营销和传播策略的突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家的成败。

艺术领域如同观念领域，其本身也渐渐失却了自主性和匀称性。奥利维埃·多纳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艺术领域的运作规律作出评估之前
 
[3]

 ，曾对艺术领域做过分析。他认为，艺术领域建立在美学原则和经济原则、创作和市场明确分野的基础之上
 
[4]

 ，然而现今这一领域的组成却围绕着双重的对立：一方面是艺术和商业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教育和娱乐的对立。他发现，文化资料的艺术和教育导向已渐渐被追求商业效益和崇尚娱乐化所摧毁。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使得天平向商业和娱乐一侧倾斜，而不利于艺术与教育这一侧。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文化被强烈产业化的环境中，传媒在学者、文人、艺术家及其成就和作品的权威性和曝光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更有甚者，传媒还修改了权威认可的传统形式（诸如认可的竞争机制、人们获取可信度的一系列方法及用以管理其公共形象的工具等），以及权威确认的传统形式（相对于有限权威性的广义权威性）。传媒在这方面的权力经常受到研究人员或艺术家（特别是歌唱家）的谴责，对那种只要拒绝屈从于带有强制性的商业法则和电视的表演规则，就越来越难接近大众的现象，他们极为不满。问题的核心是要搞清大多数记者，尤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否真的掌握了确认权威之缰绳，是否通过自己的评判规定“想象的”以及艺术上可接受的范围；搞清他们是否在为自己炒作，在造就自己的成功，而不惜鼓励文化产品（这里指的是知识产品和艺术产品）的单一化。

可以想象，仅仅是指责传媒在文化确认过程中的权力，以期领会论争的所有博弈是不够的。许多反对报刊、电台、特别是电视产生负面影响的人士通常都忽视了文化“消费者”具体行为的细节。事实上，对联结文化产业、传媒和公众之间之关系特点的无知，导致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错误见解。在仔细观察法国人的文化经验时，我们的确发现，在文化单一化和同质化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文化行为的不稳定性，一种不同消费样式的混杂性，它们无可挽回地影响了对所谓媒介文化的研判和定论。

一种全新的文化构型

“传媒－广告经济”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无甚争议的事实切入话题：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原有的联结艺术家、批评家和文化事业的制度已开始分崩离析。原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商业理念、广告和传媒的猛击之下坍塌。1994年，奥利维埃·多纳在对几年中发生的变化作出新的估计之前，不仅已经觉察到他所谓的“传媒－广告经济”的强势上升趋势，而且还阐释了权威确认方法的更新。
 
[5]



传统上围绕艺术家、文化中介（制片人、出版商、批评家等）和文化体制（负责这一领域的公共权力部门、学校等）三重元素所建构的艺术界和文化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服从于明确的认可体系：艺术家首先是被同行、专家和批评家认可，然后才是被体制认可，最后被教育体系认可。随着创作家的地位在大众方面获得了承认，并开始获取充分的经济效益时，他通常就在同行那里失却了地位。这一认同定律是无情的，追求金钱利益便会引发精神层面上的贬值，若受文化的商业性一端的诱惑就必须在纯艺术性这一端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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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被人称为大众文化的延伸以及新近的技术变革动摇了这一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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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集中化、金钱和市场理念的膨胀、文化产品发行新方法的建立以及新的表演形式（摇滚乐、饶舌说唱等）的侵蚀，都激烈地改变了艺术、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艺术世界和观念世界的界线被文化产业、广告行业和传媒业界之间日益明显的结合所混淆。

这三者结合的根源在于“传媒－广告经济”，它在一个广泛重构和重新洗牌运动中，鲸吞了建立在艺术家、中介和体制传统分野基础上的原有制度。这一现象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947年，泰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就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中，抨击过文化产业、广告和大众传播手段的结盟），但它20余年来的蓬勃发展与气势却令人感到意外。这一形式鼓吹的价值观（效益、最高收视率、系列生产和产品的迅速周转……）不仅进入了与艺术世界价值观的对立状态，而且还出现了影响创作本身的倾向：投放市场的影片需大力研究营销策略、书籍的编发要根据其可能获得的传媒效果、歌曲的创作则需考虑在电视里的反复播放，这一切都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小小的电视屏幕确实成为加速这一过程的一部发动机，奥利维埃·多纳曾就此总结到：“电视不再简单地是一台征服新的观众、提升知名度或减增经济效益的机器；对于那些不属于文化知识界的、不能享用简便而专业信息网的人而言，电视台也完全如同一个权威的认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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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新生事物在于，传媒的认可不再必须通过改变专业人士的社会等级或去权威化来实现。如今，许多文化创作者怀着嫉羡的心情，觊觎同行的成功，他们深知如果完全摆脱这种推销理念，将极有可能面临被大多数人排斥的苦楚。现今已不再划分“纯粹的人”——那些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在思想的奥林匹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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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安营扎寨的人，与“不纯粹的人”——那些参与争夺传媒丑剧、屈服称臣的人，而是划分出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序列与可预见的丰富多彩的行为。理想的方式是既要最大可能地整合传媒资本，又不失去职业的本义；既获得广泛的曝光度，同时又获得极强的权威性。文化知识界的任何方面都不再能回避这一现象，作家、音乐家、影人、画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等都面临着两难境遇：在传媒化的过程中行至何处才能不丢失灵魂？现在如果再将原先区划从优雅到庸俗的渐变序列、从为艺术而艺术到商品艺术的渐变序列，用于理解统领当代文化形态运作的复杂机理，恐怕已不再完全行之有效。当代文化形态正遭受一场重新洗牌，但它不是通过激烈的突变或断裂，而是通过20世纪最后25年中循序渐进的重组来实现的，重新洗牌导致了新的认可方式的崛起。

为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广度，我们暂且驻足于一个特殊的例子——传媒与书籍出版的关系，在此它对我们将起到阿莉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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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团
 
[11]

 的作用。其实，出版界对这种颠覆等级以及市场、传媒化和广告至上等理念格外敏感。先来谈谈商业至上理念，这是指业界大步迈向集中化。在法国，出版行业已被两大集团——阿歇特（又译桦榭，Hachette Livre）图书集团和埃迪蒂（ditis）出版集团控制。第一家集团阿歇特图书集团业务包括教科书出版（阿蒂埃-阿歇特出版社Hatier-Hachette）、文学出版［法亚尔（Fayard）出版社、格拉塞（Grasset）出版社、司托克（Stock）出版社、卡尔芒－莱维（Clamann-Lévy）出版社、拉泰斯（J.-C.Lattès）出版社等］，以及袖珍书（Livre de Poche）出版社、阿尔芒－科兰（Armand Colin）出版社、拉鲁斯（Larousse）出版社等，其2003年的营业额高达13亿欧元。而第二家集团埃迪蒂出版集团［前身为威望迪环球出版集团（Vivendi Universal Publishing），如今为法国温德尔工业投资（Wendel Investissement）旗下的子集团］的业务则包括教科书出版［鲍达斯（Bordas）出版社、纳唐（Nathan）出版社、雷茨（Retz）出版社］、文学出版［罗贝尔·拉丰（Robert Laffont）出版社、朱利亚（Juillard）出版社、普隆－佩兰（Plon-Perrin）出版社、发现（La Découverte）出版社、索拉尔（Solar）出版社、贝尔丰（Belfond）出版社等］、袖珍读物出版［如口袋书（Pocket）出版社、10/18出版社］等，其年营业额达6.62亿欧元。远远落在这两大出版巨人之后的，还有一些独立出版社（但家族性经营模式正趋消亡），如马蒂尼耶－塞伊（La Martinière-Le Seuil）出版社（年营业额2.8亿欧元）、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年营业额2.64亿欧元）、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出版社（2000年被意大利的里佐利集团收购，年营业额2.26亿欧元）和阿尔班·米歇尔（Albin Michel）出版社 （年营业额2.1亿欧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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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两大出版集团在操控出版业的同时，还分别通过自己旗下的阿歇特发行公司和网络论坛发行公司控制了市场。

这种情形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了生产方法的同质化，急迫地转向立竿见影的投资方式，也导致了图书出版的迅速商业化，还导致了效法管理理念的随笔性作品的盛行，即牺牲深度而在广度上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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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链的另一端，它还引发了接触图书路径的转变，因为现今的书店面临与大商场和超级市场竞争的严峻局面。2002年，法国有22.5%的图书是通过邮购或书友会购买的；20.3%的图书是在专业化大商场购买；有19.3%是在书店购买；还有18.9%的图书是在小超市或大超市购买；另有8.9%的图书是在书报亭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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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谈谈传媒化和广告至上的理念，因为许多书籍都属于大生产范畴，其发行业务依据精心策划的销售策略，以期吸引传媒的注意力，或引发一场争论、闹剧。图书发行成为广告手段、编辑反馈、尤其是电视共鸣的问题。假如不存在发行制胜法宝的话，就势必要证实出版商在努力制造连锁效应，因为诸如《省音符》之类的电视节目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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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应该同时对全国性大报或新闻类杂志和地区性报刊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它们并不总是单纯的读书节目）作一调查报告，看看结论如何。传媒推介的作用是难以测定、不易预估的，传媒推介的效果远远大于为一些面向大众的读物而作的广告轰炸。在此仅举一例：2000年至2002年期间，书籍领域的广告投入只增加了14%。认清这些变化的全貌势必要对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的现状分别进行评估。

思想领域亦即研究著述和随笔的产地，多年来经历了深刻的巨变。在此方面，报刊特别是周刊，日益追求资本主义编辑方针的最大商业化向度。与20世纪60～70年代人们看到的现象相反，当时的一些新闻期刊，例如《新观察家》杂志，还曾经围绕某一观念的论争或某一当红的作家，组织属于自己的“头条”文章，参与大众对“新史学”、结构主义和著名知识分子（如埃马钮埃尔·勒鲁瓦·拉杜里、乔治·杜比、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的探索。然而，今日期刊已不再为思想运动提供版面，放弃了对一些知识界论争的深入剖析，而常常满足于谈论那些在广播电视上已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

期刊已不再发挥（曾经独有的）拓荒者的作用，而是采取一种基于随大流或基于景观化倾向的畏寒姿态。这种墨守成规的倾向源自以营销文化（销售额最大化、吸引广告商、争夺广告市场份额等）为基础的刊物管理理念，它不仅导致《电视导视》之类的副刊增多，而且还导致《白领薪酬》（Le salaire des cadres）、《房市行情》（Les prix de l’immobilier）和《法国健康》（La Santé des Français）之类的杂志刊行。期刊的另一大症状是法国精神生活的萎靡，它不仅表现为诸如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这些在公众眼中有可能是“思想大师”般伟大人物的缺乏，还表现为刊物举步维艰而不再能发挥思想实验室的作用。

由出版商、期刊和报纸建立起来的三角中介关系已然消失。公众本身也发生了改变，曾经是图书大买家的大学生现在也只满足于搞到那些应付考试的教材或120页之内的缩写本。出版业和传媒业朝向商业化、法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产阶层的崛起、娱乐休闲方式选择的增多、阅读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多媒体的竞争等）都是往昔精神生活不再辉煌的缘由。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的销售受此影响颇大，此类书籍的销量骤跌（1980年时，每本书的平均销量为2200册，而今却只有600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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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随笔之类的读物仍有一部分读者。人文科学读物和随笔类读物明显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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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成功的作者是那些不停地被传媒认可的作者，关于这一点稍前已经言及，在这方面，一些哲学家（如贝尔纳－亨利·莱维、阿兰·凡基尔克劳、吕克·费里、雷吉斯·德布雷等）似乎最惹人注目。

传媒化的随笔作者之地位如今已成为被认可和成功的保证。它鼓励各种身份和等级的混搭，并因此孵化出这种横跨学界和传媒界的中间形象，具体体现为记者型学者或学者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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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界专业人士”和传媒界专业人士的接触区域倍增，以至于通过沾染来接受的方式成为当前的主宰，因为传统的标准已经模糊。知识界相对于传媒界的自主性的丢失，促使一些观念传播者（中介者-记者）变成真正的观念生产者。

批评的作用在此只是花架子，因为批评不只是单纯地谈论书的固有优点和自身品质，而且还要谈论其可能造成的“反响”以及可能引发的传媒共鸣。某些记者通过自己的权利选择那些必须谈论的书籍、通过在自己供职的高收视率或高知名度传媒中的位置，以及通过自己在公众中引发回声等方式，可以在卓越思想（excellence intellectuelle）方面发挥裁判作用。但并不因此就可以像雷吉斯·德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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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那样，当今传媒人士只将其自己扮演成新教士，并掌握世俗的精神权力，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观念的论争以及当今社会知识的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不可否认，中介者和商人（记者和投资者）在现今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比文人们（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要大得多，至少天平的两端是极不平衡的。

总而言之，某些传统媒体（尤其是杂志）权威影响力的减弱、“重大报道”的失宠以及与大学变革（这一主题太大，在此难以展开）相关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衰退，还有传媒型知识分子的涌现、商业和广告理念至上等诸多原因，都促进了日益向传媒化倾斜的知识界的重组。

文学领域也受到传媒－广告模式泛滥的严重冲击。最能显示这种现象的便是勃兴的畅销书排行榜有如认可标准。《观点》周刊与RTL广播电台合作，每年分别推出小说类读物和随笔与文献类读物排行榜，就是佐证。2003年，位居这一排行榜小说类读物榜首的是马克·莱维的《7天等于永远》（罗贝尔·拉丰出版社），之后是让－克里斯托夫·格朗热的《狼帝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和埃里克－埃马钮埃尔·施密特的《奥斯卡与粉红女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在随笔文献类读物排行榜上，获得第一名的是大卫－塞万·施雷伯的《战胜精神压力》（罗贝尔·拉丰出版社），排名第二的是菲利普·戴高乐的《我的父亲戴高乐》（普隆出版社），第三名是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恩合著的《〈世界报〉秘闻》（一千零一夜出版社）。只需一个简单的计算便能看出，小说类排行榜的前25名中，最具传媒影响力的出版社占据了大半壁江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有8本、XO出版社有3本、罗贝尔·拉丰出版社有2本，仅此3家出版社就占了销售量最高的小说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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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小说最佳销售排名再次证实了这一趋势：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成功地将5位作家（贝尔纳·韦尔贝、艾美莉·诺冬、埃里克－埃马钮埃尔·施密特、让－克里斯托夫·格朗热和克里斯蒂昂·西尼奥尔）推上了排行榜，并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XO出版社和阿歇特图书出版社并列为四大广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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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理念和市场理念日益牢固，并取代其他尺度成为衡量一本书价值的标准。

另一个颇有教益的现象是传媒自己创立的文学奖层出不穷。一些独立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雷诺多文学奖和梅迪西斯文学奖等）本来就因为评委与出版商之间的串通不时被揭露而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除此之外，广播电台、期刊也创立了自己的文学奖项，以期将选择年度最佳作家和最佳小说的最终意见传递给听众或读者。1970年ELLE杂志推出了“Elle女读者大奖”，稍后法国的国内广播电台也推出了“国内电台图书奖”，而RTL广播电台则推出了“RTL阅读奖”。大众评委被视为外行话语权的代表，他们的行事方式殊异，不顾忌出版界的压力，毫无门户之见。于是同传统的评委就形成了竞争，这些求助于公众的奖项，使得记者的现身有如公正的裁判，同时使得传媒有如确认文学才能的新机构。

希尔维·杜卡斯－斯帕埃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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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与体制的观点并不真正相符。作品的筛选并不完全透明，事实上它由评奖组织机构决定，组织机构吁请专家事先确定有资格参选的书单，而这份书单反映了批评家和编辑部门某些人的鉴赏力。此外，尽管在获奖者的分配上，的确对小出版社有所照顾，但在总数上获奖最多的仍是伽里玛、格拉塞和塞伊三大出版社。在“国内电台图书奖”的获奖者中鲜为人知的作家占1/3弱，而在“Elle女读者大奖”的获奖者中这一比例为45%，选择似乎更为折中。不可否认，这些奖项为发现新秀和至此尚不为人知的成功作家（如达尼埃尔·佩纳克、马丁·温克勒、达尼埃尔·毕古利等）提供了空间，不仅帮助他们扩大了作品销量，而且更好地融入了文学界。然而，这些奖项仍属于商品理念，因为嵌入了“发行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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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概念将文学博弈简化为纯粹的商业成功。人们借此庆祝公众的加冕，庆祝未名读者成为鉴赏力制造者，同时还庆祝将传媒设置视同专司荣誉的工具。人们还通过这一机会，努力推介电台或期刊，稳定听众群和读者群，从而获取广告效益，因为传媒成功地将自己界定成文化权威的新代表。

传媒创立的价格体系因此显得模糊不清，一方面，它多少扩大了一点获奖作者的范围，并在遴选作品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传媒在认可作家权威以及图书消费方面的霸权，因为传媒有能力打造成功、炒作声誉，甚至将这些放大。稍后我们还有机会来谈论这一点。

传媒与图书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还不局限于期刊的相对因循守旧和报刊或电台创立文学奖等现状。只要关注一下电视，这种复杂性也同样表现出来。事实众所周知：当电视节目《省音符》停办以后，法国荧屏上的读书信息减少，可能与图书有关的节目既无原先的收视率，也无原先对电视观众的影响力。读书专题节目都被编排在晚间的第二时间段［例如法国电视一台的《夜航》（Vol de nuit）、法国电视二台的《校园》（Campus）、法国电视三台的《文化及依属》（Culture et dépendances）］，或被编排在深夜［如法国电视二台的《子夜絮语》（Des mots de minuit）］，或星期天的上午［如法国电视五台的《书船》 （Le Bateau Livre）］，要不然就被转移至专题频道［如巴黎有线一台的《右岸/左岸》（Rive droite/Rive gauche）——而今也已消失］，或者被缩减为极短的节目样式［如法国电视三台的《一日一书》 （Un livre， un jour）］。这些节目的收视率在05%至2%之间，市场份额则大约在5%至15%之间。

除了个别情况（如《书船》或《子夜絮语》）之外，电视的主要目的是让观众与作者个人之间，而非与某部作品、某种观念的表述或某种文学经验的表述之间建立联系。
 
[24]

 最常见的情形是借助某一本书，来阐述文化时事，引入快餐式思考以试解当今人们最关注的重大话题（如暴力、性、伊斯兰等）。文学和书籍不是电视节目的主角，因为作品成了用来启动节目的引子——有可能吸引电视观众的话题的引子。我们不应忘记：电视与其说是文化媒介，不如说是娱乐媒介；与其说要传递什么，不如说令人可以企及什么。

一些节目还特别在意传媒效果，有的则试图人为地制造一些争论。蒂埃里·阿迪松主持的节目《所有人都在说这事》和马克－奥利维埃·富吉埃勒主持的节目《无法保证人人满意》就属于这种类型，如今他们的节目吸引了那些希望打动尽可能多的读者的出版商们。作者不再是一位作家或专家，而是一位电影明星、歌星、模特、体坛明星、一个不幸事件或一个不公事件的受害者，甚至如同在前面我们已经言及的那样，是一位政治人物。作品与公众之间的中间环节成为某种景观。必须学会如何将一本书转变成情感，将作者打造成懂得舞台表演的人，即变成能够通过其讲故事的本领吸引电视观众的演员，或者是扮演正义先生（Monsieur Le Royal）角色、深谙引发争论或摆布话语的主持人。要在电视里介绍一本书的话，根本不需要阅读这本书，而只需懂得如何谈论它即可，因为它通常只是一场脱口秀的简单内容而已：对于作品的评论就这样取代了作品本身。作者使自己引人注目的能力让作品变得光彩夺目。传媒化方面的高手让·道尔麦松清晰地概括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人们写书可以享受成功，可以出名，而今在所谓的文学上要想成功的话，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先得出名。”
 
[25]



这种（多少有点昙花一现的）传媒的辉煌显然如同一把双刃剑。它打造知名度，助长渴求曝光与出名的愿望，产生经济效益，但同时它也如同纳塔利·海尼贺在言及文学奖时指出的那样
 
[26]

 ，它也给作家个人带来痛苦、带来身份一致性问题以及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在崇高方面的差距。它毕竟颠覆了习惯上的崇高序列，因为公共生活的优先地位在此是以损害文学生活或本意上的创作而获得的。传媒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上，而是集中在认真而有限的作品推广上——以即时编务的时间性为特征的作品推广上。传媒改变了传统的崇高等级，用吕克·伯尔坦斯基和罗朗·泰福诺的话来说
 
[27]

 ，商品的价值和名声的价值超越了创作的价值。传媒还参与了所谓的“舆论界”，其中的认识等于“听说”，崇高建立在知名度的基础上，它与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灵感世界”截然相对立。

确认权

从传统的阶层和等级产生动摇之时起，从价值似乎被知名度取代之时起，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传媒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发表评判意见者和被评判者之间产生的互动关系。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使得人们对这一点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于厘清消费者是如何寻找那些有助于减低文化产品价值不确定性的信息的。
 
[28]



一件作品的非凡性及其独创性通常是其价值基础。在绘画市场上，画廊负责人、美术馆的馆员和艺术批评家之类的中介，对一幅画作的行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文化资料以工业化方式生产时，情况就不同了。供方按增加新产品（如流行歌曲、独家新闻等），或按突出艺术家独一无二的个性及其知名度的思路来组织货源。文化艺术的任何领域，制作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尽可能提高曝光度的方式来扩大艺术家的声誉。至于对一件作品质量的解读，不仅依赖于直接的经验、口耳相传和对某些起着推荐人作用的舆论领袖（行家、专家、批评家等）的信任，而且还依赖于某一奖项的颁发或在成功排行榜的名次，对于诸如书籍、唱片和影片等工业化文化产品而言尤其如此。一件作品的价值因而成为一项复杂运作的结果，这一运作同时或分别求助根据不同的领域、按不同变量组合而成的多重标准。

这里涉及的是彻底减低文化产品价值或文化产品质量的时高时低性。为此目的，消费者需要有信心，经常参照专家的意见和排行榜公布的结果。随着商业理念的强劲提升和市场营销策略的密集使用，排名（如畅销书排行榜、最流行歌曲50首排行榜等）、命名（如质量信得过标签、证书等）以及各类指南大行其道。
 
[29]

 这些举措都有助于确立公认的明星地位，有助于强化其成功。在此背景下，传媒常常超越传统的推荐人，直接替代这些排行榜，放大排名效应，有时甚至还自己制造反馈。一件作品或一位艺术家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被人认可，于是，报刊和广播电视都因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颁发质量信得过标签和建立排行榜的评委所做的努力，正是罗伯特·莫顿所谓的“科学领域的马太效应”
 
[30]

 ，换言之，他们通过自己已获的定论巩固了赢者的地位：因为表面看上去的最佳者，之后将更加有名，将获得更多的东西。传媒参与了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因为传媒构建了影片、书籍和音乐等作品声誉的主要载体。如同弗朗索瓦兹·本哈姆指出的：“进入和通行传媒的速度是衡量荣誉的仪器。名人通过制造明星和保持知名度的最佳载体——大众传播方式来表现自己……传媒在提供得以认证的评判的同时，构建了声誉，而传媒的评选机制由此也得以巩固。”
 
[31]



报刊上的舞台表演艺术报道方式的演变是很说明问题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像玛丽－弗朗索瓦兹·拉福斯那样
 
[32]

 ，关注一下10年期间（1986～1996年）舞台表演艺术（戏剧、舞蹈、歌剧和音乐等）在法国报刊上的地位及其报道处理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化口记者工作上的变化。一项专门针对这些表演艺术相关报道的研究首先证实的是，在半数的研究对象那里，相关报道的版面减少了。这些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诸如《费加罗报》、《世界报》、《快报周刊》这一组研究对象或《世界报》、《解放报》、《法国西部报》、《观点周刊》这一组研究对象都明显增加了演出报道的版面，而其他一些报刊如《人道报》、《费加罗周刊》、《十字架报》、《法兰西晚报》等则减少了它们原有的版面。戏剧和歌剧的报道版面显著增加。然而，古典音乐和舞蹈的报道却比10年前大幅减少。至于流行音乐（综艺、爵士、摇滚和世界音乐等）明显比以往报道得多。

舞台表演艺术的报道形式和标题原本是编辑取向以及关乎文化关系变化的标识，而今这些标识却越来越多地以各类排行榜作为基础。特殊排版形式、早就规定好的版面空间，加上越来越短（简短注释型）的文章形式，构成了“指南”式报道的格式［例如《费加罗休闲指南》（Figaroscope）周报、《亚当休闲指南》（Aden）周刊等格式］，如今已十分普遍，这种做法助长了表面文章（温情、心灵火花、花边新闻等）而非有深度的报道的增多。版面的名称也常常是“休闲好去处”、“我们休闲去”、“消遣/服务”，以至于舞台表演艺术、文化、消遣等都共处于相同的版面之中。我们亲历了“文化”版面内容的逐步扩展，它见证的是人们对文化现象认知的变化。

新闻写作方式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评论和预告性新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新闻稿日益将报道、评论性文字、叙事、专访或人物特写混为一体。总体而言，促销性文字或者按名人新闻方式处理的文字日渐增多。这种写作方式有时会导致报刊无可奈何地去模仿电视新闻文体，而大打情感牌、大打娱乐业超级明星牌：惟有像杰拉尔·德帕迪厄、伊莎贝尔·阿佳妮和其他个别的大明星才能吸引记者的注意力，而那些不太出名的演员和艺术家通常只能待在阴影里。

接受民意调查的记者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有如文化事业的向导、拓荒者和推荐人，但他们大都抱怨来自新闻专员（attaché de presse）的压力，以及过分的市场营销压力与广告压力要求他们报道演出。事实上，对演出的报道完全取决于报社的编辑方针和记者的主观想法，并且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艺术家的名气、演出场地的知名度以及演出商使用的传播手段。以《世界报》的贝尔纳·普瓦罗－戴尔佩什和《费加罗报》的让－雅克·戈蒂埃为代表的传统型文艺评论已经失去了魅力。日益普及的“指南型”文体促进了服务性新闻报道形式，不仅回应了演出推广商的期待，或许还回应了读者的期待。在记者看来，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娱乐业的老板们，他们借助于切实可行的说服技巧来推销其签约艺术家。为了使一场音乐会或一场戏剧演出能够吸引观众，不仅必须拥有高质量的艺术家和作品，而且还必须营造传媒效果、必须吸引记者。公关部门、传媒关系专家负责为事先以自己的工作方式准备好的宣传材料定稿。

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市场新闻学”
 
[33]

 ，臣服于管理阶层的战略利益，似乎逐渐为人接受，或者说至少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新闻报道形式并不打算参与，也不打算作出自己对演出的解读，而是听命于观众，迎合观众的水平，从而部分地失去了原有的权威性。一位接受采访的评论家不无苦涩地指出：“这是一场我们正在输掉的战役，也就是说，要不了多久，就不再有文艺评论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共识的年代，因为我们令所有人不快，因为我们扫了无所事事者的兴。我们正在走向吹捧，走向广告。”
 
[34]

 尽管这种看法未必得到所有记者的认同，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所有的文艺评论都将消亡的结论，
 
[35]

 但是它至少揭示了文化领域报刊媒体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心态。

由此看来，商业促销与文艺评论不分之风日盛，权威性与曝光度亦日见混淆。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和指南在不同报纸的栏目中大行其道，事实上俨然已成为承认和确认艺术家和表演的新工具。

这种排行榜的做法在电影业和唱片业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两个领域，甚或其他领域，传媒化理念都有着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像一台知名度加速器一样地运转，因为一位艺术家（演员或歌手）可以得益于密集的商业促销行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而不再需要几年的时间）被迅速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它可以在极度打造艺术家的形象和个性（对于文学而言可能会是签名售书的形式）的同时，将人们对作品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人的注意力上。整个生产、传播和销售链都在致力于提升艺术家的知名度，同时，自己的利润也得以提升。

这种“排行榜效应”在某些领域已成为主导，尤其是在歌曲领域，它充分利用了唱片公司、音乐电台和电视节目之间的协同效应。销售商与推荐人之间、唱片公司与媒体之间紧密的联系，令某些音乐电台或电视台的独立性受到质疑。

人们都知道，世界唱片市场而今已由环球、索尼、百代和华纳四大公司统领，仅他们几家就占据了75％的市场份额，与他们相比，独立的唱片公司面无血色。此外，由于如今法国半数以上的唱片都是在食品超市售出的（2004年，法国55.7%的激光唱片的销售是在巨型超市和普通超市里完成的；另有35.1%的唱片在专业超市售出，9.2%的唱片则在其他一些专营店如唱片行、小书店或网上售出
 
[36]

 ），因此唱片商非常在意竭尽全力地大打传媒牌，以期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尤其是对广告和对电台、电视台节目特别敏感的公众。

唱片市场已日益简化为成名歌星新歌“单曲碟”或合集的天下，唱片已被打造得与其他商品一样，并无二致。在曲目加速轮换的同时，唱片市场的集中化与大众市场营销加之以品种选择性大为降低为特征的超级销售组合在一起，扩大了轰动效应
 
[37]

 ，以尽快立足市场。在这场正在发生的变革中，传媒扮演了首当其冲的角色：电台基于其无法改变的产业战略，近年来音乐节目量似乎有所减少，对于电视台而言，强势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则改变了歌坛新秀的制造程序。

电台音乐节目的编排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在一些观察家看来，音乐的多样性受到了威胁。如果人们相信2002年由法国媒体市场调查机构（YACAST）
 
[38]

 完成、并由独立电台电视台联合工会（SIRTI）公布的研究成果的话，新青年电台、听迷电台、天空摇滚电台和欧洲2号电台等每周播放的歌曲数目仅在165～237首之间，其中90％是当年最有名的五大金曲。当年的流行歌曲40首（当时最通行的排行榜）的播放曾占据至少60％的播出时间，而且每周某些曲目的重播居然多达80次。无度的市场营销建立在公众收听趋势分析及其兴趣变化的准确观察基础上，它丝毫不给音乐的即兴创作或多样性留出空间。之后进行的其他一些调查也证实音乐排行榜的统领地位，即流行歌曲40首的统领地位，以及电台强势灌输的分量：例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每周的重播竟然可以超过120遍，即每天在《震动》栏目中重播17次。
 
[39]

 2004年，法国有逾6万首歌曲，其中播放最多的1666首约占节目播出总量的76％
 
[40]

 。

这些属于他人的研究尽管有限，但还是证明了产业理念的操控，而许多商业电台参与其中。某些极为传媒化的艺术家，例如让－雅克·戈德曼（2002年法国播出最多的歌手）、帕斯卡尔·奥比斯坡或娜塔莎·圣皮耶等不但过关斩将，而且享受此等天赐的促销良机。而某些唱片商和电台之间令人生疑的勾结（用唱片销售版税换取广告时段）似乎也时有耳闻。

近年来电视制作公司（如安德莫公司和Expand公司）、电视台（如法国电视一台和电视六台）、唱片公司（如环球）以及报刊（如《电视娱乐》周刊）之间合作的发展强化了这一系统，并激化了排行榜原则。法国电视一台的明星学院栏目和法国电视六台的大众明星栏目获得成功，突出地表明了明星体制和媒体认可体制的胜利。真正的商业促销节目不仅吸引了那些想在黄金时段播出广告的商家，而且还对销售极赚钱的衍生产品起到宣传作用。这些节目还表明制作者与播出者在功能上的双重身份，因为所有的电视台都创建了自己的子公司来负责唱片录制。这些节目还见证了如后事实：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强力推出天赋不等、完全无名的年轻艺术家，根据媒体明星制造理念，几周内就可将他们推向知名度的顶峰［这也是某些人所谓的“纸巾明星”（Stars Kleenex）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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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是早已预期的：法国电视一台也因明星学院（第2季）栏目赚到了1.2亿欧元的广告收入，并在决赛时吸引了115亿观众（2004年播出季这一节目的每期平均收视人数为686万观众）。节目碟片的销售也大为火爆：明星学院（第1季）专辑共售出165万张，从而刺激了大规模粉丝俱乐部的诞生，也刺激了对传媒的极度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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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娱乐节目还通过让当红歌手演唱老歌的方法，将几代人同时凝聚在电视机前。

正如菲利普·盖恩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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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化增值原则建立在合作选择的基础上（假如一个颇为著名的歌星，如强尼·哈利代或菲利·科兰愿意和明星学院栏目的新秀同台演唱的话，那在观众看来，新秀们足以因此证明自己的才华）。曾几何时，电视不但成为某些歌手知名度的加速器和放大器（电视台将新个性强加于人），并且强化了已经出名歌手的成功（使他们变得更加可爱）。美国有关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研究证实，由最大品牌签约的唱碟专辑最大程度地享受到了各种推销手段。唱碟销售业绩高的歌手进入流行歌曲排行榜，进而通过某种机械效应和自我强化的累积，使得销售业绩更佳。独立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的境遇较为糟糕，其曲目要想在统领市场的商业电台播出的话，极为困难。这一与确认权一样微妙的过滤系统，表面看来为公众所信赖。人们要求电视公众自己来指定获胜者，在明星学院决赛时，大约300万电视观众就这样通过拨打电话，选出了诺尔文作为优胜者。直接投票原则等于将民主的合法性授予极为有效的商业理念。在征求公众看法的同时，明星制造体制避免了所有对纯粹以赢利为目的之谴责。

人们可以想象，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浪潮为这一机制的成功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它们提供的路径（明星们拥有自己的网站，并在青少年文化浪潮上冲浪），人们获知了明星们前所未闻的资讯，通过它们引发了唱片发送者与唱片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新技术和互联网不可否认地开启了一条快速成名之道。人们深知，新技术和互联网的这一成功也带来了其他问题，诸如从网上下载音乐的问题以及网民日益严重的盗版问题，与此同时，它们还引发了整个唱片业营业额下跌的现象。关乎传媒拥有确认权的例子还有很多，唱片业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事实上，同样的研究成果也适用于电影领域，电影业也正日益屈从于传媒公布的排行榜，也在运用不断提升演员和导演的知名度来预保成功的策略。世界级钜子如时代华纳集团（联袂华纳兄弟公司）、沃特·迪士尼集团、维亚康姆集团（联袂派拉蒙电影公司）、新闻集团（联袂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NBC环球集团（联袂环球电影公司）以及那些坐拥重要片库的钜子，很早就明白某些明星的知名度可以吸引投资、可以激发媒体兴趣并令公众着迷。而个别影星的过度曝光以及某些影片公映前过度的媒体炒作，会导致这些影片的上演周期减少至几周，并从一开始就给票房排名带来不利影响。人们早就明白美国的奥斯卡奖、法国的恺撒奖之类的电影颁奖仪式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电影奖被所有重要的报刊或视听媒体广为报道。商业博弈是决定性的：获奖影片借助于其引发的大量正面报道，可以获得报刊的免费广告效益。

电影评论可以说是表演艺术评论的缩写，它同样也遭受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大制片商和大发行商方面的压力。如果说报刊尚给影评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间，那电视则给人千篇一律之感。在法国，电视台作为许多影片的合拍方和主要出资方，而今几乎不再有任何影评节目。电视台只满足于播放影片预告，只满足于邀请导演和演员作为嘉宾前来演播厅，在精心设计的市场营销计划框架内，推销他们的新作或他们的最新角色。一如卡特琳娜·克莱芒在其有关电视文化节目的研究报告中曾经指出的那样，电视不仅将文化节目安排在深夜和夏季播出，而且即使在电影节目方面（尽管电影在电视中占有优先的地位）也无法摆脱“商业促销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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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演出商、唱片商或电影制片商之所以越来越不敢漠视媒体的声音，是因为在文化产品的认定过程中，市场法则、全球化的工业生产和传播策略已日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近来传媒拥有的确认权非常明显地得以强化。然而，传媒的这种权力无法等同于传媒另一种同样具有约束力的权力，抵御这一浪潮侵蚀的防波堤一直存在，尤其存在于电台（特别是公营电台）和某些报刊。但是，旨在混淆艺术认可和传媒认可的运动已经启动。传媒和传媒化机制事实上已经是新的文化形态的根源，在新的文化构型中，书籍、影片、歌曲及其他文化产品在大多数情形下仅仅是商品，或是与其他产品相同的商品而已，生产完了就消费，而不再是得到尊敬或是受到保护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难道在几代传承的文化遗产几近消逝之际，本应对文化竖起保护的屏障、点燃防火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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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传媒，却使文化陷于危险境地？观念和作品的生命力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创作的灵感和超验性［瓦尔特·本杰明曾经称之为“先兆”（aura）］与市场对工业化生产或营销的需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它如今似乎已经失却）。而这种生命力只能绽放在基于三种竞争理念的机制中，这些竞争理念具体体现为创作者、商家和记者，或可借用弗朗西斯·巴勒的术语，即名士、商人和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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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命力反对上述三者中任何一方侵吞或独自进行操控。

传媒在文化消费中的重要性

如果仅从传媒化的角度出发，只研究文化的生产与传布，而不研究实实在在的（主要是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文化消费行为，那根本就无法理解传媒的权力、文化产品的真正使用权，只能得出毫无经验价值的空泛结论。如果局限于对传媒－广告商业的考量、局限于对新式确认方式的考量，而无意了解文化接受行为，那对于解读活动潜在的多样性、对于创造性以及受者潜在的抵御性都只能是一无所知。在极大多数情形下，有关“传媒文化”之贫瘠或有关大众受电视愚弄的看法，并不了解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尤其是不了解文化产品的接受方式。在这方面，上述看法忽略了社会活动家能够调动各种复杂的机能，他们懂得区分每个角色发挥作用时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必须深深地潜入文化消费的统计数据中去。

文化消费

在界定传媒在整体文化生活中的分量（假如能做到的话）之前，先让我们来简短地回顾一下消费方式之沿革，即来回顾一下法国人文化消费方式之沿革。得到法国文化部支持的一系列调查，分别在1973年、1981年、1989年、1997年进行，这些调查仔细观察了法国人在文化方面的消费行为，其成果描述了法国人文化消费主要变化的轮廓。一方面，观察结果不仅确认了在接触艺术和文化方面一直存在的社会极不平等的现象，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现象；同时也揭示了文化消费的混杂现象，这一现象重新质疑对文化合理性的传统分析。

在法国，文化消费行为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轨迹紧密相联。根据奥利维埃·多纳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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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消费行为总体上是“少数人的、精英的、累积的”。在读书、传媒的文化使用和光顾文化设施等方面，高端的知识阶层自然而然地排在中间阶层前面，而在社会棋盘的另一端，人们发现工人和农民远离此类文化消费。众所周知，定期并多样化地参与文化生活必须整合多种条件：一定程度的学历和收入、贴近文化市场、外向型休闲方式等。如果说1973年至1997年期间，法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那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却丝毫没有缩小。

某些文化消费行为的增多（如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等）首先关乎的是高级职员、中等行业和大学生，而与其他社会阶层（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几乎无关。在这方面，累积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常去剧院、博物馆和展会者，书和光盘买得最多，电视上的文化节目也看得最多。而学历不同的因素无疑远甚于社会出身、居住地点、年龄和收入等不同的因素。在同一社会职业团体的内部，这些变量同样导致文化消费上的区别，仅举一例便能说明问题：教师和科研人员光顾文化设施的次数是工程师和企业高管的两倍。事实足以被人接受，而无需没完没了地强调这一问题。

这些数据都确认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研究成果，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持之以恒地对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区分进行了研究，并且证实了他多次陈述过的现实。根据他的见解，尽管科技有了进步、尽管在文化政策上做出了努力、尽管受教育程度提高，但文化的民主化毫不见踪影。文化合理性的推论还是恰如其分的（统计数据表明，不同的艺术和不同的样式之等级非常明显地对应于在正统文化和非正统文化间建立了一种对立机制的消费者社会等级）：文化渴求不可置疑地与文化资本有关。然而，这还不足以阐明近年来法国人行为的某些改变。

视听产业不可抑制的高涨趋势以及电子设备的突飞猛进引发了一场重要变革：它们将艺术和文化送上门，带入千家万户，开启了新的知识路径，尤其是在青年中引发了与艺术作品和文化丰富多彩的联系。人们不再能够理解当今文化消费的复杂性，而仅以不同社会职业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同源关系原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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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娱乐之间的分界线不再像人们以往所见，而变得更不稳固，书写文化与屏幕文化的互相渗透如今更为严重。声音、文字和图像带来了新的化为己有的形式和使用形式，它们变得更难解读，因为其典范（cas de figure）已更加千变万化。

新的现象其实在于所有社会团体内部文化生活的更新。如果真的像让－克洛德·帕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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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各社会团体之间不平等的社会构架总体上还停留在原有比例的话，使用者的心理状态却几乎已不再可以辨认。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伴随着主流艺术和非主流艺术、正统艺术和非正统艺术之间界限的不断淡化，文化经验的混杂性日益加强。以音乐为例，各种样式与具有摇滚乐、爵士乐、古典音乐和饶舌说唱等截然不同背景的音乐家之间在风格上的交融更为常见。这种折中调和如今日益决定发展的态势，它部分摧毁了以往严肃音乐和大众音乐之间非常严格的区分。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也不再一成不变，文化样式之间的隔阂也在消除，人们亲历的文化杂交多少有点令传统的合理性标准失效。

文化市场的拓展和多样化、教育的大众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式微、特别是传媒以及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游戏规则，21世纪的青少年因此常常能够直接接触到艺术作品，而无需通过传统的推介者，这一中介角色以往是由教师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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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纳·拉伊尔在其著述《个人文化》
 
[51]

 中枚举的许多文化行为例证表明，在所有社会团体中、在各个学历层面以及在所有的年龄层，占主流地位的是不协调的形象（它将一些对立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即将正统的风格和行为与不甚正统的风格和行为结合在一起）。他所概述的文化行为的复杂性和细微性表明，从今往后需从文化能力的多元性和背景多样性的角度进行思考，以理解丰富多彩的文化行为之拓展。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来自大众阶层的一位工人，他可以同时喜玩地滚球、欣赏凯尔特音乐和通俗喜剧、听爵士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同时也可以偏爱勃鲁盖尔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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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居伊·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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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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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说，迷恋《时空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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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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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不协调现象自然不会消除现存的社会主导形式（大众阶层不协调的行为与其说是正统文化和非正统文化两极之间的波动，不如说属于一时的或零星的兴趣而已），但文化不协调的现象将这些主导形式相对化，以避免落入社会的极端简单化。所有的个人并不拘泥于某种文化行为方式的单一类型。

我们应将文化接触路径的多样化和文化消费行为的混杂性重新回置在近20年来经济、技术和文化语境中来考量。如果用简短的形式来概述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可以说文化消费的重心已移至视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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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消费凝聚了我们亲历的变革。有线电视和卫视的崛起及其新提供的节目、录像机和遥控器的普及、电脑及近年来互联网的不断增长、音乐收听时间的持续增多、与书籍和阅读有关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指向一种状况，即家庭视听消费大幅增加，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近几十年来最基本的变革在于文化消费者拥有了传播工具，传媒界则已成为大部分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年轻人的家庭空间。

传媒消费的意义

尽管将传媒消费从文化消费中剥离出来的做法有点生硬，然而分别来了解当代法国人在阅读报刊、收听电台和收看电视的文化消费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定期进行的报刊读者群调查证实，近30年以来，报刊阅读的频率和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报刊阅读已变得更加随机、更加次要，阅读的兴趣中心也更受局限。日报业失去了大量的忠实读者，然而期刊业正好相反，它在一个极为有利的背景下不断发展。1973年，55％（15岁及以上）的法国人每天或几乎每天都阅读日报，到了1989年，这一比例下降为43％，而到了1997年，则跌至36％，也就是说，仅有三分之一的法国人现在还每天阅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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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群受到损害的现象主要与全国性日报有关，而且后果十分严重，地区性日报所受的损害相对较小。因为法国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的阅读日报者的比例从19.7%（1994年）下降到17.7%（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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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忘记，法国人的读报率在世界上排名第28位，远远落后于北欧国家、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最近，免费报刊在法国取得的成功涉及的只是原先没有阅读日报习惯的读者，但在未来几年中它也许会改变游戏规则。

然而，定期阅读期刊的比例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准，1989年有86％的法国人声称定期阅读期刊，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仍保持在84％。法国是目前世界上期刊阅读率最高的国家：2004年近60％的法国人每天在家中至少阅读一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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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知道，报刊读者群的社会成分是有相当差别的。例如，全国性日报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大部分为男性、生活在城市里，身处生活宽裕的阶层，所受教育的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地区性日报的读者中，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的比例基本平衡，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比例也大致相同，但他们的年龄普遍大于全国性日报读者的年龄。

而在广播收听方面，尽管有电视的竞争，人们的收听时间非但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反而还有增加的趋势。每个人收听广播的行为似乎是对收看电视的一种补充，而并不与电视冲突。实际上，花很多时间听广播的人都是忠实的电视观众，而看电视不多的人，听广播也不多。1997年，近70％的法国人每天听广播，而只有12％的法国人从来不听广播。根据更新的统计数字，近81％的15岁及以上的法国人每天收听约3小时的广播。
 
[61]

 这意味着电台在法国各个阶层中都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不仅迷恋音乐电台，而且收听广播的时间很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广播是属于就业人口和15至24岁年龄段的青少年的媒介。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听广播常常伴随其他的行为（如工作、家务、进餐、如厕、驾车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
 
[62]



当然，电视在休闲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最近这些年来电视的重要性还在不断提升，对这一现象还应多作思考为宜，以期真正认识传媒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根据奥利维埃·多纳的说法，作用于文化行为的“法则”是：“在（外出休闲、参观、看展览等）文化生活方面较少的精力投入，总是与较少地参与其他两项活动（听音乐和阅读）以及与长时间地看电视成比例，而在听音乐和阅读这两项活动方面投入很多精力的话，看电视的时间则明显停留在适度的或较少水平。”
 
[63]

 这一“法则”即使有不少例外，但也极大地阐明了社会之不平等，它主导了法国人与文化的关系，这一“法则”尤其关乎两个极端：一端是那些非常频繁而定期地接触文化生活的法国人；另一端则是那些相当远离甚或被排除在文化生活之外的法国人。处于二者中间地带的法国人，其文化消费则更为曲折、更为复杂。

如果借用菲利普·库朗荣的概念，“娱乐时代的电视形态”（télémorphose）
 
[64]

 ，首先指的是看电视时间的增加。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字，用于看电视的时间而今是法国人休闲娱乐时间中比重最大的部分。1986年至1998年的12年间，法国人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从每天1小时44分钟增加至2小时07分。这些数据反映的仅仅是白天将看电视作为主要活动的统计。如果将看电视作为附属活动（边看电视边工作、边做家务、边用餐等）来统计，那每天白天法国人看电视的时间12年间从2小时23分增至2小时56分［而法国传媒统计所（Médiamétrie）在2004年得到的数据是，4岁及以上法国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3小时24分］。如同米歇尔·苏雄十几年前所强调的
 
[65]

 ，在电视消费方面，有两类观众：一类是看电视很多的人，另一类是很少看电视的人。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收视时间，而另外三分之一的收视时间属于很少看电视的人，这些人只占法国人口的10％。依此，电视侵占了一部分人的业余时间，但不是所有人的业余时间。

这种电视形态还意味着与电视屏幕相关行为的多样化，但这一多样化对法国人总体上产生的影响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电视平均收视时间与一定的变量相关。第一，学历高的人在看电视上花的时间大大少于学历低的人。上流文化的消费（读书、看戏、听歌剧等）一直是高学历者的特权，而视听文化的消费则呈现相反的相关关系：其最大的消费群存在于学历较低者中。第二，它与年龄和退休生活相关：年龄越大、越接近退休阶段，看电视越多。60岁以上的人看电视呈现超多趋势。
 
[66]

 第三，它与性别相关：女性在看电视上花的时间超过了男性。但是人们也知道，家庭空间对男性而言，更多的是被当做休闲娱乐空间；但对女性而言，家庭空间更多的是工作空间。因此，看电视对男人来说具有放松的性质，但对女人来说会引发某种负罪感。
 
[67]



最后一点，电视形态还改变了人们日常业余生活的时间结构，而其他一些活动（例如阅读以及诸如园艺、自娱自乐的小装修之类的半休闲活动）的平均时间不是停滞，就是减少了。业余生活中收看电视时间的增加首先涉及的是平民工薪阶层（工人和普通职员）、农业工作者、手工劳动者、商人、企业负责人、家庭妇女和失业者。与此相反，高级职员与收视时间增加的趋势关系不大，阅读仍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则处于上述二者（平民和高级职员）之间。

换言之，精英文化比大众文化更成功地抵御了电视至上的现象：就像我们在稍前论及的那样，电视收看时间的增多主要还是与工人和普通职员有关，而非所有人的娱乐休闲方式，因为这种消费现象的影响对平民阶层而言似乎很大，对高级职员阶层却比较有限。但是从文化角度来看，电视对于草根阶层的霸权不应该完全被解读成负面影响或文化的异化，因为电视也能开启新的视野，并如同稍后将要言及的那样，也能提供多种用途。

1997年时，奥利维埃·多纳曾经这样预言：“从今往后，视听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化分众化以及用途个性化的新时代。”
 
[68]

 人们看到的也正是这样：家庭中时间和社会角色的变化成为荧屏消费日益细化的起因。如果说收看电视（与收听广播和阅读相反）主要仍属家庭行为，那收视习惯，尤其是年轻人收视习惯的个性化却比以往更加明显了。这一趋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个人的自主性（摆脱了约束，摆脱了不停地与家人协商收视时间、频道等规矩）；另一方面则是时间上的去同步化（工作时间的最大弹性使得人们可以在他人不在时收看电视）。
 
[69]



这是否意味着传媒消费的扩展对传统文化消费产生了影响？答案是可能性极大，因为我们在电影院和在电视上看电影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在纸上和网上阅读报纸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我们在音乐会上、在广播中、使用随身听或在互联网上听音乐的注意力也是不一样的。再进一步说，传媒提供了接触某些作品的途径，而这些作品以前是被排除在传统的价值等级之外的。那是否应该因此而得出如此结论：文化消费已经完全依赖于传媒和现代信息传播技术？
 
[70]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社会发展轨迹比以往曲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独特的社交形式
 
[71]

 ，通过与某些原分群（groupe d’identification）的关系形式，来建构自己的文化属性。

假如我们通过19岁至24岁年轻人的文化休闲活动安排，来绘制一张他们的关系网络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联系是围绕极为不同的形象来建立的。
 
[72]

 这些联系可以“专门化”为形式动因，来筛组或分离其诸多关系圈，比如喜欢音乐的朋友是一拨，而网迷、动漫迷或电脑游戏迷是另一拨。在这种情形下，某些特殊的经验遮蔽了其对所谓大众文化的参与。它们还可以“分配”为动因，与不同的朋友圈子分享相同的文化活动，比如与其所有的朋友一起外出休闲、聚会和看电视。在这种情形下，占主导地位的似乎是标准的文化消费。当然，它们还可以“聚焦”为动因，集中于唯一一个关系圈（通常会是小团体或小宗派的形式），来分享各种不同的文化经验（如音乐、电脑游戏、电视、音乐会等）。在这种情形下，文化活动大都对外。

各种社交网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组合：或者是严格封闭的组合，或者是紧密联系的组合，或者是简单过渡的组合。每一次或几乎每次，屏幕和技术界面（光碟机、MP3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和“聊天”等方式提供了相互影响机会的电脑设备等）不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嵌入了与他人相对稠密而柔韧的联系方式之中。回应传播和联络手段增多的是一大堆社会关系，它提醒人们，有相当多的个人生活在文化混合中，对人际关系体系的研究是理解传媒接收状况的基础。

大众文化还是马赛克文化？

新的文化构型和新的认可形式的崛起、文化消费中传媒消费的强势提升显然重新开始了有关传媒对文化反常作用的讨论。在此，我们无意讴歌“上流文化”（culture supérieure，马尔库塞语）或“精致文化”（culture cultivée，埃德加·莫兰语），而反对“大众文化”；也无意重弹文化衰落或文化式微的老调，文化湮没于“一切皆文化”（阿兰·芬凯尔克劳特语）或者文化已同化为一种野蛮的形式（米歇尔·亨利语）之类的说法也早就让人听腻了。

人们至多会联想到那种贬低传媒的观点与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同受责备的现象是相关联的，这种带有怀旧的观点关乎想象中的辉煌往昔，那时，文化围绕被人文传统和教育制度认可的、凭借稳固建立的模式代代传承的作品而构建。这一文化遗产——所谓经典作品奇妙的传世成果当然没有消逝，但它被传媒在文化领域的僭越、被新的生活方式严重损害。汉娜·阿伦特
 
[73]

 在其著述《文化危机》中曾完美地诠释过这种紊乱和不安的普遍情绪，她写道：“大众社会不要文化，但娱乐
 
[74]

 及娱乐业提供的产品却如同所有其他的消费品一般，完全被社会消费了。”之后她又补充到，“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渗开在形形色色的大众之中，而是说为了培育娱乐，文化缩减了。”
 
[75]

 那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说，由于传媒和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不断增长，人们似乎亲历了某种形式的文化衰落，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偏见的，并带有太强烈的价值判断，因此无助于理解可观察到的现实。此外，只要大众文化被视作具有独立意义的表达，只要将其从个人生存的现实条件中抽象出来，这种观点便是无甚意义的。
 
[76]



事实上，常被论及的主题，即文化反常现象，一直是以同一三段论为基础的：当今社会是工业化生产和大众消费社会；而传媒是文化产业的形式；因此由传媒传布的文化就是一种大众的工业文化，不仅未分化而且质量平庸。最容易被人遗忘的是界定大众文化的这一概念（如同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曾提出的概念）
 
[77]

 所复原（recouvre）的内容，而大众文化的这一概念常常是一种不甚准确的表达，它试图将传布的范围（大众文化以何阈值、以多少个人作为基数）和内容的质量（判定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是什么）混为一谈。因而，融入这个所谓的大众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被认为直接获得了其所有的特征，因为沿着上述两位社会学家的思路，一切具有某类特点的东西似乎必然拥有此类所有的属性。大众文化似乎造就了“没有资质的人”、造就了毫无特色亦无躯壳的生命，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看法需要修正。

正如稍前言及的那样，既然进入文化的路径极大丰富以及传媒经验缓增催生了新的文化关系，那在实际上有无可能重新定义由不同传播手段承载的大众文化之概念、有无可能核实它是否依然保持了理解当代现实的某种执著呢？埃德加·莫兰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早在其著作《时代的精神》
 
[78]

 中便从人类学的角度预见了由文化产业制造的大众文化之崛起，在他看来，文化产业具有被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孕育的、传播某种世界再现形式和共同的社会想象力的特性。大众文化是现代传播技术和消费社会大发展相碰撞的产物，它诱发了以现实与想象力互相作用为基础的世界之美学关系，看上去具有本质上的双重性。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们（阿道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只揭示大众文化大规模灌输和使人变蠢的随大流的弊端，法国的社会学家将研究重点置于相关悖论之上：一方面是产品的标准化和去个人化，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化产品的发明动因和配制，文化的“官僚工业”模式正是基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大众文化产生于其根深蒂固的官僚化结构与其应该提供产品的某种个性之间的这种基本矛盾。它将古板和新意、将因循守旧的观念与颠覆性的观念一起泼掉。实际上，“在标准化的一成不变之中存在着一块创新和人才天地”
 
[79]

 。一部为取悦最大多数观众而拍摄和制作的影片，有其固定的剧本模式和成功要素（如爱情纠葛、大团圆的结尾等），但从今往后还必须有个性和原创性方能取胜。在影片中人们因此会发现演员用不寻常的方式成功地饰演了角色，或者会发现一些超乎常规的景别。对于某个广播节目、某一首歌曲或新闻制作亦同此理。

当我们考察了当今电视里某些连续剧或肥皂剧的制作与播出方式，或者如同稍前刚刚分析过的，当今某些唱片或书籍投放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也许这种看问题的眼光就显得过于乐观了。毫无疑问，相比起埃德加·莫兰作出的相关研判，商业理念的分量已大为增强，生产和销售的方法也已经大为强化和细化了。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这种看问题的眼光依然保有一部分真相，即当今“商品化”试图既根据市场将产品变得与众不同，又试图将产品形成套路，就像让－雅克·帕斯隆新近给人的启迪。
 
[80]



不管人们如何评论埃德加·莫兰所作的分析，但必须承认他是最早强调大众文化双重性和对偶性、也是最早指出传媒造成文化单一化的观点过于简单的学者之一。因为，从一方面来说，（电影、报刊和电视等的）大型产业集团确实鼓励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同质化，以减少商业风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想要吸引公众，某些产品又必须提供一些出人意料的内容（比如在《明星学院》中让一位入围者演唱一首老歌的做法有助于提升这一真人秀节目的档次）。这种本质上具有双重性的大众文化还承载着特殊的社会再现及神话（例如“名人”类杂志上的个人幸福神话、明星神话等），而这些神话不仅是个人心理的投射对象，也是人们等同化的参照系。神话并不像罗兰·巴特认为的那样，可以只简化成主导的话语和去政治化的话语（后者有时可以做到），但神话既可以当做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力量，又可以折射某种社会现实。20世纪80年代对成功的崇拜接替了20世纪60年代对幸福神话的向往，整个20世纪90年代则属于“危机时代的想象”（对失败和被排斥的焦虑），这一点在电视剧情中尤为明显。
 
[81]



只有当大众文化被理解成一统化与创新之间的连续辩证关系、被理解成全球化工业生产与各具特色的生产之间的永恒紧张关系时，也只有在此前提下，这一概念才确实适用于剖析传媒对文化的影响，才确有意义。如果大众文化指的正是埃里克·马塞对其所下的定义：大众文化即“文化产业（无分媒介）面向（团体和个人、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异质的大众所生产的各种文化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之总和”
 
[82]

 ，那我们无可争议地浸淫在大众文化之中。而今确实有一些跨国传播集团，其集中化战略及其生产战略证实了文化的产业层面和世界化层面的物质性。此外，还有一些文化产品，它们在各自范畴中所承载的再现方式多少有点互相矛盾［好莱坞电影即是一例：好莱坞从来都是在培养文本的不确定性，它生产的某些影片本身就有多种解读性，例如《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激流四勇士》（Delivrance）、《机器战警》（Robocop）等
 
[83]

 ］。再者，还有不停增长的公众，他们拥有通过传媒和信息传播技术进入这些产品的途径。他们发展了混杂和不协调的接收行为，在文化产品的使用上多少有点弹性。

大众化与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大众文化本身的属性，而这种紧张关系使得贝尔纳·米埃杰认定，“文化、信息和传播产业的跨国化、产业本身的日益集结化，或者至少是资金层面的集中化，并不一定完全意味着文化的大众化、标准化、甚至同质化。更确切地说，必须适应文化标准与文化体制之间、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多样性（或者说文化多元论）之间的大众化与分众化的共存关系、标准化与竞争性的共存关系”。
 
[84]

 文化多元论者所谓的“俱乐部理念”，正是当今日益为视听节目负责人等所奉行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面向社会不同的阶层，努力企及越来越多的目标观众和多元观众，而且还根据其内部的不同变量为他们提供确切的选择。

集合了保守与创新的大众文化，最终给人的印象是大杂烩或不规则元素的组合，同时它是面向最大多数人而非满足个人的。但是难道就此便可以认定传媒的确改变了自身创造并在当代社会传递的文化，就此便可以认定传媒是重组传统文化某些特征的传播工具了吗？基于“马赛克文化”这一概念不仅对某种形式的思想一统化、对某种形式的意义消退毫无预见，而且还进一步折射了以经验方式观察到的现实，因此使用这一概念以令人意识到这一突变难道不是更好吗？总之，只要还没有研究过大众文化之于公众的具体效果，坚持对其既定的中立分析不是更好吗？

亚伯拉罕·莫勒的见解也许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具洞察力的分析之一，他早在其1967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的社会动力学》一书中，就注意到传媒时代的文化创新机制和文化传布机制受到深刻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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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验证了人类社会从一种笛卡尔式的、有序的、人文的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过渡到了另一种马赛克式的、由并列而混杂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文化；与此同时，他还将这种文化界定为一种动力和潮流。事实上，现代人每天都受到来自报刊、电影、广告、广播和电视，还有来自因特网的资讯轰炸，而其接收的方式却多少有点随机，并与其从身边人士、学校和职场获得的资讯一起片纸只字地消化吸收。无论人们对此感到欣悦还是不快，文化如今已与所有方面有可能的组合相关联，这些可能性存在于不同的知识元素之间，引发来自每个人、或来自每个人所属的族群的不同重组。

文化已不再像原先的概念那般静止和凝固，而是随着技术、传布方式和现存社会理念的变革而发生变化。马赛克文化的图景与设计成周期性连续更新的文化市场图景（其中精致文化与传媒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疏松度日益成为规则），似乎最贴近当前现实：它们既在意物质世界（诸如书籍、唱片、报刊、电视等）的多样形态，又在意观念世界（诸如艺术、科学、文学等）的特殊形态。最近的一些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状况，比如新闻领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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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闻来源和新闻途径倍增，如今法国人对新闻的收集越来越多，一天之内会从某一媒介转到另一种，但是即使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讯息，他们对这些讯息似乎还是永不满足。这一现象的后果是所有的讯息自此都在同一平面接收，信息的层次正在消失。

称其为大众文化还是称其为马赛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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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采用哪一种表述，我们必须提醒的是，这两种文化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对其自身而言都不是封闭的实体。退一步而言，只有同时呈现的相似或不同的各种文化产品（在多数情况下，相似的确多于不同），它们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上传播，并在多少有点约束的社会及文化语境中，根据多样化的模式被接收。很显然，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了解市场杠杆施展的约束力以及在具体条件下拥有这种文化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在描述了这种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之后、在详细了解其日常消费方式之后，应该做的便是理解人们称之为传媒接收的情况了。换言之，应该做的是给阅读、收听和收视行为的准确模式进行定位，并对每个人接受的消费内容的价值进行界定。

第七章 传媒受众是被动的吗？

从文化消费过渡到文化接收，实际上是质的飞跃，是在考量被传媒信息浸泡的公众有何具体的反应，是在努力理解哪些是公众获取的、哪些是他们遗忘的、哪些是他们舍弃的，简而言之，是在理解由传媒传播的信息的意义之社会构建是如何完成的。倘若真要准确界定传媒影响力，我们就必须关注专家们所谓的语义行为，而（包括感官的、情感的和思想的）语义行为是个人审美经验和文化经验的特征，我们同时还必须关注与个人变化有关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文化财富的使用也是（甚至首先是）“某种命题意义的接收”，诚如让-克洛德·帕斯隆完全有理由所强调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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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进行的经济分析和统计分析有如受众的计量研究，在此显现出其局限性，因为这些分析无助于理解阅读一份报刊、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时真正的含义。事实上，传媒学者的诠释行为同时具有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双重重要的意义：有待厘清的是其确切的内容是什么，以及相对众多的约束力而言，读者和电视观众究竟拥有多少自主权。难道真的就像某些人所言，传媒的受众基本上是懒散而被动的吗？在个人选择方面，尤其是在理解传媒讯息方面，受众是否享有真正的自由？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值得给出答案。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和描述一下传媒受众的行为方式。对受众的认识有两个极端：有些人以为受众是被操控、是懒散的，而另有些人则以受众为王，在他们之间通常很难形成某种公论。在这方面，认识不求甚解和评判大打折扣是最常见的通病。尽管近来某些研究观点开始趋于互相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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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研究者们的见解不仅对立，而且还造成了研究群体本身的分裂。分歧不会很快调和，如果希望通过一记魔杖便能消除所有分歧，产生一个最终的共识，那未免有点太过天真了。然而，人们有权断言，被动受众模式如今已让位于一个更加分化的模式，在新的模式中，受众根据环境及其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积累、所属群体等），享有某种程度的自主空间。在有一定限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文化接收呈现多重属性。

20余年来，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众多研究都证实了以下实况：对于传媒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今，我们应该将传媒受众的态度设想成依赖与自主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应该用受到约束的自由之概念来进行思考，或者再进一步说，应该同时去理解其行动的范围以及约束力。一方面，传媒传布的话语与影像为读者、听众和观众提供了议程，他们可以从事规定的活动，可以界定认知的范畴；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读者、听众和观众可以根据环境及其所属的社会地位，对相对宽泛的架构方式进行解读。认知活动的复杂性，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再次将常常是过于细分的研究引入歧途。

最新一些有关接收行为的研究工作，引导学者们从准人种学的角度，去调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使用传媒的方式和讨论节目的方式，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是颇有教益的。它们可以减轻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毫无意义的对立：一种观点是坚持对社会决定因素的批判性研究；另一种是将重点置于受众大量活动的经验性传统。这方面的论文非常之多，我们只能求教于对这些研究和这些理论的沿革感兴趣者，这些研究和理论属于传媒效果研究，它们正逐渐转向使用研究，以期最终走向接收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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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收的角度对传媒受众行为方式的研究，目前正向既互叠又互补的三个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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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方向认为作为使用传媒的个人，就像传媒一样，不仅相对拥有对传媒“文本”（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的解读能力，并在解码方面拥有一定的能力。第二个方向着重于传媒的阅读、收听、收视的家庭行为，同时致力于了解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环境对讯息解码过程的影响。第三个方向更为宽泛，它试图囊括对传媒的社会使用情况，即家庭之外的传媒使用情况，尤其是传媒使用引发社会习得（apprentissage）的情况。

这三个方向正好构成了我们相关思路的主线。属于这些方向的大部分研究都以电视为对象，因为电视尤因在当代社会所据的地位而独占学者们的注意力。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人们所谓的连续性情节片，如电视连续剧、系列剧、肥皂剧或情景剧，不时也侧重新闻或专题报道。反过来说，有关报业和广播的研究犹如接收研究中的穷亲戚，这类研究目前相对较少，法国尤以为甚。

个人的解读能力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传媒受者几乎每天都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传播工具。他的举止不同于一个孤立于其周围世界、从其生长环境中抽象出来的个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基本取决于属于他的环境、取决于令他成为一名读者、一名听众或一名观众的具体环境。他在家里或列车上阅读报纸，在自己家里、在汽车上或散步时听广播，他独自或陪伴他人看电视。他是某一社会和某一既定文化的一分子，分享或者拒绝某些价值观念，他与各种类型的话语保持联系，而这些话语来自与其家庭成员、友人和同事等的对话。当要确定那些与自己所处的总体环境无关的讯息之解读能力时，他有可能会显得很不自然。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上述社会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但我们暂时仍将这些环境因素搁置一旁，以便完整地理解个人在将传媒讯息化为己有过程中的动机。

满意度与个人愉悦度

最早关于受众行为方式的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初，这些研究首先是针对广播，特别是针对美国听众收听广播游艺节目和广播剧的满意程度。这些研究突出地表明，在当时收听广播剧是一种强烈的个人经验及社会经验，它有助于男女听众找到解决其日常生活问题的答案。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努力理会“传媒之于人们”之后，大家渐渐开始重新用另一个著名的模式来理会“人们之于传媒”，即认清使用这一或那一媒介时，人们对满意程度的心理期待。因而，人们努力界定传媒使用者要回应哪些个人和社会需求（例如信息需求、消遣需求等），以及通过传媒讯息消费所获得的满意程度。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研究步骤发展到测定传媒领域个人满意度的源头，明了这些满意度（其中的大部分）来自于传媒以外的渠道，尤其是来自于每个人在自己周围编织的友情关系、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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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实践实际上超出了传媒本身单独的框架，而延伸至其他形式的交流，因此，报刊、广播和电视的影响力也是相对的。此外，人们还证实，报刊和电影是与一定范围内的需求相关联的媒介，而电视作为更综合性的媒介，与更加多种多样的需求相关联：电视突出地再现了个人消遣的主要方式。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分析受者的心理期待和动机层面上，那就完全有可能走向类似简略心理主义的形式，并完全有可能遮蔽其他一些关乎选择和接收这样或那样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荷兰的艾恩·安进行的一项有关电视连续剧《达拉斯》（Dallas）的收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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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受众在这方面的态度。因为这项研究首先感兴趣的是电视观众的个人经验和经历，而非其接收环境或其社会文化特征，研究的价值在于将注意力聚焦到那些一直很少受到重视的因素上。这位荷兰女社会学家以一家女性杂志的女观众来信作为研究基础，她指出，女性观众对于这部电视连续剧持既感兴趣又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她们的确被主人公爱文家族的故事，被其各种伤心事，特别是被这部电视剧中男女人物之间的嫉妒和敌意所吸引。家庭关系紧张、感情痛苦等叙事与她们自己的人生经历相交汇，引起她们的某种共鸣。这种每每是悲剧的人际关系勾起了女性电视观众的某种情愫，在此意义上，电视连续剧有可能看似现实连续剧：它证实了艾恩·安所谓的“情感现实主义”。而在另一方面，女性电视观众也不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她们清楚地知道连续剧、故事布局程式以及情节因袭化等方面的人工痕迹，她们有自己的见解，通常是排遣的或讥讽的见解，而且会毫不犹豫地进行甚或严厉的评判。

收看电视连续剧遵从某种灵巧的认同度和距离感，一种相对的满意感伴随着它们。收视行为使艾恩·安断言，“在政治上采取反对电视制作与播出不断商业化的立场，不应像通常那样，在文化层面上拒绝观众从传媒商业化产品中获得的现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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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性体验到了边收看这部电视剧的每一集，边把剧中人物想象成“现实人物”所带来的愉悦，正是这种愉悦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在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即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这一事例助长了对欧洲电视美国化的愤慨情绪）。收看电视连续剧产生的愉悦感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剧中的内容、人物和价值观，而更多的是引发了再确信效应，再次对观众个人生活的某一时刻赋予意义，最终使得接收过程类似于某种不仅与播放的电视节目，也与其所属的环境有关的连续性游戏。因而，传媒受众是一个拥有某些解读讯息的固有才能、拥有将讯息重新化为己有的（不等的）特殊本领、并在接受与抵御之间徘徊的个人。

收视一个预选的电视节目所感受到的愉悦之意义，是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为何有些观众可以奉献其如此多的闲暇时间，去收视诸如《爱情之火》（Les feux de l'amour）、《飞跃比佛利》（Beverly Hills）之类的电视连续剧，或满怀乐趣沉醉在诸如《藏酷故事》（Loft Story）、《明星学院》（Star Academy）之类的真人秀节目之中。这些相对持久的收视氛围对应的正是轻松、消遣和见习的时光，它们不同于某些人希望相信（或希望令人相信）的那些电视观众被异化或被愚化之说。

一项已经相当久远的、大约是半个世纪以前由理查德·霍加特完成的研究就曾关注过这一现象。他对英国大众阶层进行的、名曰“穷人文化”的调查，而今已成为经典。这位英国社会学家通过其调查证实，尽管休闲方式发生了变化，尽管标准化的娱乐方式日渐重要，尽管现代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但是这一阶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旧没有改变。大众阶层的成员依然沉湎于家居装修、养鸟或钓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照样过着自己的日子，而极不关心文化产业所传布的内容。“尽情享乐”的欲望常常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考虑。比如说，阅读那些以耸人听闻、超自然轶事或性为主要内容、而新闻文体又大都程式化或雾化的现代报刊，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理念中，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他们懂得“舍得”，他们完全能够避免受骗上当。

老百姓的确能够明确地区分属于他们的世界和外部世界，区分“我们”和“他们”。阅读那些报纸杂志只是毫无结果的解闷而已，理查德·霍加特写道：“老百姓非常高兴地阅读这些出版物，但他们并未在阅读中丢失自己的身份和习惯，他们头脑中非常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并非‘现实’，‘真正的生活’是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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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漫不经心的报刊阅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并不专注的关切、这种老好人似的犬儒主义，令读者非常仔细地区分日常生活中哪个是属于自己的家庭空间哪个是远方的、他人的外部空间。在理查德·霍加特看来，“他们在阅读中发现他们寻求的消遣，但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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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实情或许值得应用于《名人》之类的期刊，诸如对《巴黎竞赛画报》、《这是》、《盛会》等杂志的研究，以期验证这些刊物至今仍经久不衰的原因。愉悦原则的意义常常主导传媒使用以及排遣某种情感的可能性，这一意义已在这项久远的划时代研究中完全得以证实，重提这一意义并将其现实化也许更有价值。

然而，我们不应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时下报刊、广播和电视的使用者具有留出思考的空间的能力，能够从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全然抽象出来。受者对于传播信息的某一方面肯定具有解读能力，但是相对来说这种能力因人而异。这种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能力，对于受者行为方式自主性的影响相对较大。理查德·霍加特在其著述中曾明确指出，总体而言，现代工业承载的文化努力将人的行为方式同质化，而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行为方式一统化的这种趋势并非没有受到某些形式的抵御，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应该确切估量这种抵御的程度。

在试图回答这一疑问之前，先让我们迂回一下，提一个不符合传统思路的问题：受众身上所见的某些形式的抵御是否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即传媒并不能真正回应受众的期待，传媒并没有充分了解传播信息对于受者而言具有何种意义？要探寻阅读报刊时的个人满意度或愉悦度，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读者对某些刊发的主题有兴趣。那么，刊发的讯息是否总是向读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中肯见解？换句话说，专家们所谓的信息的可接受性是否真的很充分？这个问题的对象是传媒，但同时也值得置问于记者，假如他们希冀触及读者或听众/观众的话，那内容不仅需要明白易懂，而且需要令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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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吸引受者的注意力，激发其了解欲和发现欲。所以，尽管当今信息数量不停地增长，但注意力丝毫没有增加。如今的困难不仅在于为读者而写作，更多地在于要面向非读者，必须成功地说服他们去买报纸。

这一思路在法国还不太常见，但它已经开始应用在地区性报刊阅读行为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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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方面，希尔维·德博拉所做的以《西部共和报》（L’Est républicain）的男性和女性读者态度为重点的调查，首次阐明了读者的期待和失望。这项调查选取了一个尽可能接近地区人口结构的男女读者样本，要求接受调查者在一个月内阅读《西部共和报》，并在调查表上分别注明哪些文章是全文阅读、哪些是部分阅读或蜻蜓点水式浏览的，接下来，再与接受调查者就此进行较长时间的深度访谈。德博拉注意到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之间大量言及的看法和评论存在着不少差别，与以往观察到的传媒解读方面的性别差异不谋而合。

这项调查表明，读报是一项男性比女性更为自在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女性由于其承担的家务活动，她们拥有的业余时间少于男性。此外，她们读报的时间不如男性那般仪式化，男性通常在早晨读报，而女性多半在夜晚上床前读报。再者，女性不太浏览报纸，而是集中精力阅读自己喜欢的几篇文章，因为她们无意仅仅停留在了解时事上，而是强烈地表现出学习欲与发现欲。然而，她们也和男性一样，关注社会新闻。不过，男性通常较多地留意有关火灾、斗殴、交通事故或强暴等内容的报道，而女性则更多地表现出同情和共鸣，她们比较喜欢“正面报道”和令人高兴的信息。

女性这种寻求“仙女童话”般的信息或寻求“大团圆结局”的喜好，完全可以被当做保守的象征来研究，但也可以更好地被解读成某种隐式异议（protestation implicite），一些有关爱情小说阅读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都知道，女性阅读爱情小说常常是寻觅有别于竞争或成就等的价值观，她们之所以阅读这类小说，是希冀从中发现既有助于她们构筑想象世界，又有助于确认她们自己女性地位的典范故事。在这个意义上，阅读这类小说是以隐秘的方式暗含某种女性主义的诉求，因为爱情和理解的价值理念总是超越男性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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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吸引日报女性读者的主要还是诸如健康、教养、教学、儿童等主题，而男性读者则对体育和政治更感兴趣。女性的确一心希望政治、体育、战争和宏观经济等不再成为报纸头版的内容，她们拒绝接受传媒在切割后强加给她们的现实。女性阅读的大部分文章是女性题材的，这是她们的首选。新闻的层次、选取的角度以及报纸上女性本身题材的贫乏，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她们会被动地反抗丝毫不符合其价值观及其心愿的世界再现方式。她们每每声称对报纸的内容失望，自然而然地转向更符合她们期望值的杂志。她们最终趋向较少地阅读地区性日报，对这类报纸提供的信息缺乏兴趣（同时也没有愉悦感），也许是她们一时不满或永远不满的原因。

从个人解码到群体解读

理解受者面对各种媒介时有可能持有的不同态度，还要求将传媒使用视作一种出于社会和文化动机的表达。心理层面的解释也许会将某个积极使用传媒的人理想化，也许会遮蔽某些社会的不平等，这些解释因此将逐渐被一些带有符号学和社会学特色的诠释模式研究所排斥。这种研究观点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汇入了《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范畴，这是文化研究学派（或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最出色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在1974年出版的一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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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霍尔将以下原则作为出发点，即传媒的商业结构和体制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传媒所传布的话语和图像构型。讯息的编码（即将信息处理成一定的形式、制定某些节目样式、制作脱口秀等的方式）深受传媒定制内现存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制约。报纸、广播、尤其是（曾经格外受到研究的）电视通过对事件展现的架构方式，向不同的受众提供带有既定性和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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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读文本。因此存在着一个占主导性的文化层面，它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讯息的解码形式产生影响。这些讯息顺从于三个理念。第一个是所谓的一致解读理念（或曰支配性立场），即毫无抵御地接受节目或文章内容的理念。第二个是所谓的协商解读理念（或曰协商性立场），即受者只分享一部分传媒传播的信息，并根据其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重新给信息赋予意义。第三是对立解读理念，即假设受者对与传媒提供的既定性解读相矛盾的讯息进行解读。因而，了解传媒受众的行为方式要求不再满足于只对接收进行研究，而应该借助符号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生产与接收的衔接环节。

讯息生产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研究传媒产品的创造过程，特别是通过研究话语的构建形式来明确。之前，我们曾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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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类节目（如警匪题材连续剧、真人秀、电视电影、纪实报道、电视新闻等）其实都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话语结构，影响着受众的反应。符号学家关注每一媒介的话语身份及其象征特征，它们使得人们无法在《费加罗报》和《巴黎人报》上读到相同风格的文章，原因很简单，两家报纸的写作风格、与读者的关系极其不同。同样，卡尔·泽罗（Karl Zéro）主持的电视节目《真实新闻》与法国电视一台每天13时播出的午间新闻节目毫无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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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巧用节目主持人和现场观众之间的默契，巧用与观众的合谋，用亲昵地拿嘉宾开玩笑的惯例来安排节目。而后者要的则是“法国人的声音”，优先考虑的是事实的直接关联性和当地性，传播的是对时事的连续关注以及对鼓励不同传统对话的关注。受众的期待、反应和评论都是传媒本身事先构建的话语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受众的阅读和收听/收视方式。

在斯图尔特·霍尔看来，生产与接收之间的各式各样的联系，也可以通过传者传布的讯息与受众接收的讯息之间显现的不一致，即生产阶段与接收阶段系统对应性的缺失得以体现。传播过程中上行和下行之间的非重合性可以由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原因来解释。这种非重合性的根源尤其在于传者位置和受者位置之间的不对称性：二者中谁也无法调动同样的手段或同样的资源来强置其解读代码。读者和电视观众赋予其接收的讯息意义的能力的确是不等的，人们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带约束的自由。个人之间能力分布的差异性本身就属于更宽泛的背景，性别、年龄、社会出身等都是其中的变量；此外，所属的文化群体也对传媒受众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个人对讯息的解码总是某种形式的集体解码。

将此拓展至群体现象，更准确地说，拓展至人们所谓的解读群体，令人瞥见对话的重要性、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以及人们所在的文化圈子的重要性。所属的群体（而不再是个人）在此成为研究单位：因为所属群体有助于分享共同的世界，鼓励自由表达反应和见解，例如对某一电视节目的看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早就暗示过私人谈话在公众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今同一文化圈、同一族群的成员之间在看一个电视节目时的交流似乎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接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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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边看电视，边和他人，尤其是和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讨论。两项已完成的研究（一项是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国际性比较，另一项是有关英国的研究）都特别关注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变量，两项研究成果佐证并核实了上述情况的合理性。

埃利胡·卡茨和泰玛·利贝斯主持完成的比较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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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被引用（如同稍前提及的艾恩·安的研究成果），他们俩的比较研究侧重电视连续剧《达拉斯》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他们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世界不同的人种族群。为了确切地了解电视观众解读这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方式，研究人员分析了在美国和以色列两国招募的观众群体的讨论：这些观众群体分别是生活在洛杉矶的美国人和生活在以色列的老移民摩洛哥裔犹太人、新移民俄裔犹太人、基布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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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以及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后来，研究者又在观众群体样本中增加了日本人。通过观察电视观众谈论不同的剧中人物、故事的发展、情节及其反弹，以及观众从连续剧中获得的教益等，研究者发现《达拉斯》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不同的电视观众群体互有区别，他们对电视剧表现的故事的侧重极不相同。阿拉伯人和摩洛哥裔犹太人以“线性的”方式，忠实地尾随情节的发展，对人物的亲属关系（如“幼子”、“丈夫的父亲”等）非常感兴趣。基布兹成员则“分片段”讲述观后感，侧重那些他们能够指名道姓的人物，将人物的行为方式归诸其心理特征。美国人则对饰演剧中角色的演员姓名更有兴趣，他们通过分析某些涉及制片人和演员之间合同的情节设计，对演员出演电视剧的动机津津乐道。俄裔犹太人讲述观后感的特点则是“分主题”，他们偏好这部电视剧制作的内幕，以及连续剧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唾弃商业利益决定一切的看法表示赞同，但认为这类电视剧都在悄然操控电视观众。而日本的电视观众则很快就放弃了《达拉斯》，在日本这部电视剧的商业运作极不成功。上述这些电视观众诉诸不同的诠释模式，并根据各自的文化群体属性，诉诸多种解读指向（如线性的、分片段的和分主题的等）。

主持这项调查的研究人员将侧重点置于电视观众如何协调他们参与电视剧空间的方式，研究者们最终将主要的解读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参照式解读方式，它将电视节目与现实生活进行比照，将剧中人物和剧情与我们熟悉的事件挂钩，于是人们将电视连续剧世界视作现存的真实世界。另一类是批评式解读方式，与参照式解读正好相反，它将电视节目视作有一定叙事形式和样式规范的情节片，将之归为演戏。研究人员注意到以参照式陈述为主导的观众通常文化程度较低，受者的社会特征及其电视文本解读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研究人员特别强调电视观众从来都不是完全幼稚的，也不是完全具有批评精神的，两类不同解读方式的组合或差异比例是个变量。不管怎么说，这项研究证明一部电视剧的诠释与受者的群体属性（它演变成某种“解读群体”）相关联，传播讯息表面的同质性并不妨碍接收的异质性。在这层意义上可以断定，任何节目都无法真正将单一意义强加给收视节目者，因为在与他人交谈的范围内观众一直在将节目重新化为己有。

证实这方面情况的第二个范例是戴维·莫利对20世纪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进行研究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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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属于新闻杂志类的节目通常以趣闻轶事和引人入胜的方式，谈论社会问题，以娱乐的手法报道新闻。这位英国学者在研究时借用了（主体探讨、表现范式、辩论和访谈的建构、电视观众通讯录以及受者诠释纲要等）符号学概念，以及（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力、受者文化认知范围等）社会学概念，同时将选取的电视观众按其社会属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背景（大学生、学徒、工会积极分子和管理人员等）分组，来组织系列的收视活动；并组织系列小组讨论。其初衷是借助这种方式排除节目隐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电视观众解码的实际能力。

在这位学者看来，此类节目确实传播了暗含的内容和社会价值观，并通过节目所选择的主题提供了对问题的某种架构，帮助人们诠释流行于社会上的政治、文化、广告等范畴内的其他讯息。我们总是生活在传媒环境中，诚如专家们所言，其中文本之间的关联性非常之强。戴维·莫利大体解释说，人们无法脱离其他话语来考量文本与受者之间的关系。人们也不应认为，社会和人口的因素会直接影响传播过程，他说：“这些因素只能通过被表达的话语行为才能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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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承载的“国家”神话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基于《举国上下》节目向电视观众提供了一种对问题的倾向性（或主导性）解读，并规定了对现实的某种确定的诠释而非他种诠释之假设，戴维·莫利因循斯图尔特·霍尔的思路，最终得出了比预期更为精准的结论。

这一针对此类节目与受众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至少得出了两项值得一提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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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项结论是，传媒讯息的多义性似乎大于人们原先的想象；第二项结论是，电视观众的社会背景与其解读节目的方式之间联系的单一性小于人们的设想。归根结底，受者拥有的象征符号体系和文化资源相当宽泛，人们不可以将电视节目的解码简化为仅仅取决于电视观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尽管这一地位非常重要。事实上，收看电视节目是一种多维经验，每个人都根据互相交错的参量，如内容表现的方式与节目样式，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语言能力和日常文化等，来构筑自己的诠释。倘若人们认为每一既定社会团体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译解节目的话，人们也能碰到社会背景不同的团体具有相同的诠释代码，或者是社会背景相近的团体却有相对立的评价之现象。面对传媒既定的主导代码，存在着另类解读（lecture alternative）的现象，这说明某些电视观众的译码活动量可能较大。仔细观察团体内部的讨论有助于认识这些多样化活动的空间。

有关接收的研究侧重的是关于节目的形式和内容的诠释范式以及讯息的编码/解码过程，这类研究认为传媒内容和受者作出的解读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研究得出了不少结论，我们可以概述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公设（postu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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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首先基于如下理念，即受众在与传媒“文本”相遇时构建了自己的身份，这一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文本本身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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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接收并非是被动地吸收预先建构的意义。这些研究因而提出受者通常是积极而社会化的个人，因为他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分享某些文化资源。这些不等分布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传媒讯息的解读。既定的传媒解读与个人适应能力或抵御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组成了传媒接收的相同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严格强调编码与解码的重要性，其趋势不仅有可能将接收简化成讯息消费行为，还存在忽略环境其他形式的影响，尤其是忽略私人空间和家庭空间影响之嫌。

日常生活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确实认识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低估传媒消费日常环境之倾向，其实，居所和家庭单元本身也能对受者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传媒都是通过家中或聚或散的代际关系、威望体系和性别联系来施展影响力的。我们早就知道，收音机和电视机先后进入了家庭，它们都引发了家庭生活习惯的紊乱，但它们只是先行者、是某种意义上的激烈而热情的能工巧匠，它们推动了新的传播手段进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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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知道，在20世纪中，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促进了家庭生活节奏的确立，部分改变了休闲时间的分配，并且增进了成人与孩子的联系；同时还引发了额外的默契形式，或者相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冲突。如今电视机在家庭空间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个人休闲时空变化的完美例证。

因而，强调我们所维持的、与作为家庭物品的传媒之关系并非毫无意义，因为被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内在化的这些关系的确是揭示身份博弈的重要元素。今后，了解面对居所电视屏幕倾泻的大量节目而建立的家庭关系特征、关注家庭每一成员对这一或那一节目的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将超过关注本义上的这一或那一节目内容的接收。

“电视文化”和家庭交往形式

上述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在我们惯常的传媒实践中得以证实，同时它也被人们所谓的“电视文化”的影响证实，这种“电视文化”承载着我们自幼在家庭获得的经验。在玛丽-弗朗斯·拉贝热和塞尔日·普鲁莱克斯
 
[113]

 看来，这种文化的基础是与器材的掌握、与通过专门杂志的阅读而对节目相对较深的认识、与使用习惯、与个人偏好以及与某些涉及节目类型的见解等相关联的知识（savoir）和无形知识（savoir-faire）。一个家庭单元的所有成员通过被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时刻标明的独有历史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这些重要经验和时刻包括为出生、结婚、生日等举行的家庭聚会和仪式，它们植根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并被后来的某些谈话重新现实化。而这种家庭身份的构建如今已日益通过其他一些重要的时刻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我们共有的经验，即收看电视的经验来实现。

在我们的一生中，个人的历程因此也会被打上一些连续性收视习惯的标记，或与此相反，打上一些相对长期的不收视习惯的标记。我们以往和父母一起看电视的方式、由他们来选台以及收视这些节目引发的争议等，都影响到我们今天对待电视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所表达的是有关节目样式和主持人的个人偏好及看法，由此表现出来的是与电视传播的价值理念有关的信仰，一个属于每个人的“家庭氛围”亦应运而生。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收视习惯通常依存于过去自童年开始、与看电视相关的行为。

这就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当被问及对当今电视节目内容的看法时，他们为何总是根据其以往的电视文化来进行评判的原由。老人们怀旧般地说起往日的电视明星（如雷翁·齐特罗纳、居伊·吕克斯等），并为那些在当代不同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中已难以发现的传统价值而辩护。比如，老人们认为电视上广告太多，有些节目太过于挑逗、太做作，电视节目过于突出地展现当代社会的暴力现象。在这方面，电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老人们所褒扬的、不变的传统价值理念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比照丰富的电视节目，一些老人已认不出自己，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有时甚或是保持距离以批评的眼光来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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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家庭往事、受到先前我们与各种媒体关系的影响，那我们的行为方式同样也依存于我们在家庭单元中与他人的交往方式。看电视时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是否很多？孩子们是在一起看电视还是独自看电视？电视传播的价值观到底是如何实现其同化效应的？这些问题引导研究人员将视线转向理解将传媒讯息化为己有过程中背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人们在特别留意家庭行为以及家庭内部建立的威望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同时，慢慢地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詹姆斯·鲁尔对美国家庭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开先河之作。
 
[115]

 他通过观察围绕电视机的家庭生活规矩，揭示了两种主要的电视使用类型。一种是“结构型”使用，即将电视使用当做家庭事务的基本内容或当做日常生活节奏（例如就餐）的调节器，在这种情形下，注意力非常不集中，而且还伴有很强的随时中断性。另一种是“人际关系型”使用，即将电视使用当做分享与交谈的时光（或者相反，当做回避人际接触的手段），或当做证明对其他成员权力的工具。研究结果还证实，家庭内部建立的交往风格作用于看电视的方式，它服从于不同家庭的不同限制与规则。

玛丽-弗朗斯·拉贝热和塞尔日·普鲁莱克斯（在蒙特利尔地区和渥太华地区）对不同的加拿大家庭所进行的人类社会学调查，针对的正是家庭范围内电视使用的第二种类型。这项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相比，互动方面的差别很大。有的家庭中，电视亲近了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起收看一些电视节目促进了不同主题的讨论，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孩子们情感和认知的平衡。有的家庭中，电视疏远了彼此，激发了冲突，因为父母由于自己的权威受到子女的质疑而无法单方面确认看问题的方式。因此，家庭单元是一个空间，所有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成为构建家庭日常生活的积极主体，在这个空间里，电视似乎是改变传统交往形式和改变传统威望形式的一个潜在要素。

在这方面最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来自英国和美国。例如，戴维·莫利就细化了自己先前的研究成果，并对家庭单元中权力关系和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其著作《家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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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莫利描述了伦敦郊区一个工人聚居街区的一些家庭中决定电视使用的规则。电视收看时段、所坐的位子以及节目的选择都服从于每个家庭相对确定的规则，这些因素引发了力量对比与妥协关系，并以某种方式规定了日常生活。男人们依旧带着消遣的愿望看电视，完全沉湎于电视节目，他们主要收看新闻节目或动作片，嘲讽家庭主妇对情感片的品味。而主妇们的确对情感系列剧和肥皂剧特别感兴趣，她们带着某种负罪感收看电视，收视时精力不太集中，看电视时每每还要埋头做另一件事（比如织毛衣）。按多米尼克·帕斯基耶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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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就餐有不同的规矩，看电视也有不同的规矩，它表露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解读的。这项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它证实了总体的品味与偏好的基础是不同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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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联。

从传媒接收到信息与传播技术应用

对性别社会关系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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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家庭空间内的角色分配是构成家庭文化的另一基本要素，而技术产品的家庭化过程，尤其是电视机、录像机之类的传播工具的家庭化过程正是由家庭文化决定的。这方面众多的研究都趋于相同的结论，传媒使用模式似乎和家庭内部事务的分工有关、与现存的某些再现方式的内在化有关（这些再现方式本身就与男女之别相关联）。

关于电视的不同行事方式反映了认知上的区别。稍前提及的对加拿大渥太华地区家庭成员的研究，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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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研究证实，男性看电视时十分安静，很难容忍被人打扰；而女性看电视时却不太专心，很容易中断，边看还边跟家庭其他成员聊天。家庭权威是属于男性的，因此常常是男性掌握遥控器。因此，男性对传播工具的这种支配权已延伸至对电子游戏机和电脑的支配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解主导电视接收的机制自然而然地导向更为广阔的整体研究，即对人们称为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的整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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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消费行为方式而今不仅确实与录像机、遥控器、手机、电脑、互联网以及多媒体网络紧密相联，而且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些技术的家庭化过程，恰恰是这些技术在家庭中创造了其他一些传播手段。这一专题仍是由英美研究人员率先涉及，诚如罗杰·希尔维斯迪通及其同事们解释的那样，这方面已完成的研究注意到，“物体与涵义、技术与传媒，它们超越界限，散布并游弋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在公共空间里它们生成并被分发，在私人空间它们在涵义的个人经济范围内被化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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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们不打算涉及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的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一问题面极广，自成一门学问，研究成果丰硕，并有可能让我们偏离传媒权力问题本身。然而，我们无法完全不理会这一现代技术环境所占据的地位，它让我们日益熟悉、且部分限定了今日传媒受众的行为方式。

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传通工具诸如迷你电话终端系统（Mini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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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机等来到法国，进入家庭空间，它们的确导致了人们为了摆脱个人和职业束缚而逐渐将这些工具化为己有。此时，人们发现，迷你电话终端系统的使用者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创建语音邮箱、玩弄虚拟身份而在日常的实践中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创造性等，改变这一传通产品的性质，即米歇尔·德塞尔托之前所谓的“装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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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开发的手法和计谋，不但证实了他们绕过既定用途的本领，也证实了他们违禁而为的本领以及巧借捷径的本领。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应用重新链接起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以及家庭空间和职业空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了个人将新技术化为己有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它导致了技术及其社会应用之间的连续调节。这种化为己有的过程通常经过（接受、发现、习得和普及）四个阶段，但并不威胁传统传通工具的生存。恰恰与之相反，信息与传播技术的社会应用是根据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的可变组合而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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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移动电话及后来的互联网相继来临，增强了信息与传播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应用能力，并证明在使用这些传通工具方面的个性。在接纳信息与传播技术所引起的各种博弈（信息与传播技术的主体空间和认知空间、它所支持的交流形式以及它所重组的社会角色）之中，我们考虑的是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即信息与传播技术在家庭空间的影响力。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应用通常是密集的，它引发了家庭内部关系的调整以及家长与子女之间关系的重新协调。电视的集体使用就此遭遇了电话机和电脑的个人化使用，这种明显的对立迫使人们重新定义先前的生活规则。

沿循先前的相关性别社会关系的思路，人们会注意到最新的研究成果证实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将新传媒化为己有方面的区别。女性极为在意电话，她们更倾向于人际关系性与参与性较强、并指向可以感觉、可以分享的传通模式。但她们对将其他一些技术手段（如电子游戏机、电脑、遥控器等）化为己有却较为犹豫，因为她们认为这些技术阻碍了直接接触的可能性。而男性明显偏好数字屏幕、电脑技术和电子游戏机等，因为他们的传通模式是更为功能性、竞争性并指向行动的。然而，我们目前掌握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进入信息与传播技术方面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这些数据也表明女性使用这些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频率和时间都低于男性。

“性别”变量（在年龄和社会属性层面上）无可争议地是传播实践活动中一项重要的不公平因素，诚如若西雅娜·儒埃和多米尼克·帕斯吉耶完成的全法国6岁至17岁青少年屏幕文化研究所佐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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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传通空间的主旋律是联系，而男孩传通空间的主旋律则是自主。这一研究还证实，家庭单元是一个在传媒和信息与传播技术应用上明显带有性别差异的地方。男孩与父亲一起把持着电子游戏机和电脑之类的器材，而女孩则更多地和母亲一起谈论电视、广播、电话、音乐或书籍。至于家长的监督大致上是在电视和某些节目的内容方面（特别是在暴力节目方面），以及在传媒使用地点方面，尤其是那些用于集体使用的空间。

正是在传媒讯息接收为集体分享的范围内，接收才能对我们的判断和品位产生影响。在这方面，家庭确实像将这些讯息化为己有的决定性空间，围绕传媒使用的商谈与冲突时刻贯穿其中。如果我们同意戈维纳埃尔·拉尔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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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法，上述时刻就具有三重作用：不感到孤独的作用、共同感的作用和修整自我时间的作用。视听传媒尤其向青少年提供了与其父母保持距离的机会、向无子女夫妇提供了构建两人世界（即有时间共建相互认同）的机会，同时又保持了自我（有时间让对方保有自我）的机会。但是，它们也开启了新的境域，促进了朝向外界的社交活动，并参与了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社会理念发挥作用

我们曾经强调过，受众面对传媒的行为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按文化属性标准（原裔族群）或形态学序列标准（如年龄、性别、学历等）来加以区别的姿态。这种行为方式也体现在相对可以感知的社会理念之中：传播工具的使用的确产生了新的个人或职业特性，引发了新的社交网络，促进了某些特殊的行为。人们必须理解这些过程是如何转化的，社会限制对这些现象有何影响。

传媒消费方式的研究（这曾是上一章谈论的主题）成果表明，报刊、广播和电视的使用形式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同样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此前我们曾多次强调过个人解读传媒讯息能力的不等分布。一名工人或一名律师、一名手艺人或一名教师、一名职员或一名工程师，他们并不拥有相同的理解文章或节目的认知本领，他们自始没有相同的解码钥匙。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必须努力重申社会差别之于传媒接收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还是决定性的。

正如埃里克·达拉斯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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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类型明显地依据两方面的因素而变化：一方面是个人的支配能力；另一方面是传媒本身的机制。假如一个讯息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理解，那它不仅肯定具有多重意义，而且可能会因个人的社会经历而指向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支配能力与传媒提供的文本内容互相影响。而传媒本身的机制势必会证实解读的局限性早已体现在传媒讯息形式之中，传媒讯息也的确能够规定某些解读。埃里克·达哈斯与一些传媒使用者的交谈表明，同一讯息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的情况少之又少，但同一讯息的另类解读却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早就被广告商和报刊发行人预计到了，他们利用这一点，并逐渐将其整合在自己的营销策略中。讯息生产者会越来越多地预测读者、听众或电视观众对讯息的保留程度，他们因此努力缩减接收者的抵御形式。个人的解读能力并不总是像一些研究成果显示的那般强大。斯图尔特·霍尔曾经非常明智地提醒避免高估有所僭越或有所保留的行为。说老实话，我们严重缺乏建立在较长时间和较大样本基础上的接收研究来厘清真相。在这方面，所有的结论暂时都还不甚牢靠。

尽管最近几年法国对接收行为的细致考察有不少进展，尽管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不均衡现象，但相关研究还是更多地朝向了其他路径，侧重于传媒在社会习得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这些研究强调广播收听的归属性和传承性，以及当今由电视传播的“人际”文化特点。接收模式的社会空间成为新一轮研究的重点，并且偏重于关注行为的数量及其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双重体现。

社会习得

在这方面，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广播和电视上，特别是集中在青少年对视听传媒的行为方式上。我们先来看看广播方面的研究。在法国，直到前几年，广播的确切影响力仍然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土地。只是近来我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鲜有答案的问题。我们知道，年轻人收听广播基本上是听音乐以及一些称之为“自由参与”（libre antenne）的辩论类节目。我们掌握的调查数据表明，此类收听大都在家里或在不同环境中（例如借助随身听、在朋友家里甚或汽车上），一早一晚多半是独自收听（在自己的房间里），但下午却常常是和朋友一起共享。

广播常常起到身份认同空间或反认同空间的作用。对于青少年而言，广播主要意味着以某种音乐或某个听众群为代表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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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摇滚电台、新青年电台、怀旧电台和听迷电台等的播出风格是不同的，听众也是不同的人，因为每家电台在播出某种特殊风格的音乐（如饶舌说唱、重金属、摇滚等）时，都在表现自己的特点。电台的运作基于某种隐性认可原则，促进或阻碍融入某一群体：收听某类音乐的青年男女与其他表达了相同情趣的年轻人分享其品位，催生一种合并行动，其特征为合并成某种带有自己的代码和等级的部落。换言之，必须了解其他人听什么才能达到身份认同，或者才能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音乐品位的表征还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分代性（générationnel）氛围，因为音乐同时还有可能展露衣着取向或者展露其他的一些爱好，如体育等。青少年选听电台似乎还与性别和个人的社会背景相关：平民家庭和小资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比较喜欢听天空摇滚和珍爱调频（Chérie FM）这样的电台，而出身较为优裕的青少年则喜欢听迷、摇滚乐章（Le Mouv.）等电台。电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充当了青少年融合工具及社会化工具，同时也因此充当了青少年建构个人身份及社会身份的工具。

事实上，电台尤其是通过“自由参与”一类的互动节目，成为青少年表达其问题（诸如与家长的关系、性、酒、毒品等）的平台。而今，这些节目真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它们也许是青少年可以印证自己性经验及其许多焦虑的难得的空间。青少年听众参与节目以及他们与主持人之间建立的对话关系，营造了青少年所处的某种氛围。这些节目还界定了一段时光或一个放肆、嘲笑甚或发狂的违命空间，青少年在其中保持了与成人世界的距离，节目主持人在其中充当了青少年的知己和良师益友的角色。正如埃尔韦·格雷瓦莱克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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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节目替代了青少年专有的启蒙仪式和过渡仪式。这些节目佐证了围绕主持人、拨打热线电话者和听众之间的三角关系而建构的接收行为，在某些表面看起来轻率的现象背后，这些节目最终有效地啮合了听众。电台承担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它与家庭和学校一道，在青少年过渡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代理人作用。

传媒这种充当社会习得工具及归属经验工具的本领，在电视媒介那里也能发现。乍一看，青少年收看电视连续剧的兴趣似乎不大甚或可有可无，但通过观察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方式却颇有收获。事实上，与青少年收看电视连续剧相关的社会使用，带来了文化消费和前所未闻的社交形式。电视连续剧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是一种整体经验，它超越了个人或家庭解读节目相关问题的常规范畴。多米尼克·帕斯吉耶对青少年收看电视连续剧《埃莱娜和男孩们》（Hélène et les garçons）的研究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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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吉耶通过分析粉丝们写给饰演埃莱娜的女演员的信函，同时通过面向初中和高中女生的调查问卷以及在一些家庭中完成的实地观察，准确地测定了这部电视剧对青少年受众的影响。

他首先确认的是，接收的社会文化氛围是理解行为方式的首要因素。因为电视连续剧形成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由于家庭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差异很大。简单而言，父亲们总体上对这类节目比较冷淡或无甚兴趣；而母亲们则相反，分为两类：一类是厌恶这类节目的，另一类是欣赏这类节目的。第一类母亲属于中产阶层或高收入阶层，她们严厉抨击《埃莱娜和男孩们》的形式和内容，明确告诉子女们不赞成他们收看这类电视剧。在这些阶层，电视被视作其他娱乐方式的竞争者，就这部电视连续剧而言，更是由于其趋俗肤浅的内容而被视作浪费时间的同义词。第二类母亲多属于平民家庭，她们不时地和子女们一起收看这部电视剧，喜欢这些分享默契和愉悦的时光。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背景再次成为不同行为方式分野的重要标志。通过这一例子，人们会注意到，有关电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大都是一种有关教育的看法，至少是与教育理想相联的博弈标识。

其次，他论证了“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认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是平庸而无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多米尼克·帕斯吉耶指出，幼童和青少年既不会被电视连续剧蒙骗，也不会被愚弄。他们能够恰如其分地解码这类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破译电视连续剧的叙事结构规则（而且这种辨读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这种本领，而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在被动地吸收此类节目。更简要地说，他发现了电视连续剧的接收首先是一种集体经验，是一种与他人互动的奇妙手段，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但尤以在学校和朋友之间为甚。这就是看电视背后所包含的重要意义，以及收看电视连续剧所带来的人际关系。这部电视连续剧有如一个特别有利于初识社会游戏规则的平台。收看《埃莱娜和男孩们》、醉心于剧中人物和感情纠葛，其实是在学习破译男女关系，是在领会爱情游戏和偶遇游戏、探寻女性典范和夫妇形象，总之，是在完善个人的情感教育。换句话说，这一平台有利于初识爱情规则，从而按照电视这面非常独特的镜子，来构建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身份。

尽管这部电视剧的不少情节仍不免落入窠臼，但它毕竟还是让青少年反思了自己和他人。这部电视连续剧提供了认同规范、行为模式，这些日后都将在每个电视观众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内被重新议论、重新解读。在这层意义上，即使电视承载了矫揉造作和过于简单的故事，但电视仍有可能是复杂行为方式的成因。毕竟，这类节目的影响有限，认同的过程短暂而瞬息即逝。它在人的一生当中只是简短的时刻，因为随着青少年个人的发展，其他的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会迅速参与同它的竞争。

从理论上讲，解读这类节目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也要求更加深刻地探寻青少年电视行为的基本情况，诸如他们看电视的频度到底如何，他们对类似节目的投入和关注方式究竟如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妨设定，青少年电视观众对其将要分享个人电视兴趣的社会语境通常都会有所预感，以期与自己有意融入的团体达成一致，就像多米尼克·帕斯吉耶所建议的，沿着人际关系准则和文化行为思路展开研究。

举例而言，男孩们不敢在其他人面前公开承认收看电视情感连续剧，否则可能会被讥讽有娘娘腔。作品的社会审查促使男孩们正式表明自己与此类电视连续剧保持距离，多米尼克·帕斯吉耶指出：“在男孩们的天地里，是不可以承认自己收看某些节目的，即使他们是这些节目观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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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们不评论《埃莱娜和男孩们》，并不是因为这部连续剧档次较低，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同伴们看低。青少年文化行为的社会空间并不局限于所承袭的社会财富或所接触的社会氛围，而是同样也建立在男女交往关系的博弈上，建立在代际关系上。作为电视观众的自我表现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展示方式，因为它常常可以决定能否掌握某种拒绝承认的话语权（discours de dénégation），可以决定与某些被认为是不太让人看得起的、不太合理的行为保持距离感。他们丝毫不敢承认自己“很电视”。

另一个可以深化电视连续剧接收研究的新颖思路是，沿循节目制作，探究剧作者的创作思维，探明推荐给电视台的剧作梗概凭什么样的情节、框架和主题来承载社会想象的形式。萨比娜·夏尔丰-德梅塞对20世纪90年代法国电视集团收到的一千余部电视剧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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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过研究。经过分析发现，这些电视剧剧本惊人地呈现出强烈的悲观色彩，在表现当代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方面凸显某种一致性。这些剧本大都涉及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家庭重组以及孤独感和漂泊感等，总之涉及的大都是生存之艰难。归根结底，这些剧本提供了相当晦暗的现实图景：剧中人物都被无力感包围。传媒就这样成为聚焦的场所，成为纠缠现代社会之焦虑的共鸣箱。

这位女社会学家在继续自己研究的同时，又致力于厘清一部电视连续剧是如何建立与观众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以及个人、社会和职业背景各异的电视观众是如何用既互补又不相同的视角，来看待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比如说如何看待法国电视二台从1996年开播的电视连续剧《急诊室》（Urg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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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美国电视连续剧讲述的是有关医疗机构，即医护人员所在的急诊室发生的故事，这部连续剧的新意在于巧用环境上的贴近性和近似性，将电视观众带入了医生或患者的天地。一系列的调查和访谈工作围绕演职人员和专家（编剧、导演、发行商、记者和研究人员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医生、医学院的学生、护士、护工等）以及在其居所的观众展开，为理解连续剧与电视观众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提供了良机。

通过观察电视观众收看连续剧的反应，夏尔丰-德梅塞发现身份认同的过程是经常重复的。观众的接收倾向使自己采取了三种主要姿态：一种是联想型身份认同（主人公和我们是一样的）、另一种是同情型身份认同（他们比我们不幸）、还有一种是欣赏型身份认同（他们比我们幸福）。电视连续剧通过借用与受众某种形式的默契，将我们一步一步地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某种程度的现实主义与剧中人物的英雄化结合在一起；而这种英雄化的基础既非科学精神，也非威望，而是对道德价值的尊重。

电视观众并不对连续剧抱有幻想，他们并不会将想象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混为一谈，但他们在收看《急诊室》时，会比较这两个世界。事实上，电视连续剧向他们提供了分析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差距所需的工具。萨比娜·夏尔丰-德梅塞注意到，“电视连续剧向电视观众提供了许多原始的分析和认知资源，以便更好地理会电视剧所表现的空间与日常经历之区别，以便细化个人的思考。准确地说，电视剧空间是一个理想世界，它提供了一个封闭的、结构严密而又经过营造的基础，以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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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她还证实，收看某类电视与某种生活经历是对应关系，电视剧可以与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产生共鸣。电视观众因这部电视剧而熟悉了医务界、掌握了医学词汇、并从此明白了医院的运作原则，这恰好证明了，通过收看这部电视连续剧而对医务界进行的比照，大抵就是所谓的社会习得。

这类佐证电视节目接收中不同理念交汇的研究案例不胜枚举。拉丁美洲的两项研究成果也表明，在诸如大型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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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标准化电视制作中，市场理念与境遇较差的平民阶层的某些社会和文化诉求相抵触，从而引发了平民阶层既顺从又反抗、既默契又不满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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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人们都会发现，传媒产品化为己有的模式不仅体现在权力关系和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的播出结构中，而且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接收行为中。

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过渡

不但有关电视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议论和评述非常多，而且有关纪实节目和脱口秀节目的议论和评述也都非常丰富，这些讨论已超越了狭小的家庭和亲友的范围。这些节目尤其成为工作环境中的话题，即超越了节目被即时接收的时刻、超越了在电视机前的时刻（如果以画面为例）或者超越了报纸有效阅读时间（如果以印刷品为例）。研究不同于直接收视或真正阅读的延迟接收行为，也许可以更好地认识公众将传媒讯息化为己有的方式。

沿用多米尼克·布里埃的术语，所谓的“电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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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当电视在从事其他一些活动时、在职业环境中“被谈论”的时候，并不是人们即时暴露在传媒面前的时候，因为电视的使用基本发生在电视节目之前或之后。同事之间对前一晚或几天前电视节目看法的交流必然成为公共讨论的内容，体现了常常在私人空间进行的谈话成功过渡到公共空间。我们不仅是由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方式界定的电视观众，也是与所属的多种环境、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如父亲或母亲、同事、某家体育俱乐部成员、某家协会会员或某一政党党员等）紧密相联的社会行为者，我们同时使用由传媒、生活环境或其他人提供的各类信息资源。我们无法将电视观众（听众或读者）孤立地视为社会上不同地位的人，而必须将其当做现实世界里由不同角色同时叠加起来的组合。多米尼克·布里埃努力摆脱传统的解释框架、更新接收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围绕电视的交谈内容总是不同于人们想象的东西，因为我们同时身处社会的多个层面，与任何单一界定无关。多米尼克·布里埃解释说，一个电视节目可以在不同的空间调动，既可以作为资源，也可以作为放映的手段。它在不同领域之间的浮动界限上发挥作用，借用一些研究人员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过渡物”（objet transitionnel），是一个依据极难定义的中间状态而变化的“中间产品”（produit tangentiel）。尽管电视接收的此类研究在人际关系总的概念方面尚显不足（它低估了某些文化和社会决定性因素的作用），但它为吸引人们去关注直到目前鲜有研究的接收范式，即关注居所之外的交谈所建立的互动关系而构建局部公共舆论（opinion publique locale）的方式作出了贡献。“电视话题”在此被视作某种实现从私人交谈到公共讨论的操作者。

为了说明这种特殊的现象，研究人员收集了三个月内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在一家医务化验室的秘书台、一家比萨饼店和一个电话话务中心），人们围绕电视节目进行的谈话内容。研究人员发现，化验室秘书台关于一个整容节目的交谈与话务中心的交谈截然不同。在化验室的环境中，电视节目观感完全被同事间的交谈重新处理和加工：其中一位同事联想到自己（她的鼻子长得较丑），因此她讲述观感只有在同事之间存在着某种信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话务中心，则有一群技术人员，他们的交谈极少涉及个人因素，话题大都围绕着一次整容手术的价格以及可能出现的回扣上。“电视话题”因此成为社会政治层面的评判形式，表达一种共享的世界观。

有关电视节目的话语只有当其体现在一个特殊而直接的环境中时，才恰如其分。必须要在个人感受中综合群体其他成员，而这种综合也只有当个人感受被当做普遍性来讨论时才能成功。“电视话题”以某种形式使得个人感受社会化，使得人们在当今复杂的世界里更有方向感。一些节目制作人似乎非常懂得这些道理，因为他们将社会现实的这个方面融入电视节目中，像《凡事有商量》之类节目的成功难道不是某种佐证吗？

传媒受众的数量无法计算（除非通过收视调查），也看不见（他们不像电影院或剧院的观众）。从来就不可能将受众作为与既定媒体有特殊关系的一群个人来进行观察。说来有点矛盾，受众既是难以把握的，也无法等同于一些确定的地点或既定的群体，但他们又确实存在。广告商或专业人士不仅需要某种商业认同，以期吸引注意力，而且还需要受众的代言、需要反馈其存在的形象（通过民意调查、读者或听众或观众来信等方式）。但是这种代言会在多种形态中消解，一些研究人员承认，“倾听、解读、化为己有、改变一个景观或一个讯息，都会调动许多按社会遗产、习得、社会关系网的融入方式、公共评议空间的投入范式等组合起来的资源。每一种组合都是复杂的、多变的、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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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导致了不同传媒受众存在方式的多样性。

受众是由自己编织的与某份报纸或某个节目的特殊联系，由各种与其相联的情感、认同和再现类型，由自己就某篇文章或某个节目而与他人创建的参与方式等加工而成的。换句话说，我们认为的传媒受众形象不仅是某种精神建构、某种想象群体的结果，也是某种与其他人互动形式的结果，我们深知这些人在同一时刻分享了同样的兴趣或同样的激情。受众既是虚拟的又是具象的，它是某个“我们”中的某个“我”的体现，它是从私人反应向公共情感的过渡，因为在此过程中惧怕这个集体存在的困难始终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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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达尼埃尔·达彦和埃利胡·卡茨所做的研究工作
 
[141]

 ，有效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努力去理会面对诸如教皇出国旅行、世界杯足球决赛和戴安娜王妃葬礼等国际重大事件，也即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电视机前睁大眼睛所分享的东西。首先，这些向数百万人直接转播的“电视仪式”以特殊的方式规范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它属于即时的时事、纪念活动以及个人性或集体性壮举。其次，它引起了电视观众的注意，因为它把一些重要的时刻展现出来，它放大了反馈信息，引发了观众参与的新形式。这些充满吸引力、充满对抗性的仪式，这些加冕或丧葬仪式属于某种社会的和集体的经验。说它是一种社会经验，因为庆典群体由此呈现；说它是一种集体经验，因为某一既定群体的成员意识到了其他群体的存在。观众在其中时而是判官时而是证人，时而是仲裁者时而又是拥护者。收看这类节目意味着与其所表现的内容、并（在心理上）与所有其他看电视的观众产生了互动关系。

这种受众在实体上是看不见的，但通过逐字逐句分析接受者的话语以及通过对参与者的社会调查，又是可以观察到的。它激活了讨论，激励了交流群体。作为某种“粉丝”受众、或某种重大传媒事件的受众、或某种来自不同族裔的受众、甚或某种真人秀节目（它在电视屏幕上越来越常见）的受众等形象的反射体（entité réflexive），它确确实实存在。然而，它毕竟是脆弱而转瞬即逝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高深莫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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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报刊、广播和电视界当今都享有超级的可见度，因为人们不停地讨教记者们的看法，不停地探寻某些电视主持人的私生活，不停地强调电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不停地抨击被认为是由传媒助长的景观社会。但这些做法未必就完全意味人们在去更好地努力认识传媒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真正作用，去更好地努力认识传媒对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确切影响力。在这方面，近年来完成的许多研究及其成果与原有的见解背道而驰，它让人更多地了解到传媒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方式。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传媒权力不能被认作是一种迫力或一种强制力，而应被视作是一种吸引力或者是一种可以引发接收者某些类反应的说服力。

尽管当今传媒的影响力难以否认，但必须注意避免落入匆匆将之普遍化的窠臼。在此，我们重申，传媒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多向度现象。言其多向度，是因为传媒权力实施时，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诸多因素相互影响；言其复杂，是因为不同语境、内容、机构和个人素质等混杂在一起，描绘出种种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难以梳理的情势；言其矛盾，是因为根据是时语境和状况的不同，对传媒影响力的评估也会出现不同的解读。换句话说，对于“而今传媒权力究竟如何”之类的问题，并无单一的答案。只有不全面而临时的答案。

那是否应该就此放弃人们能够完全澄清这一现象的想法？人们是否可以满足于传媒权力是不甚确定的、或曰令人失望的结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最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在传媒影响力概念的形成以及对其的理解等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收益究竟何在？

是否就此应该放弃人们能够澄清这一现象的想法？人们是否可以满足于传媒权力是不甚确定的、或曰令人失望的答案？回答是否定的。最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影响力的概念化以及对其的理解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到底有哪些收获呢？

我们的收获首先在于认识到，传媒权力并非是传媒占有的资产或特性，而是一种相关关系，它是企业、团体和个人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总和之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拥有更多的资源，以采取行动和让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换言之，存在于这种特殊构型之中的力量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社会传媒或然的权力。事实上，其中出现的紧张关系之不甚确定的平衡，是某些电视台对市场不可否认的控制力之结果，也是某些报刊对舆论的决定性影响力、某些压力集团令人生畏的效力以及某些专业人士（如记者、制片人、节目主持人等）具有决定性作用之结果。这一平衡因时间而变化，同时，它还拆解和重建某个从未完全稳固的过程中的各种既有关系。

其次还我们的收获还在于认识到，必须完全舍弃传媒影响机制线性效果的观点，而采用将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现实世界、将集体理念与个人理念同时考虑的思维方式。传媒附着于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商业体制，即追求效益、追求对新闻产品和娱乐产品制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收视率之商业体制。交流的世界化、传送技术的尖端化以及信息流通的加速化毫无疑问促进了内容的同质化。传媒与各国特有的法律环境和政治环境融为一体，而各国都对不同传媒企业的竞争、都对报业或广播电视的编辑部门的运作产生影响。然而，产品与讯息的这种一统化倾向，无法拒绝特殊的抵御形式和重新化为己有的形式。

在这种独特的语境中，的确应该尽量准确地评估新闻产品和娱乐产品的生产和接收链中的每一组成部分。在链的上端是各种新闻来源、不同的传播策略专家、业界的内部活力、企业文化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编辑方针的个性以及节目编排和追求收视的迫力等的运作。中端是（新闻或娱乐）产品本身的特质、每一媒体的话语身份、现有的技术设备、以及既有的写作与报道规范等。下端则是读者、听众和观众所属群体的独特性、其社交网络的延伸、接收者的社会属性及其引发的能力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每个人特有的个性等。

那么，我们从对（政治和文化）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的考察中究竟可以汲取何种养分？一些趋势已经显现。让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一下。

首先，传媒可以对舆论环境 产生影响。这方面可以波黑战争为例，战争期间，传媒成功聚焦塞族部队犯下的暴行，成功地完成了呼吁国际舆论的使命，从而为启动人道干预做出了贡献。再例如，民主德国时期，东德人当时长期看不到官方新闻以外的画面，通过西德电视，他们渐渐获得了有关西方社会生活和消费方式的报道，同时也了解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示威活动。这些画面使他们注意到抗议活动的规模之大。传媒就此改变了舆论状况，并对现行政权产生了动摇效应。这种对舆论的影响力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或许也有体现：治安恶化问题被极度传媒化，而人们却无法真正准确地估算这一极度传媒化对投票本身的影响。

其次，传媒可以对是时的认知和博弈地再现方式 产生影响。例如，实时转播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袭击之时，传媒不但诱发了令人激动的晕厥效应，同时还部分地打造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至少参与了这一想象力的构型（configuration）。这方面还有另一佐证：科索沃冲突期间，法国报刊在言及科索沃民族解放军（UCK）时所运用的架构方式，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军事组织采取了某种相当负面的再现，而大部分报刊地再现方式明显基于意识形态色彩的共同解读。传媒不仅影响我们对一些国际冲突的认知，并且严重影响我们的政治再现方式。传媒在传播政治家某一形象的同时，令舆论聚焦，它在某种程度上打造了我们对现时力量对比真实情况的看法。传媒同样吸引了对最合法的候选人的注意力（议程 ），就像最近几次总统竞选运动出现的情况；传媒通过问题处理角度（架构 ），突出了竞选运动的某些主题或政治人物的某些特点（如同雷蒙·巴尔的例子所呈现的那样）；传媒在启动某些类型的研判同时，对某种情势的评估标准（激励 ）产生影响。传媒发挥的影响力并不完全在于投票本身，而是在于影响政治人物的行为方式，他们越来越按传媒的模型行事。传媒或许还将自己的标记打印在公民的政治文化上。

再其次，传媒不但能够对问题的层次化产生影响，而且还可以对问题的扩大化或问题的简单化产生影响 。例如海湾战争期间，传媒所提供的新闻和画面显得十分匮乏，冲突的景观化引发了重要的放大效应，在电视观众身上激发出对电视新闻和特别节目的巨大迷恋。传媒还可以提高公众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敏感度，例如提高对那些与公共健康有关的问题的敏感度（如污血案丑闻导致的悲剧化和和畸变现象），或者是提高对某些集体动员模式的敏感度（如维尔沃尔德雷诺汽车工厂的关闭）。传媒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话语共鸣箱或公共怜悯的载体（例如法国每年为治疗进行性肌萎缩患者而举行的“电视马拉松”筹款直播活动）。然而，传媒毕竟冒了将社会现实极度简单化之风险，法国各家电视台报道郊区问题的方式或者是报业及电视处理城市暴力的方式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佐证。

此外，传媒还可以对某些名人的遴选以及对其的确认 产生影响。传媒通过编辑选题，来挑出权威话语的代表，并突出某些名人。这尤其是针对政治人物，其参与方式的个性化及其话语的美化促进了景观理念的建立，这种理念有助于政治负责人在摄影机前极为自如。传媒通过邀请嘉宾前来电视或电台演播厅，来指定有可能恰当地解释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专家或知识分子。传媒通过个人见证或跟踪集体动员的方式，将话语权授予外行，或至少是授予一部分外行。在推销一些名人的同时，传媒在社会认可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过滤作用。人们抱怨传媒利用排名和排行榜原理，来打造某些他们支持的艺术家的成功和成名。传媒因此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进入确认体系的途径，代理了获取曝光度和知名度的门闸作用、甚或是跳板作用。

最后，传媒可以对人际关系形式以及社会习得形式 产生影响。收看电视改变最多的是家庭内部的交流形式，收看电视还重新定义权威关系。家长与子女的联系因此重塑，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亦然。传媒还在参与接收者的社会身份构建、尤其是大量收听广播和大量收看电视的青少年的社会身份构建的同时，借助于收听电台某些自由参与节目和收视某些电视连续剧所引发的谈话，致力于他们在青春期逐渐融入社会。传媒强化了群体联系，并将这种感觉带给在相同时刻、收看相同电视节目、分享相同情感的观众。传媒还可以拆散或松懈他们，因为节目选择的不断细化引起观众的碎片化，而今他们的收听行为或收视行为已日益个人化。

如今，似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够避免传媒的影响。人们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我们日益依附于传媒的全球扩展及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性。所以，这一观察似乎是最为确切的了。然而，评估这种影响的强度和广度的确应以慎重为宜。这首先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丝毫不能令人十分肯定地认清传媒在短期内和长期对我们的态度、见解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其次，这主要也是因为尽管有几类行为方式带有主导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影响过程却是不同的。由于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差异、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这种对某个人和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可以大相径庭。

我们要再次竭力重申，从社会和文化层面而言，公众并不是同质的，也不是未分化的。每个人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承继的文化、群体属性、社会关系和信仰倾向及其认知能力和情感反应都不一样，这些因素不但是相互交杂的，而且还造成了从来都无法完全预见的化为己有行为。讯息的传媒接收范式有很多种，其可能的组合方式和配合方式也有多种，使用方式也丰富多彩。在某些情境中、在某些条件下，接收者有能力挑选、解读、曲解或偏移讯息。

如此见解并不是要否认传媒对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力，也不是要在错综复杂的互动中淡化传媒权力（这种错综复杂的互动有可能会抹去所有的不平等），或至少不是要坚持某种伪共识话语以资证明一切或否定一切。事实上，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某些行为者比其他行为者更有影响力，他们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较为优越者）在面对传媒时，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而其他人却更多地受到传媒的影响。只是应该留意判断的困难以及保留差别性的必要。

有关传媒权力的研究成果最终导致如下令人惊讶的悖论：传媒权力既是有力的又是软弱的，既是强大的又是有限的。传媒权力可能比我们说的要小，但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尽管这一结论令人 —— 令许多在这方面持肯定态度的人沮丧，但这种矛盾的现状似乎是相关复杂现象的唯一可能的解释。传媒构成了一种力量，一种因行动过于扩散以至于人们无法辨认其权力之大小的力量：传媒不强加给我们什么，但传媒悄然浸透我们的意识。

换种说法，假如现实中存在着传媒权力的话，那只有当人们比较它时、只有当人们将它与社会其他的同样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部门进行比照时，它才可以被人理解。传媒权力只是比其他的参与我们社会良性运行权力（如政治权力、司法权力等）略强。总而言之，在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中，传媒权力非但应该不停地与政治人物的权力相平衡，而且还应该与法官的、知识分子的、以及经济决策人物的权力、尤其是并且首先是与公民的权力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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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埃里·韦代勒THIERRY VIDEL

多利纳·布雷格曼DORINE BREGMAN

多米尼克·博迪斯DOMINIQUE BAUDIS

多米尼克·布里埃DOMINIQUE BOULLIER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AUE DE VILLEPIN

多米尼克·卡尔东DOMINIQUE CARDON

多米尼克·马尔切蒂 DOMINIQUE MARCHETTI

多米尼克·梅勒DOMINIQUE MEHL

多米尼克·帕斯基耶DOMINIQUE PASQUIER

多米尼克·帕斯吉耶DOMINIQUE PASQUIER

多米尼克·施纳佩DOMINIQUE SCHNAPPER

多米尼克·瓦奈 DOMINIQUE VOYNET

多米尼克·吴尔敦DOMINIQUE WOLTON

多米尼克·雷尼埃DOMINIQUE REYNIE

多米尼克·马丁DOMINIQUE MARTIN

多米尼克·梅米DOMINIQUE MEMMI

法比安·格朗戎FABIEN GRANJON

法比安·帕维FABIENNE PAVIS

凡尼莎·拉泰斯VANESSA LATTES

凡桑·卡拉戴克VINCENT CARADEC

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

菲利·科兰PHIL COLLINS

菲利浦·皮埃尔PHILIPPE PIERRE

菲利普· 科恩PHILIPPE COHEN

菲利普·阿莫利PHILIPPE AMAURY

菲利普·布雷东PHILIPPE BRETON

菲利普·戴高乐PHILIPPE DE GAULE

菲利普·德维利埃PHILLIPE DE VILLIER

菲利普·盖恩PHILIPPE GUERN

菲利普·库朗荣PHILIPPE COULANGEON

菲利普·塞甘PHILIPPE SEGUIN

菲利普·泰耶PHILIPPE TEILLET

菲利普·朱安PHILIPPE JUHEM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费尔南·布罗戴尔FERNAND BRAUDEL

弗朗索瓦·巴卢安FRANCOIS BAROIN

弗朗索瓦·比诺FRAN？OIS PINAULT

弗朗索瓦·多斯FRAN？OIS DOSSE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AND

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OIS JOST

弗朗索瓦·乌尔芒FRAN？OIS HOURMANT

弗朗索瓦-贝尔纳·于伊格FRAN？OIS-BERNARD HUYGHE

弗朗索瓦兹·本哈姆FRAN？OISE BENHAMOU

弗朗索瓦兹·马斯-弗雷阿FRAN？OISE MASSIT-FOLLEA

弗朗西斯·巴尔FRANCIS BALLE

弗朗西斯·若雷吉贝里FRANCIS JAUREGUIBERRY

弗朗西斯·若雷吉伯里FRANCIS JAUREGUIBERRY

弗雷德里克·勒巴隆F？D？RIC LEBARON

弗雷德里克·沙维奇FREDERIC SAWICKI

弗雷德里克·朗贝尔FREDERIC LAMBERT

弗洛朗斯·欧伯纳FLORENCE AUBENAS

戈雷格？布雷蒙GREG BREMOND

戈维纳埃尔·拉尔迈 GWENA？L LARMET

格雷戈里·德尔维尔GREGORY DERVILLE

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

哈达斯·哈斯HADASSAH HAAS

哈露·塔兹夫HAROUN TAZIEFF

哈维·莫劳奇HARVEY MOLOTCH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郝大维DAVID L. HALL

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

赫苏斯·马丁-巴布罗JESUS MARTIN-BARBERO

亨利·布瓦耶HENRI BOYER

吉尔·费耶尔GILLES FEYEL

纪约姆·杜朗GUILLAUME DURAND

纪约姆·苏雷GUILLAUME SOULEZ

济慈·布朗茨KEES BRANTS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GABRIEL TARDE

简妮丝·拉德葳JANICE RADWAY

杰－G·布拉姆勒JAY G.BLUMLER

杰拉迪纳·穆勒曼GERALDINE MUHLMANN

杰拉尔·阿尔布瓦GERARD ARBOIT

杰拉尔·德帕迪厄GERARD DEPARDIEU

杰拉尔·格鲁伯格GERARD GRUNBERG

杰拉尔·鲁瓦索GERARD LOISEAU

杰拉尔·努瓦利埃尔GERARD NOIRIEL

杰米·谢阿JAMIE SHEA

金洙焕JOOHAN KIM

居伊·德卡 GUY DES CARS

居伊·杜朗丹GUY DURANDIN

居伊·吕克斯GUY LUX

居伊·洛夏尔GUY LOCHARD

卡尔·泽罗KARL ZERO

卡特琳娜·贝尔托-拉弗尼尔CATHERINE BERTHO LAVENIR

卡特琳娜·克莱芒CATHERINE CLEMENT

克莉斯蒂娜·勒坦蒂利埃CHRISTINE LETEINTURIER

克里斯蒂昂·戴勒珀尔特CHRISTIAN DELPORTE

克里斯蒂昂·勒巴尔CHRISTIAN LE BART

克里斯蒂昂·西尼奥尔CHRISTIAN SIGNOL）

克里斯蒂娜·雷斯杰-梅勒莱CHRISTIANE RESTIER-MELLERAY

克里斯托夫·阿特同F.CHRISTOPHER ARTERTON

克里斯托夫·格贝尔CHRISTOPHE GAUBERT

克罗德·勒夫尔CLAUDE LEFORT

克瑞翁CREON

孔多塞CONDORCET

库尔特·赫斯KURT R. HESSE

拉菲尔·巴凯RAPHA？L BACQUE

劳伦斯·莫诺耶－史密斯LAURENCE MONNOYER－SMITH

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

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

雷米·菲斯塔REMI FESTA

雷米·勒尚皮翁REMY LE CHAMPION

雷米·里埃菲尔REMY RIEFFEL

雷诺－多钠迪约·德瓦布尔RENAUD DONNEDIEU DE VABRES

雷翁·齐特罗纳LEON ZITRONE

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利奥奈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

廉姆·盖松WILLIAM GAMSON

路易·凯雷LOUIS QUERE

吕克·伯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

吕克·费雷LUC FERRY

吕克·费里 LUC FERRY

吕西安·卡尔皮克LUCIEN KARPIK

罗贝尔·布尔ROBERT BOURE

罗贝尔·于ROBERT HUE

罗伯特·达恩通ROBERT DARNTON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

罗伯特？怀雅特ROBERT O. WYATT

罗杰·希尔维斯通ROGER SILVERSTONE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罗朗·凯洛尔ROLAND CAYROL

罗朗·泰福诺LAURENT THEVONOT

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

洛朗·热尔维罗LAURENT GERVEREAU

马蒂约·贝拉MATTHIEU BERA

马丁·温克勒MARTIN WINCKLER

马尔泽尔布MALESHERBES

马克·布劳什MARC BLOCH

马克·费罗MARC FERRO

马克·海克尔MARC HECKER

马克·莱维MARC LEVY

马克·利兹MARC LITS

马克·马丁MARC MARTIN

马克－奥利维埃·福吉埃尔MARC－OLIVIER FOGIEL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马莱娜·库隆布－古利MARLENE COULOMB－GULLY

马丽- 皮埃尔·弗尔凯MARIE-PIERRE FOURQUET

马丽？贝尼尔德MARIE BENILDE

马利兰·勒斯特 MARILYN LESTER

马尼埃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

马纽埃尔·菲尔诺代，MANUEL FERNAUDEZ

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玛尔蒂娜·奥伯雷MARTINE AUBRY

玛丽-弗朗斯·拉贝热 MARIE-FRANCE LABERGE

玛丽－弗朗索瓦兹·拉福斯MARIE－FRANCOISE LAFOSSE

玛丽娜·德拉萨勒MARINE DE LASSALLE

玛丽-诺埃勒？西卡尔MARIE-NO？LLE SICARD

玛丽-皮埃尔·弗尔凯-库尔贝MARIE-PIERRE FOURQUET-COURBET

迈克·高维奇MICHAEL GUREVITCH

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

梅妮·格雷古瓦MENIE GREGOIRE

米盖尔·伯纳萨亚MIGUEL BENASAYAG

米丽娅姆·巴黑尔MYRIAM BACHIR

米歇尔·德律克MICHEL DRUCKER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米歇尔·杜瓦MICHEL DROIT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

米歇尔·莱马里MICHEL LEYMARIE

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

米歇尔·马蒂昂MICHEL MATHIEN

米歇尔·苏雄 MICHEL SOUCHON

米歇尔·韦维约卡MICHEL WIEVIORKA

米歇尔·加隆MICHEL CALLON

米歇尔·马蒂昂MICHEL MATHIEN

莫里斯·穆尤MAURICE MOUILLAUD

莫里斯·图尔尼埃MAURICE TOURNIER

莫钠·欧祖夫 MONA OZOUF

莫尼克·西卡尔MONIQUE SICARD

纳迪娜·图珊-德姆兰NADINE TOUSSAINT-DESMOULINS

纳塔莉·杜克洛NATHALIE DUCLOS

娜塔莎·圣皮耶NATASHA ST PIER

钠塔利·海尼贺NATHALIE HEINICH

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

尼娜·伊利雅索夫NINA ELIASOPH

诺埃勒？伯奇NO？L BURCH

诺尔伯特·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

诺尔文L.NOLWENN

帕斯卡尔·奥比斯坡PASCAL OBISPO

帕斯卡尔·拉戴利埃PASCAL LARDELLIER

帕斯卡尔·马尔尚PASCAL MARCHAND

帕斯卡尔？佩里诺PASCAL PERRINEAU

帕特里克·勒莱PATRICK LE LAY

帕特里克·尚帕涅PATRICK CHAMPAGNE

帕特里克·夏洛多PATRICK CHARAUDEAU

帕特里克－普瓦夫尔·达尔沃 PATRICK POIVRE D’ARVOR

帕特里斯·阿莱杰PATRICE ALEGE

帕特里斯·弗里什PATRICE FLICHY

皮埃尔· 佩昂PIERRE PEAN

皮埃尔·贝朗杰PIERRE BELANGER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R

皮埃尔·布雷雄PIERRE BRECHON

皮埃尔·法弗尔PIERRE FAVRE

皮埃尔·勒费布尔PIERRE LEFEBURE

皮埃尔·索尔兰PIERRE SORLIN

皮埃尔· 穆索PIERRE MUSSO

皮埃尔·拉库姆PIERRE LASCOUMES

皮特·勃鲁盖尔 PIETER BRUEGEL

强尼·哈利代JOHNNY HALLYDAY

乔斯里纳·阿康布尔－莫罗JOCELYNE ARQUEMBOURG-MOREAU

乔治·杜比 GEORGE DUBY

让- 玛丽·夏隆JEAN-MARIE CHARON

让- 皮埃尔·埃斯克那兹JEAN-PIERRE ESQUENAZI

让·道尔麦松JEAN D’ORMESSON

让·勒卡努埃JEAN LECANUET

让·莫迪JEAN MAUDIT

让·穆雄JEAN MOUCHON

让·热尔曼JEAN GERMAIN

让·若雷斯JEAN JAURES

让·夏隆JEAN CHARRON

让-巴迪斯特·孔比JEAN-BAPTISTE COMBY

让-巴蒂斯特·勒加夫尔JEAN-BAPTISTE LEGAVRE

让-巴蒂斯特·勒加夫尔JEAN-BAPTISTE LEGAVRE

让－保罗·博德库JEAN-PAUL BAUDECROUX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TRE

让－保罗菲图斯JEAN PAUL FITOUSSI

让-菲利普·鲁瓦JEAN-PHILIPPE ROY

让-菲利普·俄尔丹JEAN-PHILIPPE HEURTIN

让-菲利普·赫坦JEAN-PHILIPPE HERTIN

让－弗朗索瓦·比罗JEAN－FRAN？OIS BURAU

让－弗朗索瓦·卡恩JEAN-FRAN？OIS KAHN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让-弗朗索瓦·泰蒂JEAN-FRAN？OIS TETU

让-弗朗索瓦·狄安娜JEAN-FRAN？OIS DIANA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OIS SIRINELLI

让-弗朗索瓦·西里耐利JEAN-FRAN？OIS SIRINELLI

让-居斯塔夫·帕迪欧娄JEAN-GUSTAVE PADIOLEAU

让－克里斯托夫·格朗热JEAN－CHRISTOPHE GRANGE

让-克里斯托夫·伽隆JEAN-CHRISTOPHE GALLOUX

让-克罗德·苏拉杰JEAN-CLAUDE SOULAGES

让-克洛德·帕塞隆 JEAN-CLAUDE PASSERON

让－克洛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

让-路易·米西嘉JEAN-LOUIS MISSIKA

让-吕克·吉里伯纳JEAN-LUC GIRIBONE

让-吕克·麦兹格JEAN-LUC METZGER

让－玛丽·科特雷JEAN-MARIE COTTRET

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

让-米歇尔·乌塔尔JEAN-MICHEL UTARD

让-诺埃勒·让纳奈JEAN-NO？L JEANNENEY

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

让-皮埃尔·马歇尔JEAN-PIERRE MARECHAL

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NMENT

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

让-夏尔·安布瓦兹JEAN-CHARLES AMBROISE

让－雅克·戈德曼JEAN－JACQUES GOLDMAN

让－雅克·戈蒂埃JEAN－JACQUES GAUTIER

让-雅克·舍瓦勒JEAN-JACQUES CHEVAL

热罗姆·塞杜JEROME SEYDOUX

热纳维埃夫·卡尔布里斯GENEVIEVE CALBRIS

若斯林娜·瓦赞JOCELYNE VOISIN

若西雅娜·儒埃 JOSIANE JOU？T

萨比娜·夏尔丰-德梅塞 SABINE CHALVON-DEMERSAY

萨比娜？罗泽耶SABINE ROZIER

塞巴斯蒂安·鲁凯特SEBASTIEN ROUQUETTE

塞尔日·达索SERGE DASSAULT

塞尔日·哈里米SERGE HALIMI

塞尔日·普鲁莱克斯 SERGE PROULX

塞嘉莱娜·洛亚尔SEGOLENE ROYAL

塞西尔·梅阿代尔CECILE？MEADEL

桑德里纳·勒维克SANDRINE LEVEQUE

施瓦兹科普夫SCHWARTZKOPF

舒勒-马尔歇SCHULLER－MARECHAL

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

斯特凡·哈尔伽特纳STEPHAN HILGARTNER

斯特凡·沃契克STEPHANE WOJCIK

斯特凡娜·布雷东STEPHANE BRETON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苏珊·德谢维涅SUZANNE DE CHEVEIGNE

苏珊娜？德舍维涅SUZANNE DE CHEVEIGNE

索菲·迪歇纳SOPHIE DUCHESNE

索菲？巴吕埃SOPHIE BARLUET

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

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THEOPHRASTE RENAUDOT

泰勒－尼尔森－索福瑞TAYLOR NELSON SOFRES

泰玛·利贝斯TAMAR LIEBES

唐纳德·肖DONALD SHAW

特里斯坦·马特拉TRISTAN MATTELART

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瓦莱里·德维亚尔VALERIE DEVILLARD

瓦莱里·萨克里斯特VALERIE SACRISTE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

威廉姆·甘松WILLIAM GAMSON

西尔维·欧里特鲁SYLVIE OLLITRAULT

西蒙娜·伯纳夫SIMONE BONNAFOUS

希尔维·德博拉 SYLVIE DEBRAS

希尔维·杜卡斯－斯帕埃SYLVIE DUCAS－SPAES

习利勒·勒米约CYRIL LEMIEUX

夏尔·帕图CHARLES PATOU

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

雅克·布弗雷斯JACQUES BOUVERESSE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雅克·杰斯莱JACQUES GERTSLE

雅克·拉格洛耶JACQUES LAGROYE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雅克·勒博埃克JACQUES LE BOHEC

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

雅克·努瓦耶JACQUES NOYER

雅克·热斯莱JACQUES GERSLE

雅克·特斯塔尔JACQUES TESTARD

雅克·瓦尔特JACQUES WALTER

雅克·希拉库萨JACQUES SIRACUSA

雅克－玛丽·布尔热JACQUES-MARIE BOURGET

雅克－夏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 DELMAS

雅尼克·奥兰德YANNICK OLLAND

雅尼克·巴尔特YANNICK BARTHE

雅尼娜·巴尔博JANINE BARBOT

雅尼娜·布雷蒙JANINE BREMOND

亚伯拉罕·莫勒 ABRAHAM MOLES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伊夫·戴拉海YVES DE LA HAYE

伊夫·拉夫瓦纳YVES LAVOINNE

伊夫·舍瓦利耶YVES CHEVALLIER

伊格那奇欧·拉莫奈IGNACIO RAMONET

伊莉莎白·杜普瓦雷ELISABETH DUPOIRE

伊丽莎白·雷维ELISABETH LEVY

伊丽莎白·诺埃勒-纳曼ELISABETH NO？LLE-NEUMANN

伊利胡·凯茨ELIHU KATZ

伊莎贝尔·阿佳妮ISABELLE ADJIANI

伊莎贝尔·帕亚尔ISABELLE PAILLIART

于贝尔·利弗HUBERT REEVES

约翰·H·麦克马那斯JOHN.H.MCMANUS

约翰·扎勒JOHN ZALLER

约瑟夫·伽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

约瑟夫·拉罗什JOSEPHA LAROCHE

在雅克·热尔斯莱JACQUES RERSTLE

詹姆斯·鲁尔JAMES LULL

朱利安· 杜瓦尔JULIEN DUVAL

朱利安·泰拉JULIEN T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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